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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国际学术界认为，1857年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即英国、法国和爱尔兰的四位权威楔形文字专家彼此独立地成功释读了同一份内容的楔形文字材料，证明了此前世界范围内楔形文字专家释读楔形文字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同时表明，以研究古代住在西亚地区的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等民族所创造和使用的楔形文字，以及用这种文字记述的历史和文化为目的的学术是具有科学内涵的。换句话说，楔形文字的成功释读标志了亚述学的诞生和创立。

在中国，以研究楔形文字文献为基础的亚述学，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6年，在以林志纯（笔名“日知”）为首的一些力主推进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老学者的赞助下，方才得以建立。

从1986年至今的二十多年内，通过中外学者的多方合作，中国有了为数不多的本国的拥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亚述学的学者，国洪更是其中之一。依我看，他是其中不急于追逐名利、学风端正、刻苦努力的一位。

国洪更的近作《亚述赋役制度考略》是他多年认真研读和翻译大量楔形文字文本文献，并且参阅四五百种外文文献和中文著作，不断思考、探索的结果。该书的问世，必将有益于中国的古代历史研究者，为其提供借鉴和启发，也将对关心、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热心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广大读者有所帮助。

由于亚述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对于亚述学的研究者来说，掌握与这一学科有关的外国文字，可以说是多多益善。从这个角度看，目前能够阅读英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的国洪更，无疑还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外语阅读能力。

苏联著名学者B.B.斯特鲁威，由于能够阅读地中海东部地区诸多古代民族的文献，在仔细研读了苏美尔文献之后，于20世纪30年代即已认定古代西亚地区处于早期奴隶占有制社会发展阶段。他在1941年出版的《古代东方史》中，反复说明了亚述在其国家存在的一千多年中，始终都是奴隶占有制社会。

国洪更由于不懂俄文，因而对苏联学者研究古代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历史方面的巨大成就了解不够，认识不足。他这方面的弱点在他的《亚述赋役制度考略》中有明显的反映。

目前，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研究人员太少，缺门太多，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我衷心地希望像国洪更这样有志于研究“冷门”的中青年多起来，像《亚述赋役制度考略》这样的书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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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赋役是赋税与徭役的合称，前者指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而无偿地、强制地向民众征收的货币和实物的总称，[1]
 后者指政府强迫民众负担的无偿劳动，包括兵役、劳役和杂役。[2]
 尽管赋税征收的对象是物，徭役征调的对象是人，但是，二者的界限有时十分模糊，主要表现是可以交纳财物代替服役。为了履行其职能，国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财政收入作后盾，征调赋役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方式，马克思曾将其概括为：“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3]
 国家是赋役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国家政权的存在依赖于赋役的征收，马克思曾将赋税与国家的关系精辟地概括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4]


一　选题意义

赋税和徭役是维系国家机器运转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研究赋役制度是打开亚述国家之谜的一把锁钥。一方面，赋役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研究亚述的赋役制度有助于深入了解其经济结构。赋役的征收不仅关系国家财政收入的多寡，而且关系到民众负担的轻重，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赋役制度是国家财经制度的重要内容，研究亚述的赋役制度自然有利于进一步全面了解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另一方面，赋役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民众进行的强制和无偿的索取，研究亚述的赋役制度有助于认识其政治结构。赋役的征收不仅影响和制约国家机构的运转效率，而且关乎民众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进而影响国家的盛衰。赋役制度是联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纽带，研究亚述的赋役制度把其政治制度置于牢固的经济基础之上，对正确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国家运转机制及其发展演变有重要意义。

赋役制度因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变革而演变，追溯亚述赋役制度发展变化的过程有助于加深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发展演变历程的认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先后出现以城市为主体的城邦、囊括两河流域局部地区的区域性国家和跨地区的帝国三种国家形态，亚述是该文明区唯一经历三种国家形态的政权，因此，研究亚述的赋役制度及其发展演变过程，不但有助于认识古代两河流域经济制度的变革，而且会促进该地区政治制度演变的了解。亚述文明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发展的缩影，既体现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共性，又呈现出迥异于其他地区文明的特性，因而，从剖析亚述的赋役制度入手解读亚述文明还有助于加深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认识。

亚述赋税制度研究属于早期文明史的研究内容，但是，如果从“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现代史学观念出发的话，亚述赋役制度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现代文明也具有重要意义。从问题史学的理念入手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研究古代文明，比如亚述的赋税制度，对于我们理解现代文明，即对现代文明的产生、成长和成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亚述赋役制度研究可以得到许多来自于历史本身的启示，从而为更有效地全面发展现代文明提供历史经验。

二　研究综述

赋役制度是亚述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有关亚述赋役制度的论著不胜枚举，大致可以分为涉及多项赋役制度的研究与涉及某一项赋役制度的研究两大类，其中后一类研究又可细分为涉及农业税、附属国的贡赋、关税、徭役、神灵的供品和赋役的豁免六种制度的研究。

（一）涉及多项赋役制度的研究

亚述赋役制度种类繁多，多位学者的论著涉及不止一项赋役制度，其中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亚述学教授波斯特盖特的成就最为突出，他的多部论著关注亚述的多项赋役制度。波斯特盖特在解析新亚述时期国王的赏赐敕令时，曾简介相关文献提及的nusāh
 ē税[5]
 、šibšu
 税、[image: img]
 ibtu
 税、bitqu
 税等税赋以及ilku
 义务等徭役。[6]
 在此基础上，波斯特盖特编辑整理了三百余篇涉及赋役制度的楔形文字文献，出版《亚述帝国的课税与征召》一书，系统地考察了新亚述时期的bitqu
 税、ilku
 义务、iškāru
 义务、maddattu
 贡赋、miksu
 税、nāmurtu
 贡赋、[image: img]
 ibtu
 税、nusāhē
 义务、šibšu
 税等十余种赋役制度。[7]
 尽管《亚述帝国的课税与征召》出版已达40年，但是，该书仍然是对新亚述时期赋役制度最深入、最全面的剖析，奠定了亚述赋役制度研究的基础。后来，波斯特盖特在考察新亚述时期的经济结构时，既介绍了ilku
 义务和手工业者的iškāru
 义务等徭役，又提到了šibšu
 税和nusāhē
 税等种植业税，还涉及对外贸易的miksu
 税。[8]
 另外，波斯特盖特在考察公元前1000年代前期亚述的土地保有与开发状况时，曾提及与土地保有有关的šibšu
 税、nusāhē
 税、ilku
 义务及其豁免情况。[9]
 其他学者的论著也涉及亚述的多种赋役制度。例如，帕克研读亚述都城卡尔胡出土的楔形文字文献，概述了新亚述时期民众负担的税收和劳役。[10]
 贝德福德在考察亚述帝国的发展动力时，强调了各种赋税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促进作用。[11]
 法伊斯特在考察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亚述的长途贸易时，不但介绍了与之有关的miksu
 税，而且提到了附属国进献的maddattu
 贡赋和nāmurtu
 贡赋。[12]
 费尔斯在考察新亚述的历史沿革和行政管理时，不仅考察了šibšu
 税、nusāhē
 税和miksu
 税等税赋的征收情况，而且观察了ilku
 义务等徭役的摊派情况。[13]
 拉德纳在分析新亚述时期的法律制度时，曾述及亚述的šibšu
 税、nusāhē
 税等税赋和ilku
 义务。[14]


（二）涉及单项赋役制度的研究

1.涉及农业税的研究

农业税是亚述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多位亚述学家的研究涉及亚述的农业税。种植业税与土地保有有关，埃利斯在考察古代两河流域的土地保有状况时，中亚述和新亚述时期的šibšu
 税也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15]
 亚斯在研究两河流域北部的土地保有状况时，介绍了亚述有关文献提及的nusāhē
 税和šibšu
 税。[16]
 山田成夫在考察新亚述帝国边境的商业据点（kāru
 ）时，曾提及新亚述时期的miksu
 税涵盖nusāhē
 税和šibšu
 税等种植业税。[17]
 此外，丹达马耶夫在探讨新巴比伦时期的[image: img]
 ibtu
 税官时，提到了新亚述时期的牲畜税[image: img]
 ibtu
 税。[18]


2.有关贡赋的研究

交纳贡赋是附属国对宗主国应尽的重要义务，亚述的贡赋制度引起了多位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在提及亚述的文献或其附属国的情况，均注意到附属国交纳贡赋的情况。例如，约翰斯在介绍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法律文本、契约和书信时，关注到亚述的附属国交纳贡赋的情况；[19]
 科根在分析亚述对犹大和以色列的掠夺时，曾论及亚述向附属国摊派的贡赋；[20]
 扎卡尼尼在追溯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贡赋制度的渊源时，曾涉及亚述征收贡赋的情况；[21]
 利韦拉尼在梳理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时期王室铭文中的地理信息时，还考察了亚述帝国西部的附属国交纳贡赋的情况；[22]
 塔德莫尔在编译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的王室铭文时，还整理了进献贡赋的西部附属国清单；[23]
 真蒂利在分析亚述帝国宫廷的财物分配状况时，曾涉及从附属国征收的多种贡品。[24]
 通过比较苏美尔—巴比伦尼亚与埃及的贡赋制度，马丁界定了亚述贡赋的一些基本概念，奠定了贡赋制度研究的基础。[25]
 一些学者曾关注交纳贡赋的意义和作用。例如，贝尔研究了浮雕等直观材料上描绘的附属国进献贡赋的情景，指出缴纳贡赋是被征服地区臣服的重要标志；[26]
 苏联学者扬科夫斯卡在梳理亚述的王室铭文提及的贡赋和战利品时，指出亚述凭借武力取得的霸权支配了西亚北非地区的物资交换，征收贡赋取代贸易成为该地区物资交换的主要方式。[27]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还将亚述的贡赋进行了分类。例如，埃拉特开创性地将亚述的贡赋分为“投降贡赋”（tribute of submission）和“年度贡赋”（annual tribute）两大类，前者主要是普通的军用和民用物资，后者多为统治阶级享用的奢侈品，并指出贡赋的征收与战利品的掠夺是造成亚述帝国西部地区经济凋敝、人口稀疏的重要原因；[28]
 山田成夫在研究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时期亚述帝国的建构过程时，将亚述向附属国征收的贡赋分为“现场贡赋”（spot tribute）和“年度贡赋”（annual tribute），并提出征收贡赋、掠夺战利品是亚述军事扩张的根本目标之一。[29]


3.提及关税的研究

对外贸易是亚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关的税负也受到亚述学家的关注。古亚述以对外贸易而闻名，关税是其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来源，有关学者在论及古亚述时期的对外贸易或相关文献时多提及其税负。例如，莱维在分析古亚述时期的各种制度时，曾论及亚述商人交纳的waītum
 税和išratum
 税等税负；[30]
 拉森在介绍古亚述时期商队的运作时，提到了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需负担的nishatum
 税、šaddu
 ’âtum
 税和waītum
 税等税负；[31]
 奥林在考察卡帕多西亚地区亚述商业据点的基本状况时，曾述及阿淑尔商人负担的nishatum
 税、šaddu
 ’âtum
 税和išratum
 税等税负；[32]
 韦恩霍夫在全面评估古亚述时期的对外贸易时，waītum
 税和šaddu
 ’âtum
 税等税赋也在其考察之列；[33]
 德克森在研究古亚述商业据点的管理机构时，曾提及名年官和商业据点的书吏等人员征收waītum
 税、šaddu
 ’âtum
 税和išratum
 税等税赋的情况[34]
 ；斯特拉特福德在介绍阿淑尔商人沙里姆-阿胡姆的商业活动时，曾提及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经商的阿淑尔商人需要负担的多种税负；[35]
 罗森在分析古亚述时期的契约时，曾注意到有关文献涉及的išratum
 税和šaddū
 ’utum
 税等税负。[36]
 一些学者在介绍新亚述时期的商业活动时，也涉及商业税的征收情况。例如，埃拉特在考察两河流域帝国阶段腓尼基人的陆路贸易时，曾提到亚述在附属国设置商业据点征收miksu
 税的情况；[37]
 金泰勋在剖析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亚述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埃及的政治经济关系时，注意到亚述在相关地区征收关税的情况。此外，埃利斯在追溯古代两河流域表示关税术语（miksu
 ）的发展演变的历程时，提出该词在古巴比伦时期可以指农业和商业方面的税收，而在新亚述时期则仅仅指对外贸易方面的税负。[38]


4.论及徭役制度的研究

徭役是国家获得兵员和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多位学者的论著涉及亚述的徭役制度。许多学者注意到ilku
 义务是亚述最重要的徭役，强调该义务与土地保有有关。例如，波斯特盖特在考察中亚述时期的土地保有制度时，明确指出中亚述时期的ilku
 义务与保有土地之间的关联，并强调兵役是其重要内容；[39]
 波斯特盖特再次辨析中亚述时期的ilku
 义务与土地保有权的关系时，重申中亚述时期的ilku
 义务是一种与土地保有权有关的兵役义务，并指出该义务可以通过缴纳财物来代替服役；[40]
 拉德纳在分析新亚述时期的土地保有状况时，指出土地保有者需要负担ilku
 义务；[41]
 迈德曼在剖析努兹地区的文献及其史料价值时，分析了中亚述和新亚述时期ilku
 义务的性质及其与不动产的关系。[42]
 一些学者关注了ilku
 义务与军队的关系。例如，波斯特盖特在研究扎穆阿行省的军队时，提出履行ilku
 义务的“国王的士兵”（ābšarri
 ）既可以执行作战任务，也可以参加公共工程建设；[43]
 马蒂拉在介绍新亚述时期的朝廷高官麾下军队的来源时，断定行省军队主要是由履行ilku
 义务的人组成的。[44]
 普法伊费尔在分析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ilku
 义务时，将其称为封建制度，并指出它主要指强迫劳动。[45]
 还有学者介绍了亚述其他类别的徭役。例如，西莫•帕尔波拉在介绍新亚述时期遍及全国的交通网时，还论及御道上驿站的服务（kalliu
 ）；[46]
 德勒在考察新亚述时期的商业借贷关系时，曾分析与商业代理人有关的iškāru
 义务；[47]
 拉根在研究新巴比伦时期的širku
 义务时，还涉及新亚述时期的iškāru
 义务，并称其为一种手工业者和牧人负担的税收。[48]


5.涉及神灵供品的研究

亚述的神灵也具有人类一样的需求，奉献神灵的供品引起多位亚述学家的兴趣。学者们在介绍亚述神灵的情况时，多提及献给神灵的供品。例如，范-德里尔在研究祭祀阿淑尔神的仪式时，谈到了奉献该神的各种供品；[49]
 波斯特盖特在给门策尔的专著《亚述神庙》撰写的书评中，解释了奉献神灵的rēštu
 供品的相关情况；[50]
 兰伯特在介绍古代两河流域人向神灵奉献的食物和饮料时，也提到了新亚述时期向神灵奉献的供品；[51]
 马克在比较新亚述时期的预言与希伯来圣经时，也涉及亚述国王向神灵奉献的供品；[52]
 若尔瑙伊在分析女神伊什塔尔的职能时，曾提及奉献给该女神的供品清单；[53]
 比德米德在考察古代两河流域宗教的连续性与王权合法性的关系时，介绍了亚述的供品清单和“阿基图节”期间奉献神灵的供品。[54]
 还有一些学者关注到亚述神灵供品的交纳方式。例如，科根在考察亚述帝国的统治策略与宗教的关系时，提到了国王向神灵奉献的供品及其向征服地区摊派的情况；[55]
 门策尔在介绍亚述神庙的祭祀仪式、组织管理和人员构成时，多次提及奉献神灵的各种供品；[56]
 霍洛韦在分析宗教在亚述帝国的地位和作用时，介绍了行省总督、朝廷高官和被征服地区统治者向阿淑尔神奉献供品的情况，并提出交纳供品是他们顺从阿淑尔神和国王的一种表现形式；[57]
 史蒂文斯在论证耶路撒冷神庙的经济角色时，曾提及亚述奉献神灵的hamussu
 供品；[58]
 波特在分析古代两河流域神灵的性质时，曾述及亚述向神灵奉献的immeru dariu
 供品、ginû
 供品和sattukku
 供品等供品；[59]
 苏乔曼在剖析中亚述时期哈尼伽尔巴特与阿拉米人崛起时，介绍了中亚述行省向神庙奉献的供品；[60]
 加斯帕在还原中亚述时期的供品情况时，研究了ginû
 供品的交纳方式。[61]


6.有关赋役豁免的研究

赋役的豁免是赋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多位学者的论著涉及亚述的赋役豁免情况。一些学者介绍了亚述各类赋役豁免的基本情况。例如，萨格斯在诠释所谓的“阿淑尔宪章”（Aššur Charter）时，揭示了萨尔贡二世豁免阿淑尔城居民赋役的情况；[62]
 哈诺赫•雷维夫在考察古代两河流域城市的kidinnu
 特权时，也注意到亚述国王豁免有关城市居民赋役的情况；[63]
 摩西•魏因费尔德在研究古代以色列与古代西亚北非地区的社会公正时，提到了亚述帝国国王豁免有关人员的地产和城市居民赋役的情况。[64]
 一些学者还论及赋役豁免的目的与动机。例如，比德米德在考察古代两河流域宗教的连续性与王权合法性的关系时，还指出亚述国王赐予许多城市免赋役的kidinnu
 特权，以换取城市居民的支持；[65]
 拉根在研究新巴比伦时期的širku
 义务时，也注意到新亚述诸王通过慷慨的赏赐和豁免赋役来赢得神职人员拥戴的情况；[66]
 笔者在辨别亚述帝国的“拉科苏”（raksu
 ）士兵的身份时，提出豁免赋役是亚述获得常备军的一种途径。[67]


综上所述，无论是涉及多项赋役制度的研究，还是关注单项赋役制度的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亚述赋役制度的不同方面，有关学者的真知灼见奠定了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个课题的基础。然而，尽管涉及亚述赋役制度的论著为数不少，但是，除了波斯特盖特等学者的少数论著外，大多数研究成果属于探讨其他问题时顺便提及，而非系统的专门研究。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尚有一些需要完善之处：第一，以往的研究涉及新亚述时期的赋役制度相对较多而且深入，而对古亚述时期和中亚述时期的赋役制度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我们需要打破时间界限以追溯各项赋役制度发展演变的历程；第二，以前的研究考察了亚述的许多种赋役制度，但仍有一些赋役制度，诸如神灵的供品、贡赋制度中的biltu
 贡赋、igisû
 贡赋、古亚述时期关税中的išratum
 税、šaddu
 ’âtum
 税和waītum
 税、新亚述时期兵役中的dikûtmāti
 义务、劳役中的tupšikku
 义务、与iškāru
 有关的劳动以及kalliu
 义务等均未曾被系统地研究过，因此，我们要扩展研究对象以全面地评估亚述的赋役制度。

三　研究方法

史论结合的方法。本书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把亚述赋役制度的研究置于古代两河流域及亚述自身历史发展的逻辑中，从而探讨赋役制度本身的内容及其特点与规律。其一，从历时性的角度进行探讨。亚述的赋役制度随其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只有将其放到亚述自身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来分析探讨，才能准确把握其产生与发展变化的特点与规律。其二，从共时性的角度进行探讨。亚述在发展过程中深受两河流域其他地区的影响与启发，尤其是该地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属于后进区域，南部的苏美尔—巴比伦尼亚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刺激了亚述相关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亚述赋役制度的研究必须置于视野辽阔的两河流域历史发展进程中，以考察更为丰富广泛的地域文明的特点，同时还要总结古代两河流域赋役制度的普遍规律。本书不仅要追溯亚述赋役制度自身发展历史演变的历程，而且要探讨其产生与发展演变的历史背景，使赋役制度与历史发展的逻辑进程紧密结合起来，用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来探讨亚述的赋役制度。

文献研究的方法。亚述赋役制度属于亚述学研究的范畴，该学科是一门通过释读相关楔形文字文献来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学科，解读相关的楔形文字文本文献是亚述赋役制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在两河流域发掘的楔形文字泥板多达数十万，涉及亚述历史的文献数以万计，从中筛选出与亚述赋役制度有关的文献是本研究最为基础的工作。古代两河流域的绝大多数楔形文字文本文献没有经过古代学者的编辑，基本术语也没有经过后世学者的训诂，甄别史料是亚述赋役制度研究的重要任务。亚述没有留下关于征调赋役的成文法律，梳理各类涉及赋役制度的文献是亚述赋役制度研究的主要目标。因此，亚述赋役制度研究的基础是文献的考证，即对史料进行批判，通过内证和外证以及史料相互印证来选取可信、合适的材料。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文献一般书写在易于破碎的泥板上，大多残缺难辨，研究者需要利用语言学知识修复破损文献，借助考古学信息确定文献的类别，因此，本研究需要进行跨学科研究。只有对相关史料进行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对相关知识进行综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融合、提炼，才能最终形成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这一跨学科的综合性的深入研究需要一种正确的历史理论的指导，将多种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材料有机地统一于赋役制度研究之中，以彰显这一研究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历史真实性。显然，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对于本研究具有明显的指导作用。

鉴古知今与以今律古的历史问题意识。不言而喻，一切历史问题研究的开端都是从提出问题开始，对于亚述赋役制度的研究，自然也需要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只有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才能使具体的历史研究同现代的历史发展进程结合起来，从而体现出历史研究所具有的重要借鉴作用。从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出发，从当前中国学术研究的需要入手，着眼于中外历史发展的趋向，将亚述赋役制度的研究置于宏观而具体的视域中，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其结果必然会促进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其本身的学术意义之外，更具有穿越时空的普遍意义。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说：“要深入认识今天的中国，就不能不深入认识今天的世界；要深入认识今天的世界，就不能不深入认识近代及中古之世界；要深入认识近代及中古之世界，就不能不深入认识古代之世界。这仍然是从当代的中国人出发，但又是一条思路，一条今日中国人必不可少的思路。所以，如果只看事情的一面，那么世界古代文明史就是遥远而无足轻重的；如果追寻事情的总体，那么世界古代文明史就是虽远犹近而不能不深研的了。”[68]
 这是本研究最重要的目的，也是最为深远的学术研究意义之所在，更为本人进行研究所坚持的最为基本的方法论之所在。

四　难点问题

赋役的征调一般是固定的，通常由国家的法律或国王的敕令来确定，亚述恰恰缺乏规定赋役征调的法令。古代两河流域以编纂卷帙浩繁的成文法典而闻名，但是，亚述却没有留下有价值的成文法，残存的古亚述时期法典性质泥板只涉及商业据点的审判程序，中亚述法典的残片规范了土地所有权、债务、债务奴隶、妇女的行为规范和物品的质押等方面的问题，新亚述时期则没有留下成文法。因此，亚述赋役制度的研究只能依据间接的资料，需要把各种材料进行互证。学术界在有限的材料上对赋税制度的争议较大：一方面，学界对这些材料的认读不一，自然无法从这些材料的研究上得出为学界所认同的结论；另一方面，即使学者们对一些材料的认读较为一致，但学者们对其解读的结果往往差别很大。研究亚述的赋役制度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去搜集、整理材料，直接材料的缺乏增加了本研究的难度。

赋役制度是亚述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亚述赋役制度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众所周知，学界对早期文明和国家研究的重点在于政治和文化领域，事实上，在这些领域，学术成果也很突出。在经济问题领域，特别是具体国家的经济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造成了人们对具体而实在的早期国家的经济状况的认识一直处于较为模糊的状态，这一切都严重制约了人们对早期国家历史内容的深入了解。由于基本没有直接的材料，亚述赋役制度研究的基础更为薄弱，大大增加了本研究的难度。

亚述赋役制度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研究课题，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一方面，研究亚述的赋役制度需要追溯其词源，往往涉及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词义的判断，这需要研究者具有丰富的亚述学知识。另一方面，亚述赋役制度属于经济学领域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和评判亚述赋役制度的内容与规律需要大量经济学知识。亚述学与经济学是两个差别很大的学科，综合运用两个学科的知识也增加了本研究的难度。

五　基本思路

赋役制度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密切相关，不介绍亚述的基本情况，将无法解释其赋役制度。尤其是，亚述学在我国属于一门新兴学科，迄今为止尚未出版过一部系统地介绍亚述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专著[69]
 ，因此，本书不但专门用一章宏观地介绍亚述的概况，而且在探讨各项赋役制度时还要介绍更具体的历史背景。

亚述的政治结构比较复杂，经济类型具有多样性，因此其赋役制度种类繁多。亚述控制的区域分为直接管理的行省和间接管理的附属国两大类，它们对国家经济的义务是不同的，其中行省需要负担税赋，而附属国必须进献贡赋。神灵在亚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神灵的供品也是国家赋役的重要组成部分。亚述的经济分为农业、商业等不同的生产部门，不同的生产部门需要负担不同的税赋。除了征收各种物资外，国家还需要征调劳动力服兵役、从事劳役。同时，赋役的豁免制度是伴随着赋役制度产生的，对赋役制度起补充和调节作用，也是赋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纳入考察的范畴。最后，在财政出现亏空和劳动力出现短缺时，亚述国王会临时开征税赋弥补缺口，临时征收的税赋也是亚述赋役制度的组成部分。简言之，亚述的赋役制度大致可分为行省的农业税、附属国的贡赋、关税、徭役、神灵的供品、赋役的豁免和新增的税赋七大类。

第一章介绍亚述的概况。首先界定了“阿淑尔之地”、“亚述腹地”和“亚述地区”三个地理范畴，并介绍了亚述本土的地形特征、气候特征和主要河流等地理概况，接着概述了亚述从史前文化时期、历经古亚述时期、中亚述时期到新亚述时期的发展脉络，最后，分析了各个历史时期王室铭文、法律文献、书信、管理档案和学术作品五类文本文献的时空分布、数量等可资利用的文本文献材料情况。

第二章探讨行省的农业税。首先介绍了亚述行省制度的发展演变和组织结构等基本情况，然后分别介绍了亚述的种植业税（šibšu
 税和nusāhē
 税）和养殖业税（ibtu
 税）等各类农业税的渊源、发展演变、主要内容、课征的对象、征收方式和税率等基本情况。

第三章分析附属国的贡赋。首先概述了亚述的附属国的独立性、亚述对附属国的管理和控制以及附属国对亚述的意义和作用等基本情况，然后分别介绍了亚述附属国和部落缴纳的正式贡赋（biltu
 贡赋和maddattu
 贡赋）和附带贡赋（nāmurtu
 贡赋和igisû
 贡赋）等各种贡赋的渊源与发展演变、贡品的构成、征收的对象和征收的方式等内容。

第四章研究对外贸易与关税。首先介绍古亚述时期、中亚述时期和新亚述时期等各个阶段亚述进行对外贸易的前提条件、贸易政策和贸易发展等基本情况；然后，考察了古亚述时期的出口税（wāītu
 税）、进口税（šaddū
 ’utum
 税）、对铁等商品课征的税（išrātum
 税）三种税赋的渊源、征税机构、税率等基本情况以及中亚述和新亚述时期关税（miksu
 税）渊源、发展演变、征税机构和征税方式等情况。

第五章剖析人口与徭役。首先，分析了亚述人概念的演变、种族构成和社会结构等人口的基本情况，并估算了古亚述时期、中亚述时期和新亚述时期人口的规模；其次，在介绍亚述军队发展演变的基础上，分别探讨了dikûtmāti
 义务和ilku
 义务两种兵役义务的词源与发展演变、征召对象、服役的时间、服役的原则、征召的渠道，等等；最后，在介绍亚述的公共工程、国家机构与神庙的劳动、手工业者的义务以及驿站服务等劳动用工的基础上，考察了亚述的tupšikku
 义务、与iškāru
 有关的劳动以及kalliu
 义务三种劳役的词源与发展演变、劳动的内容、征召的对象与渠道，等等。

第六章讨论神灵崇拜与供品的名目。首先在介绍亚述万神殿发展演变的基础上，分析诸神在亚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生活状况；其次分别介绍亚述神灵的供品的统称（niqû
 供品）、日常供品（ginû
 供品和sattukku
 供品）、主要供物（immeru dariu
 供品、nindabû
 供品、zību
 供品和qutrīnu
 供品）和特殊供物（rēštu
 供品和hamussu
 供品）四类供品或供物的渊源与发展演变、征收的物品、征收的渠道与方式，等等。

第七章研究赋役的豁免情况。首先追溯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城市赋役豁免传统，分析了亚述城市赋役的豁免情形；其次概述中巴比伦时期地产赋役的豁免传统，剖析了亚述地产赋役的状况；最后在介绍“阿拉米”（Aramean）士兵、“拉科苏”士兵和“扎库”（zakkû
 ）士兵三类军人及其家属享受免赋役的情况基础上，论述了士兵赋役的豁免与亚述帝国形成的关系。

第八章介绍了财政危机与新增税赋。通过介绍新亚述时期财物亏空和劳动力短缺状况来揭示新增课税bitqu
 税征收的历史背景，追溯了bitqu
 的词源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分析了bitqu
 税的内容、课征的对象与方式等。

在结语中，我们归纳和总结了亚述赋役制度的特点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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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亚述概况

亚述是从底格里斯河中游河畔的阿淑尔城发展而来的西亚古国。阿淑尔（Aššur）既是亚述最初的都城（uru
 Aššur
 ki
 ）的名字，又是其国家保护神（d
 Aššur）之名，还是对亚述这个国家（kur
 Aššur
 或māt Aššur
 ）及其民众（lú
 Aššurû
 或lú
 Aššurāyu
 ）的称呼。[1]
 学术界习惯上将亚述最初的都城和国家的保护神称为“阿淑尔”（Aššur
 ），而将其国家和民众分别称为“亚述”（Assyria）和“亚述人”（the Assyrians）。

第一节　地理概况

一　地理范畴

亚述的国土，即“阿淑尔之地”，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地理范畴。在亚述学研究的过程中，亚述学家还提出了“亚述腹地”和“亚述本土”两个地理概念，它们与“阿淑尔之地”既有显著的区别又有一定的联系。因此，介绍亚述的地理范畴必须厘清上述三个地理概念。

1.“阿淑尔之地”

立国之初，亚述人并无明确的疆域概念，他们直接控制的区域局限于阿淑尔城及其周边的乡村。阿淑尔城位于底格里斯河的西岸，坐落在马库尔山伸向底格里斯河的三角形支脉上。阿淑尔城的北面是易守难攻的悬崖峭壁，东北面和东面是奔腾不息的底格里斯河，西面是贾兹拉高原的延伸部分。据有关专家估计，阿淑尔城城区的面积大概不超过2平方公里。[2]
 由于材料的缺乏，其所辖乡村的面积目前尚无法确定。

[image: img]
图1　古代西亚北非地图

资料来源：引自Marc van de Mieroop，A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ca.3000-323 B.C.，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2007，p.6。



公元前14世纪，亚述人形成了疆域概念，他们称自己的国家为“阿淑尔之地”（māt
 d
 Aššur
 ），意思是“阿淑尔神的土地”。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时期，“阿淑尔之地”首次出现在亚述文献中，这位国王被称为“阿淑尔之地的国王”（lugal māt
 d
 Aššur
 ）[3]
 。在一些文献中，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还被称为“边疆的开拓者”（murappišmi rīu kudurri
 ）[4]
 ，其主要成就是东渡底格里斯河，将亚述的东部和北部边界推至扎格罗斯山麓。因此，“阿淑尔之地”最初局限在底格里斯河东岸，主要指该河及其支流上扎布河和下扎布河围成的三角地带。[5]


公元前14世纪晚期到公元前13世纪末，多位亚述国王也被称为“边疆的开拓者”[6]
 ，他们都致力于在底格里斯河西岸扩张领土，“阿淑尔之地”的面积迅速扩大。到公元前13世纪末，亚述征服了贾兹拉高原的大部。“阿淑尔之地”的东部边界是扎格罗斯山，北部边界是土耳其东南部的托罗斯山，南部边界是下扎布河汇入底格里斯河附近的马库尔山-哈姆林山，西部边界是幼发拉底河的支流哈布尔河。[7]


公元前12世纪，亚述诸王继续开疆辟土，“阿淑尔之地”的面积持续扩大。不过，国王们不再满足于被称为“边疆的开拓者”，往往宣称把被征服地区添加到“阿淑尔之地”之中，这种做法在王室铭文中形成了格式化的表述：“我把……划入‘阿淑尔之地’/我的国家边界内”（mi rīmāt Aššur
 /mātīa utêr
 ）。[8]
 然而，公元前12世纪末，“阿淑尔之地”的西北部边界延伸到安纳托利亚地区，其南部边界到达巴比伦尼亚的中部。然而，在公元前2000年代末，由于内乱和游牧民族的入侵，亚述丧失了对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大部分地区的控制，“阿淑尔之地”一度恢复到了最初的状态。

公元前10世纪，亚述又恢复了生机，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和沙尔马纳沙尔三世四面出击，在各个方向拓展疆土，一举收复了失地，“阿淑尔之地”基本恢复了历史上的最大面积。然而，公元前9世纪晚期到公元前8世纪前期，亚述发生内乱，被征服地区纷纷摆脱亚述的羁绊，“阿淑尔之地”的面积锐减，大体与公元前13世纪的面积相当。

公元前8世纪中期，亚述结束了数十年的混乱，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掀开了对外扩张的新篇章，大片被征服地区并入亚述的版图。除了收复先王征服的地区外，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还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中北部以及迪亚拉河流域以南的大片区域并入了“阿淑尔之地”。

公元前8世纪晚期到公元前7世纪中期，亚述的扩张达到了顶峰，“阿淑尔之地”的范围也达到了最大。萨尔贡二世延续了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的扩张态势，将托罗斯山区、安纳托利亚部分地区、扎格罗斯山区、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大部和巴勒斯坦地区南部划入了“阿淑尔之地”。辛纳赫里布的领土扩张成就无法与先辈相比，他仅仅将东部山区的部分地区添加到“阿淑尔之地”的边界内。[9]
 埃萨尔哈东入侵埃及，企图将其并入“阿淑尔之地”，但埃及不久恢复了独立。阿淑尔巴尼拔再次远征埃及，攻克了埃及中部的底比斯城，他还重创埃兰，将其大部分地区纳入“阿淑尔之地”，亚述的版图达到了最大。

亚述极盛时期，“阿淑尔之地”北到托罗斯山以北，东面越过了扎格罗斯山，西到地中海和埃及西部，南到埃及中部和波斯湾。“阿淑尔之地”几乎囊括了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全部以及土耳其、伊朗、约旦和埃及等国家的部分地区，其面积大概不少于150万平方公里。[10]


2.“亚述腹地”

如前所述，随着亚述的盛衰，“阿淑尔之地”的面积曾发生显著变化，不过，其核心地区一直牢固地掌控在亚述人的手中，亚述学界称之为“亚述腹地”（Assyrian Heartland）或“亚述人的故乡”（Assyrian Homeland）。学界一般认为，“亚述腹地”的南部边界是下扎布河，北部和东北部的边界是扎格罗斯山，西北部的边界是辛贾尔山。[11]


从公元前2000年代早期起，“亚述腹地”就成为亚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亚述的核心地区坐落着三个标志性的中心城市，分别是南部的阿淑尔城，北部的尼尼微城（今库云基克）和东部的阿尔贝拉城（今埃尔比勒）。阿淑尔城与阿尔贝拉城之间的距离大约105公里，阿淑尔城与尼尼微城之间的距离大约100公里，阿尔贝拉城与尼尼微城之间的距离大约80公里。[12]
 阿淑尔城供奉着亚述国家的保护神阿淑尔神，这三个城市都供奉着亚述最重要的女神伊什塔尔。阿淑尔城和尼尼微分城别是亚述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都城，公元前879年确定为都城的卡尔胡城（今尼姆鲁德）和萨尔贡二世兴建的新都杜尔-沙鲁金城（今豪尔萨巴德）也位于这个区域内。亚述人对核心区域的控制比较稳固，不计其数的强制移民迁入了上述地区。亚述在这个区域修建的水利工程最多，农业生产相应也最发达。[13]


3.“亚述本土”

“亚述本土”（Assyria proper），又称为“亚述地区”，主要指亚述人长期致力开发的主要区域，大致相当于两河流域北部。两河流域，又称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意思是“河间之地”。[14]
 两河流域可以分为南北两部分，其分界线是两条河之间的最窄处，即今巴格达北部附近；南部称为“巴比伦尼亚”，北部称为“亚述”，也就是“亚述本土”或“亚述地区”。“亚述本土”主要包括今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的东北部，东部边界是扎格罗斯山，西部边界是幼发拉底河，北部边界位于托罗斯山南部，南部的边界大致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希提城和底格里斯河中游的萨迈拉城一线。[15]
 “亚述本土”南北长约350英里，东西宽从300英里到170英里不等，其面积不少于7.5万平方英里，[16]
 即近20万平方公里。

上述三个地理概念涉及的区域既有重合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亚述腹地”涵盖的区域最小，是亚述控制最牢固的地区。“亚述本土”的面积大于“亚述腹地”，亚述长期控制该地区。“阿淑尔之地”的面积多次发生变化：国家繁荣阶段，“阿淑尔之地”的面积不仅大于“亚述腹地”，而且大于“亚述本土”；多数时间里，“阿淑尔之地”等同于“亚述本土”；在国家衰落时期，“阿淑尔之地”有时等同于“亚述腹地”。“亚述本土”在多数时间是亚述人活动的主要舞台。

二　地理特征

1.地形特征

亚述地区的地形复杂，大致分为高原、平原和山区三种形态。底格里斯河把亚述本土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的地形比较单一，主要是高原，而东部则有高原、河谷平原和山区三种形态。

底格里斯河西岸的主体是贾兹拉高原，它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阿拉伯人称之为al-Jazirah，意思是“岛”。贾兹拉高原是阿拉伯高原北部边缘的隆起部分，海拔高度大致在200米到1000米。贾兹拉高原是一个石灰岩高原，辛贾尔山和迪巴尔山等少数狭长的山脉位于其中部，高原上遍布丘陵、谷地，其中最著名的是哈布尔河谷地和巴里赫河谷地。高原上还分布着许多干沟，它们是暂时性水流通道，由于经常干涸，人们称之为“干河”（即“瓦迪”，Wadi）。农田和果园分布在河流、泉和井的附近，形成星罗棋布的农业居民点，而其周围的原野在春季长满青草成为天然牧场，亚述的许多城市和行省就分布在这里。不过，贾兹拉高原还是游牧部落自西边入侵两河流域的必经之地。

底格里斯河的支流及若干山脉将底格里斯河东岸地区分为4个部分，分别是摩苏尔高原、埃尔比勒平原、基尔库克高原和哈姆林平原。摩苏尔高原位于底格里斯河与上扎布河之间，并向西延伸越过底格里斯河，与贾兹拉高原连在一起。摩苏尔高原海拔高度在400米左右，地表起伏不平，有谷地、滩地和低矮的山脉等。埃尔比勒平原位于上扎布河与下扎布河之间的东部，一般海拔高度在500米左右，西北部的海拔高度仅仅在300米左右。埃尔比勒平原起伏不平，也有浅谷相间。哈姆林平原位于下扎布河与迪亚拉河之间，西南部是马库尔山-哈姆林山，北部是盖拉山。哈姆林平原原本是一个下陷的低槽，它是由河流将附近的黄沙和黏土冲刷而成，地势平坦，海拔高度在200米左右。基尔库克高原位于今伊朗与伊拉克的边境与埃尔比勒平原之间，海拔高度在600米至1000米。山坡上有草地、树林，河谷则较为平坦，非常适宜种植各种农作物。对亚述发展举足轻重的“亚述腹地”位于这个区域，亚述的三个都城和许多重要城市均分布于此。

扎格罗斯山呈西北—东南的弧形走向，坐落于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拉克—伊朗的交界处，海拔高度从2000米到3600米不等。以下扎布河为界，扎格罗斯山区分为两部分，南部山区褶皱较少，而北部山区褶皱较多。在南部山区，河流携带的泥沙沉积下来，形成了面积不大的平原，如扎胡平原、拉尼耶平原和沙赫尔祖尔平原等。在北部山区，尤其是下扎布河以北地区，山势宏伟，山间平原较窄。山间平原地区分布着亚述行省和城市。山间还居住着许多部落，它们时而归顺、时而反叛，对亚述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托罗斯山脉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南部，自地中海沿岸向东迂回绵延达2000多公里，可分为西托罗斯山、托罗斯山和安蒂托罗斯山三部分。托罗斯山东端与扎格罗斯山等汇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群山，人们称之为亚美尼亚山结。[17]
 托罗斯山脉海拔高度多在2000米左右，山幅虽不宽，但山势巍峨峻峭，好似屏障一样，把安纳托利亚高原与贾兹拉高原隔开。山间湖泊众多，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均发源于山间的湖泊。山间的狭窄通道是亚述与安纳托利亚地区交流的重要孔道。托罗斯山间分布着多个国家，它们有时归附亚述，有时背叛亚述，有时则扮演缓冲国的角色，也对亚述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气候特征

“亚述本土”大致位于北纬30°—40°，东经40°—50°，受副热带高压和东北信风交替控制，加上海陆位置和地形的影响，该地区的气候类型非常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亚热带沙漠、草原气候和地中海式气候三种类型。[18]


底格里斯河西岸的贾兹拉高原属于亚热带沙漠气候，其特点是炎热、干燥、温差大。该地区全年受副热带高压下沉气流控制，空气十分干燥，年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下，有的地方常年无雨。贾兹拉高原的年平均气温高于18℃，夏季十分炎热，最热月平均气温大都在30—35℃，个别地点绝对最高气温高达58℃，地表最高温度可达80℃以上，最冷月平均气温不低于10℃。

扎格罗斯山北部山区和托罗斯山东部山区属于地中海式气候，突出特点是冬季凉爽潮湿，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时，西风带南移至此气候区内，西风从地中海上带来潮湿的气流，加上锋面气旋活动频繁，因此气候温和多雨；冬季一般始于11月，结束于3月中旬，最低平均气温2℃。夏季时，副热带高压或信风向北移至此气候区内，气流以下沉为主，不易形成降水，因此气候干燥炎热；夏季一般开始于4月末或5月初，结束于10月上旬或中旬，最高平均气温不超过35℃。该气候区的春秋两季非常短促，是冬夏两季之间的过渡阶段。[19]
 该气候区的年降水量在400毫米至1200毫米，年平均降水量是888毫米；降雨主要出现在冬、春和秋三个季节，12月到4月，尤其是1月到3月，降雨集中，而夏季鲜有降雨。该气候区的山区降雪量较大，背阴的山麓有积雪，积雪融水是底格里斯河及其支流的重要水源。

介于亚热带沙漠气候区与地中海式气候区之间的区域属于草原气候区，其特点是冬季低温湿润，夏季炎热干燥。冬季受东北信风影响较大，降水较多，夏季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降水较少；年降雨量大致在200毫米至400毫米，年平均降水量是360毫米；最冷月平均最低气温在0℃以下，最热月平均高温达到36℃以上。草原气候与地中海式气候类似，不过，前者温差较大、降水较少，而后者温差较小、降水较多。

亚述地区的气候有利于农业生产。除贾兹拉高原外，亚述的大部分地区都位于200毫米年降水线之内，基本可满足旱作作物的最低要求；降雨季节与农作物的生长季节大体一致，春季的降雨和初夏的积雪融水可以确保农作物在生长最后的阶段获得足够的水分。[20]
 亚述本土的降水基本保证了农作物的生长需要，适宜发展旱作农作物。

3.河流

古代两河流域因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而得名，河流对亚述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幼发拉底河有哈布尔河和巴里赫河两条主要支流，底格里斯河的主要支流是上扎布河（又称为大扎布河）、下扎布河（又称为小扎布河）和迪亚拉河。在距今5000年前，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并非像如今一样在伊拉克南部合流入波斯湾，而是分别单独注入波斯湾；直到三四千年前，由于它们携带的泥沙不断在河口沉积，海岸线渐渐地南移，这两条河才逐渐汇合在一起成为阿拉伯河。

幼发拉底河发源于托罗斯山，其源头称卡拉苏河，流至班克以北汇合木拉特河，始称幼发拉底河。此后，幼发拉底河曲折南流，在比雷吉克以南入叙利亚境内，至梅斯克内附近转向东南流，沿途接纳巴里赫河、哈布尔河等支流后，入伊拉克境内，在希特附近流入平原。幼发拉底河全长约2800公里，流域面积67.3万平方公里。幼发拉底河主要靠上游的高山融雪和山区降雨补给，水量较为丰富，但因沿途蒸发、渗漏及大量灌溉，至中下游流量骤减。卡尔赫米什和马里等重要城市都位于幼发拉底河畔。

哈布尔河是幼发拉底河最重要的支流，它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山区，在叙利亚的哈塞克接纳主要支流杰格杰盖河，南下汇入幼发拉底河下游。哈布尔河全长486公里，流域面积约37081平方公里。哈布尔河上游有许多小支流，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河网地区，这一地区冬季降雨量丰沛，形成了重要的灌溉农业地区。[21]
 杜尔-卡特里穆、古扎纳、哈勒资亚特巴尔、哈拉拉提和纳西比纳等亚述行省和城市位于哈布尔河流域。

巴里赫河是幼发拉底河右岸的另一条重要支流，它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山区，流经叙利亚，最终在拉卡城附近注入幼发拉底河。巴里赫河全长约100公里，流域面积14400平方公里。巴里赫河流域平均流量每秒6立方米，河水主要用作灌溉。[22]
 西部重要城市哈兰位于巴里赫河流域。

底格里斯河发源于托罗斯山南麓，经过土耳其东南部城市迪亚巴克尔后，流入伊拉克境内，沿途接纳了来自扎格罗斯山的众多河流。底格里斯河全长1950公里，流域面积37.5万平方公里，年径流量近400亿立方米。底格里斯河主要靠高山融雪和上游春雨补给，每年3月涨水，5月水位最高。因沿山麓流动，沿途支流流程短、汇水快，常使河水暴涨，洪水泛滥，形成沿岸肥沃的冲积平原，是亚述重要的灌溉农业区。阿淑尔、卡尔-图库尔提-尼努尔塔、卡尔胡和尼尼微等亚述的四个都城均位于底格里斯河畔。

上扎布河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哈卡里，全长392公里，最大流量为808立方米/秒。上扎布河集水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其中超过2/3为山区，每年的流量为1444亿立方米，相当于底格里斯河水量的1/3。上扎布河的落差非常大，从贝克赫梅赫到与底格里斯河汇合处之间的距离为120公里，而两地的落差竟达150米。上扎布河季节变化大，在旧凯莱克10月河宽度为135米，而洪水季节则宽达1200米。杜尔-沙鲁金和伊萨纳等城市位于上扎布河流域。

下扎布河发源于伊朗高原，是底格里斯河最长的支流，长度为400公里。下扎布河集水面积约22250平方公里，其中一半左右是山区，年平均流量为7.39万亿立方米。下扎布河季节性比较明显，阿勒通库普里测得9月的平均流量为38立方米/秒，而3月的流量为457立方米/秒。下扎布河基本上在高山峡谷中流淌，其洪水危害性不大，同时，这也使其不便于灌溉。[23]
 阿尔祖希纳行省、拉希鲁行省和阿拉米部落鲁卡哈都位于下扎布河流域。

迪亚拉河发源地位于哈马丹以西的扎格罗斯山区，长度为386公里。迪亚拉河集水面积约32 600平方公里，其中山区约占一半，平均流量为176立方米每秒，年平均流量为5.56万亿立方米。迪亚拉河落差巨大，从源头的海拔2000米到汇入底格里斯河时骤降到不足800米。除了冬季的降雨，春季和初夏的山区雪融水也是迪亚拉河的重要水源，非常有利于灌溉。[24]
 阿拉泊哈、鲁伯达和麦-图尔兰等亚述行省和城市位于迪亚拉河流域。

第二节　历史概况

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该地区的史前文化是在亚述地区发展起来的。至少自旧石器时代起，两河流域北部的山区就有人类活动，他们创造了绚烂多彩的史前文化，为亚述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亚述语的发展变化，亚述学界一般将亚述历史分为古亚述（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到大约公元前18世纪）、中亚述（从大约公元前1400年到大约公元前1050年）和新亚述（从公元前934年到公元前612年）三个并不连贯的阶段。

一　史前文化阶段

按照考古学的分类方法，亚述地区的史前文化可以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四个阶段。亚述地区的史前文化最初产生在扎格罗斯山麓，后来才逐渐转移到平原地区。

旧石器时代（距今约8万—1.3万年），亚述地区的史前文化产生在扎格罗斯山山麓的洞穴里，典型的遗址有沙尼达和帕勒伽拉。沙尼达遗址共有四层，其最底层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25]
 帕勒伽拉遗址的最底层属于旧石器后期。[26]
 两河流域北部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出现了用石头打制的工具。[27]


中石器时代（距今约1.3万—9000年），亚述地区的史前文化集中在两河流域北部和东部山区，典型的遗址有扎维•凯米•沙尼达尔和卡里姆•沙希尔等。中石器时代，两河流域北部的工具制作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出现了磨制石器、琢制细石器和骨器，尤其是装有骨柄的石镰等复合工具。随着食物的丰富，人们开始了定居生活，建造了简陋的房屋。

新石器时代（公元前七八千—前4500年），亚述地区的史前文化主要产生在平原地区，大致可分为无陶新石器文化、早期陶器文化和彩陶文化三个阶段。无陶新石器文化始于公元前七八千年，典型的遗址主要集中在辛贾尔山附近和下扎布河流域，骨器非常发达。早期陶器文化大概产生于公元前6000至公元前5500年，典型的文化遗址是辛贾尔地区的乌姆•达巴吉亚，该地区发明了简单的陶器，出现了最早的村落。两河流域北部的彩陶文化存在于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4500年，代表性的文化先后是哈苏纳文化和哈拉夫文化，该地区出现了培植的农作物和驯化的动物。

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4500—前3500年），两河流域北部的哈拉夫文化逐渐被两河流域南部的欧贝德文化取代，典型遗址是高拉、泰尔•阿尔帕契亚和耶里姆Ⅱ等。两河流域北部的生产日益专门化，出现了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部落和以养殖业为主的畜牧部落。社会大分工促进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部落间物品交换经常化推动了贸易的发展。两河流域北部的神庙建筑风格模仿两河流域南部，而墓葬方式方面坚持了固有的传统，在铜器制作和印章使用方面则超过了两河流域南部。

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两河流域北部到了国家产生的前夜。两河流域南部的乌鲁克文化传播到北部地区，典型遗址主要有格莱•莱什、泰佩•伽沃拉。库云基克、埃尔比勒等地先后出现了城市，典型的建筑是神庙，社会成员之间发生了贫富分化。[28]


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阿淑尔城曾长时间处在两河流域南部政权的控制之下。公元前2500年左右，苏美尔地区的霸主拉格什曾征服两河流域北部，阿淑尔城可能臣服于它。公元前24世纪，阿卡德人乘苏美尔城邦混战之机迅速崛起，不但征服了各个苏美尔城邦，而且还把势力扩张到两河流域北部地区，阿淑尔城又沦为其藩属。阿淑尔城与阿卡德王国治下的其他城市无异，其统治者都被称为ensi。[29]
 阿卡德国王马尼伊什图舒曾向阿淑尔城的女神伊什塔尔献祭。[30]
 阿卡德王国灭亡后，继之而起的乌尔第三王朝仍然控制着阿淑尔城，阿淑尔城的统治者扎里库姆被称为阿淑尔城的总督（šaknu
 ），相关地区成为乌尔第三王朝的行省。[31]


二　古亚述时期

古亚述时期分为阿淑尔城邦和“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Upper Mesoptamian Kingdom）两个阶段，前者指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9世纪末，后者指从公元前19世纪末到公元前18世纪中期。

公元前2025年左右，乌尔第三王朝末代国王伊比-辛失去了对边远地区的控制，阿淑尔城很可能乘机获得了独立。[32]
 亚述初期的历史材料非常匮乏，后世编订[33]
 的《亚述王表》仅仅罗列了亚述国王的名字，但早期的国王大多没有得到其他文献的证实，第30位国王普祖尔-阿淑尔一世是第一位得到证实的亚述国王。[34]


亚述最初的国家形式是城邦，又称城市国家，主要国家机构有国王、长老会和名年官（līmum
 ）。国王有“伊沙库”（iša
 ’ku
 ）、“鲁巴乌姆”（rubā
 ’um
 ）和“贝鲁姆”（bēlum
 ）等头衔。其中，“阿淑尔神的伊沙库”是国王在正式场合的称呼，意思是“阿淑尔神的代理人”；而“鲁巴乌姆”和“贝鲁姆”是亚述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国王的称呼，其意思分别是“王公”和“主”。[35]
 长老会是阿淑尔城的最高权力机构和司法机关，其成员称为长老（paršum
 ），一般由重要家族的族长组成，国王是长老会的召集人。名年官是亚述特有的官职，亚述的年名来自名年官，该官员以抽签的方式从阿淑尔城重要的家族族长中选出。名年官是阿淑尔市政厅的首脑，还监督贸易活动、征收税金。[36]


一些学者认为，古代西亚北非地区的商人总是跟随军队行动，阿淑尔商人在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北部地区建立商业据点，意味着他们征服了相关的地区，因此，他们认为阿淑尔城及其商业据点构成了“古亚述帝国”。[37]
 事实上，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王公并未屈服于阿淑尔城邦，而是与亚述商人签订了互利条约：阿淑尔商人需要向当地王公交纳税赋，当地王公独占铁与奢侈品的贸易；作为回报，当地王公授予阿淑尔城的商业据点某些特权，并负有保护过往商队的义务。[38]
 阿淑尔商人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居民和平相处，他们不但进行贸易，而且互相通婚。[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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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古亚述地图

资料来源：引自K.R.Veenhof，“Kanesh：An Assyrian Colony in Anatolia”，in Jack M.Sasson，ed.，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Vol.Ⅱ，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5，p.862。



公元前19世纪，一支阿摩利部落崛起于哈布尔河流域。公元前19世纪末，该部落征服了阿淑尔城，并以该城为基地征服了马里、埃什嫩那和周边地区的其他国家和部落，建立了囊括两河流域北部大部分地区的“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尽管其国王沙马什-阿达德一世自称为亚述国王，但是，他的都城却是位于哈布尔河上游的舒巴特-恩利尔。

“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时期，尽管阿淑尔城邦时期的国家机构依然存在，但是，其职权已无法与城邦时期同日而语，突出特点是国王的权力大为增强。尽管沙马什-阿达德一世也像阿淑尔城邦国王一样自称为“阿淑尔的伊沙库”[40]
 ，但是，他还效仿苏美尔—巴比伦尼亚国王自称为“基什国王”（lugal kiš
 ）[41]
 或“阿卡德国王”（lugal Akkadê
 ）[42]
 。基什是苏美尔城邦的霸主，阿卡德王国是第一个统一两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政权，“基什国王”和“阿卡德国王”是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国王们比较青睐的一个头衔，其权力远大于城邦国王。沙马什-阿达德一世还打破阿淑尔城邦抓阄选举名年官的惯例，任命其子伊什美-达甘为名年官。此外，沙马什-阿达德一世还加强了对外贸易的管理，[43]
 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商业据点设置了“商人的监督”（wakil tamkārī
 ）。[44]


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去世不久，重新崛起的马里政权推翻了其子亚斯马赫阿杜的统治，承袭王位的伊什美-达甘在与古巴比伦王国的斗争中败北，“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迅速瓦解。伊什美-达甘去世后，七位被称为“无名氏之子”的人先后称王。[45]
 胡里安人称雄两河流域北部以后，阿淑尔城很可能沦为米坦尼王国（约公元前16世纪末—前14世纪晚期）的附属国。虽然“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在亚述的统治仅仅是昙花一现，但是，阿摩利人首领和国王被编入了《亚述王表》，对亚述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　中亚述时期

中亚述时期，亚述不但摆脱了异族的羁绊，而且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一跃成为西亚北非地区的军事强国。然而，在阿拉米人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亚述政权在公元前2000年代末迅速衰落。

公元前14世纪后期到公元前13世纪前期，亚述不但恢复了独立，而且跻身于西亚北非地区大国的行列。中亚述的复兴始于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公元前14世纪是北非的埃及、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地区的赫梯王国、两河流域中北部的米坦尼王国和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加喜特王朝等古代西亚北非地区大国博弈的时代，亚述国王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以厚礼交好埃及，以联姻的方式笼络加喜特王朝，与赫梯王国联手从东面和西北两个方向夹击米坦尼王国，最终挣脱了胡里安人的羁绊。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的三位后继者恩利尔-尼拉里、阿里克-登-伊里和阿达德-尼拉里一世不但进一步蚕食米坦尼王国，而且征服了扎格罗斯山和叙利亚地区的许多部落，巩固了亚述在两河流域北部的统治，亚述成为与列强齐名的西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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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亚述地图

资料来源：引自J.N.Postgate，“The Land of Assur and the Yoke of Assur”，WA，Vol.23，No.3 （1992），p.249。



公元前13世纪中后期，亚述扩张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沙尔马纳沙尔一世彻底击败了胡里安人残余势力与赫梯的联军，使曾经不可一世的米坦尼王国寿终正寝，并率军跨出两河流域，劫掠了凡湖地区的纳伊利诸国。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不但击败了赫梯人，而且一度占领巴比伦城，首次赢得了“苏美尔与阿卡德之王”（man kurŠumeri u Akkadî
 ）的名号。然而，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时期，亚述内部的矛盾日益突出，他以迁都缓解矛盾的方式并未获成功，最后死于叛乱之中。此后，亚述国内的矛盾更加尖锐，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的三个儿子先后登上王位，亚述逐渐式微，被征服地区逐渐丧失。

公元前12世纪晚期、公元前11世纪初，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登上了王位，亚述又恢复了强国的本色。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击退穆什基人的进攻，并征服了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还率军深入纳伊利地区，获取了大量战利品和贡赋。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在位39年，曾28次渡过幼发拉底河远征阿拉米人，兵峰直达地中海沿岸，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诸国被迫纳贡称臣。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去世后，亚述无力征讨阿拉米人，幼发拉底河中上游地区陆续建立了一系列阿拉米人国家。

中亚述时期，亚述的政治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国王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古亚述时期，阿淑尔神才是真正的国王，而国王只能称为“阿淑尔神的伊沙库”。然而，从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开始，亚述国王僭越了神灵，自称为“阿淑尔之地的国王”，即“亚述国王”。抓阄选举名年官的传统也被打破，阿达德-尼拉里一世竟然自任名年官。另一方面，随着亚述版图的扩大，“亚述本土”基本确定，行省制度逐步建立起来。[46]
 不过，一些行省可能掌控在一些有权势的家族手中，总督职位存在世袭现象。[47]


四　新亚述时期

新亚述时期是亚述发展的鼎盛阶段，经过历任国王的南征北战、东杀西挡，亚述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发展成为一个横跨亚非两大洲的大帝国。

公元前10世纪晚期到公元前9世纪初，蛰伏了一百多年的亚述政权逐渐苏醒。亚述的发展具有良好的国际环境，昔日的竞争者的巴比伦王国自身难保，北面的劲敌乌拉尔图羽翼尚未丰满，被异族占领的埃及无暇染指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四分五裂的埃兰无力入侵两河流域。阿淑尔-丹二世把流散到外地的亚述居民安置到荒废的城镇，并开垦抛荒的土地，奠定了亚述复兴的经济基础。阿达德-尼拉里二世向西面和西北出击，再次征服了昔日的附属国；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二世向南发展，侵占了巴比伦王国迪亚拉河流域的大片区域。经过上述三位国王的苦心经营，亚述逐渐恢复了生机。

公元前9世纪，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和沙尔马纳沙尔三世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亚述的势力急剧膨胀。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不但征服了东北和北面山区的国家和部落，而且率军西进，阿拉米人诸国纷纷归附，地中海沿岸的诸国无不纳贡称臣。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还在被征服地区修建城市、任命总督，加强了对那些地区的控制；并利用从被征服地区掠夺的资源和人口营建了新都卡尔胡。与其父的业绩相比，沙尔马纳沙尔三世的成就也毫不逊色，他三次击败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各国联军，还深入纳伊利地区获取纳伊利地区诸国的战利品和贡赋，并借平定巴比伦王国的内乱之机控制了巴比伦尼亚地区。然而，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末年，亚述发生了叛乱，波及亚述本土的27个主要城市。沙马什-阿达德五世用了7年的时间才平定了叛乱，但是，亚述元气大伤。

公元前9世纪晚期到公元前8世纪前期，亚述王权衰微，权臣当政，对外扩张停止，政权一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勉强保住了先王创下的基业，但是，宫廷朝臣和地方行省总督势力迅速膨胀，蔑视朝廷的权威。阿达德-尼拉里三世以后，他的四个儿子先后继位，亚述国内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对外扩张基本停止。亚述的衰微给北面的乌拉尔图人以可乘之机，他们以凡湖地区为中心建立了统一的乌拉尔图王国，亚述的一些附属国归顺乌拉尔图，亚述面临严重的挑战。

公元前8世纪中期，经过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行政和军事方面的改革，亚述重新焕发了生机，亚述帝国初具规模。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缩小了行省的规模，并任用宦官担任行省总督，加强了对行省的控制；他还往附属国派驻“国王的代表”（qēpušašarri
 ，通常简化为qēpu
 ）[48]
 ，加强对被征服地区的控制。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利用俘虏和被征服居民扩充由宦官总管统率的常备军，来制衡桀骜不驯的权臣和镇压被征服地区的叛乱。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率军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出兵打击伊朗高原兴起的米底诸部，并进军巴比伦尼亚，兼任巴比伦王国国王。[49]


公元前8世纪晚期到公元前7世纪前期，亚述帝国继续对外扩张，征服了西亚北非大片地区，达到了它的极盛阶段。征服地中海沿岸诸国后，萨尔贡二世亲自率军远征乌拉尔图，击溃了这个威胁最大的敌人，他还利用被征服地区的居民营建了新都杜尔—沙鲁金，并征服了巴比伦尼亚。辛纳赫里布不但亲率大军进攻埃兰，而且将千年古城巴比伦夷为平地，并扩建了新都尼尼微。埃萨尔哈东重修巴比伦城，安抚了巴比伦人；他还率军平定巴勒斯坦地区的叛乱，并征服了下埃及。阿淑尔巴尼拔继承其父征埃及的事业，再次攻占底比斯；他还两次进攻埃兰，铲除了煽动巴比伦尼亚叛乱的外部势力。至此，东起伊朗高原，西到地中海，北起小亚细亚和高加索山，南到埃及中部和波斯湾的广阔地区，都纳入了亚述的版图。然而，亚述帝国的辉煌并未持续很久，随着亚述军队撤离，埃及等被征服地区相继独立，沙马什-舒穆-乌金的叛乱进一步加速了亚述帝国的没落。

新亚述时期，亚述的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加强。一方面，中亚述以来的行省制度进一步在被征服地区推广；另一方面，亚述朝廷形成了以七位高官为主的中央政府协助国王处理各方面政务。还有，亚述帝国组建了中央常备军，加强了对行省和附属国的控制和影响。

公元前7世纪晚期，在周边新兴敌人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亚述寿终正寝。迦勒底人的新巴比伦王国自南面向亚述发起了进攻，而伊朗高原上崛起的米底王国自东北攻入亚述境内，公元前612年尼尼微被攻陷，亚述政权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新巴比伦王国和波斯帝国等政权相继征服亚述地区，亚述人逐步被征服和同化。[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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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新亚述地图

资料来源：引自Mario Liverani，Antico Oriente：Storia，Società，Economia，Rome and Bari：Laterza，1988，p.793。



第三节　文献概况

如前所述，楔形文字文本文献是研究亚述赋役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并非所有的楔形文字文献都涉及赋役制度，辨析涉及亚述的楔形文字文献及其内容是研究其赋役制度的前提条件。根据记录文献的语言种类，涉及亚述的文本文献大致分为阿卡德语、阿拉米语、赫梯语、埃兰语、埃及象形文字、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七种语言书写的文献，但是，不同语言的材料对我们研究亚述赋役制度的作用和意义不尽相同。阿卡德语又可分为亚述语、巴比伦语和“标准巴比伦语”三种方言。亚述语和巴比伦语分别是两河流域北部和南部的居民在古阿卡德语的基础上创造的两种方言，而“标准巴比伦语”是亚述人模仿古巴比伦语创造的一种书面语言，主要用于文学作品创作。阿卡德语使用楔形文字符号，主要刻画在泥板、石头和木头等材料上，亚述人留下的楔形文字文献数以万计，它们是我们研究亚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最重要的材料。阿拉米语是阿拉米人的语言，在新亚述时期成为与阿卡德语并驾齐驱的语言。不过，阿拉米语主要书写在羊皮、纸莎草等不易保存的书写材料上，流传下来的文献数量不多。[51]
 赫梯主要位于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北部，而埃兰则位于伊朗西南部，埃及位于北非，它们既与亚述进行过和平交往，也曾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因此，三国的文献中也有涉及与亚述交往的内容。由于数量不多，赫梯语、埃及象形文字和埃兰语文本文献对我们研究亚述赋役制度的价值不大。犹太人曾遭受亚述的侵略和压迫，他们的希伯来语《圣经》等文献也保存了一些与亚述有关的史料，但它们的片面性十分明显。希罗多德等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也保存了一些亚述历史知识，[52]
 但是，希腊和亚述之间的距离遥远，他们获得的关于亚述的知识传闻多于历史事实，因此，希腊古典作家的作品的可信度不高。由于阿拉米语、赫梯语、埃及象形文字和埃兰语材料数量稀少、希伯来语材料的片面性和希腊语材料的可信度不高，因此，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文献才是研究亚述历史文化的基础，也是研究亚述赋役制度的主要材料。

根据文献的内容、功能和性质等标准，涉及亚述的楔形文字文献大致可分为王室铭文、法律文献、书信、管理档案和学术作品五大类。[53]
 王室铭文是记录国王活动的文字材料，主要关注国王修建神庙和宫殿的建筑活动及其南征北战的军事成就。亚述王表、编年史、名年官表等编年性质的文献大多记录国王及其高官的活动，因此，我们也将其归入广义的王室铭文中。法律文献指与法制有关的文献材料，既包括法律文本、国王的敕令、条约、司法判决等官方法律文件，也包括人们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活动中缔结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财产所有权转让证书、契约和收据等私人法律文献。书信是亚述人远程沟通的重要工具，既包括商业信函，又包括私人之间的通信，也包括国王和官吏等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的官方通信，还包括国王与外国君主的外交函件。管理档案指国家的各级管理机构和个人在管理各项事务的过程中留下的各种记录，既有宫廷管理的档案，又有行省管理的记录和神庙管理的记录，还有私人事务的记录。学术作品指知识阶层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完成的作品，既包括神庙祭司、占卜师、巫师、驱魔师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在从事各自活动中创造的作品，也包括他们在学习专业知识时的教材和习作等。亚述的楔形文字文献具有明显的历时性差别，需要分时段介绍。

一　古亚述时期的文献

古亚述时期，亚述的楔形文字文献主要出自安纳托利亚的商业据点卡涅什（今屈尔泰培），幼发拉底河畔的马里（今泰尔•哈里里）出土了“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父子时期的书信等文献，而阿淑尔城发现的文献却屈指可数。由于卡涅什出土的大部分文献还没有整理出来，[54]
 古亚述文献的全貌尚未揭开。迄今为止，初步整理的古亚述楔形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书信、法律文献、管理档案、王室铭文四大类。

与其他类别的文献一样，古亚述时期的书信也被称为“泥板”（[image: img]
 uppum
 ），它们大概占卡涅什发现的文献总量的1/3，大致可以分为私人书信和官方书信两大类，其中前一类占绝大多数。私人书信又可以分为私人商业信函和商人的家信两类，前者既有阿淑尔城的“家族贸易公司”老板与安纳托利亚的阿淑尔城商人或其商业伙伴之间的书信，也有安纳托利亚各商业据点的阿淑尔商人之间的通信，主要涉及商品的种类、供求、运输、价格、税收、投融资等商业经营方面的事务；而后者主要指阿淑尔城的商人及其商业代理人与安纳托利亚的家庭成员之间的通信，主要涉及婚姻、收养、赠予和遗嘱等家庭事务。古亚述时期的官方书信分为阿淑尔城邦当局与安纳托利亚的商业据点之间的通信及其与同时代的国家之间外交信件两大类，前者既包括阿淑尔城邦与安纳托利亚的商业据点之间、各商业据点之间就处理行政司法等方面的事务而交换的信件，又包括马里宫廷档案中的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父子之间及其与各级官员之间的通信。外交信件主要涉及政治和商业方面的事务，既包括阿淑尔城邦当局、商业据点与安纳托利亚地区王公之间的信件，还包括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父子与古巴比伦王国等同时代的君主之间的通信。[55]


法律文献是古亚述时期另一类重要材料，主要有商业契约、财产所有权转让证书、收据、判决文书、条约和法律文本五类。商业契约是古亚述时期最重要的法律文献，主要涉及商队服务、商品运输与储存、合伙经营等方面，还包括资金借贷方面的业务。财产所有权转让证书也是古亚述时期法律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商人在经商过程中有关债权的豁免、放弃、转移的记录，也有在缔结婚约、交付嫁妆、收养和财产继承时形成的财产所有权证书。古亚述时期的收据主要涉及奴隶和房屋，而没有提及与他们经营有关的纺织品、锡、铜和羊毛等商品。阿淑尔商人在卡涅什等商业据点有自己的司法机构，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敕令、法庭的传唤记录、讯问记录、宣誓作证记录、控辩双方和证人的证词和法庭判决的草稿及最终文本，等等。古亚述时期的条约共分为两类，一类是客居安纳托利亚地的阿淑尔商人与当地王公签订的条约，[56]
 另一类是“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与古巴比伦王国签订的边界条约。尽管卡涅什出土的法律文献不止一次地提及“根据镌刻在石碑上的文字”，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阿淑尔城邦或其安纳托利亚商业据点的法典。卡涅什出土的三块泥板最具有法典性质，但是，它们破损比较严重，可以辨识的部分主要涉及商业据点的审判程序。[57]


备忘录与物品清单是古亚述时期特有的文献材料，主要指文件的撰写者或所有者在书写相关文件时所做的摘要记录，它们可称为私人管理档案。备忘录和清单大概占所有文献的20％至30％，它们长短不一，有的仅仅2行到5行，有的则长达百余行。备忘录和清单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有付款记录、出售的纺织品清单、商队旅行的费用清单、在商业据点仓库储存的商品和银子等的清单和追讨欠债的记录等。一些备忘录和清单非常详细，商队组织者通常在清单中不厌其烦地罗列商人委托运输的商品、金银、商队需要支付的税款、贿赂关隘守军的礼物、商队人员的食物、宿营地、路线、替代死去驮兽和额外雇佣人员的方案等。备忘录与物品清单既没有证人的见证，也没有有关人员的印章，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备忘录和清单是正式文件的摘要，对恢复破损的文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过，他们通常不提撰写者或所有者的名字，如果发掘者当年不仔细分类，后世的研究者将很难利用。[58]


古亚述时期，王室铭文数量不多，主要出自阿淑尔城的阿淑尔神庙和伊什塔尔神庙。古亚述时期的王室铭文直接来源于苏美尔—巴比伦尼亚的国王献祭铭文，[59]
 大致可以分为献祭铭文和建筑铭文两大类。古亚述时期的献祭铭文主要介绍了国王的名号、与神灵的关系以及奉献的物品，这类铭文结构简单，篇幅较短，数量不多。建筑铭文介绍了国王修建神庙的缘由和具体过程等细节，结构复杂，篇幅较长；其中伊鲁-舒马的两篇文献提到了巴比伦人债务的豁免，[60]
 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的一篇铭文还记载了阿淑尔城的物价以及从附属国收取的贡赋。[61]
 卡涅什的文献中还保存了数份名年官表，尽管其内容简洁，且先后顺序有一定的矛盾，但是，对于我们确定该地区相关文献的年代顺序至关重要。[62]
 马里出土的名年官表保存了从纳拉姆辛一世到沙马什-阿达德一世时期名年官的名字及其顺序。[63]


总起来说，古亚述时期的楔形文字文献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其中空间分布不平衡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阿淑尔商业据点卡涅什出土的文献达23000多份，[64]
 幼发拉底河畔的马里城出土了2万到2.5万片泥板或泥板残片，其中“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时期的文献数以百计，[65]
 而阿淑尔城本身出土的文献屈指可数。

时间分布不均衡是古亚述时期楔形文字文献的另一个特点。从公元前2000年代末初阿淑尔城挣脱乌尔第三王朝的束缚到大约公元前1776年“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基本解体，古亚述时期延续了二百多年，但是，这阶段的文献材料主要出自公元前1845年到公元前1835年以及公元前19世纪末和公元前18世纪初两个时段，其他时段的材料非常匮乏，有些时段则没有任何材料。

私人文献多于官方文件是古亚述时期楔形文字文献的第三个特点。古亚述时期绝大多数文献出自安纳托利亚的商业据点卡涅什，而卡涅什出土的文献大多发现于商人的“档案库”中，而该城的行政管理中心则没有发现文献。商人保存的“档案”大多与商业活动或家庭生活有关。因此，古亚述时期的文献有助于研究商人的经营和生活，而对研究国家机构的构成和运作方式的作用不大。

二　中亚述时期的文献

中亚述时期，亚述的楔形文字文献主要出自阿淑尔城，新都卡尔-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今图卢尔•阿加尔）、什巴尼巴（今泰尔•比拉）、扎马哈（今泰尔•阿尔-里马赫）以及叙利亚北部的泰尔法哈里亚、西卡尼（今泰尔•楚埃拉）、杜尔-卡特里穆（今泰尔•舍赫-哈马德）和巴里胡（今泰尔•萨比-阿伯亚德）等其他重要行省遗址也出土了数量不等的楔形文字文献，埃尔-阿玛尔纳（今埃及的萨扎布）和赫梯的都城哈图沙（今土耳其的勃尕卡尔村）也出土了一些楔形文字文献。中亚述时期的楔形文字文献种类齐全，主要有王室铭文、行政管理档案、法律文献、书信和学术作品五大类。

中亚述时期，亚述特色的王室铭文初步形成，国王的军事成就成为王室铭文记录的重要内容。阿达德-尼拉里一世开创用王室铭文记录国王军事成就的先河，他的一篇铭文生动地描述了国王征战哈尼伽尔巴特的战役。沙尔马纳沙尔一世和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时期，许多铭文的开头和结尾的内容均是传统的主题，然而，它们的中间却嵌入了国王征战的业绩。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时期，国王征战的业绩成为一些王室铭文的主题，而国王献祭和建筑神庙的活动则不见踪影，这是亚述王室铭文与苏美尔—巴比伦尼亚王室铭文最大的区别。[66]
 中亚述王国还留下了数篇编年史残篇，分别记录了恩利尔-尼拉里一世、阿里克-登-伊里一世、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阿淑尔-莱莎-伊沙一世和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等数位国王在位期间的大事。[67]


行政管理档案是中亚述时期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主要分为国家档案和神庙档案两大类，它们分别保存在国家官员和神庙管理人员的官署中。[68]
 目前已知的行政管理档案大多出自阿淑尔城，它们还处在整理过程中，[69]
 负责神庙供品供应的官员保存了一批神庙ginû
 供品清单，它们以列表的形式介绍供奉神灵的物品接收和分配情况。[70]
 王室大总管的官署里保存了大量行政管理档案，其中一批是物品清单，记录了该官员接收的原材料和加工过的产品；另一部分是强制迁移人员的名单，主要罗列了相关人员的名字及其所在的城市。[71]
 阿淑尔城的神庙图书馆里还保存了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从巴比伦尼亚掠夺的战利品清单。[72]
 值得注意的是，中亚述时期的一些行政管理档案不像其他文献一样写在泥板或镌刻在石头上，而是保存在木质的写字板上，楔形文字就镌刻在蜡封表面上，多片写字板链合在一起以记录更多的人员和物品。[73]


中亚述时期，法律文献的地域分布较为广泛，其中阿淑尔城出土的法律文献最多，其他城市出土的法律文献数量较少。中亚述时期的法律文献种类齐全，主要有财产所有权转让证书、契约、收据、国王的敕令和法典等。财产所有权转让证书是中亚述时期法律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记录土地和奴隶买卖、锡和谷物借贷以及由于缔结婚约、收养和继承引起的财物的转让。契约也是中亚述时期法律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亚述人在经商和其他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因借贷铅、银和谷物等物品而留下的记录。[74]
 一些财产转让证书还记录了婚姻和收养关系的确立情况，也可以视为契约。中亚述时期，法律文献中还有一些收据，主要是亚述人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接收物品与接受服务的凭证。[75]
 中亚述王国还留下了亚述历史上唯一的一部成文法典，《中亚述法典》大致可以分为9表，只有3表保存比较完整，主要涉及土地等财产的所有权、债务与债务奴隶和妇女行为规范、物品的质押等。中亚述还流传下来一些国王敕令，它们主要规定了宫廷人员，尤其是宫廷妇女的行为规范。[76]


中亚述时期，书信数量不多，主要出自阿淑尔城、杜尔-卡特里穆行省、埃及的埃尔-阿玛尔纳和赫梯的都城哈图沙等地。中亚述时期的书信分为官方书信、外交函件和私人书信三类。中亚述时期的官方书信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传唤案件当事人出庭受审的信件，另一部分是关于税赋或礼物的缴纳和运送的信件。[77]
 中亚述时期，外交函件主要是阿玛尔纳时代亚述国王与埃及、赫梯、巴比伦等西亚北非地区的大国国王之间的通信，是我们研究亚述与同期的西亚北非地区大国外交关系的主要材料。中亚述时期，私人信件主要是普通亚述人有关生产和生活事务方面的书信。

中亚述时期，学术作品主要保存在阿淑尔神庙的图书馆里，大致可以分为巴比伦尼亚作品及其仿制品和各类专业人员的作品两类。尽管亚述地区的史前文化早于巴比伦尼亚，但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曙光最初却照耀在两河流域南部；亚述人非常热爱苏美尔—巴比伦尼亚文化，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曾从巴比伦城掠夺了大量泥板文书，其中包括书吏知识、驱魔文献、赞美诗、占卜文献和医疗文献等。[78]
 亚述人还模仿巴比伦尼亚的作品创作了一批文学作品，诸如《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史诗》和《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与动物》等作品。阿淑尔神庙的图书馆里有一批巴比伦尼亚文献，它们可能是巴比伦尼亚作品的原件，也可能是从巴比伦尼亚的作品复制来的，主要有苏美尔语—阿卡德语词汇表、苏美尔语与阿卡德语的两种语言的赞美诗、史诗等文学作品。[79]
 阿淑尔城出土的驱魔咒语等文献也是中亚述时期学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驱魔巫师驱魔治病时背诵的咒语文本。[80]


总起来说，中亚述时期文献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分布时间不均。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时期的文献异常丰富，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阿达德-尼拉里一世和沙尔马纳沙尔一世等强大国王在位期间文献较多，一些在位较短的国王留下的文献较少，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以前的诸王基本没有文献材料，这就造成了亚述历史上的“黑暗时代”。

其二是官方文件多于私人文档，大多出自都城阿淑尔和一些重要的行省，分别保存在神庙和有关官员官署里。中亚述时期的文献大多与国王、行省和神庙有关，具有明显的官方色彩，私人文献数量非常少。中亚述时期的文献有助于研究国家机构的运作，无益于考察微观经济运行。

三　新亚述时期的文献

新亚述时期是亚述的鼎盛阶段，也是亚述楔形文字文献最丰富的时段。新亚述时期的楔形文字文献主要出自尼尼微、卡尔胡、杜尔-沙鲁金和阿淑尔城四个都城，提尔-巴尔西普/卡尔-沙尔马纳沙尔、杜尔-卡特里穆和图什罕等重要行省省会也出土了一些文献。新亚述时期的楔形文字文献大致可分为王室铭文、书信、法律文献、行政管理文献和学术作品五大类。

新亚述时期是亚述王室铭文的成熟阶段，它们卷帙浩繁，其内容不外乎国王南征北战的军事成就与修建神庙和城池的业绩两大主题。根据铭文的叙述方式，新亚述时期的王室铭文一般分为编年铭文和展示铭文两大类，前者主要指以时间为顺序、以第一人称的口气记述国王的成就，后者指以空间为顺序、以第三人称的口气描述国王的业绩。战争是编年铭文唯一的主题，不过，一些编年铭文只记述一场战役，另一些王室铭文则记述了多次战役。展示铭文涉及了亚述王室铭文的两大主题，但是，一些展示铭文仅仅涉及国王的建筑成就，另一些展示铭文兼顾战争和建筑两个主题。[81]
 新亚述时期还发现了名年官表、国王年表和编年史。名年官表罗列了名年官的顺序及当年的大事。[82]
 新亚述时期的王表不但记录了新亚述时期国王在位的顺序和时间，而且记录了早期国王的在位的顺序和时间。[83]
 巴比伦尼亚—亚述的同步史以编年的形式记录了普祖尔-阿淑尔三世到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期间的大事。[84]


新亚述时期，法律文献主要出自尼尼微、卡尔胡、图什罕和杜尔-卡特里穆等城市，它们不但数量大，而且种类多。财产所有权转让证书是亚述帝国最重要的法律文献，既包括由于买卖产生的财物所有权转让，又包括因馈赠、婚姻、收养和继承等而导致的财物所有权转让，涉及的主要物品包括土地、人口、房屋、谷物等。由于借贷而产生的契约也是新亚述法律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涉及银、谷物等。新亚述时期，国王多次颁布敕令，豁免臣僚和神庙所有地产的赋役，规定神庙和宫廷的物品供应，任命各类官吏等。[85]
 亚述帝国还有不少条约，既有明确亚述与附属国之间权利和义务的条约，也有国王或王后与臣民就王位继承签订的条约。[86]
 新亚述时期，法官们还留下了许多司法判决文书。[87]


新亚述时期，亚述疆域空前广阔，交通体系十分发达，通信是国王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留下了大约3450封书信或残篇。新亚述时期的大部分书信出自都城尼尼微、卡尔胡和阿淑尔，杜尔-卡特里穆和图什罕等行省城市只出土少量书信，其中大约96％的书信是写给国王或者国王写给有关人员的，4％左右的书信是写给总督或其他官员的，只有大约32封书信是私人通信。因此，亚述书信一般称为王室通信。新亚述时期的书信时间跨度大约为250年，其中最早的书信大致写在公元前9世纪末期，而最晚的书信写在亚述灭亡前夕。不过，新亚述时期各个阶段的书信分布并不均匀，其中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时期有大约20封，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和沙尔马纳沙尔五世时期有大约150封，萨尔贡二世时期有大约1300封，辛纳赫里布时期有30封，埃萨尔哈东时期有大约900封，阿淑尔巴尼拔时期有大约700封。[88]
 新亚述时期的书信涉及的区域广阔，除了亚述本土外，西到地中海沿岸的奇里乞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东到埃兰，北到乌拉尔图，南到巴比伦尼亚，亚述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曾在书信中提及。萨尔贡二世及其以前的通信人主要是国王、附属国君主、王室成员、宫廷高级官吏、行省总督、其他军事和行政官吏，书信内容的重点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事务，而埃萨尔哈东和阿淑尔巴尼拔时期的通信人主要是形形色色的神职人员，书信的主要内容是与国王有关的各种占卜、占星和征兆以及神庙和宫廷的管理等事务。[89]


新亚述时期，行政管理档案主要出自尼尼微和卡尔胡城的王宫，既有大量的宫廷档案，也有一些涉及神庙供品的档案。收受和分配物品的清单是行政管理档案重要的组成部分，收受者既有王宫，也包括神庙，提及的物品既有金、银、宝石等贵重的物品，也有纺织品、食物、饮料等日常生活用品，还有牛、羊和马等牲畜、砖石、木材和芦苇等建筑材料。人员名单也是行政管理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宫廷的侍从、占卜师和巫师等各类专业人员，还包括行省的各类军官、被征服地区的强制移民。行政管理档案中还保存了一批债务清单，很可能是行省没有按时交付税负的记录。新亚述时期，行政管理档案还包括一批人口和土地等财产的登记表，可能是国王赏赐臣僚的财物清单。

新亚述时期，学术作品主要保存在王宫和神庙的图书馆里，它们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苏美尔和巴比伦尼亚的文献占很大比例，多数文献也是亚述国王从苏美尔和巴比伦尼亚各地搜集来的，有的是原件，有的则是复制品。书吏教育文献是学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书吏在训练基本的书写技能时的习作，包括各种楔形文字符号的解释、同义词表、亚述语—苏美尔语和其他语言的对照表、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对照的文献等。占卜文献也是学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记录了各种征兆及其对应的意义。驱魔文献也是学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记载了巫师驱魔治病的仪式及其咒语。新亚述时期的学术作品还包括智慧文学，主要包括一些预言、格言及其他富有哲理性的文学作品。

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新亚述时期的楔形文字文献具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空间分布更为广泛。新亚述时期，亚述三次迁都，四个都城均保存了数量不等的文献；边远的重要行省如幼发拉底河中游的提尔-巴尔西普/卡尔-沙尔马纳沙尔、哈布尔河流域的杜尔-卡特里穆[90]
 、北部山区的图什罕[91]
 等多个行省都发现了数量不少的文献。材料分布的广泛性增加了其代表性，有助于更全面地研究亚述政治、经济与文化。

其二，新亚述时期基本没有缺乏文献的“黑暗时期”。尽管各个时期文献的分布仍不平均，但是，几乎所有的亚述国王都保存了数量不等的文本文献，这为我们全面、系统地考察亚述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演变奠定了基础。

楔形文字文献是我们研究亚述历史文化最重要的史料，不过，不同类型的材料既有自己特殊价值，也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它们在我们研究亚述赋役制度中的作用不尽相同。

书信的内容包罗万象，往往涉及亚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我们研究亚述的农业税、商业税、徭役、贡赋、神灵的供品和赋役的豁免等许多方面最重要的材料。除了内容丰富外，亚述的书信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夸张，其内容相对真实可靠；不过，亚述书信的史料价值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亚述书信分布的时间、空间及内容的不均衡性决定了它只能成为重要的参考材料；其次，绝大多数书信没有日期，即使根据书信的风格和内容等进行判断，也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时间；最后，由于一些书信的历史背景不详，其涉及的内容晦涩难判。

亚述的王室铭文记录了亚述历史上的主要建筑活动和军事行动，保留了亚述劫掠和勒索被征服地区的情况，是研究贡赋和神灵的供品等赋役制度的重要材料。然而，亚述王室铭文具有明显的缺陷：一是亚述王室铭文在时间上分布并不均匀，新亚述时期多位国王的铭文卷帙浩繁，而古亚述时期和中亚述时期许多国王的铭文数量稀少，一些国王甚至没有留下铭文；二是亚述的王室铭文，特别是以第一人称口气书写的编年铭文，极力宣扬阿淑尔神的威力和亚述国王的英勇，肆意贬低敌人的能力和斗志；亚述的王室铭文详尽地罗列斩杀、俘虏敌军的数目与获得战利品和贡赋的数量，[92]
 几乎不提亚述军队的伤亡情况。亚述王表、名年官表和编年史是历史价值最高的文献，但是，大部分文献的内容过于简单，许多文献残缺难辨。

法律文献是我们研究亚述法制和社会经济运行的主要材料，其中，一些国王敕令和部分私人法律文书为我们考察神灵的供品和赋役的缴纳情况提供了直接的材料。不过，亚述的法律文献仍然存在许多尚未破解的谜团，诸如私人法律文献为何放在宫廷或官署中、许多借贷按期归还则不需要支付利息等，因此，我们在利用这类材料时需要十分谨慎。

行政管理档案是记录政府机构和神庙活动最直接的材料，其中包括收受和分配税负和神庙供品的清单，它们是我们研究亚述各类赋役制度的重要材料。但是，亚述的行政管理档案具有明显的缺陷：首先，除了个别档案外，亚述大多数行政管理档案没有标注时间，确定文献的时间十分困难；其次，亚述的行政管理档案大多非常简短，中间不乏缩写词和难以释读的术语，理解起来非常困难；最后，书写在泥板上的行政管理档案的开头和结尾破损严重，这给我们判断文献的用途和性质增加了难度。

学术作品是亚述文化成就的具体体现。苏美尔—巴比伦尼亚地区早于亚述地区跨进历史的门槛，南部邻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方面都对亚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3]
 一般情况下它们很少涉及亚述的赋役征召情况，不过，亚述文化的发展历程对追溯亚述赋役制度的发展演变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大多数亚述学术作品并没有确切的时间，这增加了我们使用这类材料的难度。

综上所述，亚述地区的地理环境对赋役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亚述地区地形复杂多样，有利于发展多种经济。在气候以干旱著称的西亚地区，亚述地区有效而适时的降水对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及其支流滋润了流经的地区，有力地促进了亚述经济的发展。亚述的经济类别决定了其赋役的类型，因此，地理环境对亚述赋役制度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从阿淑尔城邦独立到尼尼微陷落，亚述政权存续了近1500年，大致分为古亚述、中亚述和新亚述三个阶段，先后经历了城邦、区域性国家和跨地区的帝国三种国家形态。古亚述时期，国家的形态是城邦，阿淑尔以与安纳托利亚地区贸易而闻名；中亚述时期，亚述人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基本控制了两河流域北部，成为古代西亚北非地区的军事强国；新亚述时期是亚述发展的鼎盛阶段，经过历任国王的南征北战、东杀西挡，亚述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发展成为一个横跨亚非两大洲的大帝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亚述政权的组织结构差异明显，深刻地影响了其赋役制度的发展演变。

亚述楔形文字文本文献的特点直接影响了其赋役制度的研究。亚述的楔形文字文本文献种类各异，数量众多，这为我们研究亚述赋役制度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不过，由于楔形文字文献分布时空的不均以及与赋役制度有直接关系的文献数量不多，我们目前既不可能重现某一时期亚述赋役制度的全貌，也不可能追溯其发展演变的整个历程，只能描绘出一个并不完整的框架。

亚述楔形文字文本文献的释读也会对赋役制度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阿卡德语是一种死文字，亚述学家对其认识仍处在深化的过程中，相关的文献需要不断地编辑整理，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整理的大量亚述楔形文字文本文献需要重新校对，而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和芬兰学者主持的文献重新校对工作仍处在进行中，我们可资利用的可靠文献仍然非常有限，这决定了亚述赋役制度的研究仍然会进一步完善。[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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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行省的农业税

亚述地区的地形和气候非常适宜农业发展，农业是亚述经济的基础，[1]
 因此农业税是亚述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亚述农业税征收的范围一般限于其直接管理的地区，行省是亚述直接管理的基本单位，[2]
 行省也是农业税征收的基本单位，因此，本章将在介绍亚述行省制度的基础上考察农业税的征收情况。

第一节　行省概况

亚述的行省主要有mātu
 （语义符为kur）和pāhatu/pīhatu
 （语义符为nam）两种称呼，[3]
 从行省出现到亚述的灭亡，这两种称呼并没有一直同时使用，二者的区别之处在于：前者多用在正式场合，而后者则常见于非正式场合。[4]


一　起源与发展演变

1.历史渊源

亚述地区的行省制度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阿卡德王国时期。阿卡德王国国王萨尔贡是第一位统一古代两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也是古代两河流域行省制度的首创者。完成统一两河流域的伟业后，萨尔贡宣布：“恩利尔神把上方之海与下方之海（之间的土地）[5]
 赐给了我，阿卡德人（dumu.dumu a-kà-dè
 .ki）占据了上方之海与下方之海的总督职位（énsi-ku
 8
 -a-tim
 ）。”[6]
 学界一般认为，众神之王恩利尔把“上方之海与下方之海（之间的土地）”赐给萨尔贡，象征着这位国王统一波斯湾和地中海之间的地区；阿卡德人担任相关地区的总督标志着阿卡德王国对两河流域实行直接的统治，也就是建立了行省制度。[7]
 阿卡德王国诸王曾多次远征亚述地区，其中纳拉姆-辛时期的一篇铭文写道：“苏巴尔图的很多总督与北方的君主们都把他们的贡品送到我的面前。”[8]
 “苏巴尔图”并不是一个准确的地理概念，大概指巴比伦尼亚以北的地区。[9]
 在哈布尔河流域和迪亚拉河流域，一些城市的遗址发现了阿卡德王国的行政管理泥板文书，[10]
 这是阿卡德王国在亚述地区进行直接统治的有力证据。不过，虽然阿淑尔城也臣服于阿卡德王国；[11]
 但是，该城的统治者阿祖祖并不是阿卡德人，阿淑尔城很可能是阿卡德王国的附属国而非行省。

乌尔第三王朝沿袭阿卡德王国创建的行省制度统治被征服地区，阿淑尔城成为该王朝的一个行省的省会。乌尔第三王朝诸王也曾进军亚述地区，阿淑尔城也被征服。[12]
 阿淑尔城伊什塔尔神庙的一篇铭文写道：“为了强者、乌尔国王和四方之王阿玛尔-辛的长命百岁，他的仆人、阿淑尔总督（šaknu
 ，语义符为gìr.nìta）扎里库姆为他的女神贝拉特-埃卡里姆建造了这座神庙。”[13]
 阿淑尔城的统治者扎里库姆祈求神灵赐福于乌尔第三王朝国王阿玛尔-辛，可见他已臣服乌尔第三王朝，扎里库姆的总督身份表明阿淑尔城是该王朝的一个行省的省会。

随着乌尔第三王朝的解体，阿淑尔城获得了独立，由于统治区域狭小，没有必要建立行省制度。不过，沙马什-阿达德一世需要采用行省制度来统治被征服地区，他宣布：“我重组了那片地区，给各地任命了我的总督（šakin māti
 ）。”[14]
 尽管阿淑尔城因为阿淑尔神的驻跸而被关注，但是，该城北面不远的埃卡拉图城因为曾用作沙马什-阿达德一世扩张的基地而成为“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的一个地区或行省（halzu
 ）的行政中心，而阿淑尔城的政治地位并不清楚。

随着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的去世，“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迅速解体，胡里安人主宰了两河流域北部，阿淑尔城很可能被其征服。由于材料的局限，米坦尼王国的政治结构并不完全清楚。不过，努兹地区的文献表明，该王国迪亚拉河流域的附属国阿拉泊哈分为若干个行省，行省长官也称为šakin māti
 。[15]
 不过，由于材料的缺乏，阿淑尔城是否是米坦尼王国的行省尚无法断定。

中亚述王国是在蚕食米坦尼王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亚述时期有时也像胡里安人一样称其总督为šakin māti
 [16]
 ，因此，亚述的行省制度很可能直接来源于胡里安人。

2.行省体系的发展演变

亚述的行省制度随着“阿淑尔之地”的形成而建立，并随其扩大而向更广的地区推广，行省成了亚述的基本行政单位。

由于缺乏材料，亚述行省制度建立的确切时间还没有定论。一些学者认为，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乘米坦尼王国的内乱使亚述人摆脱了胡里安人的羁绊，行省制度的建立也要归功于他。[17]
 然而，公元前14世纪的文献并没有提到行省的总督，[18]
 直到公元前13世纪，亚述文献才提到了行省总督（šakin māti
 [19]
 或bēl pāhete
 ），[20]
 因此，行省制度的建立者又被一些学者归功于阿达德-尼拉里一世或其子沙尔马纳沙尔一世。[21]
 但是，上文提到，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曾被称为“边疆的开拓者”，并控制了从阿淑尔城到扎格罗斯山之间的广阔区域，征服了穆斯里地区，驱散了两河流域北部的许多游牧部落，[22]
 不能排除他借鉴米坦尼王国的行省制度统治被征服地区的可能性。鉴于上述情况，有学者不再将行省的创建归功于某位国王，而是将从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时期到沙尔马纳沙尔一世时期笼统地称为行省的初创阶段。[23]


公元前14世纪中期和公元前13世纪，随着亚述的扩张，“阿淑尔之地”迅速扩大，行省逐步在被征服地区推广开来。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等国王征服了底格里斯河东岸，他们可能在“亚述腹地”建立了行省。阿达德-尼拉里一世、沙尔马纳沙尔一世和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进一步蚕食米坦尼王国，“阿淑尔之地”逐渐拓展至哈布尔河流域，也将行省制度推广到上述地区。[24]


公元前12世纪晚期，哈布尔河以西至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被添加到“阿淑尔之地”，相关地区也建立了亚述行省。随着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被暗杀，亚述的对外扩张停止了，先王征服的广阔区域先后陷于敌手。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登基后，亚述不但收复了失地，而且将“阿淑尔之地”的西部边界再次推到了幼发拉底河畔，整个贾兹拉高原都建立了行省。[25]
 据一份奉献阿淑尔神的供品清单记载，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时期亚述的行省可能达30多个。[26]


公元前2000年代末、公元前1000年代初，亚述再次陷入衰落，“阿淑尔之地”的面积大为缩小，行省体系可能仅仅局限于“亚述腹地”。公元前2000年代晚期，阿拉米人成为亚述的最大威胁，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曾经28次渡过幼发拉底河去追击他们。[27]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去世后，亚述无力征讨阿拉米人，哈布尔河流域出现了多个阿拉米人王国，底格里斯河畔也有阿拉米人定居，[28]
 “阿淑尔之地”基本上被压缩在底格里斯河中游东岸地区，行省体系也局限于此。

公元前9世纪，亚述又恢复了强国的本色，行省体系进一步向外拓展，并出现了新特点。经过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和沙尔马纳沙尔三世父子的扩张，“阿淑尔之地”不但再次拓展到幼发拉底河畔，而且延伸到迪亚拉河流域等周边地区，这两位国王给上述被征服地区任命了总督。[29]
 从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时期起，“图尔塔努”（turtanu
 ）[30]
 、“马森努”（masennu
 ）[31]
 、“纳吉尔—埃卡里”（nāgir ekalli
 ）[32]
 和“拉伯—沙克”（rabšaqê
 ）[33]
 等朝廷重臣兼任西北部、北部和扎格罗斯山区等边远地区行省总督，这些高官的行省辖区往往面积非常广阔。[34]
 除此之外，亚述国王还任命被征服地区统治者担任新建行省的总督。例如，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曾任命拉库人容阿孜-伊尔为苏鲁等地的总督。[35]
 公元前9世纪，古扎努、西卡努和扎兰努等地的总督阿达德-伊提及其父亲沙马什-努里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他们可能也是被征服地区的统治者。[36]


公元前9世纪晚期到公元前8世纪中期，亚述王权衰微，行省总督势力膨胀，行省的规模迅速扩大。公元前826年，亚述发生了席卷尼尼微、阿淑尔、阿拉泊哈和阿尔贝拉等27个重要城市和行省的叛乱，[37]
 沙马什-阿达德五世历经7年平定了内乱，但是，亚述王权受到严重挑战，而朝廷重臣和行省总督趁机扩张势力范围，其所辖行省的面积迅速扩大。例如，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时期，“图尔塔努”沙马什-伊鲁自称为“哈梯、古提和整个纳姆里的总督”[38]
 ，拉萨帕总督辖区包括拉萨帕、拉科、欣达奴、阿纳特、苏胡等广阔的区域，国王又把331个城镇划归他管辖。[39]


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时期，亚述的名年官表提到了数个以前未曾提过的行省，波斯特盖特据此断定这位国王重组了亚述的行省体系。[40]
 不过，波斯特盖特的推论经不起推敲：一方面，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和沙尔马纳沙尔三世都曾宣称任命了被征服地区的总督，他们的铭文没有罗列相关行省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建立；另一方面，名年官表提及行省总督与组建行省没有必然的关系，新建行省总督不见得都能成为名年官。

3.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的行政管理改革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时期，行省的数量大大增加，总督的职权受到削弱，宦官（ša-rēši
 ）担任行省总督成为制度，[41]
 福雷尔称之为“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的行政管理改革”。福雷尔认为，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不仅用从巴比伦尼亚引进的新总督称呼bēl pāhiti
 取代了旧总督称呼šaknu
 ，[42]
 而且通过合并urāsi
 [43]
 管理的“从属行省”（urasischaften）来组建新行省。[44]
 波斯特盖特指出，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以前亚述就有总督称为bēl pāhiti
 ，urāsi
 管理的“从属行省”更是子虚乌有，由此断定“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的行政管理改革”并不存在。[45]


萨尔贡二世时期，“阿淑尔之地”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亚述的行省体系也进一步向外拓展。萨尔贡二世征服安纳托利亚东南部诸国，分别在比特-普鲁塔什、希拉库、古尔古姆和昆穆赫等国的故地组建了行省，[46]
 并将地中海沿岸的撒玛利亚和阿什杜德分别组建为行省，[47]
 还在扎格罗斯山区新设立基舍西姆和哈尔哈尔省。[48]
 萨尔贡二世将穆萨西尔划入“马森努”的行省，[49]
 他还将靠近埃兰的被征服地区分别委托给巴比伦行省和甘布鲁行省总督管理。[50]


萨尔贡二世以后，尽管“阿淑尔之地”的面积还在增加，但是，亚述的行省体系基本稳定，新建行省数量不多，被征服地区往往被添加到附近的行省中。辛纳赫里布在扩展领土方面成就不大，仅有很小的一部分被征服地区被划入“阿淑尔之地”，因此，他并未组建新的行省，只是将被征服地区添加到其他行省中。[51]
 埃萨尔哈东在西顿设立行省，[52]
 埃萨尔哈东初年推罗也被重组为行省。[53]
 重新征服埃及后，埃萨尔哈东宣布：“我又给整个埃及[54]
 重新任命了国王、总督、šaknu
 、‘港口监督’、‘国王的代表’和信使。”[55]
 但是，亚述统治埃及的时间短且不稳固，亚述的文献并未提及埃及行省的名字，可见，它们并未融入亚述的行省体系中。据尼尼微出土的地名清单记载，新亚述时期的行省多达80个。[56]


二　组织结构

1.行省的构成

根据行省的组织结构，亚述的行省大致可分为城市行省、朝廷高官行省和部落行省三大类。在人口稠密、城镇聚集的河谷平原地区，行省一般以城市为中心，再加上周边的城镇、村庄和其他地区构成，行省多以相关的城市命名。一些行省以一个城市为中心。例如，阿淑尔省称为“内城（系阿淑尔城别名）省”，卡勒兹（Kalzi）省被称为“卡勒兹城省”（kur uru Kalzi
 ）。[57]


一些行省管辖若干个城市和地区，每个城市和地区管辖数量不等的村庄。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曾颁布敕令将辛贾尔山以南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的许多城镇划归拉萨帕行省总督管辖，其铭文罗列了相关的城市和地区及其管辖的村庄：“杜尔-伊什塔尔和它的12个村庄、卡尔-辛和它的10个村庄、杜尔-杜克里穆和它的33个村庄、杜尔-阿淑尔和它的20个村庄、杜尔-涅尔伽尔-埃里什和它的33个村庄、杜尔-马尔杜克城和它的40个村庄、辛贾尔山区的卡尔-阿达德-尼拉里和它的126个村庄、阿扎鲁山的28个村庄、拉科地区的杜尔-阿达德-尼拉里和它的15个村庄以及卡特努地区阿达德城的14个村庄。”[58]


新亚述时期，“图尔塔努”、“纳吉尔—埃卡里”、“拉伯—沙克”和“马森努”等高官兼领行省，朝廷高官行省面积广阔，相关的高官一般被称为所辖地区的总督。例如，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时期，“图尔塔努”被称为“塔比图、哈兰、胡兹里纳城、杜鲁城、齐巴努地区、扎鲁地区和巴里胡城的总督”。[59]
 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时期，“图尔塔努”被称为“哈梯地区、古提地区和纳姆里地区总督”。[60]
 朝廷高官行省都位于亚述的边境地区。

新亚述时期，一些行省还生活着一些部落，个别行省甚至全部由部落组成。阿米蒂总督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一封信中提到其辖区阿拉米人的伊图部族及其酋长。[61]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曾组建了一个全部由部落组成的行省：“从我即位之初到统治的第17年，我俘获了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苏拉普河和乌格努河畔直到太阳升起的下方之海的伊图、鲁布乌、哈马拉努、鲁胡阿图、纳巴图、欣迪鲁、鲁乌阿、里塔乌、马鲁苏、普库杜的阿拉米人，把他们（所在的地区）添加到‘阿淑尔之地’，任命我的一个宦官担任他们的总督。”[62]


行省的辖区并不是固定的，国王可以调整行省的区划。例如，公元前831年，阿淑尔省的辖区不但包括阿淑尔城及其周边地区，而且囊括哈布尔河流域东部地区的纳西比纳、乌拉卡、卡哈特和马萨卡等城镇；到了公元前815年，阿淑尔省不再管辖哈布尔河流域的城镇。[63]
 又如，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时期，沙马什-伊鲁为“图尔塔努”时，其辖区包括哈梯地区、古提地区和纳姆里地区，[64]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以后，古提地区和纳姆里地区分别被划入“马森努”和“拉伯—沙克”的辖区。[65]


2.行省的官僚体系

行省的官僚体系包括总督、市长、村长及其附属的官吏等庞大队伍。总督是行省的最高长官，他们一般称为šaknu
 ，pāhatu
 （语义符为man）/ bēl pīhate
 （语义符为en nan）。J.N.波斯特盖特认为，这两种称呼并没有本质的差别，šaknu
 多用于正式场合，而bēl pīhate
 则多用于普通场合。[66]
 需要指出的是，新亚述时期，除了指总督外，šaknu
 还可以指其下属的高级军官，负责征收马匹与赋税、征调和指挥士兵等事务。[67]
 哈马总督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šaknu
 和‘村庄巡检官’摊派到当地人口身上的银子已经上缴。”[68]
 总督负责行省的军政事务，还有副手（lú
 šanû
 ，语义符为man.2 或2.kam）协助其处理军政事务。

总督手下还有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行省总管（rab ekalli
 ）协助总督管理总督府的事务，并参与行省的管理。总督的属官有税吏（mākisu
 ）、驿站站长（rab kallî
 ）、仓库总管（rab karmāni
 ）、公共工程总管（rab pilkāni
 ）和石匠总管（rab urāsi
 ）等官僚协助总督处理国王委派的各项事务，有厨师长（rab nuhatimmi
 ）、甜点师总管（rab karkadinni
 ）等官吏负责管理后勤事务，还有征兵官（rab raksi
 ）、队官（rab urāti
 ）、分队指挥官（rab ki
 [image: img]
 ri
 ）骑兵指挥官（rab kallāpi
 ）、要塞指挥官（rab bīrte
 ）和间谍指挥官（rab
 daiāli
 ）等军官负责处理军务。

市长（hazannu
 ）负责城市及其辖区的管理。市长的副手也称为lú
 šanšû
 ，他与副总督的区别是该官员往往被称为某个城市的lú
 šanû
 。城市还有书吏（[image: img]
 upšarāli
 ）。阿淑尔城和古扎努城等城市还有长老。[69]
 一个行省还有若干“城市巡检官”（ša muhhiāli
 ），可能负责协调城市之间或城市辖区内村庄之间的事务。一些城市还有“村庄巡检官”（rabālāni
 ，语义符为gal uru），该官员可能管辖数个村庄。[70]
 手工业者的管理者被称为rab kā
 [image: img]
 iri
 。

村庄（ālu
 或kapru
 ）是亚述最基层的行政管理单位，与市长称号相同的村长（hazannu
 ）负责村庄内外的事务。对内，村长按照当地的习俗和国王的法令管理耕地的轮作、牧场的放牧、审理村庄的案件、维护村庄的安全；对外，村长负责征收税收和征调人力。[71]


3.行省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行省辖区是亚述直接管理的地区，包括总督在内的行省重要官员由国王任命。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和沙尔马纳沙尔三世均曾宣布：“我给我获得统治权的国家的和山区（部落）任命了总督。”[72]
 行省总督最初一般出自阿淑尔城的重要家庭，中亚述时期有些行省总督职位甚至父死子继。[73]
 亚述国王有时也任命被征服地区的首领或国王担任行省总督。上文提到，为了加强对行省的控制，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开始使宦官担任行省总督成为一种制度。总督麾下“城市巡检官”的任命也需要获得国王的同意。苏帕特行省总督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如果国王我的主人同意，请他们给šaknu
 纳布-乌萨拉寄一封信，让我任命他的副手雅伊鲁担任那里的‘城市巡检官’。”[74]


国王还委派亲信参与行省的管理。中亚述时期，国王向什巴尼巴、泰尔•阿尔-里马赫和哈布尔河流域的行省派驻了（收税的）“国王的代表”，主要负责转运谷物和管理流放的人口。[75]
 新亚述时期，“国王的代表”还直接参与谷物税的征收。伊萨纳副总督沙鲁-埃穆拉尼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致国王我的主人，（我是）您的仆人伊萨纳副总督沙鲁-埃穆拉尼。我们过去向巴鲁库和涅尔伽尔-阿沙莱征收nusāhē
 税，但是，现在贝尔-阿普里-伊狄纳驱赶了（收税的）‘国王的代表’。”[76]


亚述人把传统的商道和各地的道路连接起来，逐步建立连接各个都城、行省省会和主要城市的交通网，因此，亚述帝国有“交通帝国”之称。[77]
 行省总督通过交通网把辖区的情况汇报给国王，国王的指令也通过这套交通网及时地传达到相关地区。通过遍及全国的交通网，国王可以直接处理行省的军政事务。[78]


第二节　农业税

亚述的农业大致可以分为种植业和养殖业两大类，与之相对应，其农业税[79]
 也分为种植业税和养殖业税两种，前者包括šibšu
 税和nusāhē
 税，后者主要是ibtu
 税。

一　种植业税

1.šibšu
 税与nusāhē
 税的词源与发展演变


šibšu
 税是两河流域古老的税种之一，而nusāhē
 税则是亚述特有的税种。由于它们通常一起征收，因此，亚述学术界通常把二者放在一起来考察。[80]



šibšu
 一词来源于动词šabāšu
 （本义是“收集”，引申为“课税”），[81]
 主要指农业方面的税赋。[82]
 在亚述文献中，šibšu
 有：še-eb-še
 ，še-eb-še
 ，še-ebšú
 ，še
 šib-še
 ，še
 ši-ib-še
 ，še
 šib-ši
 ，ši-ib-si
 ，ši-ib-še
 ，šib-ši
 ，še
 in.nu等多种拼写方式。


šibšu
 一词最早出现在阿卡德王国时期，但是，其词义尚不清楚。阿斯玛尔遗址出土的数份破损文献提到了šibšu
 ，其中一份文献写道：“4古尔2帕努来自阿比-提什帕克；16古尔来自宫廷；3古尔3帕努来自伊达达；3古尔3帕努来自普-伊利：（以上是）阿扎伽尔（征收）的šibšu
 。”[83]
 这份文献可能是一个名为阿扎伽尔的官员收取或交纳šibšu
 的记录，但是，šibšu
 涉及的物品却不得而知。另一份文献写道：“□[84]
 □□□古尔□□□□古尔，šibšu
 大麦□□□□”[85]
 可见，šibšu
 很可能指的是大麦。由于阿斯玛尔出土的文献比较简短，且出现了破损，šibšu
 究竟是不是一种税赋并不确定。[86]
 尽管《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亚述语词典》的编者将其解释为“一种为土地收益权支付的税”[87]
 ，但是，相关文献并没有明确地提到它与土地的关系，因此，阿卡德王国时期的šibšu
 是否是种植业税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古巴比伦时期，šibšu
 已成为一种与土地有关的税赋。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两河流域的统治者有时会豁免有关的赋役，[88]
 其中古巴比伦国王阿米-萨杜卡在一篇豁免赋役的敕令中写道：“由于国王向全国（民众）宣布（要建立社会）公正，苏胡地区（民众）所欠的（充作）šibšu
 税的大麦及其所欠的（根据）土地分成契约（应交的）大麦都被豁免了，不得征收了，（今后）不得向苏胡地区的家庭索要欠粮了。”[89]
 在阿米-萨杜卡豁免敕令中，šibšu
 税是一种国家税赋，交纳的物品是大麦。同期，哈尔马尔遗址出土的一封信也谈到了šibšu
 税与土地的关系：“伊姆古尔-辛对耕种我土地的埃特尔-皮-沙马什之子埃里巴姆吩咐道：‘你不要把他的土地的šibšu
 税交给库布图姆!’”[90]
 古巴比伦时期，šibšu
 税征收的物品不仅包括大麦，而且还可以是小麦、芝麻等。[91]


中亚述时期，šibšu
 一词开始出现在亚述文献中。一篇破损严重的文献写道：“mikisišibšu
 。”[92]
 šibšu
 前面有古代两河流域表示税收的单词miksu
 ，这篇文献提及的šibšu
 无疑是一种税赋。[93]
 由于阿卡德王国曾统治过亚述地区，古巴比伦王国也对亚述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而米坦尼王国是否存在šibšu
 税等问题尚无定论，因此，亚述的šibšu
 税究竟源于哪个时期尚无法确定。

与šibšu
 税不同，nusāhē
 税却是亚述人特有的税种。nusāhē
 来源于动词nasāhu
 ，该动词主要有“使离开、驱逐、拉扯、离开、减少”等多种意思[94]
 ，引申为“强取、征收”。nusāhē
 税主要指种植业税，尤其是大麦税。[95]
 在亚述文献中，nusāhē
 的拼写方式较为固定，总是拼写为nu-sa-he
 ，不过，有时面前有表示类别的前置词še，后面有表示复数的后置词meš。

中亚述时期，nusāhē
 税一出现就与šibšu
 税一起征收。上文提到的中亚述破损文献还写道：“mikisišibšu
 še
 nusāhē
 。”[96]
 新亚述时期，nusāhē
 税频繁地出现在亚述的私人法律文献、国王敕令、书信和行政管理档案等多种文献中，并且在很多时候都是与šibšu
 税一起征收的。[97]


新巴比伦时期，nusāhē
 税不见了踪影，而šibšu
 税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农业税赋，征收的产品仍然是古代两河流域主要粮食作物大麦。例如，尼布加尼撒29年的一篇收税记录写道：“10库尔大麦来自拉巴什和泽鲁图的哈鲁渠的šibšu
 税，（它们是）沙马什-埃里巴的家人为剪羊毛的工人做面包（用的）。”[98]


2.课征的物品


šibšu
 税课征的产品在不同时期差别很大。中亚述时期，šibšu
 税征收的产品可能与古巴比伦时期的šibšu
 税一样，也包括各种农产品，其中一篇法律文献写道：“1伊麦如（imēru
 ，又作imāru
 ）[99]
 兵豆的šibšu
 税，（它是）根据衡量同样耕地的šibšu
 税计算的。[100]
 尽管上述文献比较拗口，但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亚述时期šibšu
 税征收的物品是兵豆。尽管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亚述的主要粮食作物大麦很可能是šibšu
 税征收的产品。

新亚述时期，šibšu
 税征收的产品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可能主要局限于大麦等农作物的秸秆。[101]
 例如，尼姆鲁德出土的一份涉及šibšu
 税的文件写道：“根据亚述（的计算方法），15捆禾秆是国王的薪俸田的šibšu
 税，（它应上缴）沙马什-阿胡-伊狄纳手下的粮仓官（rab karmi
 ）。”[102]
 这份文件明确地指出šibšu
 税的物品是农作物的秸秆。

新亚述时期，nasāhē
 税继承了šibšu
 税的大部分内容，大麦成为其征收的主要农产品。尼姆鲁德出土的另一份文件清楚地记录了nasāhē
 税的内容：“根据每苏图10卡的计量方式，9伊麦如大麦是国王薪俸田的nasāhē
 税，（它应上缴）沙马什-阿胡-伊狄纳手下的粮仓官。”[103]



nusāhē
 税征收的农产品并不局限于大麦，还可能包括水果。公元前682年，一桩交易的对象是一个果园，但相关的交易契约的附加条款写道：“那个果园的nusāhē
 税不得征收。”[104]
 不过，上述果园的保有者并不一定要交纳水果，也可能像其他耕地的保有者一样交纳大麦。

新亚述时期，šibšu
 税与nusāhē
 税不但征收实物，还可以征收折算的银子。尼姆鲁德出土的一份租地契约写道：“在11月1日，阿达德-伊克比应该与塔塔亚一起起誓道：‘我发誓的确在宫廷总管的耕地上播种了9苏图的（大麦）种子，我真的（要）付给他4米那银子作为šibšu
 税与nusāhē
 税。’如果他们拒绝以神的名义起誓，他们就要付给宫廷总管3伊麦如2苏图大麦。”[105]
 阿达德-伊克比和塔塔亚耕种了总管的土地，他们需要负担šibšu
 税与nusāhē
 税，但是，他们有两种选择：如果他们在神面前起誓，他们可以缴纳4米那银子来顶替šibšu
 税与nusāhē
 税；如果他们拒绝发誓，他们就要付3伊麦如2苏图大麦。我们不清楚在神面前起誓与šibšu
 税和nusāhē
 税交付方式有何关系，但是，这份文献告诉我们，土地耕种者可以交纳银子代替实物税。

3.纳税的土地

种植业税与土地有直接关系，不过，不同种类的土地负担的šibšu
 税和nusāhē
 税的义务也不尽相同。根据土地保有者的不同，亚述的土地可以分为行省总督直接管理的公田、官署的公廨田、国王与官员等人员的薪俸田、职业军人的土地、神庙的土地和私人保有的土地等多种类型。

行省总督负责管理辖区内的土地，其中一部分土地由总督直接组织人员进行耕种。例如，哈马总督阿达德-哈梯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我已收获了□□□□城的耕地，除了它们之外，我还收获了拉巴乌城1000伊麦如的耕地。”[106]
 总督直接耕种的土地收益可能归行省，他没有必要向这类土地征收税赋。

官署的公廨田指官署占有的土地，获得的收益主要充作公用经费。在亚述文献中，一些公廨田直接称为某官员官署（é）的土地。例如，一位官员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苏卡鲁’（sukkallu
 ，又拼为šukkallu
 ）[107]
 和‘萨尔提努’（sartinnu
 ）[108]
 官署的土地不超过拉达努河，通向阿扎里的御道是它们的边界。”[109]
 在亚述的文献中，在提到有关土地的归属时仅仅提及某官职，而根本不给出相关官员的名字，这类土地与其职务有关，也属于公廨田。尼尼微出土的一份土地清单罗列了“拉伯—沙克”、“纳吉尔—埃卡里”、“萨尔提努”、尼尼微总督、比尔图总督、塔姆努纳总督等官职占有的土地。[110]
 上文提到，阿达德-伊克比和塔塔亚租种的土地属于“纳吉尔—埃卡里”，但是，相关文件并没有提及该官员的名字，因此相关土地应该是该官员的公廨田，这类土地的耕种者需要负担šibšu
 税和nusāhē
 税。官署公廨田的耕种者交纳的税赋主要用作办公经费，实质上相当于地租。

亚述国王和大臣等人员都占有薪俸田（ma
 ’uttu
 ）。[111]
 虽然国王是全国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但是，他可以享受收益的土地仅限于其薪俸田。新亚述时期的文献多次提及国王的薪俸田，其中一位大臣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比特-胡散尼是国王的薪俸田，（它）坐落于库塔和基什之间的皮图水渠畔，它的椰枣（产量）是100（古尔），它的大麦（产量）是100（古尔）。”[112]
 一位大臣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国王的土地非常好，国王的薪俸田已收获完毕。”[113]
 王太子也占有薪俸田，其中一封信写道：“□□□□一块40伊麦如的土地□□□□我当面给了太子府的管家，在伊萨纳总督贝尔-阿普里-伊狄纳的1000（伊麦如）耕地中，他还享有200（伊麦如）薪俸田。”[114]
 亚述的一些薪俸田并没有提到国王或王太子，它们可能是一些官员的薪俸田。一位大臣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我将把收获工人派到薪俸田里，如果人手仍然不足，我自己将（设法）弥补缺口。”[115]
 亚述的一份土地清单写道：“（这块）10伊麦如的耕地（是一块）薪俸田。”[116]
 阿淑尔巴尼拔的车夫莱曼尼-阿达德购买卡特纳附近的土地契约中提到有关的耕地临近某人的薪俸田。[117]
 神庙祭司等人员也占有薪俸田。一位祭司在给国王的信中写道：“国王我的主人的父亲把哈拉胡的10伊麦如耕地赐给了我，我已经享有这块耕地的使用权达14之久，没有人向我提出异议。但是，现在巴尔哈尔兹总督赶来虐待我的农夫，劫掠他们的房屋，侵占我的耕地。国王我的主人知道我是一个穷人，我关注着国王我的主人的安全，我在宫廷里没有任何懈怠。现在，我被剥夺了耕地，我恳求国王我的主人，让国王为我主持公道，不要让我饿死。”[118]
 上文提到，耕种国王薪俸田的人需要交纳šibšu
 税和nusāhē
 税，国王田产的管理人员把国王的薪俸田出租给有关人员耕种，他们要像耕种其他土地一样缴纳税赋。不过，薪俸田的最终受益者是国王本人而非国家，相关的税收实质上相当于地租。可以想见，亚述的官吏也会像国王一样出租其薪俸田，然后收取名为šibšu
 税和nusāhē
 税的地租。

亚述神庙也占有大量土地。一份菜园的交易契约提到，被转让的菜园临近“涅尔伽尔神的一个菜园”。[119]
 尼尼微的人口和财产清单提到哈拉胡地区的纳布神的一个村庄，[120]
 另一份清单提到胡兹里纳地区的伊什塔尔女神的一个果园。[121]
 亚述神庙的土地主要来自国王的赏赐和个人的捐赠。上文提到，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曾经颁布敕令将宦官的薪俸田赐予阿淑尔神庙。[122]
 阿淑尔总督塔伯-西尔-埃沙拉在一封信中写道：“国王我的主人把哈拉胡省一个叫库拉尼的村庄4000伊麦如可耕地献给了杜尔-沙鲁金的纳布神庙。”[123]
 除了直接捐赠土地外，亚述国王还指定耕地向神庙提供供物。一份葡萄园转让契约写道：“它是一个向阿淑尔神和穆里苏女神提供ginû
 供品的葡萄园。”[124]
 在赐予神庙土地时，国王一般都豁免了其国家赋役。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曾在赐予阿淑尔神庙土地的诏书中写道：“为了保全他的生命，亚述国王阿达德-尼拉里豁免了（它们的赋役），把它们献给了他的主人阿淑尔神。”[125]
 在修建杜尔-沙鲁金时，萨尔贡二世占用了向阿淑尔神和巴布神提供大麦和面粉的耕地，它们是阿达德-尼拉里三世献给两位神灵的。[126]


除了上述各类土地外，亚述文献提到最多的是私人土地，这类土地是šibšu
 税和nusāhē
 税的主要征收对象。在提及私人土地时，有关文献一般要列举保有者的名字而非仅仅介绍其身份。私人土地在进行买卖和租赁等交易时，有关文献不但明确土地所有者的名字和身份，而且往往列举其亲属等与土地权属有关联的人员。私人土地要负担šibšu
 税和nusāhē
 税。亚述人可能按照惯例由土地的保有者缴纳税赋，土地所有权的转让一般不涉及税赋问题，因此，正常的土地买卖很少提及税赋问题。然而，在租赁土地时，承租人只是在一定期限内占有相关的土地，双方往往在契约中要明确税赋的负担者。公元前631年，一份租地契约规定šibšu
 税与nusāhē
 税由承租人负担：“他将享有这块土地的使用权6年；（其中）3年耕种，3年休耕，总共是6年。它的šibšu
 税将要征收，它的nusāhē
 税（也）需要征收。”[127]
 公元前650年，一份土地抵押契约则规定：“他将享有这块土地的使用权8年；（其中）4年耕种，4年休耕，总共是8年，（这块土地）既不需要交纳šibšu
 税，也不需要交纳nusāhē
 税。”[128]


4.征收方式

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季节性，šibšu
 税与nusāhē
 税的征收也是季节性的工作，因此，亚述没有专职的šibšu
 税与nusāhē
 税税官。不过，上自行省总督下至村庄的村长的各级官员都参与šibšu
 税与nusāhē
 税的征收。

征收税赋是行省总督的重要职责之一。埃萨尔哈东时期，阿淑尔省总督公然违反惯例向阿淑尔城征收šibšu
 税和nusāhē
 税，阿淑尔城的市长和长老们联名写信给国王维护他们的权益：“您的父亲、您的祖父和您祖父的父亲都豁免了阿淑尔城（的赋役），您还赐予我们额外的特权。现在总督府的人任命了内城的‘国王的代表’，他们正在征收šibšu
 税和nusāhē
 税。您是辛纳赫里布的嫡系子孙，阿淑尔神和沙马什神保佑您、您的儿子、您儿子的儿子乃至千秋万代。（可是）在您统治期间，他们却征收我们的šibšu
 税和nusāhē
 税。”[129]


行省副总督和派驻行省的“国王的代表”也参与šibšu
 税与nusāhē
 税的征收。[130]
 上文提到，伊萨纳副总督沙鲁-埃穆拉尼过去我们向巴鲁库和涅尔伽尔-阿沙莱征收nusāhē
 税，但是，现在贝尔-阿普里-伊丁驱赶了“国王的代表”。在这封信中，贝尔-阿普里-伊丁驱赶的伊萨纳省的征nusāhē
 税的官员是“国王的代表”。

有时，国王派遣其侍卫去催交税收。一位高官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现在，国王我的主人应该问问正在这里征收nusāhē
 税的国王的侍卫曼努-基-阿赫，这里是否有大麦。”[131]


由于一些人员拒交税赋，征收šibšu
 税与nusāhē
 税有时还需要军队协助。伊萨纳副总督沙鲁-埃穆拉尼致萨尔贡二世的信还写道：“我已派去了一个‘国王的代表’□□□□□□舍佩-阿淑尔的nusāhē
 税□□□□□□我派去了伊图族士兵。”[132]
 卡尔胡省的一位官吏在致总督的信也提到了军队参与征收nusāhē
 税的情况：“总督沙马什-贝鲁-乌粟尔正要拿走□□□□我们不应被征收的nusāhē
 税，他今年为什么征收我们的nusāhē
 税？他的军队天天都□□□□□在我们的村庄周围游荡。”[133]


有关官员一般在打谷场上征收šibšu
 税与nusāhē
 税。尼姆鲁德出土的一篇征税记录写道：“他（纳税人）应该把（它）运到打谷场（adru
 ）上。”[134]
 行省征收的šibšu
 税与nusāhē
 税一般储存在行省，行省官员根据国王的命令向军队士兵等人员供应粮草。阿拉泊哈省总督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提道：“他们应当送给我一个盖（国王）印的命令，我才可以根据写字板的记录，给他们相应数量的大麦。（我的）大麦都储存在沙布□□□□镇□□□□□□。”[135]
 一位官员在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我们准备出发去参加检阅，但是，队官伊什美-伊鲁给我们带来了国王的金印，他三番五次地阻止我们说：‘交来给马扎穆阿行省军队的大麦!”[136]


5.税率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亚述涉及šibšu
 税与nusāhē
 税率的法律，其他涉及这两种税赋税率的文献也屈指可数，因此，这两种种植业税的税率还没有定论。大约公元前685年，[137]
 一份破损的土地买卖文书的附加条款写道：“nusāhē
 税是1/10，šibšu
 税为1/4。”[138]
 无独有偶，公元前625年10月3日签订的一份租地契约的附加条款规定：“nusāhē
 税是1/10，šibšu
 税为1/4。”[139]
 然而，上述税率似乎并不是全国统一的税率。公元前630年10月，一份以土地作抵押的借款契约约定：“他需要像村庄一样缴纳šibšu
 税与nusāhē
 税。”[140]
 但是，这份契约既未明确参照同村村民纳税的原因，又未提交税率。

新巴比伦时期，šibšu
 不再仅仅是一种国家课征的农业税，而主要指土地所有者向承租人收取的地租，比例可达25％至30％，甚至可达50％。与šibšu
 有关的农作物通常是芝麻等二类农作物，这在波尔西帕城尤其明显。[141]


二　养殖业税

1.[image: img]
 ibtu
 税的词源与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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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tu
 大概来源于动词[image: img]
 abātu
 （抓住、捆住等），它的语义符máš通常与动词aābu
 （增长、添加）联系在一起。[142]
 [image: img]
 ibtu
 一词的用法和意思非常复杂，在不同的文献中有不同的意思：在法律文献中，[image: img]
 ibtu
 通常指“利息、利率”[143]
 ；在肝脏占卜文献中，该词既可以表示“增长或增加”，也可以表示“（疾病等）的发作”[144]
 ；而在与牲畜有关的文献中，则指国家征收的一种家畜税。[145]
 在与牲畜有关的文献中，[image: img]
 ibtu
 主要拼写为[image: img]
 i-bit
 ，[image: img]
 i-ib-ti
 ，[image: img]
 i-bi-ti
 ，[image: img]
 i-ib-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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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ti
 ，[image: img]
 ib-te
 ，[image: img]
 ib-tu
 ，[image: img]
 ib-tú
 ，其语义符是máš；[image: img]
 ibtu
 多跟表示牲畜的名词构成结构态，它一般拼写为[image: img]
 ibit
 或[image: img]
 ibat
 。

作为牲畜税，[image: img]
 ibtu
 税最早出现在中巴比伦时期国王豁免臣僚地产赋役的敕令中。巴比伦第四王朝国王尼布加尼撒一世曾在奖赏对埃兰的战争中建立功勋的战车军官里提-马尔都克的敕令中写道：“（他的）牛羊的[image: img]
 ibtu
 税不得被国王和纳马尔总督征收□□□□□□”[146]
 国王马尔都克-纳丁-阿赫在赏赐对埃兰的战争中建立功勋的阿达德-泽尔-伊科沙的敕令中写道：“□□□□□□征收牛的[image: img]
 ibtu
 税和征收绵羊的[image: img]
 ibtu
 税的税吏（mākisu
 ）不得进入他的城镇□□□□□□。”[147]
 尽管上述文件残缺不全，但是，[image: img]
 ibtu
 和牛、绵羊联系在一起，并且提到了税吏，[image: img]
 ibtu
 税是一种牲畜税无疑。

在亚述地区，[image: img]
 ibtu
 税作为牲畜税最早出现在新亚述时期。尽管没有确切的证据，它很可能像其他赋役制度一样随着亚述对巴比伦尼亚的征服而被引进到亚述。迄今为止，亚述最早提到[image: img]
 ibtu
 税的文献是沙尔马纳沙尔四世时期“纳吉尔—埃卡里”贝尔-哈兰-贝尔-乌粟尔记录以其名字命名城市修建过程的铭文，他写道：“我确定了这个城市的免税特权，（它的）šibšu
 税和nusāhē
 税不得征收，任何人都不得改变其渠道的流向，它的边界不得改变，（它的）牛羊的[image: img]
 ibtu
 税不得征收。”[148]
 此后，阿淑尔巴尼拔和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等国王在豁免其臣僚地产赋役的敕令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他们的牛羊不得课[image: img]
 ibtu
 税。”[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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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与其他税赋出现在国王的敕令中表明，它是一种正式的国家税赋。

新巴比伦王国和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image: img]
 ibtu
 税仍然是一种与牲畜有关的税赋，大多供应神庙。埃巴巴尔神庙的文献和一些私人文献表明，尽管[image: img]
 ibtu
 税官征集大量牲畜奉献神灵，但是，该官员仍然是独立于神庙之外的国家官吏，可以供应数个神庙需要的牲畜。[150]
 然而，在国家的档案中，[image: img]
 ibtu
 则指从国家的牧人手中征收的牲畜，[151]
 然后送到国家掌管的牲畜育肥圈中育肥。[152]


2.课征的牲畜


ibtu
 税征收的牲畜包括多种常见家畜，主要有牛、绵羊、驴、马和山羊等。

牛和绵羊是亚述[image: img]
 ibtu
 税课征的主要牲畜。尼尼微宫廷档案中一份分配[image: img]
 ibtu
 税牲畜的清单写道：“[image: img]
 ibtu
 税（征来的）牛和绵羊分配（如下）：厨师长官署（提供的）[image: img]
 ibtu
 （牲畜）共有140头（只），（包括）40头牛、‘rēšēti
 供品’和100只作为日常供品的（绵羊）（牛）；辛-沙鲁-伊伯尼麾下的尼尼微众神的农夫（交来）20头（牛），纳布-沙鲁-乌粟尔的农夫（交来）110头牛□□□□□□”[153]


驴和马也是亚述[image: img]
 ibtu
 税征收的重要牲畜。卡尔胡出土的一份接受牲畜的账目清单写道：“□□□□年闰6月[image: img]
 ibtu
 税的账目：一个栏25头骡子，1栏有120头驮重的驴，356头□□□□□两栏总共476头驴。151（头驴）是后备的□□□□（头驴子）是旧的贡赋□□□□头（驴是）□□□挽车的驴，总共412头驴。”[154]


亚述[image: img]
 ibtu
 税征收的牲畜还可以是马和山羊。亚述的一份登记人口和财产的清单写道：“□□□□30匹马是□□□□□[image: img]
 ibtu
 税。”[155]
 尼姆鲁德出土的一份破损的印文写道：“□□□百40只山羊□□□□ibtu
 税□□□□。”[156]


3.课税的对象

牧民是[image: img]
 ibtu
 税的征税重要对象。埃萨尔哈东时期，由于牧民没有交纳[image: img]
 ibtu
 税，负责阿淑尔神庙牲畜供应的官员达狄无法进献宴会上用的绵羊，该官员在国王的信中写道：“致国王我的主人：（我是）您的仆人达狄。祝国王我的主人身体健康!愿纳布和马尔都克保佑国王我的主人!现在，卢丁-伊拉城负责供应宴会的牧人阿尔贝拉玉和吉里图扣留我向国王交付的绵羊[image: img]
 ibtu
 税（已）达7年了，他们（根本）不出来交税。”[157]
 可见，以放牧为生的牧民是[image: img]
 ibtu
 税的负担者。

除了以放牧为生的牧民外，其他居民饲养的牲畜也要交纳[image: img]
 ibtu
 税。上文提到，贝尔-哈兰-贝尔-乌粟尔豁免了其城市居民的[image: img]
 ibtu
 税，然而，他并没有提到牧民，因此，贝尔-哈兰-贝尔-乌粟尔豁免的可能是其城镇居民的牲畜。阿淑尔巴尼拔和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在豁免臣僚地产的赋役时，其地产上饲养的牲畜的[image: img]
 ibtu
 税也被豁免，可见有关人员地产的牲畜也要交纳[image: img]
 ibtu
 税。

[image: img]
 ibtu
 税课征的对象有时是被征服地区居民。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158]
 的一篇铭文写道：“在我登极之年和我统治的第一年，我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我的王位，调集了我的战车和庞大的军队。我收取了吉尔扎努的（作为）[image: img]
 ibtu
 税的马匹。”[159]
 公元前720年，萨尔贡二世把（提供）大小牲畜的[image: img]
 ibtu
 税摊派到新征服的哈马人身上。[160]
 公元前710年，萨尔贡二世还向普库杜和欣达鲁部落征收[image: img]
 ibtu
 税以供应贝尔和纳布等神灵。[161]


4.征收的方式

行省总督负责征收[image: img]
 ibtu
 税供应神庙。巴比伦尼亚的一份神职人员的备忘录写道：“关于给贝尔、纳布和涅尔伽尔的牛和绵羊的[image: img]
 ibtu
 税，总督们已经征集了。”[162]
 由此可见，行省总督对本省[image: img]
 ibtu
 税的征收负有责任，各个神庙是各种牲畜的重要消费对象。

在行省中，[image: img]
 ibtu
 税由专职官员“[image: img]
 ibtu
 税官”（rab
 [image: img]
 ibti
 ）负责征收。由于没有筹集到足够的绵羊，“[image: img]
 ibtu
 税官”受到了宫廷书吏的责罚，他的朋友塔伯尼向宫廷书吏求情，他在信中写道：“致宫廷书吏我的主人：（我是）您的仆人塔伯尼。祝我的主人身体健康!愿纳布和马尔都克保佑我的主人!愿您精神饱满地进入尼尼微，心平气和地面对纳布和国王!现在阿尔帕德城（负责征收）[image: img]
 ibtu
 税绵羊的税官阿伯尼就要去面见我的主人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还）是一个尊重我的主人的人。关于（充作）[image: img]
 ibtu
 税的绵羊，我的主人应该信任他。我的主人为什么要虐待他？这个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愿我的主人向总督求情，让会计总管出来帮助他。”[163]
 “[image: img]
 ibtu
 税官”阿伯尼因充作[image: img]
 ibtu
 税的绵羊受到宫廷书吏的责罚表明，“[image: img]
 ibtu
 税官”具体负责[image: img]
 ibtu
 税的征收，而宫廷书吏可能负责登记全国上交的[image: img]
 ibtu
 税。塔伯尼请求宫廷书吏让总督安排会计总管帮助[image: img]
 ibtu
 税官，再次表明行省总督对[image: img]
 ibtu
 税征收负有责任。

尽管不少亚述文献提及[image: img]
 ibtu
 税，但是，它们并未提及具体的课税数目，因此，该税的税率还有待于新文献的揭示。

需要指出的是，新亚述时期，国王还委派mušarkisu
 到行省的村镇，他们负责运送、征集国王需要的人员和物资，其中包括军队需要的马匹。[164]
 不过，我们既不清楚他们以何名义征集马匹以及它们与[image: img]
 ibtu
 税的关系，也不清楚mušarkisu
 与[image: img]
 ibtu
 税税官的关系。

总之，征收农业税是亚述剥削行省居民的重要方式。随着亚述的扩张，亚述在借鉴被征服地区行省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行省，并组建了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行省是亚述的基本的行政单位，上自总督、副总督、“村庄巡检官”，下至村庄的村长等主要的行政管理官吏都参与农业税的征缴。尽管亚述存在[image: img]
 ibtu
 税税官，但是，该官吏隶属于行省总督，不过是养殖业税的具体执行者。

种植业税是亚述农业税的重要税种，它们与土地保有有直接关系。亚述名义上实行土地国有制，实际上土地被上自国王下至平民的各个社会阶层占有，多数私有土地均负有交纳农业税的义务，征收农业税是土地国有的重要表现形式。占有土地是负担农业税的前提条件，大土地所有者应多负担农业税，小土地所有者可以少负担农业税，不占有土地的人员则不需要缴纳农业税，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亚述农业税的种类比较单一，且实行分成税。种植业仅仅负担nusāhē
 税和šibšu
 税，而养殖业需要负担[image: img]
 ibtu
 税。1/10的nusāhē
 税和1/4的šibšu
 税表明，亚述的种植业税赋实行的是分成制。尽管亚述农业税的税率尚无定论，但是，土地耕作者多产则国家多征，而土地耕作者少收则政府少征，分成制税赋有利于提高土地所有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耕种土地有利可图，富有的贵族官僚纷纷购买土地，亚述农业税的分成税制可能是导致土地兼并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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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附属国的贡赋

除了直接管理的行省辖区外，附属国所辖的区域也是亚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附属国在内政和外交等许多方面受到亚述的干预和控制，但是，它们仍然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属于间接地接受亚述的统治。附属国负有进献贡赋的义务，摊派贡赋是亚述剥削附属国的主要方式，本章将在概述亚述附属国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介绍各类贡赋的征缴情况。

第一节　附属国概况

亚述人一般称其附属国为dāgil pāni
 ，该词由dāgilu
 和pānu
 两个单词组成，前者的意思是“观察者、旁观者”，后者的意思是“前面”，二者合起来的意思是“附属国”或“附属国地位”。有时候，附属国只用pānu
 来表示。[1]


一　独立性

与行省相比，附属国最突出的特点是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主要表现为它们在统治方式、生产和生活以及神灵崇拜三个方面在归附前后基本保持不变。

1.统治方式

慑于亚述的声威或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和地区主动归降。亚述一般允许其保留原有的统治方式。例如，征服大马士革后，阿达德-尼拉里二世宣布：“我进军大马士革，把大马士革国王马里困在了他的皇城大马士革。我的主人阿淑尔神的可怕光辉震慑了他，他归顺了我，他的国家成为我的附属国。我在他的皇城大马士革的宫殿里收取了2300塔兰特银、20塔兰特金、3000塔兰特青铜、5000塔兰特铁、1件镶有多彩饰边的亚麻衣服、1张象牙床、1张镶嵌象牙的卧榻和不计其数的（其他）财物。”[2]
 大马士革归顺后，阿达德-尼拉里二世只是接受了该国国王的财物，并未提及改变该国统治方式。

一些国家和地区曾激烈地抵抗亚述的侵略，然而，一旦它们归顺，亚述依然没有改变其原来的统治方式。例如，在征服纳伊利地区后，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宣布：“我活捉了纳伊利地区的所有国王，我怜悯那些国王，饶恕了他们的性命。在我的主人沙马什面前，我卸掉了他们的枷锁，迫使他们以我的大神的名义发誓永远做我的附属国。我把他们亲生的皇家子弟扣为人质，把（由）1200匹马和1200头牛（构成）的maddattu
 贡赋摊派到他们的身上，（然后）允许他们回到他们的国家。”[3]
 纳伊利地区的诸王归顺亚述后，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只是强迫他们在诸神面前起誓，将贵族子弟扣为人质，并强迫他们负担贡赋，也没有改变附属国的统治方式。

由于亚述没有改变附属国的统治方式，附属国的军队一般仍由其国王统率。例如，阿淑尔-尼拉里五世在与阿尔帕德国王马提-伊鲁签订的条约规定，如果亚述军队出征，而后者不率领贵族和军队出征将受到严厉的惩罚。[4]
 公元前667年，阿淑尔巴尼拔远征埃及时，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22个附属国的国王曾率军从征：“在我行军途中，沿海的、海中的及陆地上的22位国王臣服于我，他们把丰厚的礼物带到我面前，吻了我的脚。那些国王及他们的部队与我的军队一起在陆地上行军，他们的船在海里开进，我命他们头前开路。”[5]


由于亚述并未改变附属国的统治方式，亚述官员无法直接役使附属国的民众。萨尔贡二世时期，“纳吉尔—埃卡里”伽布-阿纳-阿淑尔曾向萨尔贡二世抱怨道：“（开采和运输）石门槛和巨型牛（石雕）的（任务）摊派到了我的身上，但是，那个国家的所有人却拒绝出来做我的工作，并（反问）道：‘我们是你的人吗？’他们根本不听我（的命令）□□□□□□□这些人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违抗我（的命令）。”[6]


2.生产和生活

征服相关的国家和地区以后，亚述一般要掠走一部分人口到亚述作人质，他们往往是王室成员。例如，在总结前15年的成就时，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的铭文写道：“从我即位的第1年到我统治的第15年，我征服了从下扎布河对岸遥远的山区到幼发拉底河对岸的哈提与下方之海的42个国家的统治者。我迫使他们服从一个权威，并带走了他们的人质。”[7]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的铭文还写道：“乌拉提纳什城市的国王哈图胡之子沙狄-特舒伯投降了我，我把他亲生的儿子和他的家庭（成员）扣为人质。”[8]


被掠走的王室成员仅仅占附属国人口很小的比例，大部分居民仍然留在原地继续原来的生产和生活。公元前882年，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远征纳伊利地区，他曾宣布：“其余的尼尔布人逃过了我的武器（打击），他们赶来归顺了我，我把他们安置到他们抛弃的城市和房屋里。我把比以前更重的（由）马、驴、牛、绵羊、葡萄酒和青铜盘（构成的）biltu
 贡赋、mandattu
 贡赋和劳役摊派到他们的城市身上。”[9]
 公元前879年，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远征马提阿图，其铭文曾写道：“我用剑砍倒了他们的2800名士兵，带走了许多俘虏。那些逃脱我的武器打击的士兵归顺了我，我把他们安置到他们的城市。我把（交纳）biltu
 贡赋、maddattu
 贡赋以及（充当）劳力的义务摊派到他们身上。”[10]
 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把附属国的居民安置到他们原来的城市，意在让他们继续原来的生产和生活。

3.神灵崇拜

神灵往往是古代国家的精神支柱，掠走其神灵会打击其民众的斗志。一些国家和地区在逃避亚述打击时，一般要带走神灵：“为了逃命，他们带着他们的神灵和财物，像鸟一样飞到高山的峭壁上。”[11]
 远征反叛的苏巴尔图、卡什伊亚里山区远至阿尔祖等附属国时，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宣称：“我征服了普鲁里姆祖的巨大祭祀中心。”[12]
 征服一个国家和地区后，亚述往往掠走其神灵。例如，阿达德-尼拉里二世征服库马努以后，把掠夺的该国神灵献给了阿淑尔神。[13]
 又如，公元前843年，沙尔马纳沙尔三世远征纳姆里，掳走了其神灵。[14]
 亚述掠走被征服地区神灵的事例不胜枚举，由于相关的情况还要在下文列举，这里暂不赘述。

然而，如果相关的国家和地区选择归顺，亚述一般会归还掠走的神灵。哈尔哈尔人投降亚述以后，表现良好，在他们受到外敌入侵时，萨尔贡二世驱逐入侵者，重建了它的神庙，将它的神灵放回原来的位置。[15]
 埃萨尔哈东曾把其父辛纳赫里布掠夺的阿拉伯人的神灵归还给其国王黑兹尔与塔布阿，[16]
 他还归还了犹大国王莱阿勒的神灵。[17]
 亚述国王归还附属国神灵的例子比比皆是，更多的例子将在下文列举，这里暂不赘述。

由于附属国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亚述无法直接管理附属国民众，只能间接地通过附属国国王勒索贡赋。

二　管理与控制

附属国既然臣服亚述，就要接受亚述的管理与控制，这主要表现在确定依附关系、扶植亲亚述的国王、派驻“国王的代表”、严惩反叛者和保护附属国五个方面。

1.依附关系的确定

被征服地区的统治者当众以神灵的名义发誓臣服，标示着他们的国家正式成为亚述的附属国。例如，阿达德-尼拉里一世征服哈尼伽尔巴特后，郑重宣布：“当哈尼伽尔巴特国王沙图阿拉发动战争时，根据我的主人和同盟阿淑尔神与决定我好运的诸位大神的命令，我捉住了他，把他带到了我的城市阿淑尔。我迫使他发誓，然后允许他回到他的国家。只要他活着，我每年都要在我的城市阿淑尔定期收到他的nāmurtu
 贡赋。”[18]
 违背誓言意味着背叛，必将招致亚述的严厉报复。公元前898年，阿达德-尼拉里二世第四次进攻哈尼伽尔巴特，其理由是该国家背弃了誓言：“那时候，特曼努的穆库鲁背弃了在诸神面前的誓言，凶狠地发动了反对我的战争。”[19]


新亚述时期，附属国依附关系的确定更为正式，有时需要签订书面条约来确定附属国的义务。阿淑尔-尼拉里五世曾经与阿尔帕德国王马提-伊鲁签订了附属国条约，罗列了附属国君臣及民众违背条约将要受到的种种诅咒和惩罚。[20]
 埃萨尔哈东与推罗国王巴尔签订了条约，规定了推罗商人经商时需要承担的义务。[21]


2.扶植亲亚述的傀儡国王

上文提到，亚述把附属国的王室成员掠到亚述作人质，他们逐渐被培养成亲亚述的势力，亚述往往从他们当中选择附属国王位的继承人。征服巴比伦尼亚后，辛纳赫里布曾宣布：“建筑工匠之子贝尔-伊伯尼是舒安纳的后裔，他像一条狗一样在我的宫廷中长大，我把他立为苏美尔与阿卡德之王。”[22]
 埃萨尔哈东任命在其父辛纳赫里布宫中长大的阿拉伯女人塔布阿为阿拉伯的统治者。此外，亚述还把附属国王室成员中亲亚述的人扶上附属国的王位。在征服卡特穆胡后，阿淑尔-丹二世的一篇铭文写道：“我□□□□一个忠于我的人扶上了王位。”[23]
 曼纳国王阿扎被亲乌拉尔图的叛乱分子弑杀后，萨尔贡二世宣布：“我把他的兄弟乌鲁苏努放到了王位上，我让整个曼纳都服从他。”[24]
 阿拉伯国王黑兹尔死后，埃萨尔哈东把其子伊亚塔扶上了他的王位。[25]
 埃萨尔哈东还把巴拉苏之子纳布-沙里姆扶上了巴比伦王位。[26]


为了维护附属国的秩序，亚述严惩附属国内的犯上作乱者。公元前831年，帕提努人杀死了他们的国王鲁巴尔纳，拥戴非王室人员苏里为王，沙尔马纳沙尔三世立刻派其“图尔塔努”戴伊安-阿淑尔前去平叛。[27]
 得知古尔古姆发生弑君篡位的事件后，萨尔贡二世亲率大军前去平叛，其铭文写道：“古尔古姆的塔尔胡拉拉（被）其子穆塔鲁姆用刀杀死了，他未经我的允许登上了王位，统治了他的国家。我怒火中烧，率领我的战车以及在危险地区都不曾离开的骑兵以最快的速度杀向马尔卡西城。”[28]


3.派驻“国王的代表”

新亚述时期，亚述还向附属国派驻“国王的代表”和军队。阿拉伯女王萨姆西归顺亚述以后，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给她委派了一个“国王的代表”，并随之派驻了10000名士兵。[29]
 萨尔贡二世时期，北部的附属国也驻有“国王的代表”。亚述驻库麦的“国王的代表”阿淑尔-莱苏瓦非常活跃。[30]
 由于他过度干涉附属国的内政，萨尔贡二世时期一封破损的信写道：“整个库麦都无法忍受‘国王的代表’了。”[31]
 辛纳赫里布在远征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时，接受了驻哈拉拉提城的“国王的代表”的礼物。[32]


4.严厉处罚反叛的附属国

一些附属国并不甘心屈服，伺机挣脱亚述的羁绊，而亚述总是严厉惩罚背叛者：轻则加重贡赋，重则掠走财物和人口，甚至夷平城池。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曾严厉惩罚反叛的阿尔祖，其铭文写道：“我攻克了阿尔祖国王埃赫里-特舒伯的4个坚固城市和阿马达努6个反叛的城市。我带走了他们的俘虏和财物，把它们运到我的都城阿淑尔。”[33]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曾严厉惩罚背叛的库马努，其铭文写道：“库马努国王畏惧我猛烈无情的打击而向我投降，我饶恕了那个城市。我命令他拆毁用烧制的砖修建的宏伟城墙和塔，他从顶到地基都拆掉了，把它变成了一个废土丘。他流放了300个家庭，他们是不服从我的主人阿淑尔神的反叛者，我接收了他们。我接受了他的人质，把比原来更重的贡赋摊派到他的身上。”[34]


新亚述时期，亚述对反叛的附属国的处罚更为严厉，一些附属国被降为直接管理的行省。萨尔贡二世时期的一篇铭文写道：“昆穆赫的穆塔鲁姆（是）一个邪恶的赫梯人；他不敬畏诸神的名字，总是图谋不轨、挑拨是非。他相信乌拉尔图国王阿尔吉斯提，（尽管）他的盟友并不能挽救他的性命，他停交了每年（都要进献）的biltu
 贡赋和maddattu
 贡赋，扣留了（应交）nāmurtu
 贡赋。我怒火中烧，率领在危险地区都不曾离开我的战车和骑兵上路去打击他。他一见我的军队临近，就抛弃了他的城市，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包围并攻克了那个城市和其他62个城市，带走了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他的女儿、财产、物资、他的宫中各类贵重的物品，他的财物和民众无一漏网。我重组了那个地区，把我亲手俘获的比特-雅金人安置到那里，任命我的宦官为他们的总督。”[35]
 阿斯杜杜也曾受同样的惩罚。[36]


5.对附属国的保护

亚述一方面想方设法地控制附属国，另一方面还保护附属国的利益，尤其是当它们受到敌国侵略时，亚述立即驰援。例如，当附属国库麦受到哈伯胡侵略时，阿达德-尼拉里二世立即率军去援助：“我驰援库麦，在我的主人库麦的阿达德神面前献上了供品，焚烧了库麦的敌人哈伯胡的城市。”[37]
 萨尔贡二世也曾打击附属国的敌人，其铭文写道：“在我统治的第7年，乌拉尔图的鲁萨对曼纳的乌鲁苏努产生敌意，夺取了他的22个要塞作为战利品□□□□□□□□我恢复了曼纳的平静。”[38]
 当附属国发生内乱时，亚述立即前去平叛。萨尔贡二世的一篇铭文写道：“埃里皮的达尔塔是一个（身上）套着‘阿淑尔之轭’的顺从奴仆，其边境地区的5个地区反叛他、不服从他的统治，我赶到那些地区援助他。”[39]
 萨尔贡二世的一篇铭文还写道：“在我统治的第3年，强大的城市舒安达胡尔和杜尔-杜卡信赖兹基尔图的（国王）米塔提，打算进攻他们已臣服于我的曼纳的伊兰祖，米塔提把他的士兵和骑兵给了他们作为援军。我调集了阿淑尔神的军队，前去占领这两个城市。”[40]


亚述对附属国的管理和控制保证了贡赋的交纳，维护附属国的利益实际上是确保它们进献贡赋的连续性。

三　地位与作用

附属国是亚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亚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主要表现为拱卫边境、保卫王权、提供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三个方面。

1.拱卫边境

附属国往往位于亚述的边境地区，构成了阻挡敌军入侵的重要屏障。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曾在一篇铭文中写道：“马萨、特马、萨巴、哈亚帕、巴达努、哈特和伊狄巴伊鲁等部落位于西部边境，没有人知道它们，它们的（生活）地点非常偏僻。当他们听到我的主人的名声和我的伟业后，他们便恳求我。他们带着由金、银、骆驼、母骆驼及各种香料构成的maddattu
 贡赋来到我面前，吻了我的脚。我任命伊狄巴伊鲁为应对埃及（入侵）的守门人。”[41]
 埃萨尔哈东在一篇铭文中写道：“布南努之子贝尔-伊齐沙是一个甘布鲁人，他像一条鱼，居住在12里加水（环绕的）沼泽中。根据我的主人阿淑尔的命令，恐怖降临到他的身上，他心甘情愿地带着biltu
 贡赋、maddattu
 贡赋、未骟的公牛和来自埃兰的白骡子，把它们带到尼尼微我面前，吻了我的脚。我怜悯他，鼓励他。我加强了他坚固要塞沙-匹-贝尔的防御，把他和他的弓箭手安置到那里作为驻军，他们像一道门封锁了埃兰（入侵）的道路。”[42]


附属国一般直接面对敌国，可以提供敌国威胁亚述的信息。例如，王太子辛纳赫里布曾经向萨尔贡二世转递了库麦国王阿里耶汇报的有关乌拉尔图的情报：“乌库国王写信报告乌拉尔图国王说，亚述国王的总督们正在库麦境内构筑一个要塞，（于是），乌拉尔图国王向他的总督发布命令：‘带上你们的军队，去到库麦人那里生俘亚述国王的总督，把他们带到我面前!’我还没有得到全部信息，一旦我得到更多信息，我立刻速报王太子。这就是阿里耶的报告。”[43]


2.保卫王权

尽管附属国偏安边远地区，不受亚述的直接管辖，但是，它们也负有拱卫亚述王权的义务。为了使他的王权能够顺利地传给指定的继承人阿淑尔巴尼拔，埃萨尔哈东曾经与米底地区的附属国纳赫什马尔提国王胡姆巴莱什及亚述臣民签订契约，条约规定：“当亚述国王埃萨尔哈东去世时，你应当把他指定的伟大王太子扶上王位，他将对你行使王权。你应当在乡村和城镇保护他，誓死效命于他。你应当忠心耿耿地对他说话，给他明智的谏言，在各方面为他铺平道路。你既不得废黜他，也不得把他的兄弟扶上王位取代他，且不论其长幼。你（也）不得改变亚述国王埃萨尔哈东（继位条约）的措辞，而应当服侍你的主人亚述国王埃萨尔哈东给你指定的伟大王太子阿淑尔巴尼拔，他才是你的主人。”[44]
 纳赫什马尔提国王胡姆巴莱什是阿淑尔巴尼拔继位条约的执行人之一，可见，他有维护王权的义务。

违背条约、不维护亚述王权的附属国将受到严惩。埃萨尔哈东曾经指责迦勒底国王背弃附属国条约、不维护他的王权：“那时候，海国总督马尔都克-阿普拉-伊狄纳之子纳布-泽尔-基提-里什尔没有信守他的诺言，背弃了（与）亚述（签订）的条约，忘记了（与）我父亲的友好关系。在亚述发生骚乱时，他整饬军备，包围了忠于我的乌尔总督宁伽尔-伊丁，切断了他的逃跑路线。阿淑尔、沙马什、贝尔、纳布、尼尼微的伊什塔尔和阿尔贝拉的伊什塔尔兴高采烈地把我扶上埃萨尔哈东我父亲的王位，把各国的王权转交给我；（但是），他傲慢无礼，没有停止（他的犯罪行为），没有释放我的仆人。更为甚者，他没有遣使到我面前，没有问候我的王权的安危。”[45]


3.提供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亚述地区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很多种物产需要从域外输入。例如，铜可能来自伊朗西部、高加索山区、小亚细亚、塞浦路斯、巴林岛和阿曼等地，锡可能来自伊朗、高加索和阿富汗，白银可能来自托罗斯山，而其黄金则来自从埃及到印度的许多矿点。[46]
 亚述地区仅有石灰石和“摩苏尔大理石”两种较为普通石材；各种大型建筑所需的优质石材主要来自东部和东北部的扎格罗斯山，黑曜石主要来自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凡湖地区，[47]
 而天青石、红玉髓等宝石主要来自扎格罗斯山以东的山区。[48]
 亚述地区的森林资源也不够丰富，虽然亚述人可以在扎格罗斯山和托罗斯山上找到普通木材，[49]
 但是，建造雄伟的庙宇和宫殿需要的高大杉木、柏木和雪松则取自地中海岸边的黎巴嫩山和阿马努斯山。[50]
 另外，尽管亚述人饲养绵羊、山羊、牛等多种牲畜，但是，他们的马匹主要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亚述北部和东北部的山区乃至遥远的埃及。[51]
 由此可见，附属国是亚述多种重要资源的供应地。

亚述修建了大量的城市和神庙，不但耗费了各种自然资源，而且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其中大量人力来自附属国。例如，在建造新都杜尔-沙鲁金时，萨尔贡二世大量征调被征服地区的居民，他的铭文写道：“利用我俘虏的人口——阿淑尔、纳布和马尔都克让他们服从我，他们负担我套的轭——根据神的命令和我真心推动，我在穆斯里山麓尼尼微以上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城市，我给它取的名字是‘杜尔-沙鲁金’。”[52]


第二节　贡赋的征收

亚述向附属国征收的贡赋种类较多，它们大致可以分为正式贡赋和附带贡赋两大类，前者包括biltu
 贡赋和maddattu
 贡赋两种，而后者包括nāmurtu
 贡赋和igisû
 贡赋两种。

一　正式贡赋

正式贡赋指亚述以誓言或条约等较为正式的方式向附属国摊派的贡赋。

（一）biltu
 贡赋

1.词源与发展演变


biltu
 来源于苏美尔语gú或gú.un或gun，既可以指“负载量”、“包”、“捆”，又可以作重量单位“塔兰特”，也可以指“（耕地、菜园、畜群，甚至一个地区的）产量”，还可以指“（交给国王的）税收”或“（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也可以指“（被征服地区向宗主国进贡的）贡赋”。[53]
 在亚述文献中，biltu
 主要拼写方式有gú.un，gú，bi-lat
 ，bi-la-at
 ，bi-il-tam
 ，bil-ti
 ，bil-tu
 和bíl-tu
 等。

早在早王朝时期，gú就已指被征服地区向宗主国奉献的贡赋。拉格什国王乌尔-南什的王室铭文曾写道：“拉格什国王乌尔-南什命令狄尔蒙船舶交纳木材作为外国（进贡）的gú贡赋。”[54]


乌尔第三王朝沿袭了早王朝向被征服地区征收gú.un贡赋的惯例。国王舒-辛的一篇铭文写道：“舒-辛是一位强大的王、乌尔之王和四方之王，他击败扎伯沙里和西马什基以后，（用）用安山献给他的gú.un贡赋雕刻了一个巨大的山羊像。”[55]


“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也向被征服地区征收biltu
 贡赋。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在一篇铭文中写道：“那时候，我在我的城市阿淑尔收到了图克里什的国王们与‘下方之地’国王（交纳）的biltu
 贡赋。”[56]


古巴比伦时期，巴比伦尼亚诸国向被征服地区征收的贡赋也称为gú.un/biltu
 贡赋。伊辛国王伊什美-达甘的一篇铭文写道：“伊什美-达甘是达甘神的后裔，他免除了苏美尔与阿卡德地区（居民）的gú.un贡赋，使臣服他的国家（民众）心满意足。”[57]
 马里国王亚赫顿-里姆的一篇铭文写道：“他征服了大海沿岸的诸国，使它们服从他的命令，使它们顺从他（的意愿）。他把biltu
 贡赋永远地摊派它们身上，它们现在给他送来了（应交）的biltu
 贡赋。”[58]


从中亚述王国崛起到尼尼微的陷落，biltu
 贡赋一直是亚述向附属国征收的一种重要贡赋。上文提到，乌尔第三王朝曾征服亚述地区，他们可能把biltu
 贡赋摊派到亚述地区的民众身上。马里曾是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创建的“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也可能沿袭了该地区剥削被征服地区的方式。因此，我们目前无法确定亚述向被征服地区征收biltu
 贡赋做法的确切来源。

新巴比伦时期和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biltu
 具有“贡赋”、“塔兰特”和“负载量”三种意思，不过，尼普尔出土的新巴比伦早期文献表明上述三种意思的拼写方法是不同的：在表示“贡赋”时，biltu
 通常拼写为bi-lu-tu-ú
 ，bi-lat
 ；在表示“塔兰特”时，biltu
 通常拼写为gú.un；而在表示“负载量”时，biltu
 则沿用古亚述和古巴比伦时期以来最简单的拼写方式，即gú。[59]


2.贡品的种类

迄今为止，biltu
 贡赋的物品种类尚不完全清楚，不过，山区国家进献的biltu
 贡赋往往包含山区的特产。沙尔马纳沙尔一世的一篇铭文写道：“我用三天的时间让乌鲁阿特里所有的地区都拜倒在我的主人阿淑尔神的脚下，我挑选了它们的年轻人，把他们选进我的服务（队伍），把大量的山区biltu
 贡赋永远地摊派到它们的身上。”[60]
 有时，biltu
 贡赋又与山区特产一起征收。图库尔图-尼努尔塔一世的一篇铭文曾写道：“他们定期把他们国家的biltu
 贡赋与他们的山区特产送到我的面前。”[61]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的一篇铭文写道：“在我返回时，我成为整个哈梯的主人，我把（交纳）biltu
 贡赋、maddattu
 贡赋和雪松横梁（的任务）摊派到哈梯国王伊尼-特舒伯身上。”[62]
 因此，亚述向附属国征收的biltu
 贡赋可能是各地特产及其他珍贵物品。

3.征收的对象


biltu
 贡赋征收的主要对象是附属国。在总结自己的成就时，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的一篇铭文称：“（他是）一位诸位大神支持的国王，征服了所有的国家，获得了所有山区的统治权，收到了它们（进献）的biltu
 贡赋。”[63]


亚述还向强制移民征收biltu
 贡赋。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的一篇铭文写道：“我在名为胡穆特的土丘上建造了一座城市，它从地基到城墙都完工了。我在那里建造了一所宫殿作为我的驻跸地，称之为‘卡尔-阿淑尔’，我在那里放置了我的主人阿淑尔的武器。我把征服国家的人口安置到那里，把他们视为亚述人，并把biltu
 贡赋和maddattu
 贡赋摊派到他们身上。”[64]
 强制移民来自被征服地区，像掠夺附属国居民一样勒索贡赋是亚述剥削他们的一种手段。

4.征收的方式

亚述征收biltu
 贡赋的方式非常多。交纳biltu
 贡赋象征着被征服地区承认亚述的宗主国地位，亚述国王每年在都城举行隆重的仪式接收biltu
 贡赋。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的一篇铭文写道：“我每年都在我的都城阿淑尔城以（隆重的）仪式收取他们交来的贵重的biltu
 贡赋。”[65]


有时，亚述国王会在战场把biltu
 贡赋摊派到被征服地区居民身上。在远征库图时，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曾宣布：“（通向）偏远国家库图的道路非常差，地形不利于我的军队行动，他们（指库图人——笔者）畏惧我的残酷战争，而拜倒在我的脚下。我把biltu
 贡赋和maddattu
 贡赋摊派到他们身上。”[66]
 西顿国王逃跑后，辛纳赫里布宣布：“我把图巴鲁放到他的王位上，把作为（承认）我的宗主权的biltu
 贡赋和maddattu
 贡赋摊派到他的身上，（他需要）年复一年（进献贡赋），（任何情况下都）不许中断。”[67]


有时，亚述国王还在行军途中接收沿途附属国交纳的biltu
 贡赋。在第三次战役过程中，辛纳赫里布宣布：“阿穆鲁所有的国王都到乌舒城附近给我送来大量biltu
 贡赋。”[68]


然而，有些附属国并不主动地交纳biltu
 贡赋，因此，亚述不得不动用武力去索取。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曾对其“图尔塔努”说：“要塞都托付给你了，（你要）加强你的警备；为了收取他们的biltu
 贡赋，你要确保你的军队安全。”[69]
 “图尔塔努”是亚述公兵义务兵的主将，沙尔马纳沙尔三世告诫其“图尔塔努”征收biltu
 贡赋时的注意事项表明，这位官员要率军去索取biltu
 贡赋。


biltu
 贡赋有时与maddattu
 贡赋一起征收。上文提到，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在总结其执政前15年的成就时，他曾把biltu
 贡赋与maddattu
 贡赋摊派到所征服的42个国家身上。[70]
 再如，阿达德-尼拉里二世的一篇铭文写道：“从塔比图出发，我进入了沙狄坎努城，收取了biltu
 贡赋、maddattu
 贡赋、车辆和黄金。”[71]
 值得注意的是，biltu
 与maddattu
 两词之间并不存在连词u
 ，biltu
 在这里也可以理解为后者的指示词。

有时，biltu
 贡赋也可以与nāmurtu
 贡赋一起征收。例如，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的一篇铭文写道：“在我的主人阿淑尔的支持下，我征服了从图穆到戴埃努和西方的下方之海纳伊利所有的地区，降伏了它们的30位国王。我像牵牛一样把他们带到了我的城市阿淑尔，扣留了他们的人质，把biltu
 贡赋与nāmurtu
 贡赋摊派到他们身上。”[72]



biltu
 贡赋还可以与igisû
 贡赋一起征收。沙马什-阿达德五世在铭文中自称为“四方之王沙尔马纳沙尔（三世）之子、各地王公的竞争者、各国的蹂躏者、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之孙、从四方（各国）收取biltu
 贡赋与igisû
 贡赋的人……”[73]


（二）maddattu
 贡赋[74]


1.词源与发展演变


maddattu
 ，也拼写为mandattu
 ，来源于动词nadānu
 Ⅱ（给），主要指贡赋，也可以指工作任务、赠予、奴隶的赔偿等。[75]
 在亚述文献中，maddattu
 的复数形式为maddanāti
 ，maddattu
 及其复数主要拼写形式有ma-da-atta
 ，ma-da-tu
 ，ma-da-tú
 ，man-da-at-tu
 ，ma-da-at-tú
 等。

作为贡赋，maddattu
 一词最早出现在赫梯王国的阿卡德语文献中。赫梯文化深受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一些赫梯文献有赫梯语和阿卡德语两个版本，与阿卡德语maddattu
 对应的赫梯语是argamannu
 。赫梯国王图特哈里二世（约公元前1400—前1390年在位）与基苏瓦特纳的国王苏纳什舒拉签订条约，规定：“当他的陛下招呼他：‘到我面前来!’如果他本人不愿意来，他的儿子殿下必须到他的陛下面前，但是，他不必向他的陛下交纳maddattu
 贡赋。”[76]


在亚述地区，maddattu
 贡赋最早出现在中亚述时期。上文提到，由于中亚述国王曾经与赫梯王国夹击米坦尼王国，他们在交往过程中可能了解到其盟友剥削附属国的方法，即向它们征收maddattu
 贡赋。从中亚述时期到亚述灭亡，maddattu
 贡赋一直是亚述剥削附属国的重要方式。

新巴比伦时期，maddattu
 的意思发生了变化，不仅可以指向附属国征收的贡赋，而且可以指为弥补失去的时间而支付的钱款。[77]


2.贡品的种类

亚述向附属国征收的maddattu
 贡赋的地域色彩非常明显，它们往往是各地的特产和贵金属。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和安纳托利亚地区以盛产金、银、锡、铁和青铜等金属而闻名，上述地区的附属国进献的maddattu
 贡赋中各种贵金属及其制品占很大比例；腓尼基地区以生产各种染料而闻名，彩色的衣服是他们进贡的maddattu
 贡赋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拉伯人以饲养骆驼闻名，他们往往奉献骆驼作为maddattu
 贡赋；扎格罗斯山区盛产的马、牛、绵羊和山羊等牲畜，它们往往是山区附属国奉献的maddattu
 贡赋的重要组成部分。[78]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在一篇铭文中罗列了亚述向附属国摊派的maddattu
 贡赋：“对于哈梯诸王、太阳落下之海沿岸的阿拉米人、科达尔人和阿拉伯人，（他们是）昆穆赫的库什塔什皮、大马士革的拉恰努、撒玛利亚的麦纳赫姆、推罗城的图贝尔、毕布勒斯的西比提-贝尔、魁的乌里科、梅利德的苏鲁马尔、塔巴尔的乌阿苏尔麦、阿图纳的乌什希提、图哈纳的乌尔巴拉、伊什吞狄的图哈麦、胡比什纳的乌里米、卡斯卡的达迪鲁、卡尔赫米什城的皮西里斯、萨马尔的帕纳穆、古尔古姆的塔尔胡拉拉和阿拉伯女王扎比贝，我把biltu
 贡赋和maddattu
 贡赋摊派到他们身上，（它们包括）银、金、锡、铁、象皮、象牙、蓝紫和红紫色的衣服、多彩的亚麻衣服、骆驼和母骆驼。（而对于）曼纳的伊兰祖、埃里皮的达尔塔以及纳姆里、辛吉布提以及整个东部山区的统治者，我把由马匹、骡子、巴克特里亚骆驼、牛、绵羊和山羊（构成的maddattu
 贡赋）摊派到他们身上，我每年都要在亚述接收（它们）。”[79]


除了贵金属和各地特产外，附属国向亚述进献的maddattu
 贡赋还可以是面粉、大麦、蜂蜜、杏仁、笃蓐香、葡萄酒等食品和饮料，甚至还有车辆、斗篷、腰带、马鞍等物品。尼尼微出土的一份记录宫廷人员分享maddattu
 贡赋的清单写道：“maddattu
 贡赋分配如下：司库（分到）□□只定期奉献的绵羊、1只绵羊和1碗葡萄酒，负责ginû
 供品的牧人（分到）5苏图面粉、5苏图大麦和1碗葡萄酒，厨师长（分到）100只奉献的绵羊、2只绵羊和2碗葡萄酒，厨师长的书吏（分到）1只绵羊、1碗葡萄酒，总会计（分到）同样的物品，漂洗工长（分到）7苏图蜂蜜、4米那蜡、1塔兰特铜和20米那染色的羊毛，榨油师傅（分到）2只绵羊、2碗葡萄酒、他的食物、10米那铜、2只绵羊和2碗葡萄酒，榨油师傅的书吏（分到）2只绵羊、2碗葡萄酒、他的食物、10米那铜、2只绵羊和2碗葡萄酒，水果师傅（分到）□□□□只绵羊和1碗酒，甜品师傅长（分到）2苏图杏仁、2苏图笃蓐香和1碗葡萄酒，司库的书吏（分到）1辆会见用车、1只绵羊和2碗酒，宫廷警卫副队长（分到）1辆会见用车、1只绵羊和1碗葡萄酒，宫廷警卫队队长（分到）□□只斗篷、4条腰带、2对马鞍袋、2只绵羊和1碗酒，宫廷警卫长的书吏（分到）6只斗篷、4条腰带、2对马鞍袋、2只绵羊和1碗葡萄酒，batiqu
 税吏（分到）200棵柳树、1只绵羊和1碗葡萄酒□□□。”[80]


3.征收的对象


maddattu
 贡赋征收的主要对象是附属国。例如，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的一篇铭文写道：“我征服了桀骜不驯的伊苏阿和达里亚，我把biltu
 贡赋和maddattu
 贡赋摊派到他们身上，使他们成为我的主人阿淑尔的附属国。”[81]
 又如，阿达德-尼拉里二世的一篇铭文写道：“迦勒底的所有国家都成了我的附属国，我把biltu
 贡赋和maddattu
 贡赋永远地摊派到它们身上。”[82]
 再如，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的一篇铭文曾写道：“我收到了（所有）国家和山区（进献）的maddattu
 贡赋。”[83]


新建行省还没有组建完善的官僚机构，无法征收农业税，它们也需要像附属国一样交纳贡赋。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的一篇铭文写道：“我总是给被征服的地区任命总督来收取他们的maddattu
 贡赋。”[84]
 他的铭文还写道：“我接受了苏胡和鲁伯达总督的5头活象作为maddattu
 贡赋。”[85]
 沙尔马纳沙尔三世的铭文也有类似的表述：“我给我征服的国家和山区（部落）任命了总督，把biltu
 贡赋和maddattu
 贡赋、zabil kuddurru
 义务摊派到他们身上。”[86]
 萨尔贡二世的一篇铭文写道：“我任命我的宦官为哈马总督，并把biltu
 贡赋和maddattu
 贡赋摊派到他们身上。”[87]
 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的一篇铭文写道：“尽管苏胡总督在我的父辈先王时期并未前来亚述（进贡），（但是）苏胡总督伊里-伊伯尼来到尼尼微，带着他（充作）的maddattu
 贡赋的金银来挽救他本人以及他的兄弟和他的儿子们（的性命）。”[88]
 辛纳赫里布的一篇铭文写道：“在战斗过程中，我接受了哈拉拉提总督纳布-贝尔-舒马特由大量金、银、巨大的红木、驴、骆驼、牛和绵羊（构成的）maddattu
 贡赋。”[89]


正如亚述国家名义上属于阿淑尔神一样，附属国的贡赋名义上也属于阿淑尔神。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的一篇铭文写道：“那时，我向桀骜不驯的卡特穆胡进发，（因为它）扣留了我的主人阿淑尔神的biltu
 贡赋和maddattu
 贡赋。”[90]
 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的一篇铭文写道：“阿麦卡与阿拉什图阿扣留了我的主人阿淑尔神的maddattu
 贡赋与kudurru
 义务。”[91]
 沙尔马纳沙尔三世的一篇铭文写道：“比特-阿狄尼人阿胡努曾吹嘘自己的力量，从我的前辈国王起就拒交我的主人阿淑尔神的biltu
 贡赋和maddattu
 贡赋。”[92]


4.征收的方式

亚述的maddattu
 贡赋大致可以分为主动交纳的贡赋和强制勒索的贡赋两大类，前者指有关国家和地区在向亚述投降时或亚述大军压境时主动交纳的贡赋，而后者则指亚述每年向被征服地区强征的贡赋。[93]


征服相关地区后，亚述往往把maddattu
 贡赋摊派到它们身上。例如，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的一篇铭文写道：“在我统治的前10年间，我征服了从下扎布河对岸到幼发拉底河对岸、赫梯和西方的下方之海，迫使它们服从一个权威，扣留它们的人质，把biltu
 贡赋和maddattu
 贡赋摊派到它们身上。”[94]


一些国家和地区慑于亚述军队的威力被迫屈服于亚述，因而主动进献maddattu
 贡赋请降，这就是一些学者所谓的“投降贡赋”。例如，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的一篇铭文写道：“关于乌拉提纳什（这个国家），他们的据点位于帕纳鲁，我的主人阿淑尔神的恐怖和光辉震慑了他们；为了活命，他们带着他们的神灵和财物，像鸟一样远遁高山中。我带着我的战车和军队渡过了底格里斯河，（身为）哈图胡之子的乌拉提纳什国王沙狄-特舒伯在他自己的国土上归顺了我，我把他的亲生儿子和家庭（其他成员）扣为人质。他给我送来60件铜壶、青铜缸和青铜浴盆以及120个人、（无数）牛和绵羊作为他的biltu
 贡赋和maddattu
 贡赋。”[95]
 有时候，亚述国王在远征有关国家和地区时，周边的被征服地区纷纷主动送来maddattu
 贡赋。[96]
 在西征途中，阿达德-尼拉里二世宣布：“我接收了欣达努的maddattu
 贡赋，把它们运到了我的城市阿淑尔。”[97]


一些被征服地区的统治者，尤其是东部地区的统治者，有时亲赴亚述的都城当面把maddattu
 贡赋献给亚述国王。尼姆鲁德出土的一封信提到了东北部的附属国卡拉拉的统治者奉献maddattu
 贡赋的情形：“关于国王在给我的信中提到的卡拉拉统治者，他在22日进入卡尔兹，将要在23日手捧maddattu
 贡赋进入卡尔胡。”[98]


边远地区的附属国往往派遣密使（īru
 ，语义符为lú.mah）[99]
 赴亚述的都城进献maddattu
 贡赋。例如，尼姆鲁德出土的一封信提到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诸国的密使赴卡尔胡奉献maddattu
 贡赋的情况：“埃及、加沙、犹大、摩押、班-阿曼的密使在12日手捧着maddattu
 贡赋进入了卡尔胡。”[100]
 又如，辛纳赫里布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一封信中写道：“昆穆赫的密使已经到了，用7头骡子驮着maddattu
 贡赋。”[101]


边境地区的行省总督有时代收邻近附属国的maddattu
 贡赋。卡尔-沙鲁金总督纳布-贝鲁-卡因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关于达尔塔，他（还）没有离开（他的）房屋，没有人看到他。我听说他正在收集其余的maddattu
 贡赋，我命令他运输它们。我接收了身边被释放的米底人和30匹马，其余的人也在我身边。我已接受了扎克鲁图（作为）maddattu
 贡赋的40匹马，他们承诺将交付其余的maddattu
 贡赋。”[102]


边境地区的“港口监督”也可能代收附属国的maddattu
 贡赋。[103]
 尼姆鲁德出土的一份破损文献写道：“总共233头牛□□□□□国的maddattu
 贡赋□□□□这是‘港口监督’运来的全部□□□□”[104]


一些被征服国家和地区并不心甘情愿地向亚述交纳maddattu
 贡赋，因此，亚述不得不派兵去强征maddattu
 贡赋。阿达德-尼拉里二世的一篇铭文写道：“在‘内城’总督阿达德-阿哈-伊狄纳任名年官之年，我第五次进军哈尼伽尔巴特，收取了所有国家的maddattu
 贡赋。”[105]
 亚述国王有时命令边境地区的官员带兵去征收maddattu
 贡赋。一位国王曾因此事向太阳神问卜道：“我向伟大的沙马什咨询：比特-卡里和萨帕尔达的高官和总督们应该带着他们麾下的人员、马匹和军队去米底地区征集（作为）maddattu
 贡赋的马匹吗？”[106]
 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晚年多次派‘图尔塔努’戴伊安-阿淑尔代替自己率军出征，其铭文写道：“那时候，我留在卡尔胡，我发布命令，派遣我的军队的主将‘图尔塔努’戴伊安-阿淑尔到我的军队和军营的前面。他逼近了胡布什齐亚（国王）达塔的城市，接受了他进献的maddattu
 贡赋。”[107]


5.征收的时间

顾名思义，战场贡赋指有关国家和地区战败后在战场上就要交纳的贡赋，而年度贡赋指附属国每年都需要到亚述都城进献的贡赋。国王在向被征服地区摊派maddattu
 贡赋时，有时特意强调是“每年地”（šattisamma
 = mu-šám-ma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在一篇铭文中写道：“我征服了桀骜不驯的舒布利亚，把我（象征）统治的重轭套到阿尔祖和普鲁鲁姆祖身上；他们曾经拒绝交纳biltu
 贡赋和maddattu
 贡赋，现在他们每年都要到我的城市阿淑尔把（应交的）biltu
 贡赋和maddattu
 贡赋送到我的面前。”[108]


年度贡赋很可能在每年的年初或年中交纳。赴亚述进献贡赋的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诸国的密使在上述信中还写道：“节日表演已结束□□□□□□□□神（像）已出去，（又）回来了。”[109]
 古代两河流域的神灵一般在“阿基图节”离开所在的城市到郊外巡游，[110]
 因此这里提到的节日很可能是“阿基图节”。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诸国的密使大概在年初，即1月，进献maddattu
 贡赋。“拉伯—沙克”阿淑尔-杜尔-帕尼亚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一封信中写道：“舒布利亚的密使在12月23日到达了沙比莱舒。”[111]
 这意味着他们要在新年节交纳maddattu
 贡赋。然而，辛纳赫里布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却写道：“阿什杜德进贡的maddattu
 贡赋已运到了卡尔胡，我接收了它，我盖上印章，把它存放在□□□宫。我给国王我的主人寄这封信的时间是6月11日。”[112]
 一般情况下，臣属要迅速向国王报告各种事件，因此，阿什杜德奉献maddattu
 贡赋的时间大概在6月。

需要指出的是，亚述的maddattu
 还可指亚述与其他国家交换的礼物。一块疑为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时期的黑色方尖碑上的一段铭文写道：“我收到埃及的maddattu
 包括：□峰双峰驼、一头水牛、一只羚羊、□□头母象、□□□只母猴和□□只黑猩猩。”[113]
 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时期，亚述并未征服埃及，因此，上述铭文提到的maddattu
 很可能指并未有从属关系的两国之间交换的礼物。

二　附带贡赋

附带贡赋指附属国在进献正式贡赋时附带的礼物。最初，附带的礼物是有关国家自愿奉献的，后来才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课征。

（一）nāmurtu贡赋

1.词源及发展演变


nāmurtu
 ，有时拼作tāmurtu
 ，来源于动词amāmru
 （遇见、会见等）的N态，[114]
 意思是“景观、景致、观看、阅读等”，引申为“（会见时的）礼物、贡献、贡赋”[115]
 ，特指各类依附国家和地区的统治者或其使节在觐见宗主国国王时缴纳的觐见礼物。nāmurtu
 对应的苏美尔语是igi.duh。在亚述文献中，nāmurtu
 多用复数形式为nāmurātu
 或nāmurtu
 ，主要拼写为na-mur-tu
 ，na-mu-ra-a-tu
 ，na-mu-ur-tu
 ，na-mur-tú
 ，ta-mar-tu
 。


nāmurtu
 一词出现很早，既可以是向神灵奉献的礼物，也可以是人与人之间交换的礼物，并没有强制性。nāmurtu
 曾出现在魏德纳编辑的《年代记》中：“乌鲁克国王乌图赫伽尔把在海边捉的一条鱼作为nāmurtu
 （礼物）献给了大神马尔都克。”[116]
 乌图赫伽尔把鱼献给了马尔都克，显然不是贡赋。尽管乌图赫伽尔是早王朝末期乌鲁克的国王，但是，记载其事迹的魏德纳编辑的《年代记》是新亚述时期和新巴比伦时期版本，我们无法断定该材料最初年代。

古亚述时期，nāmurtu
 指家庭成员之间馈赠的礼物。一个名叫塔里莎的女孩曾在致其父瓦拉德-辛的信中写道：“关于伊比-沙马什送给你的nāmurtu
 礼物，我让我的客人辛-伊狄纳姆带给你一块泥板。辛-伊狄纳姆让伊赫里什-埃拉给那个女孩带去了3串无花果。”[117]
 塔里莎在致其姐姐塔图尔-马图姆的信中也有类似的内容。[118]
 信中提到的nāmurtu
 礼物是亲戚之间的馈赠，也跟贡赋没有关系。

强制性的nāmurtu
 贡赋可能源于“阿玛尔纳时代”。[119]
 埃及法老给在一位附属国国王的信中写道：“（你要）为国王你的主人装扮你的女儿，（你还要）准备下列nāmurtu
 贡赋：20名上等奴隶、银、车和头等马匹。这样你的国王才会说：‘好极了!’你献给国王的礼物要伴随着你的女儿一起送来。”[120]
 在这里，nāmurtu
 不再是一种自愿的礼物，开始具有强迫意义。

亚述强制性的nāmurtu
 贡赋最早出现在中亚述时期，多与正式贡赋一起征收。上文提到，阿达德-尼拉里一世曾经把哈尼伽尔巴特国王沙图阿拉捉到了阿淑尔城，后者发誓臣服，国王把nāmurtu
 贡赋摊派他身上。[121]
 降伏纳伊利地区的30个国王以后，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宣称：“我像（捆）牛一样用牵牛绳把他们捆住，把他们带到了我的城市阿淑尔。我从他们当中挑选了人质，并把maddattu
 贡赋和nāmurtu
 贡赋摊派到他们身上。”[122]
 征服北部和西北部地区诸国以后，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如法炮制，把maddattu
 贡赋和nāmurtu
 贡赋摊派到当地居民身上。[123]
 阿达德-尼拉里二世征服纳伊利以后，也从他们当中挑选了人质，并把maddattu
 贡赋和nāmurtu
 贡赋摊派到他们身上。[124]
 阿达德-尼拉里二世攻占西库尔和萨帕努以后，接受了当地居民的maddattu
 贡赋，把严苛的nāmurtu
 贡赋摊派到他们身上。[125]
 征服哈布尔河流域以后，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宣布：“当我在苏鲁时，我把超大量的maddattu
 贡赋和nāmurtu
 贡赋摊派到拉库诸王身上，（它们包括）银、金、锡、青铜、青铜盘、牛、绵羊、带多彩流苏的衣服和亚麻衣服。”[126]


新亚述时期，nāmurtu
 贡赋主要指附属国觐见亚述国王时进献的见面礼物。萨尔贡王朝的诸王纷纷在其铭文记载附属国缴纳觐见礼物的情况，其中辛纳赫里布在致其父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曼纳使节带到我面前1匹马作为nāmurtu
 贡赋，并向您致以曼纳国王的问候。”[127]
 在第3次战役期间，地中海沿岸诸国被迫归附，辛纳赫里布称：“他们带到我面前大量的物品作为他们的nāmurtu
 贡赋。”[128]


2.贡品的种类


nāmurtu
 贡赋涉及的物品与maddattu
 贡赋并无明显的区别，既可以是金银，又可以是衣服和食物，还可能是牲畜。例如，辛纳赫里布在致其父萨尔贡二世的一封信中写道：“□□塔兰特银、代替象牙的40米那银、20件长过膝盖的短袖束腰外衣、20件托加袍、3满罐冰（鱼）、10鱼篓多达1000尾鱼，以上都来自maddattu
 贡赋。1顶带画的金冠、20个金碗、10件长过膝盖的短袖束腰外衣、10件托加袍、4件□□□托加袍和1满罐冰鱼，以上（都）来自nāmurtu
 贡赋。”[129]
 据尼姆鲁德的文献记载，东部边境城市哈尔马努镇奉献的nāmurtu
 贡赋却是马和骡等牲畜：“阿赫萨的50匹乘骑马、□□□184匹马、哈尔马努镇的20匹乘骑马，供给处的100匹马，总共404匹马。作为iškāru
 的60匹马和30头骡。哈尔马努交付的nāmurtu
 贡赋是总共464匹马、30头骡和20匹马。”[130]
 有时候，附属国的公主及其嫁妆也成了nāmurtu
 贡赋。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二世时期，一篇铭文写道：“20米那金、20米那银、32塔兰特锡、130塔兰特青铜、100件青铜器皿、1个盆、150件编织的衣服、1塔兰特紫羊毛与雪花石膏、1塔兰特□□□4米那锑化物药物、2塔兰特铁与精炼油、1200只绵羊、100头牛、□□只鸭、他的两个妹妹及她们的丰富嫁妆，（以上是）他（进献）的nāmurtu
 贡赋。”[131]


3.征收的对象

亚述nāmurtu
 贡赋征收的对象主要是附属国。例如，击败纳伊利地区诸国以后，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宣称：“我成了他们所有国家的主人，我向他们征收maddattu
 贡赋和nāmurtu
 贡赋。”[132]
 归附亚述的游牧部落也需要向亚述交纳nāmurtu
 贡赋。阿淑尔巴尼拔在征讨阿拉伯人前历数其国王的罪行：“他不再来问候我的健康，停止了交给我的nāmurtu
 贡赋。”[133]
 一些边远地区的统治者慑于亚述的声威，主动送来nāmurtu
 贡赋以示归顺。辛纳赫里布夷平巴比伦城以后，狄尔蒙人心生畏惧：“阿淑尔的威力震慑了他们，他们送来了他们的nāmurtu
 贡赋。”[134]


4.征收的方式


nāmurtu
 贡赋作为觐见国王所献的礼物，一般由附属国国王或其使节亲自到亚述的都城献给国王。上文提到，阿达德-尼拉里一世称每年都可以定期在阿淑尔收到附属国的nāmurtu
 贡赋。然而，在国王离开都城远征时，王太子往往替国王接收nāmurtu
 贡赋。上文提到，辛纳赫里布曾向其父萨尔贡二世报告曼纳的信使送来了一匹马作为nāmurtu
 贡赋。[135]
 国王还可以在进军途中接受归附地区的nāmurtu
 贡赋。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二世在一篇铭文中写道：“我从比特-哈鲁佩的苏鲁出发，接近了乌萨拉。我接受的乌萨拉进献的nāmurtu
 贡赋是200只绵羊、30头牛、面包、啤酒、谷物和草料。”[136]


尽管阿达德-尼拉里一世规定哈尼伽尔巴特国王沙图阿拉在有生之年每年要定期到阿淑尔交纳nāmurtu
 贡赋，但是，其进献的具体时间尚无定论。有学者提出，附属国国王和行省总督每年两次觐见亚述国王，[137]
 他们很可能每次都携带nāmurtu
 贡赋。上文提到，辛纳赫里布曾在6月11日致其父萨尔贡二世的信中提到曼纳使节送来nāmurtu
 贡赋，因此nāmurtu
 贡赋交付的时间大概在6月。但是，萨尔贡二世时期的两封信却提到了其他时间。几位官员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国王我们的主人知道10月的nāmurtu
 贡赋已经储存好了，但是，我们没有地方来存放国王的酒了。”[138]
 阿淑尔-贝鲁-乌粟尔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不但提到了“10月的nāmurtu
 贡赋”，而且还提到了在其他时间交纳的nāmurtu
 贡赋：“国王我的主人在关于10月的nāmurtu
 贡赋的信中说：‘你要带给我2匹马、2头牛、20只绵羊和20碗酒!’这封信在11月3日（才）到达我手里，它们该什么时候送走呢？□□□□□去年我在1月交付，但国王却命令我们在7月交付。”[139]


需要指出的是，直到新亚述时期，nāmurtu
 仍然可以指亚述与其他国家交换的礼物。萨尔贡二世在一篇铭文中写道：“我收到的埃及国王皮鲁、阿拉伯女王萨姆西、伊塔马拉、萨布等海中和沙漠中的国王的nāmurtu
 是金、山货、宝石、象牙、枫树的种子、各种草药、马匹和骆驼。”[140]
 萨尔贡二世时期，亚述并未征服埃及，因此，这里提到的埃及nāmurtu
 显然是两国之间交换的礼物而非附属国的贡赋。

从中亚述时期起，nāmurtu
 虽然可以指亚述向附属国征收的一种贡赋，但是，它仍然可以指亚述官员向国王进献的礼物。阿淑尔城发现的一些中亚述时期的账目清单记录了臣僚进献nāmurtu
 的情况，其中一份账单提到“来自行省的绵羊”[141]
 ，这表明亚述国王收到的觐见礼物不仅来自附属国，而且来自行省总督，此间nāmurtu
 仍然可以指代不具有强迫意义的礼物。在第一次战役中，辛纳赫里布宣布：“在我的战斗过程中，我收到了驻守哈拉拉提的官员纳布-贝尔-舒马特的厚重nāmurtu
 （是）金、银、穆苏坎努（musukannu
 ）木、驴、骆驼、绵羊和山羊。”[142]
 纳布-贝尔-舒马特系哈拉拉提总督，其奉献国王的nāmurtu
 也是一份礼物，而非附属国的贡赋。不过，哈拉拉提属于新建行省，该总督也可能像附属国国王一样进献nāmurtu
 贡赋。

（二）igisû
 贡赋

1.词源与发展演变


igisû
 贡赋源自苏美尔语igi.sá，既可以指国王向商人与祭司等人员征收的一种税收，又可以指进献神灵的供品，也可以指进贡国王的礼品。[143]
 在亚述文献中，igisû
 主要拼写为i-gi-si-e
 和igi.sá-e
 。


igisû
 贡赋最早出现在阿卡德王国时期，大概与正式贡赋一起进献国王。萨尔贡时期，一份破损的文献写道：“从□□□路边的巴扎桥、麦鲁哈，到雪松山的哈纳的9个国王，从雪松山道苏巴尔图的安山□□□□□□□□□□负担萨尔贡的biltu
 贡赋、igisû
 贡赋，他统治了世界□□□□”[144]
 文献的破损阻碍了我们对igisû
 贡赋内容的判断，但是，征收的对象是遥远地区的国王，且与biltu
 贡赋一起进献，这大概表明，igisû
 指进献正式贡赋时附带的礼品。

沙马什-阿达德一世时期，igisû
 的意思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该词指有关官员交纳的税赋。“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都城舒巴特-恩利尔出土的一篇文献写道：“地区长官沙乌姆纳马尔接收了扎图姆里的igisû
 税是2舍克勒银子。”[145]
 无独有偶，该地出土的另一篇文献写道：“地区长官阿伽普塔希接收的igisû
 税是6舍克勒银子。”[146]


古巴比伦时期，igisû
 主要指向商人或祭司等人员征收的一种税收。例如，阿比-埃舒赫的一封信写道：“向商人征集igisû
 税银子，并解送到巴比伦城的命令已传达给总督□□□□□”[147]
 另一封写给行省总督的信中提道：“他已履行了6次ilku
 义务，并向我支付了igisû
 税，（它们是）与其神庙祭司和神庙歌手有关的。”[148]
 除了上述两类人员外，“商人的监督”和法官可能也需要负担igisû
 税。[149]


中巴比伦时期，igisû
 主要指向神灵或神庙奉献的供品。巴比伦第四王朝国王尼布加尼撒一世的敕令提到“向埃库尔提供sattukku
 供品、大量niqû
 供品和丰富的igisû
 供品”[150]
 。

新亚述时期，igisû
 主要指向被征服地区的统治者征收的一种贡赋，它通常与maddattu
 贡赋、nāmurtu
 贡赋或biltu
 贡赋一起征收。

新巴比伦时期，igisû
 主要指向神灵或神庙奉献的供品。例如，纳波尼都在王室铭文中被称为“精心地照料神庙，并向（它们）奉献丰富igisû
 供品的人”[151]
 。

2.征收方式


igisû
 贡赋与其他贡赋的最显著区别是国王多在征战过程中向被征服地区统治者征收。沙尔马纳沙尔三世在一篇铭文中写道：“我的主人阿淑尔可怕的光辉震慑了图阿提，他把自己困在他的城市里来活命。我包围了他的皇城阿尔图鲁，他的儿子基基畏惧战斗而投降了我，我接受了他进献的maddattu
 贡赋，收取了塔巴尔地区20位国王进献的igisû
 贡赋。”[152]
 沙马什-阿达德五世的一篇铭文写道：“沙马什-阿达德（五世）是□□□□沙尔马纳沙尔（三世）之子、四方之王、各地王公的竞争者、各国的蹂躏者与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之孙，（他是）四方进献的biltu
 贡赋与igisû
 贡赋的收取者。”[153]
 萨尔贡二世时期，一篇铭文写道：“他（指阿淑尔神——笔者）授权我征服山区的王公，并收取他们的igisû
 贡赋。”[154]
 在辛纳赫里布的第三次战役中，地中海沿岸诸国国王向他奉献了igisû
 贡赋，相关的铭文写道：“□□□□□阿穆鲁地区所有的国王们都带着丰厚的igisû
 贡赋和他们大量的nāmurtu
 贡赋来到我面前，吻了我的脚。”[155]


不过，igisû
 在新亚述时期仍然可以指奉献神灵的供品。萨尔贡二世时期，一篇文献写道：“我向他们（指亚述诸神——笔者）奉献的igisû
 供品（包括）微红的金、闪亮的银和使人印象深刻的展品。”[156]


综上所述，附属国间接地接受亚述的统治，也是亚述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附属国国王宣誓甚至是签订条约归顺了亚述，但是，他们依旧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可以维持原来的统治方式、生产和生活以及神灵崇拜。亚述主要通过扶植傀儡、派驻“国王的代表”和严惩背叛者等方式控制附属国，使之成为亚述国家安全、王权稳定的重要力量。

交纳贡赋是附属国臣服亚述的重要表现。尽管亚述一般不改变征服附属国的政权结构，但是，它们被亚述套上了“阿淑尔之轭”，成为广义上的亚述的重要组成部分。附属国向亚述进献的贡赋，犹如行省交纳的农业税，是其对宗主国应尽的重要义务。

与农业税相比，亚述向附属国征收的贡赋属于一种间接的剥削方式。尽管亚述在附属国派驻有“国王的代表”和“港口监督”等官员，但是，他们并不直接管理当地居民，因此，无法向他们征收贡赋，只能通过附属国的国王间接地剥削当地民众。

附属国的贡赋大多为金、银、各类牲畜及各地特产。附属国大多位于边远地区，离亚述国王驻跸的都城有一定的距离，不便于运输大量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另外，为了表示对亚述的忠心，附属国需要进献最珍贵的财物，金银、各类牲畜及各地的其他特产自然成为首选。

与农业税不同，附属国进献的贡赋并不进入国家的财政系统，多数被国王及其亲信瓜分。附属国臣服于亚述国王，并不隶属于亚述朝廷的官员，它们进献的贡赋多直接献给国王。国王一般与臣僚分享附属国进献的贡赋，普通的平民无缘享受，附属国进献贡赋导致社会的两极化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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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对外贸易与关税

商业（mahīru
 ，语义符为ki.lam）[1]
 是亚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致可以分为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两大部分。与古代两河流域的其他地区一样，亚述国内的商品交易一般不需要负担任何税赋，[2]
 只有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才负担税赋，因此，亚述商业方面的税赋主要指对外贸易的关税。亚述的对外贸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差别非常显著，各个时期的关税制度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本章将在介绍亚述对外贸易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分别介绍各个时段关税的征收情况。

第一节　对外贸易概况

对外贸易并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经济活动，而受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前所述，在近1500年的时间里，亚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之相对应，其对外贸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

一　古亚述时期的对外贸易

1.开展对外贸易的前提条件

上文曾提到，两河流域的自然资源总起来说相对较为贫乏，金属矿藏、优质石材和木材等自然资源大多需要从外地输入，除了附属国进献的贡赋和从战场上劫掠的战利品外，对外贸易也是亚述人获得域外资源的重要渠道。阿淑尔城位于两河流域的腹地，扼守古代西亚地区的交通要冲，具有发展对外贸易的优越地理条件。首先，阿淑尔城位于两河流域通往叙利亚和地中海岸的重要商路上。这条路自西帕尔沿底格里斯河北上，到达尼尼微后转向西方，穿过哈布尔河上游的各个城镇，由舒巴特-恩利尔到古扎纳；在巴里赫河上游的哈兰城休整后，继续向西在埃马尔城或卡尔赫美什城渡过幼发拉底河，前面就是叙利亚北部的重镇阿勒颇。由阿勒颇向西可到达奥伦特斯河流域诸城和地中海岸的乌伽里特城，南下可经哈马城到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向北过阿马努斯山进入小亚细亚的奇里乞亚地区，并由此通向小亚细亚半岛西部。两河流域通往小亚细亚东部的商路既可以由尼尼微沿底格里斯河上溯，也可以由哈兰向北穿过托罗斯山脉的各个隘口。[3]
 其次，阿淑尔城还处在两河流域商人走向东方各地的商路上。由于高山峻岭的阻隔，两河流域商人需要通过扎格罗斯山的三个隘口方能到达东方。最北点在上扎布河上游的柔万杜兹以东、下扎布河源头附近的腊亚特，过此关隘可进入乌尔米亚湖南岸和阿塞拜疆。中部关口在迪亚拉河上游南岸的哈拉比亚，其西北是下扎布河南岸的苏莱曼尼亚市，由此关口可以进入伊朗高原。最南的关口在迪亚拉河中游南岸的城市哈那秦，对面的伊朗城市是凯尔曼沙；往东再行是哈马丹，进入伊朗高原向东北行则至里海南岸地区。沿扎格罗斯向东南，经德尔城，可以进入埃兰首都苏萨；由苏萨向东是安山，向北是里海南岸。

2.对外贸易发展概况

亚述地区居民与域外物资交换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两河流域并不出产黑曜石，而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中部、东部、东北部和外高加索地区却盛产这种物品，[4]
 亚述地区的沙尼达和帕勒伽拉等遗址出土了一批由黑曜石制成的旧石器时代石器，它们是亚述地区居民与域外进行物资交换最早的证据。[5]


进入新石器时代，亚述地区居民与外部进行物品交换的证据更加丰富。公元前七八千年，辛贾尔山附近的马扎利亚形成了前陶新石器时代文化，其中一些石制工具由黑曜石磨制而成，它们是以原料的形式输入的。[6]
 公元前6500年至公元前6000年，耶莫地区也出现了来自凡湖地区的黑曜石。[7]
 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5000年，两河流域北部形成了哈苏纳彩陶文化，其中哈苏纳遗址发现了黑曜石石镞，[8]
 乌姆•达巴吉亚遗址发现了许多仓库，一般认为是山区的猎人与平原地区的农民储存用交换的物品的场所。[9]


乌鲁克文化时期，两河流域北部与外界的物品交换更加频繁。高拉遗址的墓穴里发现了大量随葬品，其中一座墓中发现的珠子达25000颗以上，珠子的材质有绿松石、玉、光玉髓、赤铁矿石、大理石、石英、天青石和花岗岩等。[10]
 这些外来的宝石是两河流域北部居民进行对外贸易的重要证据。

阿卡德王国时期，亚述地区的对外贸易继续发展。迪亚拉河流域的伽苏尔出土了大量泥板文书，反映了阿卡德王国时期亚述地区与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贸易情况。[11]
 在阿卡德王国国王萨尔贡的故事中，在布鲁什哈杜姆经商的阿淑尔商人曾恳求萨尔贡远征当地的王公，[12]
 而后者是阿淑尔城的宗主，这大概表明阿淑尔商人在阿卡德王国时期就已与安纳托利亚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

阿淑尔城邦时期，阿淑尔商人在安纳托利亚与叙利亚北部地区设立了大约35个商业据点，[13]
 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商业网络。阿淑尔商人的据点分为kārum
 和warbatum
 两类。kārum
 的本义是“码头”或“港口”，由于两河流域早期的货物运输大多依靠水运，码头成为商人聚集进行交易的重要场所，该词引申为“商业区域”。[14]
 尽管阿淑尔商人使用了kārum
 称呼他们的商业据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其建立在河畔。wabartum
 是阿淑尔商人在安纳托利亚设立的特殊商业据点，该词与“客人”有关，最初可能指“客栈”，后来才发展成商业据点。[15]
 wabartum
 一般从属于附近的kārum
 。商业据点的建立和商业网络的形成降低了长途贸易的风险，可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然而，公元前19世纪后期，卡涅什的商业据点却不知何故突然被毁。

阿淑尔城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贸易掌握在一些有实力的家族手中。家族的族长居住在阿淑尔城指导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贸易，家庭的一些男性成员或其代理人居住在商业据点，出售货物，并把利润送回阿淑尔城。阿淑尔的商人有时候也雇用家族以外的人员完成交易。阿淑尔城贸易的资本来自长期合伙人，投资人与他们的商业代理人签订契约（naruqqu
 ），并在约定的时间里分享利润。[16]


由运货驴子组成的商队是阿淑尔城商人运输商品的基本形式。通常情况下，每头驴驮运130米那锡或30件纺织品，经过五六周时间的跋涉才到达安纳托利亚地区。[17]
 到达目的地以后，阿淑尔商人不但卖掉锡和纺织品等商品，而且卖掉运输商品的驴子。锡是冶炼青铜的重要材料，是阿淑尔城向安纳托利亚输出的重要商品；它们的具体来源并不能确定，可能来自今乌兹别克斯坦或塔吉克斯坦，甚至泰国。[18]
 阿淑尔城向安纳托利亚输出的一部分纺织品来自阿淑尔城本地，大部分来自巴比伦尼亚。[19]


阿淑尔城与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贸易关系也十分密切。尽管巴比伦尼亚地区的羊毛和织物是阿淑尔商人输往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重要商品，但是，阿淑尔城输往两河流域南部的商品却不甚清楚。阿淑尔城邦国王伊鲁-舒马曾豁免巴比伦尼亚商人的债务，涉及毗邻波斯湾的沼泽、乌尔、尼普尔、阿瓦尔、基斯马尔和德尔等众多巴比伦尼亚城市。[20]
 由于上述城市并不是阿淑尔城邦的辖区，被伊鲁-舒马豁免的人员很可能是与阿淑尔商人进行贸易的巴比伦尼亚商人。

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统治时期，阿淑尔城与安纳托利亚、巴比伦尼亚地区的贸易十分频繁，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首先，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卡涅什被毁的商业据点又焕发了生机，其中一些wabartum
 发展成为kārum
 。[21]
 由于前者附属于后者，这大概意味着此间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其次，阿淑尔城与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埃什嫩纳、西帕尔等城市的贸易引人注目，[22]
 西帕尔城成为阿淑尔城与巴比伦尼亚地区贸易的中介。巴比伦尼亚向阿淑尔输出的商品是羊毛、大麦和银，[23]
 阿淑尔商人向西帕尔输出的商品是铜。[24]
 除了巴比伦尼亚人到阿淑尔城从事贸易外，一些阿淑尔商人也到西帕尔等地经商。[25]
 再次，国王对商业据点的管理方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城邦时期，阿淑尔城时常向商业据点派遣信使传达阿淑尔城的命令，但是，在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统治时期，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文献再也没有提到“（阿淑尔）城的信使”，[26]
 因为他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商业据点设置了专门管理商人或商业代理人的官职“商人的监督”。[27]
 阿淑尔城派往商业据点信使的消失与“商人的监督”的设置大概意味着国王对商人控制的加强，拉尔森甚至认为从事陆路贸易的商人需要持有许可证。[28]


二　中亚述时期的对外贸易

中亚述时期是亚述历史上材料相对较少的阶段，有关对外贸易的资料更是屈指可数，[29]
 我们只能对中亚述时期对外贸易情况做一个粗线条的描述。

1.开展对外贸易的前提条件

中亚述时期，亚述版图的扩大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从公元前14世纪中期起，亚述从底格里斯河中游河畔的城市国家发展成囊括了两河流域北部的区域性强国。河谷平原的种植业相对发达，而草原和山区地区则以养殖业为主，专业分工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大量剩余产品增加了可供用来交换的商品。

中亚述时期，亚述与西亚北非地区各国的频繁交往也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公元前2000年代后期是亚述、埃及、赫梯和巴比伦尼亚等西亚北非地区各大国博弈的时代，各国外交活动频繁促进了贸易的发展。[30]
 上文提到，在摆脱胡里安人羁绊的过程中，亚述曾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以厚礼交好埃及，以联姻的方式笼络加喜特王朝，与赫梯王国从东面和西北两个方向夹击米坦尼王国。随着亚述与各国友好关系的建立，亚述商人可以将对外贸易活动扩张到更广阔的地区。

2.对外贸易发展概况

随着版图的扩大，亚述贸易的对象呈现多元化，北面的纳伊利地区诸国、西北的哈梯地区、西面的埃马尔地区和南面的巴比伦尼亚都与亚述建立了贸易关系。据泰尔•阿尔-里马赫的一份文献记载，商人乌帕尔苏-马尔都克从纳伊利地区贩运的商品是一匹2岁的母马。[31]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时期，国王奉献神灵的雪松树脂来自哈梯地区。[32]
 据阿淑尔神庙里的一份关于铜来源的文献记载，该神庙获得的铜来自哈梯地区和埃马尔地区。[33]
 据《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史诗》记载，一些巴比伦尼亚商人因从事间谍活动而被逮捕。[34]
 尼努尔塔-库杜鲁-乌粟尔的铭文表明，特马和萨巴的商队曾到达幼发拉底河中游的欣达努地区。[35]
 在卡塔拉，一位名为萨里姆图的妇女从苏图部落购买了一头3岁的驴。[36]


中亚述时期，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商人与官员的关系十分密切。学界一般认为，阿卡德语tamkāru
 （语义符为dam.qar）就指商人、放贷者；[37]
 然而，萨波雷蒂在分析中亚述时期文献中的tamkāru
 后，指出此间他们仅仅扮演行商或者是出口商角色，而不再参与信贷活动。[38]
 一些商人直接为官员，甚至为国王本人服务。沙尔马纳沙尔一世时期，巴布-阿哈-伊狄纳是一位国王身边位高权重的官员，他雇用了大量人员处理私人事务，他的档案记录了西奇-伊拉尼、阿胡-塔伯、乌巴里苏-马尔都克等商人为他运输或购买织物、铜、锡、青铜器物和木材等物资的情况。[39]
 阿达德-尼拉里一世时期，一个北方行省的总督阿淑尔-阿哈-伊狄纳的多份文献记录了数量可观的锡。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时期，阿淑尔-阿哈-伊狄纳的孙子乌拉德-舍鲁阿可能也是一位行省总督，[40]
 曾购买大量的锡和大麦。[41]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曾通过商人购买哈梯地区的雪松树脂。[42]


中亚述时期，亚述与西亚北非地区诸国之间交换的礼物具有贸易性质。阿玛尔纳时代，西亚北非地区各国的使节（māršipri
 ）往来于各国宫廷之间，他们不但带来了本国国王的问候，而且带来了丰厚的礼物。[43]
 例如，亚述国王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在致埃及法老埃赫纳吞的信中写道：“你送给我一把（专门）为我制作的御椅、2匹（专门）为我饲养的白马、1把不是（专门）为我制作的椅子和一枚真正的天青石印章作为见面礼，这是一位伟大国王（应该送）的礼物吗？在你的国家，黄金多如泥土，俯拾皆是，你为什么吝啬它们呢？我正在建造一座新宫殿，送给我足够装饰它的黄金吧!”[44]
 亚述国王的抱怨表明，西亚北非地区诸强间的礼物交换绝不单纯的是为增进双方的友谊，而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贸易。[45]
 不过，无论亚述国王送给埃及国王的礼物，还是他们从埃及获得的馈赠，都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黄金及国王的其他御用之物。[46]


三　新亚述时期的对外贸易

新亚述时期，亚述疆域广阔，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出现了新特点。

1.进行对外贸易的前提条件

亚述的空前繁荣是广泛开展对外贸易的前提和基础。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亚述地区的农作物和牲畜生长良好，农产品价格低廉。阿淑尔巴尼拔时期，一篇铭文曾写道：“阿达德为我降下了甘露，埃阿为我打开了他的泉水。谷物的秸秆最高可达5库比特，每穗长达5/6库比特。（亚述）耕地上五谷丰登，果园里硕果累累。在我统治时期，（亚述呈现出）繁荣富强（的景象），在我统治的岁月，各种物资堆积如山，全国的物价是：（每舍克勒银子可以买）10伊麦如大麦或1伊麦如葡萄酒或2苏图油或1塔兰特羊毛。（亚述的）繁荣年复一年。”[47]
 除了供应本地居民消费外，剩余的农业产品可用来交换其他物品，因此，亚述农牧业为对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外扩张也促进了亚述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推动对外贸易活动的发展，新亚述诸王也像其阿淑尔城邦的先辈一样在被征服地区建立商业据点，一方面用来管理当地的对外贸易活动，另一方面用来征收税赋。亚述人首先在幼发拉底河中游和哈布尔河下游地区建立了商业据点，进而将其推广到叙利亚和腓尼基北部，最终使亚述的商业据点遍及地中海东岸和扎格罗斯山区。[48]
 随着亚述帝国的建立，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壁垒被打破，商人们可以更加自由地往来经商。

亚述管理对外贸易活动的官员称为“港口监督”，他在亚述的官僚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上文提到，征服埃及后，埃萨尔哈东任命了众多官吏管理被征服地区，其中之一便是“港口监督”。[49]
 “港口监督”最初可能由国家的财政总管兼任。一枚用来选举名年官的骰子上的铭文写道：“（这是）亚哈鲁的骰子，（他是）亚述国王沙尔马纳沙尔三世的财政总管、基普舒尼、库麦尼、麦赫拉尼、乌齐和雪松山的总督和‘港口监督’。”[50]
 新亚述时期的名年官表显示，亚哈鲁曾担任公元前833年的名年官。[51]
 公元前657年，“港口监督”拉巴西被任命为名年官。[52]
 由于没有证据表明拉巴西还兼任其他官职，我们断定在新亚述晚期“港口监督”可能已成为一个单独的官职。对外贸易的发展是促使国王设立“港口监督”的重要原因。

2.对外贸易政策

亚述奉行自由贸易的政策。在谈到与埃及的贸易时，萨尔贡二世说道：“我打开了封闭的埃及港口，把亚述人和埃及人混杂在一起，让他们一起进行贸易。”[53]
 埃萨尔哈东与推罗国王巴尔曾经就推罗人的经商问题签订了条约，条约规定：“亚述国王埃萨尔哈东把下列贸易港口和城市委托给他的仆人巴尔：（它们包括）阿科、道尔、到非力士人的全部地区、亚述境内所有的沿海城市、毕布勒斯、黎巴嫩、外国的所有城市以及亚述国王埃萨尔哈东的所有城市，巴尔（的商人）可以进入这些城市。”[54]
 这部条约表明，埃萨尔哈东授予推罗商人在亚述境内所有的城市和地中海沿岸港口经商的权利。巴比伦尼亚的秩序恢复后，埃萨尔哈东把巴比伦人送回了他们的故乡，他宣布：“我为他们打开了通向四方的道路，通过与各国建立贸易关系，他们（重新）确立了（他们的）重要地位。”[55]
 埃萨尔哈东所言不谬，他在另一篇铭文中曾写道：“巴比伦人（正在）把金、银和宝石卖给埃兰（人）。”[56]


不过，对于一些战略物资，亚述则严禁它们出口。例如，埃及不出产建造船队所需的优质木材，而叙利亚地区是古代西亚北非地区优质木材的重要产地，亚述禁止推罗商人将木材运到埃及。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派驻推罗的“国王的代表”库尔狄-阿淑尔-拉穆尔与推罗人谈判，其中一个条件是：“（你可以）把木材运下山来加工，（但是）不得把它们运到埃及和非力士地区。”[57]
 铁可以用来制作精良的武器，亚述禁止将其出售给敌人。萨尔贡二世曾在致贝尔-里科比的信中指责道：“你已经把胡扎扎变成了一个商业城镇，人们正在把铁卖给阿拉伯人牟利。”[58]


新亚述时期，国王重视商业的发展，有时通过占卜天象预测包括对外贸易在内的商业发展状况。在苏美尔—巴比伦尼亚天象占卜的基础上，亚述也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占星术体系，商业活动是其占卜的主要内容之一。例如，每天都有雾，[59]
 月亮初现时是红色的，[60]
 2月28日出现日食，[61]
 十一月降下冰雹，[62]
 商业将变得繁荣；然而，渡鸦进入太阳的轨道，[63]
 月亮在不合时宜的时间出现，[64]
 木星进入月亮的轨道，[65]
 月亮运动急促，[66]
 商业活动会变得萧条；不过，月亏之日风雨神怒吼，[67]
 月亏之日降雨，[68]
 半人马星座出现时闪烁，[69]
 商业将会比较稳定。

3.对外贸易的基本状况

新亚述时期，一些交通便利的城市成为商品集散地。一份商人交易备忘录记录了几个商品集散地的商品交易情况：“在□□□城内，他用5米那银子从□□□□手中购买了□□塔兰特铁；在哈兰城内，他用1米那银从阿淑尔城的一个铁匠手中购买了4塔兰特铁，他（买主——笔者）说：‘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总共用18米那银购买了75塔兰特铁。在卡尔胡城内，他用10[image: img]
 米那银从阿淑尔城的□□□□购买了301张染色的皮，他（卖主——笔者）本人需要把它们运到城门外。在哈兰城门内，他用6[image: img]
 米那银购买了3张染色的皮。（他）总共（购买了）304张染色的皮。在昆穆赫，他用2米那53舍克勒银购买了84张鞣制的皮，（他说：）‘我不知道商人的名字。’在哈兰城内，他用2米那10舍克勒银购买了8盒□□□□他说：‘我不知道商人（的名字）。’在哈兰城内，他用1米那10舍克勒银从巴比伦人巴拉苏手中购买了1塔兰特6米那□□宝石，他说：‘他正通过（城门）。’在哈兰城内，他用1米那23舍克勒银从一个阿拉米人手中购买了2件亚麻衣服，他说：‘我不认识他。’在哈兰城内，他用1/2米那银从一个昆穆赫人手中购买了5件亚麻长袍，他说：‘我不认识他。’在□□□□□他用1米那□□□□□银购买了4[image: img]
 米那黑色的羊毛和1/3米那红色羊毛。”[70]
 亚述本土的阿淑尔城和卡尔胡城、西部的重镇哈兰、西北部的要地昆穆赫等城市均是亚述的重要对外贸易中心，亚述、昆穆赫、阿拉米人和巴比伦尼亚等地的商人贩卖铁、皮革、宝石、羊毛和衣服等商品。

一些商人或商业代理人与政府关系十分密切，甚至成为王室的商业代理人。[71]
 他们被国王授予某些特权，有时会代替国家征收税赋。[72]
 为了完成任务，亚述商人甚至还可以指挥军队。[73]
 具有官方背景的商人买卖的商品主要有奴隶、马匹、金属和其他奢侈品。其中，马匹的输入引人注目。[74]
 新亚述时期，骑兵成为亚述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75]
 然而，亚述本土不产马，军用马匹基本上靠外地输入，购买马匹成为与亚述官方关系密切的商人的重要使命。一些商人可能专司买马，因此获得了“马商”（tamkārēsīsē
 ）的称号。[76]


新亚述时期，私人组织的商队（harrānu
 ）十分活跃，商队的组织者称为“商队头领”（bēl harrāni
 ）。亚述人，尤其是阿淑尔城的居民，把手中的钱财借给一个或多个“商队头领”，后者接受一个或多个人的钱财，再加上其自有的资本，组织商队进行贸易。有些借款只付很低的利息，有的则不需要付任何利息，而有关人员可能在贸易结束后分享收益。[77]
 对于投资人而言，“商队头领”是商队的组织者；对于其贸易对象，“商队头领”的身份应该是商人或商业代理人。

随着对外贸易活动的发展，亚述商人还形成了自己的计量标准。新亚述时期，主要的支付手段是银、铜、金和青铜等金属，其中以银为最多。米那是亚述常用的计量单位，除了国王或国家的米那和卡尔赫米什的米那外，亚述商人还形成了“商人的米那”（ma.naša
 lú
 dam.qar）。[78]


第二节　关税

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关税征收的内容与方式。古亚述时期，尤其是阿淑尔城邦时期，对外贸易发达，关税制度特点鲜明，我们将其单独考察；而中亚述时期和新亚述时期对外贸易没有明显的差别，课税的情况十分类似，我们将其合在一起进行考察。

一　古亚述时期的关税

安纳托利亚地区出土的古亚述文献提到了许多种税赋，主要有阿淑尔城邦征收的出口税（[image: img]
 ）、商业据点向寄存货物的商人课征的šadduâtum
 税、十分之一税（išrātum
 ）以及安纳托利亚地区王公征收的nishātum
 税、[79]
 向商队的人员征收的qaqqadātum
 税[80]
 等。此外，阿淑尔商人还要向商业据点交纳mētum hamšat
 （5％）和dātum
 。需要指出的是，安纳托利亚王公征收的nishātum
 税和qaqqadātum
 税不是亚述税收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们不属于我们研究的对象；mētum hamšat
 和dātum
 是商人的投资的份额，它们也不在我们的考察之列。

（一）wāītu税

1.词源与发展演变


wā
 [image: img]
 ītu
 ，也拼作ā
 [image: img]
 ītu
 或ā
 [image: img]
 û
 ，来源于动词wa
 [image: img]
 ā
 ’um
 或a
 [image: img]
 ā
 ’um
 （离开，出发）。wā
 [image: img]
 ītu
 的本义为“出去、（建筑物的）出口、（排水）沟渠、（衣服等的）开口”等，引申为“出口税、向外开出的军队”等。[81]
 在亚述文献中，wā
 [image: img]
 ītu
 的主要拼写方式有wa-
 [image: img]
 í-sú
 ，wa-
 [image: img]
 í-tí
 ，wa-
 [image: img]
 í-tám
 ，wa-
 [image: img]
 í-tum
 ，a-
 [image: img]
 í-tú
 ，a-
 [image: img]
 í-tu
 4
 等。

在不同历史时期，wā
 [image: img]
 ītu
 的用法和意思存在很大的差异。wā
 [image: img]
 ītu
 最早出现于阿淑尔城邦时期，尤其是安纳托利亚地区商业据点的文献中，主要指商队在离开阿淑尔城时缴纳的税收。古巴比伦时期以后，wā
 [image: img]
 ītu
 大多指“（排水）沟渠、（衣服等的）开口”等。[82]


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商业据点被摧毁后，wā
 [image: img]
 ītu
 税一度从阿淑尔文献中消失了；新亚述时期，wā
 [image: img]
 ītu
 再次出现在亚述文献中，不过，其意思并不清楚。其中，阿淑尔城的副祭司和阿淑尔市长在致埃萨尔哈东的一封信中写道：“致国王我们的主人：（我们是）您的仆人副祭司穆塔基尔-阿淑尔和您的仆人市长伊萨尔-纳狄。祝国王我们的主人身体健康!愿阿淑尔和埃沙拉保佑国王我们的主人!伊图（士兵）的指挥官比比亚与伊图（士兵）指挥官的副手逗留在‘内城’门外，一起吃面包，饮酒，挥霍‘内城’的wā
 [image: img]
 ītu
 。”[83]
 这封信是目前已知新亚述时期唯一提及wā
 [image: img]
 ītu
 的文献，然而，由于其历史背景不详，我们无法断定其确切内容。

2.课税的机构


wā
 [image: img]
 ītu
 税征收的地点一般是市政厅。古亚述时期，尤其在阿淑尔城邦时期，市政厅是一个多功能的机构，主要包括审核商品的重量和体积、测定金属的纯度、储存和售卖大麦、监督出口商品的交易、保管阿淑尔神的财物以及城邦档案等。[84]
 阿淑尔城的出口商品在市政厅有关官员的监管下进行交易，[85]
 然后，还要盖上市政厅的印章，[86]
 因此，阿淑尔城的wā
 [image: img]
 ītu
 税可以说是一种印花税。[87]


名年官是阿淑尔城市政厅的负责官员，相应也是税wā
 [image: img]
 ītu
 征收的主要官员。例如，一封商业信函提到了交付wā
 [image: img]
 ītu
 税的情况：“我的代理人写信给我说：‘我们已经交付了名年官阿淑尔-丹4米那43舍克勒银。我们还付给名年官舒-胡布尔1[image: img]
 米那银子作为天青石的价钱，付了3米那1舍克勒银作为舒-胡布拉房屋的价钱。我们还从你托付给我作为wā
 [image: img]
 ītu
 税的1米那5舍克勒银中取出5舍克勒银付给了名年官阿淑尔-达米齐。”[88]
 另一封信写道：“名年官舒达亚向我要银子，他说道：‘你至少欠1米那银子的wā
 [image: img]
 ītu
 税。’”[89]


除了名年官外，一个被称为mū
 [image: img]
 i
 ’um
 [90]
 的官员也参与wā
 [image: img]
 ītu
 税的征收。一个名为拉玛斯的妇女在与其驻卡涅什的丈夫普舒金的通信中写道：“（阿淑尔）城的羊毛很贵，你把1米那银子交给我后，我（用它）购买了羊毛。关于你给我交wāītu
 税的1米那银子，mu i
 ’um
 要求我给他；我担心（这会损害）你的利益，而没有给他。我说：‘让名年官来这里，让他（从）这所房子里带走（它）。’”[91]


3.税率


wā
 [image: img]
 ītu
 税的税率一般为1∶120，通常向商人直接征收银子。阿淑尔-伊狄是一位驻卡涅什城的商务代表，他在致雇主的信中多次提及交纳wā
 [image: img]
 ītu
 税的情况。阿淑尔-纳达在致阿淑尔-伊狄的信中写道：“阿淑尔-丹已带着6米那精炼银子奔你而去，它的šaddū
 ’utum
 税已从你共有资金中扣除了。他已交付了3舍克勒银子的wā
 [image: img]
 ītu
 税。”[92]
 6米那可换算为360舍克勒，因此，这宗货物的出口税为1∶120。阿淑尔-伊狄在致阿淑尔-塔克拉库的信中也提到了缴纳wā
 [image: img]
 ītu
 税的情况：“阿淑尔-伊狄对阿淑尔-塔克拉库说：‘3件薄织物、2件什里普库（šilipkš
 ）[93]
 织物、4件塔库什塔乌（takuštāu
 ）[94]
 织物、2件衣服，总共11件织物，价值为1米那5/6舍克勒银子，其中1/2舍克勒（银子）是wā
 [image: img]
 ītu
 税。’”[95]
 这宗货物的wā
 [image: img]
 ītu
 税税率也是为1∶120。

（二）šaddū’utum税

1.词源


šaddū
 ’utum
 来源于动词nadû
 （扔、放下、加（税）等）的Š态，指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阿淑尔商业据点当局向商人征收的一种税赋，[96]
 它是古亚述时期特有的税种。在亚述文献中，šaddū
 ’utum
 的主要拼写方式有ša-du-atum
 ，ša-du-a-tam
 ，ša-du-a-tim
 ，ša-du-a-tám
 ，ša-du-e-tim
 ，ša-du-a-tí-im
 ，ša-du-ú-tum
 ，ša-du-wa-sú
 ，ša-du-a-sú
 ，ša-du-i-tí
 ，ša-du-i-tí-a
 ，ša-du-a-su
 ，ša-du-a-at
 等。

2.类别


šaddū
 ’utum
 税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向储存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商业据点仓库里的货物征收的税赋，另一类是向赴阿淑尔城购买商品的钱财征收的税收。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商人把获得的钱财送回阿淑尔城购买商品，这些钱财的šaddū
 ’utum
 税在其送到阿淑尔城前征收。例如，一份运送钱财的协议规定：“我把盖有商人印章的2米那优质pašallu
 [97]
 金和13米那银子委托给了库祖姆和阿布-沙里姆，他要把它们带到商人的代理人（所在）的地方。关于上述金银，它的nishātu
 税已包括在内，它的šaddū
 ’utum
 税已支付。”[98]
 这里提到的šaddū
 ’utum
 税属于前一类情况。阿淑尔商人阿淑尔-纳达在致父亲阿淑尔-伊狄的信也提到了šaddū
 ’utum
 税：“阿淑尔-纳达对阿淑尔-伊狄说：‘10米那精炼的银子，它的nishatu
 税已添加，它的šaddū
 ’utum
 税已支付，阿淑尔-丹已带着它奔你而去。（你要）购买优质的锡，把它送给我。’”[99]
 这封信提及的šaddū
 ’utum
 税属于后一类情况。

3.课税的方式


šaddū
 ’utum
 税一般由商业据点的书吏征收，小商业据点则可能委托商人代收。一封涉及征收šaddū
 ’utum
 税的信件表明，收取该税的是商业据点的书吏：“库扎鲁姆致阿淑尔-纳达和伊什塔尔-皮拉赫：当书吏库拉来征收šaddū
 ’utum
 税时，他们已把šaddū
 ’utum
 税加到我要运走的（商品）上。□□□□伊什塔尔-皮拉赫商队的商品已征过šaddū
 ’utum
 税了。为了使我不至于重复缴纳šaddū
 ’utum
 税，我亲爱的父亲和主人们（应该）与那里的商业据点对质。”[100]
 在较小的商业据点沙拉图瓦尔，šaddū
 ’utum
 税被委托给交纳dātum
 商人征收：“从今天起，你要按照每塔兰特1米那的税率来征收šaddū
 ’utum
 税，你送来每米那银的一半（即可），另一半可作为你（征税）的花销。”[101]


向安纳托利亚地区商业据点储存的货物征收的šaddū
 ’utum
 税一般在商业据点征收，征收的一般是实物。例如，一份记录商品交易的文献写道：“我收到了储存在商业据点布鲁什哈杜姆的仓库里的4塔兰特28米那铜，我还在那里储存了1件库塔奴（kutānu
 ）织物。来自商业据点的伊丁-伊什塔尔征收了2米那铜（作为商品）的šaddū
 ’utum
 税。”[102]
 又如，一位阿淑尔商人在致其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商业代理人的信中写道：“阿淑尔-卡什在致阿淑尔-纳达和兹库尔-伊里的信中写道：‘比尼马-阿胡姆给我送来52件库塔奴织物和2头黑驴，（其中）2[image: img]
 件库塔奴织物（是wā
 [image: img]
 ītu
 税），你需要用10舍克勒银子来补偿。因为（你拥有）3件库塔奴织物的购买优先权，你在库房里收到的1[image: img]
 舍克勒银子□□7[image: img]
 件库塔奴织物被拿走交šaddū
 ’utum
 税了。’”[103]


4.税率

一般情况下，šaddū
 ’utum
 税的税率是1∶60。例如，卡涅什商业据点的一封信中写道：“按照每米那1舍克勒银子的税率交纳šaddū
 ’utum
 税是你的义务。”[104]
 又如，阿淑尔-塔克拉库在其兄弟阿淑尔-纳达的一封信中写道：“13舍克勒银是13米那银的šaddū
 ’utum
 税。”[105]


但是，1∶60的税率并不是šaddū
 ’utum
 税唯一的税率，一些文献还提到了其他税率。例如，阿淑尔-塔克拉库在致其兄弟阿淑尔-纳达的一封信中却提到另一种税率：“你给我运来了10件lubiru
 织物和2件带毛的皮革。按照每件8舍克勒的价格，（所有织物）的价值是1[image: img]
 米那，再加上皮革的价值的4舍克勒，（上述货物的价值是）1[image: img]
 米那4舍克勒，其中1舍克勒是šaddū
 ’utum
 税。”[106]
 这封信中提到的šaddū
 ’utum
 税税率是1∶84。一位商业代理人在致其货主的信中写道：“我已按每米那1舍克勒（的标准）为你储存在商业据点的仓库的（商品）交了我的šaddū
 ’utum
 税，我拿到了（完税）清单；他们却说：‘（你要）按每米那3舍克勒的（标准）缴纳卡涅什商业据点的šaddū
 ’utum
 税。’”[107]
 显然，1∶60是常见的税率，相关人员却要求按1∶20的税率课税。

（三）išrātum税

1.词源及发展演变


išrātum
 ，也拼作ešrātum
 ，源于数词ešer
 /ešertu
 “十”，[108]
 既可以指向商人征收的一种税赋，通常是货物的1/10，也可以指生意中货值的1/10份额。[109]
 在亚述文献中，išrātum
 的主要拼写方式有iš-ra-ti
 ，iš-ra-tum
 ，iš-ratim
 ，iš-ra-at
 、zag.10和10-gín等。

古巴比伦时期，一些文献也曾提及išrātum
 税（通常拼写为zag.10），征收的物品主要用来奉献神灵。伊辛国王伊什美-达甘曾在王室铭文中宣布豁免了“苏美尔与阿卡德人的zag.10税”。[110]
 拉尔萨王国赴狄尔蒙进行贸易的商人需要交纳išrātum
 税，其中一份交纳išrātum
 税的文献写道：“1塔兰特53[image: img]
 米那3舍克勒铜、2/3米那2舍克勒象牙、4卡5舍克勒白色珊瑚、3 卡10舍克勒□□□□□1个大□□□□1个小□□□□2串腰子形的红玉髓珠子来自皮克-伊什塔尔的女儿阿玛特-宁伽尔；1/6（舍克勒）7乌塔图银子来自赴狄尔蒙的长途贸易。（以上是敬献）女神宁伽尔的zag.10。”[111]
 古巴比伦时期的išrātum
 税类似中世纪时期西欧居民向教会交纳的“什一税”。

古巴比伦时期以后，无论巴比伦尼亚的文献还是亚述文献均不再提及išrātum
 税。

2.课税的对象


išrātum
 税是卡涅什的商业据点根据阿淑尔城当局的命令向经营铁等当时十分稀有金属的商人征收的税赋。卡涅什的商业据点当局曾向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各个商业据点传达阿淑尔城征收išrātum
 税的命令：“卡涅什的商业据点给交付dātum
 的人、我们的使节、每一个商业据点和每一个商栈的命令（是）：‘一块来自（阿淑尔）城的泥板到了，（阿淑尔）城泥板（的内容）是：从即日起，所有购买铁的人都要对（阿淑尔）城公布收益，卡涅什商业据点将收取išrātum
 税，这是他们的义务。当你们收到这块泥板时，你们要在一块泥板上记下拥有铁的商人及其父亲的名字，不管他将携带的铁卖给了（当地）宫廷，还是卖给了（当地）宫廷的随从，抑或是因为没有出售仍然留在自己手中。（我们）随我们的使节寄去了这块泥板，（你们要）给每个商业据点和商栈寄一份我们的泥板，并记下出售铁的商人的名字。’”[112]
 铁在新亚述时期属于稀有的金属，[113]
 阿淑尔城邦可能以课税的方式限制铁的出口。


išrātum
 税课税的商品并不局限于稀有金属铁，还包括一些织物。阿淑尔商人阿淑尔-纳达与其他三人达成的关于投资织物的协议规定：“（我们要）在卡涅什预留4舍克勒银子作为išrātum
 税。”[114]
 库鲁马亚在其合作伙伴普舒-肯的信中写道：“关于išrātum
 税，他们没有认识到（应该预留）。”[115]


3.课税的方式


išrātum
 税由卡涅什行政管理机构派出的使节征收。卡涅什商业据点的书吏不但向商业据点传达了阿淑尔城当局征收išrātum
 税的命令，而且规定了该税的征收方式：“卡涅什的商业据点向交纳dātum
 的人、我们的使节库里亚、库布尔纳特、哈纳克纳克、提什穆尔纳在一个整季节的商业据点（发布）的命令：‘在你接到我们的泥板之日，你要在我们的使节库里亚面前拿出“阿淑尔神之剑”，命令所有运输铁的人都到那里，无论他是已经将它卖给了（当地）宫廷，还是没有售出而仍然留在手中，交纳išrātum
 税以及按照每米那1舍克勒银子的标准交纳šaddū
 ’utum
 税是他们的义务，让库里亚（当场）带走它。’”[116]


二　中亚述和新亚述时期的关税

1.miksu
 的词源及发展演变


miksu
 来源于动词makāsu
 ，后者具有双重意思：作为普通用语，makāsu
 指“提取（收获物的）一部分”；作为专门术语，它指“收取税收”；与之相对应，miksu
 也有双重意思：作为普通用语，它主要指“份额”，作为专门术语，它主要指“税收”。[117]
 在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对照表中，miksu
 对应的苏美尔语是níg-kud-da。[118]
 在亚述文献中，miksu
 的主要拼写方式有miik-si
 ，me-ek-si
 和mi-ik-se
 等。

作为国家征收的税赋，miksu
 最早出现在古巴比伦时期，主要指农业和商业等领域的税赋。例如，古巴比伦时期的一封书信写道：“建筑工人未经许可耕种了王室的土地，（你）要根据它们的产量向他们征miksu
 税。”[119]
 古巴比伦时期，一份商人向宁伽尔神庙交税的清单写道：“米尔库-达努姆（贩运了）麦鲁哈的穆什扎（muš.za）宝石、8块吐哈鲁姆（tuharum
 ）宝石，他自狄尔蒙返回后就向宁伽尔女神缴纳了（获利的）1/10，这是每个商人都（应）向宁伽尔神庙敬献的miksu
 税。”[120]
 阿米萨杜卡时期，西帕尔的一份税收清单写道：“舒穆里比什带进西帕尔-亚赫鲁鲁姆门14头驴子，税吏征收了他1/2舍克勒银子。”[121]


沙马什-阿达德一世时期，一些文献中也提到了miksu
 税，但是，它课征的对象不是很明确。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在致其子亚斯马赫阿杜的信中写道：“关于你在信中提到的税吏的任命，你不要再为那个城镇委派任何税吏了，（因为）税吏辛拉比已经收了他们的miksu
 税。那城镇不归吐吐尔（市长）管辖，（而）归舒巴特-恩利尔（市长）管辖。你不要（再跟我）讨论那个城镇居民（的税收）了。”[122]
 信中提到的税吏在城镇征收miksu
 税，它既可以是该城镇辖区内的农业税，也可能是商业税。

中亚述时期，miksu
 税既可以笼统地指一切税赋，也可以指对外贸易的关税。上文提到，在泰尔•比拉出土的破损文献中，miksu
 在šibšu
 之前做表示税收的指示词，这表明该词可以指所有的税赋。然而，在一篇疑为税收记录的破损文献中，miksu
 税显然指关税。该文献写道：“一匹来自纳伊利地区两岁马的miksu
 税是50米那锡，商人乌巴里苏-马尔都克把它从纳伊利地区运给了沙达纳之子阿布-塔伯和沙马什-阿赫-埃里什之子卢拉玉。税吏检查并课征了税，他们的miksu
 税已经交纳……”[123]
 上述文献提及的马匹来自两河流域外的纳伊利地区，相关税吏征收的miksu
 税应该属于关税。

新亚述早期，miksu
 税仍然可以指广义的税收。泰尔•比拉出土的一篇破损的文献写道：“他们要负担šibšu
 税和nusāhē
 税。”（mi-ik-se
 še.in.nu še.nu-sa-he i-du-nu
 ）。[124]
 上文提到，新亚述时期的秸秆税和谷物税分别用šibšu
 和nusāhē
 来表示，这里的miksu
 用作指示词表示税收。泰尔•比拉出土的文献大致可以确定在公元前874年到公元前830年之间，[125]
 这里的miksu
 税显然延续了中亚述时期以来其通用的意思。

不过，沙尔马纳沙尔三世以后，miksu
 税可能跟农业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只局限在对外贸易领域。亚述国王通常在豁免赋役的敕令中写道：“我豁免了他们的šibšu
 税和nusāhē
 税以及在我的国土上的港口和渡口的miksu
 税。”[126]
 在这份文献中，šibšu
 税和nusāhē
 税与港口和渡口的（通行）miksu
 税并列，这表明miksu
 可能不再适用于大麦税和秸秆税等农业税，而局限于对外贸易领域的关税。

新巴比伦时期与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miksu
 税仍然是向经过收税点（bītmiksi
 ）、使用渡口或通过桥梁的商人征收的一种税赋。新巴比伦时期的税官称为rab kārišarri
 ，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的税吏称为rabmiksi
 ；尽管商人贩运大蒜和大麦等商品，但是，他们支付的miksu
 税多数是银子，只有极个别的商人交付的是运输的商品。[127]


2.征税机构

负责miksu
 税稽征的税吏称为mākisu
 ，它也源于动词makāsu
 。[128]
 最初，mākisu
 可能泛指所有税种的税吏，中亚述以后，它才仅仅指关税税吏。中亚述时期，一些记录征税的文件提及了多位税吏。例如，在库里什纳什城，一位名为乌伯鲁的人从一个苏图部落中购买了一只绵羊，税吏西里-伊底歌拉特征了他的税。[129]
 在同一个城市，伊塔伯什-登-阿淑尔任名年官之年，一位名为萨里姆图的女人从一个苏图牧人手中购买了一头3岁的驴，税吏辛舒穆-来舍尔的人见证了他们的交易，并征收了她的税。[130]
 在阿淑尔城，一位名为库塔里-沙马什的人从一个名为伊克苏的人手中购买了60件衣服，一位没具名的税吏征收了税。[131]


亚述税吏的上司称为“税收总管”（rabmākisi
 ）。[132]
 据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的一篇王室铭文记载，一位名为尼奴阿雅的名年官的父亲阿淑尔-阿普鲁-里什尔的身份是“税收总管”。[133]
 由于缺乏相关的历史背景，我们不能确定他是行省总督的下属还是直属国王的朝廷官吏。由于这位官吏并未出现在亚述的名年官表中，我们可以肯定他并未在亚述官僚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尽管亚述在行省设置了税吏mākisu
 ，但是，他们可能并不受所在行省总督的节制，而是直接对国王负责。[134]
 苏帕特总督贝尔-里科比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谁是在那里售卖的商人？三个人（分别）是阿塔的长老□□□□□□□□□□□□我们正在那里储备葡萄，已经购进20或30伊麦如，正（准备）把它们卖给阿拉伯人。我（只）把铁卖给了强制移民，（只把）铜卖给了阿拉伯人。我以国王我的主人的神灵的名义发誓，我正在苏帕特，我只在胡扎扎卖了30伊麦如葡萄。国王我的主人应该让我对此负责。（他们已在）苏帕特城门委派了一个税吏，现在他们又要把（他的）副手安置在胡扎扎城。阿拉伯人正在离去，不再来了，因为他们害怕了。我难道还不如一位税吏对国王我的主人忠诚吗？”[135]
 上述文字表明，税吏可以不经过总督直接向国王报告行省的贸易状况。胡扎扎城税吏的任命表明，税吏的任命权并不在行省总督手中。公元前661年，一份疑为向阿淑尔神庙交纳供品的清单写道：“□□□1（匹）马来自魁省的税吏狄里尔-伊萨尔□□□□□□□□”[136]
 这位税吏独自向国家保护神奉献供品也表明，他可能直接对国王负责。

国王派驻附属国的“国王的代表”也可以任命税吏征收miksu
 税。亚述驻推罗的“国王的代表”库尔狄-阿淑尔-拉穆尔在致国王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的信中写道：“关于推罗的统治者，国王提到的‘你要心平气和地跟他说话’，所有的码头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他的臣民可以自由地出入商品交易场所（bīt kārāni
 ），自由地进行买卖。黎巴嫩山（也）在他的掌控之中，他们可以随意地上山下山，并运走木材。我向所有向山下运木材的人课miksu
 税，我向靠近黎巴嫩山的所有港口都派驻了税吏，他们正（严密地）监视（所有的）港口。西顿人驱逐了我派遣到西顿的税吏，现在我派了伊图族（士兵）分队到黎巴嫩山，他们使（当地）人害怕了；后来，他们写信给我说他们已把税吏送回西顿了。”[137]


亚述派驻港口的“港口监督”可能也负责征税。一位驻阿尔瓦德的官员伊提-沙马什-巴拉图在致埃萨尔哈东的信中反复提及阿尔瓦的国王伊基鲁阻碍亚述的船只进入该国的港口，因此，他可能是一位“港口监督”。[138]
 伊提-沙马什-巴拉图在给埃萨尔哈东的信中写道：“除了国王我的主人外，我不会给任何人一个甚至半个舍克勒银子。”[139]
 伊提-沙马什-巴拉图在这里强调交给国王的银子可能是向进入港口的船只征收的miksu
 税。[140]


3.课税方式

中亚述时期的文献并未涉及miksu
 税的课征方式，新亚述时期，miksu
 税可能在港口（kāru
 ）、渡口（nēberu
 ）和城门（abullu
 ）征收。多位国王的豁免赋役的敕令提到了miksu
 税豁免的情况。据“阿淑尔宪章”记载，萨尔贡豁免了阿淑尔城居民的港口税（miksi kāri
 ）。[141]
 阿淑尔巴尼拔的敕令规定：“他们不需要缴纳港口和渡口（通行）税（miksi kāri nēbiri
 ）……”[142]
 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的敕令规定：“他们不需要缴纳在陆地和水上的港口、渡口和城门（的通行）税（miksi kāri nēbiri abulli inamāti hirit
 ）……”[143]


迄今为止，由于缺乏相关的文献，miksu
 税的税率尚不得而知。

总起来说，亚述具有发展对外贸易的客观要求和有利条件。亚述地区的自然资源种类不全，金属矿藏、优质石材和木材等自然资源大多需要从域外输入，具有开展对外贸易的客观要求。亚述地区扼守两河流域的重要商道，具备发展对外贸易的优越地理条件。

不过，在不同时期，亚述的对外贸易差别非常大，既有出口税，又有进口税，还有对特殊商品的课税。古亚述时期，对外贸易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关税制度比较完善；中亚述和新亚述时期，由于附属国的进献贡赋和军事掠夺，对外贸易的作用下降，官方色彩的对外贸易所占的比例上升，关税变得较为单一。

在不同时期，亚述的关税征收的方式有很大差异。阿淑尔城邦时期，关税由名年官、商业据点的书吏和使节等人员在阿淑尔城市政厅或其商业据点征收；而中亚述和新亚述时期，关税由税吏、“国王的代表”和“港口监督”等人员在商业据点、渡口和城门口等处征收。

在不同时期，关税在亚述财政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古亚述时期，尤其是阿淑尔城邦时期，各种关税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城邦的国库。中亚述时期，关税与亚述财政的关系不详。但是，新亚述时期，行省税吏不对相关总督负责和国王的代表在附属国征收关税的情况表明，无论行省课征的关税还是从附属国征收的关税，都进入了国王的个人财务体系。




[1]
 mahīru既可以指商业活动，还可以指商品交易的价格等。CAD M/1，pp.92-97.


[2]
 古代西亚地区的商品交易税可能是从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开始征收的，最初课税的商品是巴比伦尼亚的奴隶。参见M.W.Stolper，“Registration and Taxation of Slave Sales in Achaemenid Babylonia”，ZA，Vol.79，No.1（1989），p.92。


[3]
 Geoges Roux，Ancient Iraq，pp.13-15；A.TubaÖkse，“Ancient Mountain Routes Connecting Central Anatolia to the Upper Euphrates Region”，AnSt，Vol.57（2007），pp.35-45.


[4]
 E.E.Frahm，The Bronze-Age Obsidian Industry at TellMozan（Ancient Urkesh），Syria：Redeveloping Electron Microprobe Analysis for 21st
 Sources Research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Obsidian Use and Exchange in Northern Mesopotamia after Neolithic，PhD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2010，pp.812-832.


[5]
 Petr Charvát，Mesopotamia before History，pp.1-2.


[6]
 杨建华：《两河流域史前时代》，第34页。


[7]
 ［英］塞顿•劳埃德：《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第25页。


[8]
 同上书，第58页。


[9]
 同上书，第59页。


[10]
 同上书，第72页；杨建华：《两河流域史前时代》，第197页。


[11]
 ［英］塞顿•劳埃德：《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第132页。


[12]
 L.L.Orlin，Assyrian Colonies in Cappadocia，p.228.


[13]
 K.R.Veenho，f“Archives of Old Assyrian Traders”，in Maria Brosius，ed.，Ancient Archivesand Archival Traditions：Conceptsof Record-Keeping in the AncientWorld，p.78.


[14]
 CAD K，pp.231-235；M.T.Larsen，Assyrian City Stateand Its Colonies，p.236；L.L.Orlin，Assyrian Colonies in Cappadocia，p.25.国外学者往往称其为“殖民地”（colony）。阿淑尔商人建立的据点只是商人进行贸易的场所，并未获得完全的独立，因此，笔者将其称为“商业据点”。


[15]
 A.Kuhrt，“The Old Assyrian Merchants”，H.Parkins and C.Smith，eds.，Trade，Traders and the Ancient C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22.


[16]
 M.T.Larsen，“Partership in the Old Assyrian Trade”，Iraq，Vol.39，No.2（1977），pp.119-145.


[17]
 H.Oguchi，“Trade Routes in the Old Assyrian Period”，Al-Rāfidān，Vol.20（1999），pp.85-106.


[18]
 J.G.Dercksen，Old Assyrian Institutions，p.17.


[19]
 K.R.Veenhof，Aspects of Old Assyrian Trade and Its Terminologies，pp.98-102.


[20]
 RIMAⅠA.0.32.2：49-65.


[21]
 M.T.Larsen，Assyrian City-State and Its Colonies，pp.239-240.


[22]
 W.F.Leemans，Foreign Trade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As Revealed by Texts from Southern Mesopotamia，Leiden：E.J.Brill，1960，pp.96-98.


[23]
 W.F.Leemans，“Old Babylonian Letters and Economic History：A Review Articlewith a Digression on Foreign Trade”，JESHO，Vol.11，No.1（1968），pp.179-180.


[24]
 W.F.Leemans，Foreign Trade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As Revealed by Texts from Southern Mesopotamia，pp.101-102.


[25]
 C.Walker，“Some Assyrians at Sippar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AnSt，Vol.30（1980），pp.15-22.


[26]
 M.T.Larsen，Assyrian City-State and Its Colonies，p.273.


[27]
 W.F.Leemans，“Old Babylonian Letters and Economic History”，JESHO，Vol.11，No.1 （1968），p.199.


[28]
 M.T.Larsen，Assyrian City-State and Its Colonies，p.221.


[29]
 C.F.Monroe，Scales of Fate：Trade，Tradition，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ca.1350-1175 BCE，PhD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0，p.234.


[30]
 西亚北非地区的各国不但禁止敌国的商人在自己的国家经商，而且敦促自己的友邦阻止敌国商人的商业活动。加喜特国王布尔纳-布里亚什在给埃及国王埃赫那吞的信中写道：“关于亚述的臣民，并不是我把他们派到你那里的。他们为什么能自作主张去了你的国家？如果你爱我，不要让他们在那里做生意，而是把他们送还给我。”W.L.Moran，The Amarna Letters，EA 9：31-35.哈梯国王图德哈里亚与阿穆如国王沙乌什伽-穆瓦的条约中规定：“由于亚述国王是我的陛下的敌人，他也将是你的敌人。你的商人不要去亚述，你也不要让它的商人到你的国家经商。”Gary Beckman，Hittite Diplomatic Texts，17：iv 6-iv 11.


[31]
 D.J.Wiseman，“The Tell al-Rimah Tablets，1966”，Iraq，Vol.30，No.2（1968），TR.3019：4-5.


[32]
 C.F.Monroe，Scales of Fate：Trade，Tradition，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ca.1350-1175 BCE，p.236。


[33]
 MARV 3 19.


[34]
 B.R.Foster，From Distant Days：Myths，Tales，and Poetry of AncientMesopotamia，p.182：209-229.


[35]
 J.N.Postgate，“Some Latter Days Merchant Aššur”，M.Dietrich and O.Loretz，hrsg.，Vom alten Orient zum alten Testament：Festschrift für Wolfram Freiherrn von Soden zum 85 Geburtstag am 19 Juni 1993，p.405.


[36]
 H.W.F.Saggs，“The Tell al-Rimah Tablets，1965”，Iraq，Vol.30，No.2，（1968），TR.2059.


[37]
 CAD T，pp.125-140.


[38]
 C.Saporetti，“La Figura del tamkāru nell’Assiria del[image: img]
 secolo”，SMEA，Vol.18（1977），pp.93-101.


[39]
 C.F.Monroe，Scales of Fate：Trade，Tradition，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ca.1350-1175 BCE，pp.236-238.


[40]
 J.N.Postgate，The Archiveof Urad-Šerūa and His Family：AMiddle Assyrian Household in Government Service，pp.viii-xiii.


[41]
 C.F.Monroe，Scales of Fate：Trade，Tradition，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ca.1350-1175 BCE，pp.238-239；J.N.Postgate，“System and Style in Three Near Eastern Bureaucracies”，in S.Voutsakiand J.T.Killen，eds.，Economy and Politics in theMycenaean Palace States，Cambridge：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2001，pp.191-194.


[42]
 C.F.Monroe，Scales of Fate：Trade，Tradition，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ca，1350-1175 BCE，p.236.


[43]
 T.Bryce，Lettersof the Great Kingsof the Ancient Near East：The Royal Correspondenceof the Late Bronze Age，London：Routledge，2003，p.89.


[44]
 W.L.Moran，The Amarna Letters，EA 16：9-18.


[45]
 T.Bryce，Letters of the Great Kingsof the Ancient Near East：The Royal Correspondence of the Late Bronze Age，p.94.


[46]
 T.Bryce，Letters of the Great Kingsof the Ancient Near East：The Royal Correspondence of the Late Bronze Age，pp.89-92.


[47]
 A.C.Piepkorn，Historical Prism of Inscriptionsof Ashurbanipal I，B：i27-38.原文的翻译并未给出银子的数目，本书所引的译文参考了J.D.霍金斯的翻译。J.D.Hawkins，“Royal Statements of Ideal Prices：Assyria，Babylonian and Hittite”，J.V.Canby et al.，eds.，Ancient Anatolia：Aspects of Change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Essays in Honor ofMachteld J.Mellink，Madison：The University ofWisconsin Press，1986，p.95.


[48]
 Shigeo Yamada，“Kārus on the Frontiers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Orient，Vol.40（2005），pp.75-77.


[49]
 RINAPⅣ98：47-48.


[50]
 SAASⅡ，p.8.


[51]
 SAASⅡ，p.57.


[52]
 SAASⅡ，p.62.不过，米拉德把拉巴西的身份翻译为“财政官”（revenue officer）。


[53]
 H.Tadmor，“The Campaigns of Sargon IIof Assur：A Chronological Historical Study”，JCS
 ，Vol.12，No.1（1958），p.34.


[54]
 SAAⅡ5：ⅲ18-ⅲ22.


[55]
 RINAPⅣ104：v 35-v 38.


[56]
 RINAPⅣ104：i31-i33.


[57]
 CTN V 2715：24-27；SAAⅪⅩ22：24-27.禁止将铁出售阿拉伯人。参见SAAⅠ179.西亚北非地区的国家普遍禁止附属国与敌对国家贸易，参见ABL 282：r.18-r.25；ABL 227：r.7-r.13。


[58]
 SAAⅠ179：21-24.


[59]
 SAAⅧ178：r.5；353：4.


[60]
 SAAⅧ263：3.


[61]
 SAAⅧ384：4.


[62]
 SAAⅧ423：r.1.


[63]
 SAAⅧ82：5.


[64]
 SAAⅧ88：2.


[65]
 SAAⅧ100：r.1-r.2.


[66]
 SAAⅧ173：7-8.


[67]
 SAAⅧ32：2，221：2.


[68]
 SAAⅧ99：3；354：2；365：5.


[69]
 SAAⅧ158：r.7.


[70]
 SAAⅪ26：1-r.13.


[71]
 K.Radner，“Traders in the Neo-Assyrian Period”，in J.G.Dercksen，ed.，Tradeand Finance in Ancient Mesopotamia，Leiden：Nederlands Historisch-Archaeologisch Instituut te Istanbul，1999，p.101.拉德纳称新亚述的tamkāru为“皇家的商人或商业代理人”，但是，她似乎太绝对化，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仅仅为皇家服务。我们认为，当时可能有以下三种情况：一部分商人或商业代理人为皇家服务，一部分为私人服务，还有一些人既为皇家服务也替私人服务。


[72]
 卡尔胡总督阿淑尔-巴尼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提到阿拉米商人萨迪尔：“萨迪鲁的一个儿子已经征收iškāru三年了。萨迪鲁儿子们向王室请愿称他们已经被削弱了，他们说：‘我们被王室授权为军队征收iškāru。’”SAAⅠ118：r.3-r.9.辛纳赫里布在致其父萨尔贡二世的一封信中写道：“昆穆赫的使节已带着贡赋和7头骡子赶来了。使节们把贡赋和骡子委托给大使，他们正在那里吃他们的面包。它们应该送到巴比伦城还是在这里接受？让他们赶快传达给我的国王我的主人的命令。他们还带来了红毛线。商人们告诉我，他们已经从中挑选了7塔兰特；但是，昆穆赫人不允许他们挑选，说：‘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啊？你们不要挑选，让他们把它带过去，让国王的织工在那里挑选吧。’”SAAⅠ33：8-r.1.


[73]
 国王的书吏乌伯鲁-纳布在致埃兹尔哈东的信中提到了商人阿拉米什-沙尔-伊拉尼的情况：“阿拉米什-沙尔-伊拉尼之子舒马-伊鲁（是一位）征兵官，他来到我跟前恳求国王干预，他说：‘我的父亲死在异国，他麾下的50个人和他们手中的12匹马回来了，他们现在逗留在尼尼微郊外。’我对他们说：‘我的父亲死了，你们为什么抛弃国王的侍卫回来了？’现在我把他送到国王我的主人面前，让国王我的主人询问他，让他告诉国王我的主人怎么回事。那个卡尔赫米什的商人是被他的仆人杀死的，他们一个都没有逃跑，我已将他们逮捕了。”SAAⅩⅥ105：10-r.11.


[74]
 K.Radner，“Traders in the Neo-Assyrian Period”，in J.G.Dercksen，ed.，Trade and Finance in Ancient Mesopotamia，p.103.


[75]
 Duncan Noble，“Assyrian Chariotry and Cavalry”，SAAB，Vol.4，No.1（1990），p.64.


[76]
 尼尼微出土的一份财产登记簿提道：“伊吉里：卡尔胡的‘马商’。”SAAⅪ222：r.9。阿淑尔的总督家眷购买奴隶的证人中，有一个人叫纳丁-埃阿，他的身份也是“马商”。参见SAAⅥ86：r.9。


[77]
 K.Radner，“Traders in the Neo-Assyrian Period”，in J.G.Dercksen，ed.，Trade and Finance in AncientMesopotamia，pp.109-119.


[78]
 K.Radner，“Money in Neo-Assyrian Empire”，in pp.J.G.Dercksen，ed.，Trade and Finance in AncientMesopotamia
 ，pp.128-131.


[79]
 安纳托利亚当地王公向亚述进口的纺织品征收的进口税的税率为5％，而锡的税率则为3％。参见M.T.Larsen，Old Assyrian City-State and Its Colonies
 ，pp.243-245；B.L.Rosen，Studies in Old Assyrian Contracts，p.98。


[80]
 K.R.Veenhof，Aspectsof Old Assyrian Trade and Its Terminology
 ，pp.264-269.


[81]
 CAD A/2，pp.355-356.


[82]
 CAD A/2，pp.355-356.


[83]
 SAA[image: img]
 33：r.1-r.4.


[84]
 J.G.Dercksen，Old Assyrian Institutions，p.76.


[85]
 M.T.Larsen，The Aššur-nādāArchives，171.


[86]
 M.T.Larsen，The Ašur-nādāArchives，23，24，26，28.


[87]
 有时候，商业据点当局在商人把赚取的银子运送到阿淑尔时课征的税赋也称为wāītu税。参见K.R.Veehof，Aspectsof Old Assyrian Trade and Its Terminology，p.268；M.T.Larsen，Old Assyrian Caravan Procedures，p.43 note 68。


[88]
 I 489：23-33，转自J.G.Dercksen，Old Assyrian Institutions，p.45。


[89]
 F.J.Stephens，Old Assyrian Letters and Business Documents，New Haven：Universify of Yale Press，1944，3：3-9.


[90]
 mū[image: img]
 i’um一词源于动词waā’um或aā’um，目前已知的职能是征收出口税。参见J.G.Dercksen，Old Assyrian Institutions，p.72；M.T.Larsen，Old Assyrian City-State and Its Colonies，pp.196-197。


[91]
 P.Garell，i“Tablettes Cappadociennes de Collections Diverses（suite）：3 Tablettes Conservées au Musée d’Art et d’Histoire de Genève”，RA，Vol.59，No.4，（1965），16209：11-25；J.G.Dercksen，Old Assyrian Institutions，p.72.


[92]
 M.T.Larsen，The Aššur-nādāArchives，44：1-8.


[93]
 šilipkš织物系亚述出口的一种商品，该词非亚述语词汇，意思不详。参见K.R.Veehof，Aspects of Old Assyrian Trade and Its Terminology，pp.165-166。


[94]
 takuštāu织物也是亚述出口的一种商品，该词非亚述语词汇，意思不详。参见K.R.Veehof，Aspects of Old Assyrian Tradeand Its Terminology，pp.166-167。


[95]
 M.T.Larsen，The Ašur-nādāArchives，42：1-8.


[96]
 CADŠ/1，pp.43-47.


[97]
 pašallu是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一种金银合金。参见CAD P，pp.233-234。


[98]
 CCT I16a：1-13，转自M.T.Larsen，Old Assyrian Caravan Procedures，p.49。


[99]
 M.T.Larsen，The Ašur-nādāArchives，48：r.31-r.39.


[100]
 M.T.Larsen，The Ašur-nādāArchives，129：1-23.


[101]
 M.T.Larsen，Old Assyrian City-State and Its Colonies，p.252.


[102]
 M.T.Larsen，The Aššur-nādāArchives，159：1-10.


[103]
 M.T.Larsen，The Ašur-nādāArchives，111：1-19.


[104]
 Kt92/k 200：13-14，转自J.G.Dercksen，Old Assyrian Institutions，p.114。


[105]
 M.T.Larsen，The Ašur-nādāArchives，85：32-33.


[106]
 M.T.Larsen，The Ašur-nādāArchives，84：3-10.


[107]
 TC II 26：2-5，转自J.G.Dercksen，Old Assyrian Institutions，p.112。


[108]
 CAD E，p.368；Simo Parpola，Assyrian-English-Assyrian Dictionary，p.271.


[109]
 B.L.Rosen，Studies in Old Assyrian Contracts，p.53.


[110]
 RIMEⅣE4.1.4.6：ii1-ii12.


[111]
 UET V 546，转自W.F.Leemans，Foreign Trade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As Revealed by Texts from Southern Mesopotamia，pp.26-27。类似的例子如UET III 751，UET V 678，参见W.F.Leemans，Foreign Trade in theOld Babylonian Period：AsRevealed by Texts from Southern Mesopotamia，pp.21，26。


[112]
 Kt92/k221：1-28，转自J.G.Dercksen，Old Assyrian Institutions，p.114。


[113]
 K.R.Maxwell-Hyslop，“Assyrian Sources of Iron：A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Evidence”，Iraq，Vol.36，No.1/2（1974），pp.139-154.


[114]
 M.T.Larsen，The Aššur-nādāArchives，157：24.


[115]
 S.561：16-17，转自M.T.Larsen，Old Assyrian Caravan Procedures，p.156。


[116]
 Kt92/k 200：1-15，转自J.G.Dercksen，Old Assyrian Institutions，p.114。


[117]
 Maria deJEllis，“Taxation in Ancient Mesopotamia：The History of the Term milksu”，JCS，Vol.26，No.4（1974），p.211.


[118]
 转引自CAD M/2，p.64。


[119]
 CAD M/2，p.64。


[120]
 UET V 549：1-11.


[121]
 Maria deJEllis，“Taxation in Ancient Mesopotamia：The History of the Term milksu”，JCS，Vol.26，No.4（1974），pp.226-227；S.F.C.Richardson，The Collapse of a Complex State：A Reappraisal of the End of the First Dynasty of Babylon 1683-1595 B.C.，PhD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olumbia，2002，p.114.


[122]
 ARMⅣ11：r.14’-r.20’.


[123]
 D.J.Wiseman，“The Tell al-Rimah Tablets，1966”，Iraq，Vol.30，No.2（1968），p.183.该文献的恢复和翻译参考了法伊斯特的专著，参见B.I.Faist，Der Fernhandel des assyrischen Reiches zwischen dem 14 und 11 Jh.V.Chr，pp.185-186。


[124]
 J.J.Finkelstein，“Cuneiform Texts from Tell Billa”，JCS Vol.7，No.4（1953），Bi86：9.


[125]
 J.J.Finkelstein，“Cuneiform Texts from Tell Billa”，JCS Vol.7，No.4（1953），p.116.


[126]
 RINAPⅣ57：iii8-iii11.


[127]
 M.Dandamaev，“Customs Dues in First-millennium Babylonia”，in R.Dittmann et.al.，hrsg.，Variatio Delectat：Iran und der Westen Gedenkschrift für Peter Calmeyer，pp.215-222.


[128]
 山田认为mākisu可能还负责关税以外的其他税赋的征税，不过，他的推论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参见Shigeo Yamada，“Kārus on the Frontiers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Orient，Vol.40（2005），p.78。


[129]
 M.Aynard and J.M.Durand，“Documents dépoque médio-assyrienne”，Assur，Vol.3，No.1 （1980），pp.44-46.


[130]
 H.W.F.Saggs，“The Tell al-Rimah Tablets，1965”，Iraq，Vol.30，No.2（1968），TR.2059.


[131]
 KAJ301.


[132]
 CAD M/1，pp.129-130.


[133]
 RIMAⅡA.0.87.3：51.


[134]
 波斯特盖特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行省总督负责辖区内miksu税的稽征。参见J.N.Postgate，Taxation and Conscription in the Assyrian Empire，p.134。


[135]
 SAAⅠ179：24-r.12.


[136]
 SAAⅦ118：r.ii20.


[137]
 SAAⅪⅩ22：3-22；CTN V 12：3-22.


[138]
 Shigeo Yamada，“Kārus on the Frontiers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Orient，Vol.40（2005），pp.77-79.


[139]
 SAAⅩⅥ127：r.11-r.13.


[140]
 L.Lewy，“On some Institutions of the Old Assyrian Empire”，HUCA，Vol.27（1956），p.42.


[141]
 H.W.F.Saggs，“Historical Texts and Fragments of Sargon of Assyria1.The‘Aššur Charter’”，Iraq，Vol.37，No.1（1975），p.16.


[142]
 SAAⅫ25：30-r.3；26：30-r.3.


[143]
 SAAⅫ35：r.19-r.23；36：r.25-r.29.


第五章　人口与徭役

徭役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徭役是指兵役之外的其他无偿劳动，而广义的徭役则包括兵役在内的力役。我们这里所说的徭役属于广义的徭役，指国家向民众无偿征发的力役，大致可以分为兵役和劳役两部分。徭役是国家对民众人力的征用，因此，本章将在概述亚述可资利用人口资源的基础上，分别介绍亚述军队发展演变与兵役的征调、劳动用工情况与劳役的摊派。

第一节　人口概况

一　基本情况

1.“亚述人”概念的演变

在亚述文献中，亚述人有不同的称呼，其含义也不尽相同。亚述人主要有lú/dumud
 Aššur
 ki
 、ba
 ’ulāt
 d
 Illil
 /d
 Aššur
 、nišē
 /mārē/ba
 ’ulāt māti Aššur
 和lú
 Aššurû
 或lú
 Aššurāyu
 四种不同的称呼。[1]
 lú/dumud
 Aššur
 ki
 是亚述人最早的表示方式，意思是“阿淑尔城的人口或居民”[2]
 ，这种称呼一直延续到新亚述时期。[3]
 nišē
 /mārē/ba
 ’ulātmāti Aššur
 是“阿淑尔之地”形成以后亚述人最常见的称呼。nišē
 的意思是“人、人口、居民”等，[4]
 mārē
 通常指“儿子、后裔”，也可以指某个城市或国家的居民，[5]
 ba
 ’ulāt
 的意思是“人口或臣民”[6]
 ，因此，nišē
 /mārē/ba
 ’ulātmāti Aššur
 拼写形式表明亚述人是“阿淑尔之地”上的人口或民众。mārēmāti Aššur
 是一种较为正式的称呼，多出现在条约等正式文件中；nišēmāti Aššur
 多出现在王室铭文中。[7]
 ba
 ’ulāt Illil
 / Aššur
 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称呼，多用于王室铭文和文学作品中。埃利尔（Illil
 ）是阿卡德语对苏美尔众神之王恩利尔的称呼，亚述的众神之王阿淑尔有时也被称为“亚述的埃利尔”，因此，ba
 ’ulāt Illil
 /Aššur
 表明，亚述人是阿淑尔神的臣民或子民。lú
 Aššurû
 或lú
 Aššurāyu
 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在中亚述时期的法律文献中，它指阿淑尔城的居民；[8]
 在米坦尼王国的努兹文献中，它指被卖为奴隶的亚述人；[9]
 在《中亚述法典》中，它大概指地位较低但享有自由权的公民；[10]
 而在新亚述时期，它主要指亚述本土的居民而非附属国的居民。[11]


在“阿淑尔之地”形成和拓展的过程中，亚述国王不断把被征服地区添加到“阿淑尔之地”之中，相关地区的人口也随之被添加到亚述人中，这在亚述王室铭文中形成了程式化的表述方式：ugu kur Aššur māta
 ugu un.meš-šá
 un.mešuraddi
 ，其意思是：“我把（征服）地区添加到‘阿淑尔之地’，把（被征服地区）的人口添加到它的人口中。”亚述归化被征服地区居民的行为最早见诸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的王室铭文，[12]
 并一直延续到新亚述时期，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二世、[13]
 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14]
 沙尔马纳沙尔三世、[15]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16]
 等国王多次归化被征服地区居民。

在对外掠夺战争中，亚述还不断归化掠夺的人口。在亚述的扩张战争中，大量俘虏和被征服地区居民被掳到“阿淑尔之地”，其中一些人被归化的亚述人，这种行为在亚述王室铭文中也形成了格式化的表述方式：ana/itti nišēmāt Aššur/mātia amnū
 （šunūti
 ），其意思是“我把……/他们看作‘阿淑尔之地’/我的国家的人或者我把……与‘阿淑尔之地’/我把他们和土地上的人一样看待”[17]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也是最早归化俘虏的亚述国王，他曾把6000名穆什库战俘、[18]
 哈梯军队中的乌鲁穆人和阿贝什鲁人归化为亚述人。[19]
 新亚述时期，把俘虏掠到“阿淑尔之地”的政策演变为大规模地强制迁移被征服地区居民的政策。从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20]
 沙尔马纳沙尔三世[21]
 和沙马什-阿达德五世[22]
 到萨尔贡二世时期，大量移民被归化为亚述人。[23]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和萨尔贡二世时期，一些移民不再被看作亚述人，只是要求他们像亚述人一样纳税服役，[24]
 新的民族政策在王室铭文中也有格式化的表述方式：ilku tupšikku/biltu maddattu kîša Aššurû ēmissunūti
 ，其意思是“我把ilku
 义务、tupšikku
 义务/biltu
 贡赋、maddattu
 贡赋摊派到他们身上，就像（他们是）亚述人一样”。如前所述，交纳biltu
 贡赋和maddattu
 贡赋是附属国而非一般行省的经济义务，可见被征服地区居民并没有被归化为亚述人。[25]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曾把从巴比伦尼亚俘获的阿拉米部落安置到叙利亚地区的行省，同时把亚述人的ilku
 义务和tupšikku
 义务摊派到相关的人员身上。[26]
 征服穆萨西尔后，萨尔贡二世没有把该地区的居民视为亚述人，而是把ilku
 义务和tupšikku
 义务摊派到他们身上。[27]


萨尔贡王朝时期，亚述的民族政策又发生了显著变化，亚述人既不将被征服地区居民视为亚述人，也不再要求他们像亚述人一样纳税服役，而是将其与其他战利品一样瓜分掉。[28]
 其实，早在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时期，他就曾在军中如同分配绵羊和山羊一样瓜分了温齐的人口、财物。[29]
 在对舒布利亚的战役中，埃萨尔哈东掠夺了大量的人口，除了奉献阿淑尔神、补充“国王的分队”外，他把剩余的人口像绵羊一样分给了朝臣、贵族和尼尼微、卡尔胡、卡尔祖及阿尔贝拉等城市的居民。[30]
 辛纳赫里布也宣布把补充军队后剩余的俘虏如同分配山羊和绵羊一样分给了士兵、总督、祭祀中心的人们。[31]
 阿淑尔巴尼拔曾把从埃兰掠来的俘虏当作绵羊分给了大城市居民、官僚、贵族和士兵。[32]
 亚述民族政策的改变与亚述帝国的形成和民族优越感上升有直接关系。经过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和萨尔贡二世的多次远征，特别是萨尔贡二世彻底击败劲敌乌拉尔图，亚述帝国初具规模，亚述人在西亚地区再无敌手，于是产生了凌驾其他民族之上的优越感，便不再将亚述的公民身份赐予被征服地区居民。[33]


上文提到，亚述人还可以指“阿淑尔神的臣民或人口”，附属国向亚述投降，其居民也归顺了阿淑尔神，他们也可以称为广义上的亚述人。征服一个国家或地区后，亚述人往往宣布给被征服地区居民套上“阿淑尔之轭”（nīri/abšāni Aššur
 ）。nīru
 或abšānu
 原本指“套牲口颈上的轭”，可以引申为“统治”。[34]
 亚述国王把“阿淑尔之轭”套到被征服的国家和地区居民身上，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臣民成为阿淑尔神的臣民。例如，萨尔贡二世曾把“阿淑尔之轭”套到埃里皮地区和舒尔达的居民身上，[35]
 埃萨尔哈东指责西顿国王阿波迪-米尔库提和推罗国王巴尔扔掉了“阿淑尔之轭”[36]
 ，并把“阿淑尔之轭”套到埃及与地中海东岸各国居民身上。[37]
 阿淑尔巴尼拔强迫不归顺的国家屈服于“阿淑尔之轭”，并将其加到有关国家居民身上。[38]
 附属国居民被套上了“阿淑尔之轭”，他们成了阿淑尔神的臣民，尽管相关的附属国并未在“阿淑尔之地”的范围内，但是，他们也可以称为广义上的亚述人。

2.种族构成

亚述初期的材料十分稀少，亚述人的起源至今尚无定论。尽管两河流域北部的山区很早就有人类生活，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史前文化，但是，由于没有发明文字，他们没有留下文献材料，我们对其初期历史的认识非常模糊。有关亚述人最早的文字材料主要来自两河流域南部地区，两河流域北部地区及其居民分别被称为“苏巴尔图”和“苏巴里人”，然而，这两个词的确切含义尚存在较大争议。[39]


亚述人自古便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40]
 阿淑尔城邦独立以前，先后臣服于塞姆人的阿卡德王国和苏美尔人的乌尔第三王朝，这两个种族的统治对阿淑尔城居民的种族构成产生过一定影响。阿淑尔城邦独立后，亚述人并没有彻底消除外来种族的烙印，其中萨尔贡一世和纳拉姆-辛两位国王便以阿卡德王国的著名国王命名，这大概暗示亚述人具有塞姆人的血统。[41]


阿淑尔城邦灭亡后，塞姆人的分支阿摩利人入主亚述地区，亚述人中又增加了新成分。乌尔第三王朝末年，阿摩利人涌入两河流域，其中一支进入了两河流域北部。最初，他们主要生活在哈布尔河流域，公元前19世纪末其酋长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崛起于阿淑尔城北面的埃卡拉图城，并在三年后废黜了阿淑尔城的埃里舒姆二世，登上了阿淑尔城邦的王位。[42]
 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建立的“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瓦解后，一个名为普祖尔-辛的人指责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及其子孙不具有阿淑尔城的血统，[43]
 可见，外来的阿摩利人与阿淑尔城的土著居民并非同宗。然而，后世的多位亚述国王不但自称为沙马什-阿达德，而且将沙马什-阿达德一世与亚述没有关系的祖先编入了《亚述王表》中，[44]
 由此可见，阿摩利人也融入到亚述人中。

中亚述时期，胡里安人成为亚述人的新成员。胡里安人是一个种族归属不明的古老民族，早在阿卡德王国时期他们就生活在两河流域；公元前2000年代早期，胡里安人广泛地分布于两河流域北部，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他们可能是亚述人的祖先。“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瓦解后，胡里安人趁机崛起，并于公元前16世纪中期左右建立了几乎囊括两河流域北部的米坦尼王国，阿淑尔城可能沦为其附属国。[45]
 公元前14世纪中期起，中亚述王国就是在蚕食米坦尼王国版图的基础上建立的，胡里安人也成为亚述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中亚述时期开始，亚述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它不但将被征服地区的居民视为亚述人，而且将俘虏掳到亚述，亚述的民族成分更加复杂。除了消灭原来的宗主国米坦尼王国外，亚述还征服了亚述地区东部和东北部的山区，并进军北面的纳伊利地区和南面的巴比伦尼亚，胡里安人、扎格罗斯山区的部落、乌拉尔图人和巴比伦尼亚的加喜特人等种族成为亚述的新成员。

新亚述时期，亚述征服了西亚大部分地区和埃及北部地区，亚述的种族构成更加复杂。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起，塞姆人的另一个分支阿拉米人不但广泛散布到地中海东岸许多地区，而且趁亚述衰落之际渡过幼发拉底河向东渗透，逐步在底格里斯河以西到地中海沿岸之间的地区建立了许多阿拉米人的王国。亚述政权复兴后，阿拉米人建立的政权成为亚述人兼并的对象，阿拉米人也成为亚述人的新成员。[46]
 此外，亚述还击败了新赫梯王国、乌拉尔图王国、扎格罗斯山区以东的米底各部、埃兰、巴比伦尼亚、埃及等，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一些人口被掠夺到亚述。新亚述时期，亚述的都城卡尔胡和尼尼微等大城市生活着西亚和埃及北部的大部分民族，除了两河流域的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外，还有阿拉米人、阿摩利人、阿拉伯人、腓尼基人、犹太人、赫梯人、胡里安人、乌拉尔图人、米底人、埃兰人和埃及人等。[47]


新亚述时期，亚述还采取积极的措施同化被征服地区居民。在都城杜尔-沙鲁金竣工后，萨尔贡二世宣布：“操不同语言、居住在山区和平原的人均受他们的神灵的统治，根据我的主人阿淑尔神的命令，我用我的权杖把他们带走了。我命令他们操一种语言，把他们安置到（杜尔-沙鲁金）城中，任命亚述人，尤其是精通技艺的学者，为他们的书吏和监督，教导他们如何正确地敬畏神灵和国王。”[48]


3.社会结构

自由民和奴隶是亚述最重要的两个阶级，它们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拼写方式。在古亚述时期，自由民拼写为awīlu
 ，在中亚述时期，拼写为a
 ’īlu
 ，而在新亚述时期则拼写为amēlu
 ；在古亚述时期，奴隶拼写为urdu
 或bardu
 ，而它在中亚述时期和新亚述时期则拼写为urdu
 。值得注意的是，《中亚述法典》和亚述其他文献并没有提及古巴比伦王国时期依附于王室的穆什根努（muškēnu
 ）等级。[49]


自由民内部有贫富和贵贱之分，其上层是贵族（rabû
 ，多拼写为

lú.gal），属于统治阶级。贵族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等财产，垄断了高级官职，有资格与国王分享战利品以及附属国进献的贡赋，并享有免赋役的特权。[50]
 贵族又可分为世袭贵族和军事贵族两类，前者从阿淑尔城古老的家族演变而来，而后者则崛起于军事征服过程中。直到亚述灭亡前夕，世袭贵族一直是亚述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51]
 沙尔马纳沙尔五世因侵犯世袭贵族的利益而被罢黜，因此，阿淑尔巴尼拔想方设法地取悦世袭贵族。[52]
 被征服地区的统治阶级上层也是军事贵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但可以像世袭贵族一样担任行省总督和名年官，[53]
 而且可以担任“马森努”、“图尔塔努”、“苏卡鲁”和“萨尔提努”等朝廷高官。[54]


自由民的下层是平民（āb hupši
 ）。平民占有面积不大的份地，[55]
 拥有少量的奴隶，需要纳税服役，可以充任下级官吏和祭司，有时也可以分享战利品和附属国进贡的贡赋。[56]
 一些平民通过效忠国王、建立军功成为国王的亲信，也可以跻身于统治阶级上层。[57]
 多数平民则处于被压迫地位，他们仅有的少量份地时常面临被贵族霸占的危险，[58]
 那些陷入窘境的平民不得不出卖自己的份地、家庭成员，甚至自身。[59]


奴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同牲畜一样被视为奴隶主的财产，可以

被任意买卖、转让、交换、租借和赠予。陷入窘境的自由民和战俘与被征服地区人口是奴隶的主要来源。一部分自由民因负债而或借贷沦为奴隶，《中亚述法典》有多款法律涉及债务奴隶的情况。[60]
 自由人可能由于背负债务而沦为奴隶，也可能因为一家之主的抵押或变卖而沦为奴隶。除非有人为他清偿债务，债务奴隶将无法获得自由。奴隶是家庭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就整个家庭而言，包括奴隶在内的家庭成员均是一家之长的私人财产，都可以成为家长的抵押品。战俘和从被征服地区掠夺的人口是亚述奴隶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亚述帝国形成以后，越来越多的俘虏和被征服地区居民如同分配绵羊一样被国王分给王室、神庙、官吏、贵族和平民，成为相关机构和人员的奴隶。不过，亚述的奴隶享有相当大的民事权利，他们不但可以从事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可以上法庭作证。

二　人口规模

由于亚述各个时期的国力差别很大，其控制的区域也有区别，人口的数量也在不断变化。

1.阿淑尔城邦时期的人口规模

阿淑尔城邦时期，亚述的辖区较小，人口数量不多。阿淑尔城以从事长途贸易而闻名，尽管阿淑尔商人在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北部等地建立了拥有一定自治权的商业据点，但是，他们并没有用武力征服当地居民。因此，阿淑尔城邦时期，亚述人主要包括阿淑尔城居民以及在外从事贸易的商人及其家庭成员。据有关专家估算，城邦时期阿淑尔城的人口大概在1.5万人左右。[61]


2.中亚述时期的人口规模

迄今为止，我们尚未掌握中亚述王国进行人口登记的材料。不过，由于中亚述时期的最大版图与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建立的“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的版图大体相当，这位国王不但进行过人口普查和登记，而且提及了不少相关的数字，因此，推算“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有助于估算中亚述时期的人口规模。

马里出土的书信表明，沙马什-阿达德一世与其子伊什美-达甘和亚斯马赫阿杜在通信中多次提及在各地进行的人口登记和普查情况。[62]
 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比较完整的人口登记簿，“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的人口总数尚不得而知。不过，伊什美-达甘的敌人在一封求救信中提到，亚述军队有6万之众。[63]
 这个数字大概是可以参战的成年男性的数目。尽管古代两河流域诸国不禁止纳妾，但是，多数家庭是一夫一妻制；每个家庭由夫妻双方和未成年的子女组成，每个家庭的子女一般在2—3个，[64]
 因此，亚述的家庭大致有4—5口人。根据伊什美-达甘军队的规模推算，其辖区内的总人口大概在24万—30万之间。由于伊什美-达甘和其父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及弟弟亚斯马赫阿杜分区驻守“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假设其辖区占王国的三分之一，因此，王国的总面积是伊什美-达甘辖区的3倍。假设三人辖区内的人口分布大致相当，“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的人口在七八十万到九十万之间。

上文提到，中亚述诸王多次把俘虏和被征服地区人口掳到亚述，他们也增加了亚述人口的数量。例如，击败哈尼伽尔巴特、赫梯和阿赫拉穆联军以后，沙尔马纳沙尔一世把免遭屠杀的14400名士兵掠走了。[65]
 又如，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即位之初，他不但把从卡特穆胡的5个叛乱城市劫掠的俘虏和财物带到了阿淑尔城；[66]
 而且把幼发拉底河外的28800赫梯人迁移到亚述。[67]
 再如，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把4000名乌鲁穆、阿贝什鲁和赫梯俘虏归化为亚述人，[68]
 他还把2万名库马努俘虏掠到了亚述。[69]
 上述数字表明，中亚述诸王掠夺的人口可能数以十万计。

中亚述王国与“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的版图大体相当，其人口数量应该相差不大，大致在七八十万到九十万左右。如果再考虑到亚述国王把数以十万计的俘虏或被征服地区居民掠到亚述，中亚述时期的人口应该达到150万左右。

3.新亚述时期的人口规模

新亚述时期，相关文献中出现了一批类似人口登记簿的文献，它们通常被称为“亚述的末日审判书”。[70]
 这批文献出自尼尼微，主要包括若干个家庭的成员名单、他们的土地、房屋等财产及其所在的地理位置三方面的内容。[71]
 这些材料主要涉及的地区是哈兰，因此，它们也被称为“哈兰的人口普查册”。[72]
 不过，这些材料并未说明它们书写的时间和目的，帕尔波拉断定它们大致在萨尔贡二世晚期或辛纳赫里布时期形成，[73]
 波斯特盖特推断，这些材料可能用于豁免有关人员的赋役。[74]
 但是，新亚述时期的“亚述的末日审判书”并未提供该时期亚述全国人口的数量等信息。

亚述王室铭文，尤其是新亚述时期的王室铭文，有时列举了亚述强制迁移的被征服地区居民的数量，这为我们估算亚述人口的数量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从阿淑尔-丹二世到阿淑尔巴尼拔，亚述共强制移民157次，其中43次移民的数目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上述43次移民的总数为1210928人，每次移民的平均数目为2.8万人。[75]
 上述43次移民并不是有意挑选的，而是随意地分布在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沙马什-阿达德五世、萨尔贡二世和辛纳赫里布五位国王在位期间，这个数目也许可以被看作157次强制移民的平均数目。据此推算，新亚述时期，亚述移民的数目约440万。[76]
 上文提到，中亚述时期“阿淑尔之地”的人口大致在150万，因此，新亚述时期亚述本土和迁移到亚述的被征服地区居民与俘虏的总数应该不少于六七百万。[77]


第二节　军队与兵役

充足的人口是亚述摊派兵役的前提，兵员的征调与军事需要密切相关，本节将在介绍亚述军队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分析兵役的征召情况。

一　军队概况

军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是在阶级社会和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完善军队组织的前提，社会物质生产的状况决定了军队的发展状况。古亚述时期，阿淑尔城致力于发展对外贸易，担任守备的步兵是军队的主力；中亚述时期，亚述人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军队开始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构成日益复杂化；新亚述时期，亚述的扩张达到了顶峰，军队规模庞大，兵种齐全。

1.古亚述时期的军队

阿淑尔城邦以从事对外贸易而闻名，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它曾进行过对外军事征服，有关亚述军事和军队的信息非常有限。阿淑尔城扼守古代两河流域交通的要冲，凭借转口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其富庶为邻居所垂涎，亚述人不得不加强城市的防御。阿淑尔城一位被称为“尼布姆”（nibum
 ）[78]
 的官员曾在致卡涅什的商业据点的一封信中写道：“城市（决定）征发你10米那银子，（这是）加强（阿淑尔城）防御的费用。”[79]


由于阿淑尔城以防守为主，步兵是其军队的主力。例如，埃里舒姆一世的一篇铭文写道：“愿我的神灵阿淑尔、阿达德和贝尔赐给我刀、弓和盾牌!”[80]
 埃里舒姆一世恳求神灵赐予的刀、弓和盾牌等是步兵常用的武器。亚述军队主要用于防御，其数量可能不会太多。不过，沙马什-阿达德一世花费了3年的时间才从北面不远的埃卡拉图城攻陷阿淑尔城，[81]
 可见，其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弱。

2.中亚述时期的军队

中亚述时期，在摆脱了胡里安人统治的过程中，亚述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军事活动成为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军队成为国家政治舞台的主角。

临时征召的公民义务兵是中亚述军队的主力。从中亚述时期起，军事征伐成为亚述王室铭文的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国王们通常在战前宣布：“我征集了我的（武器/战车和）军队。”[82]
 国王在战前举国动员表明，中亚述的军队主要是临时征召而来的。

随着战争的频繁和控制被征服地区的需要，亚述还组建了常备军。在扩张的过程中，亚述往往在一些被征服地区建立军事要塞，并在要塞中安置驻军。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的一篇铭文提到了先王建立的要塞：“我重新夺取了西纳布和提杜，（它们曾是）我之前的亚述国王沙尔马纳沙尔二世在纳伊利地区驻军的要塞，后来它们被阿拉米人武力占领。”[83]
 军事要塞常年需要士兵守卫，这项任务是临时征召的士兵无法完成的，因此，要塞中的驻军应该是常备军。

随着国家的发展与王权的强大，中亚述国王开始用俘虏和被征服地区居民扩充自己的卫队。沙尔马纳沙尔一世征服乌拉尔图地区诸国，他挑选了一些年轻人充实自己的卫队。[84]


中亚述时期，亚述军队主要由步兵和战车兵组成，骑兵出现得较晚。步兵是中亚述军队的主力，一般按其武器分为弓箭兵、持矛兵和持盾牌兵等不同的兵种。持棒和操投掷器的辅助部队主要任务是冲乱敌阵、劫掠敌营。战车兵主要由贵族充任，是中亚述军队的主要突击力量。亚述早期的战车是轻型战车，有两匹马驾驭，车上共有车夫和士兵二人，战车上的士兵有弓箭、战斧和长矛等武器。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时期，亚述军队开始出现骑兵。早期的亚述骑兵不过是乘骑的步兵，有专门的仆役帮助其驾驭马匹。骑兵最初在军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还没有骑兵单独出战的战例。

3.新亚述时期的军队

新亚述时期，亚述征服了两河流域及周边地区和埃及北部地区，其军队规模不但庞大，而且种类繁多、组织严密。

与中亚述国王一样，新亚述诸王依旧在大战前夕举国进行动员，公民义务兵仍然是其军队的首要来源。[85]
 行省的公民义务兵称为“国王的士兵”[image: img]
 ābšarri
 ），一般由总督负责征召并在他的率领下维持地方治安或抵御外地入侵。国王发动大规模的战役时，行省的军队要在总督的率领下跟随国王或“图尔塔努”等高官去作战。

新亚述时期，亚述还利用俘虏和被征服地区居民组织了一支听命于国王的常备军。亚述的常备军统称为“国王的分队”（ki
 [image: img]
 iršarri
 ），它可能是从国王的卫队发展而来的。萨尔贡王朝诸王多次将俘虏和被征服地区居民收编到“国王的分队”中。例如，在征服撒马利亚以后，萨尔贡二世宣布：“我从他们中间（挑选人），组建了一支由50人组成的战车兵分队。”[86]
 又如，在击败卡尔赫米什后，萨尔贡二世又宣布：“我从他们中间挑选了50名战车兵、200名骑兵和3000名步兵，并把他们收编到我的‘国王的分队’中。”[87]
 再如，征服埃兰以后，辛纳赫里布说：“我把（俘虏的）3.5万名弓箭手和3.5万名盾牌兵收编到我的‘国王的分队’中。”[88]
 第7次战役后，阿淑尔巴尼拔宣布：“我把剩下的那些人带到了亚述，命他们加入我的‘国王的分队’中，把他们收编到阿淑尔神交给我的大军中。”[89]
 在第9次战役后，阿淑尔巴尼拔又说：“我把（俘虏的）弓箭手、盾牌手、军官和重装弓箭手从埃兰带走，把他们收编到我的‘国王的分队’中。”[90]
 宦官总管（rabša-rēši
 ）[91]
 是亚述中央常备军的主将，由于他没有像其他朝廷高官领有行省，其统率的军队可能平时驻守都城周围，战时在其率领下出征。还有一部分常备军士兵驻守在行省和附属国，他们在行省总督和“国王的代表”等官员指挥下维持地方治安、镇压辖区内的骚乱。[92]


国王的侍卫是“国王的分队”的核心。亚述人称国王的侍卫为qurbūtu
 ，亦拼作ša qurbūti
 和qurbūtušašēpē
 。[93]
 国王的侍卫不但在国王的身边充当护卫，而且担任使节赴行省或附属国传达国王的命令，还可以率领常备军处置地方骚乱。[94]
 国王的侍卫大概有1000人，战时不离国王左右，他们是亚述军队的核心。[95]


亚述军队征战时，附属国也要派士兵参战。公元前879年，阿淑尔纳西尔帕二世远征地中海沿岸时，比特-巴希阿尼、阿扎拉、比特-阿狄尼、卡尔赫米什和达伽拉等附属国纷纷派军队随亚述军队作战。[96]
 在与阿尔帕德国王马提-伊鲁签订的条约中，阿淑尔-尼拉里五世规定马提-伊鲁必须在亚述征战时率军从征，否则将受到神灵的惩罚。[97]
 公元前709年，萨尔贡二世击败了穆什库，该国国王米塔派遣使节到亚述军中求和：“他的使节（不但）带来了和平信息，（而且）带到我在埃兰边境的大营1000名士兵，这使我非常高兴。”[98]
 上文提到，阿淑尔巴尼拔远征埃及时，地中海中与沿岸地区的22个附属国国王曾率军从征。[99]
 在平定埃及叛乱时，阿淑尔巴尼拔说：“‘拉伯—沙克’、大河外的总督们和附属国的国王们都臣服于我，我把他们的军队和船只收编到我的军队中，把提腊卡驱逐出埃及和库什。”[100]


新亚述时期，亚述人口数以百万计，其军队规模庞大。例如，公元前885年，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二世在全国征集用于拖拉战车的马为2072匹，战车为1351辆。[101]
 又如，在远征梅赫鲁时，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调集了5万名士兵。[102]
 公元前844年，沙尔马纳沙尔三世远征地中海沿岸诸国，随他渡过幼发拉底河的士兵多达12万人。[103]
 再如，公元前842年，沙尔马纳沙尔三世调集的马匹装备了2002辆战车和5542名骑兵。[104]
 上文提到，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派遣1万名士兵监管归顺的阿拉伯女王萨姆西。萨尔贡二世征服昆穆赫以后，带走了其居民，然后在该地区设立了行省。他从安置到该地区的比特-雅金人中挑选了150名战车兵、1500名骑兵和2万名弓箭兵和1万名盾牌兵和长矛兵，交给该省的左“图尔塔努”[105]
 统辖。[106]
 据《旧约•列王记》记载，公元前699年，辛纳赫里布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征伐触怒了耶和华，导致185000名亚述士兵被杀死。[107]
 尽管上述数字可能有不少夸张的成分，[108]
 但是，亚述军队规模的庞大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新亚述时期，军队兵种齐全，主要有战车兵（sūsānu
 ）、骑兵（ša pēthalli
 ）和步兵（kimarru
 或zūku
 ）等兵种。战车兵仍然来自贵族，乘员增加到三到四人，除了车夫和士兵外，还有一到二人持盾牌者保护他们。随着骑术的提高，骑兵不再需要仆役驾驭马匹。除了骑马的弓箭兵外，还出现了骑马的持矛兵。公元前9世纪，骑兵逐渐取代战车兵成为主要的突击力量，公元前8世纪，骑兵成为独立作战的单位。[109]
 上文提到，亚述多次收编俘虏补充战车兵和骑兵部队。步兵又可以分为弓箭兵（māhi nāš qaštiāqassi
 ）、盾牌兵（ša-mušēzibti
 ）、持矛兵（nāškabābi
 ）和投掷兵（sādiu
 ）等。被征服地区居民和部落成员是亚述辅助部队的重要来源。

新亚述军队的组织体系比较健全。国王是亚述军队的总指挥，“图尔塔努”和宦官总管分别是公民义务兵和中央常备军的主将。国王有时亲自率军出征，有时委派“图尔塔努”或宦官总管等高官率军出征，行省总督和附属国国王率本省或本国的士兵从征。总督麾下的高级军官是šaknu
 。亚述军队有“千人队”、“分队”、“五十人队”和“十人组”等编制，其指挥官分别称为rab līmi
 、rab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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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
 ，rab hamšê
 ，rab eširti
 。[110]


二　兵役

从阿淑尔城邦独立到亚述灭亡，亚述军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是，公民义务兵始终是军队的主力，亚述人履行的主要兵役义务有dikûtmāti
 义务和ilku
 义务两种。

（一）dikûtmāti义务

1.词源与发展演变


dikûtu
 源于动词dekû
 （“挪移、移动、征集、聚集”等，引申为“动员士兵、派遣士兵参战”等），主要指“（为执行军事任务的）聚集”。[111]
 在亚述文献中，dikûtu
 主要拼写为di-ku-ut
 ，da-ku-ut
 ，di-ku-tu
 。


dikûtu
 义务最早出现在古巴比伦时期，主要指“（应召从事的）体力劳动或（群体的）召集”[112]
 。例如，一封破损的书信写道：“关于在□□□水渠上的dikûtu
 义务，□□□□致信给我：‘（我已）征召了1800人，他们都归你使用。’”[113]
 dikûtu
 义务与开挖水渠有关，显然只是一种体力劳动。中巴比伦时期，dikûtu
 义务延续了古巴比伦时期的用法。加喜特王朝晚期，国王马尔都克-阿普拉-伊狄纳一世在一篇铭文中写道：“（他）命令（他的官员）征调履行dikûtu
 义务和tupšikku
 义务□□□□□开挖水渠□□□□。”[114]


在亚述，dikûtu
 义务最早出现在中亚述时期。沙尔马纳沙尔一世时期，亚述王室铭文首次提到dikûtu
 ：“在我统治初期，乌鲁阿特里起兵反叛我。我向我的主人阿淑尔神及（其他）大神进行了祈祷，我把我的军队聚集起来（dikûtu
 ），冲进了他们的雄伟大山之中。”[115]
 无独有偶，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时期，一篇铭文写道：“根据我的主人大神阿淑尔的命令，我在1月1日命令我的军队聚集起来（dikûtu
 ），第三次远征扎穆阿，（阿淑尔神的）圣旗走在（他们的）前面。”[116]


新亚述时期，dikûtu
 与mātu
 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由结构态词组dikûtmāti
 ，[117]
 频频出现在国王豁免神庙和臣僚地产赋役的敕令中。例如，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在赐予阿淑尔神庙免赋役特权的一道敕令中写道：“（关于）这些面包师、酿酒师和船夫（的义务），当（国王征发）ilku
 义务、tupšikku
 义务、dikûtmāti
 义务和传令官召唤时，总督、‘城市巡检官’、市长或什夫长不得进入他们的门，强迫他们去履行ilku
 义务和tupšikku
 义务。”[118]
 阿淑尔巴尼拔和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在豁免臣僚地产的敕令也多次提到该义务：“这些耕地和果园里的人员不得被征召履行ilku
 义务、tupšikku
 义务和dikûtmāti
 义务。”[119]


不过，国王的敕令并没有透露dikûtmāti
 义务的具体内容。涉及dikût māti
 义务的国王豁免赋役的诏书与记载国王征战的王室铭文具有很多相似性：第一，国王通常在王室铭文开头罗列的头衔和谱系也出现在国王豁免赋役的敕令的开头，第二，国王的豁免诏令与王室铭文一样一般复制为多份，第三，国王的豁免诏书与王室铭文都严厉诅咒损坏其文字的人员。[120]
 这两类文献的上述相似性表明，dikûtu
 的用法也应该与王室铭文中的意思是相似的，dikûtmāti
 义务作为一种国家义务大概指参军作战的义务。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直到新亚述时期，dikûtu
 义务依旧可以像古巴比伦时期和中巴比伦时期一样指体力劳动。辛纳赫里布时期，一篇铭文曾写道：“他们（指狄尔蒙人——笔者）从他们的国家派遣了一支履行dikûtu
 义务的队伍去拆毁巴比伦城。”[121]


新巴比伦王国时期，dikûtu
 义务依然是民众的一项重要义务，不过，它主要指“体力劳动”。纳波泊拉沙尔时期，一篇文献写道：“当我的国家（需要）征召大批人手时，我把dikûtu
 义务摊派到应征者身上。”[122]
 由于文献并没有提及战斗任务，有关人员的dikûtu
 义务很可能指劳动任务。

2.征召的对象

亚述的dikûtmāti
 义务是一种举国征召的兵役义务。例如，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在一篇铭文中写道：“在我登上王位的第5年，我进行了全国动员（māti adki
 ），统帅亚述大军向哈梯进发。”[123]
 “全国动员”表明，亚述境内的所有民众都需要履行dikûtmāti
 义务。然而，dikûtmāti
 义务征召的对象可能局限于保有土地的自由民。上文提到，阿淑尔巴尼拔和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等新亚述国王在豁免臣僚地产的赋役时，相关地产上的依附人员的dikûtmāti
 义务也在豁免之列。这些依附人员原本是相关土地的保有者，国王免除他们的dikûtmāti
 义务表明，他们原本需要履行该义务。由此可见，dikûtmāti
 义务与土地保有有直接关系。占有土地是自由民的权利，尽管一些自由民因种种原因丧失了保有的土地，[124]
 但是，他们并未丧失自由民的身份，仍然需要履行dikûtmāti
 义务。因此，dikûtmāti
 义务是自由民需要履行的一种兵役义务。土地保有者平时耕种土地，战时出征作战，这种亦民亦兵的军队可以称为民军。

亚述的民军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土地国有制度是亚述民军存在的物质基础。在亚述，国王是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一封破损的信件写道：“从太阳升起之处到太阳落下之处，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国王，土地上的所有人口都顺从国王。”[125]
 在处理与土地所有权有关的事宜时，国王自称“监督”（uklu
 ），代表国家把土地授予所有公民。[126]
 享有公民权是获得份地的前提，作为回报，遇到战事发生，土地保有者需要应召出征。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奴隶无权分得份地，自然也不需要服兵役。奴隶即使在作战时被征召，也不过从事一些杂役。

3.服役的时间

亚述的dikûtmāti
 义务原本是一种季节性的兵役义务。例如，萨尔贡二世曾在致诸神的信中写道：“塔穆兹月（Tamuzu/Du’uzu）是恩利尔的强大和法力无边的儿子、诸神中最强大的神灵尼努尔塔的月份，智慧之神宁什库（Ninšiku）[127]
 在古老的泥板中规定（该月是）调集军队、完善兵营的（时间）。我已向民众发布（出征的）命令，从我的皇城卡尔胡出发，在洪水泛滥的时节渡过了上扎布河。”[128]
 塔穆兹月是标准美索不达米亚历法的第4个月份，大致相当于现行公历的6月下旬至7月上旬，在此期间大麦和小麦等农作物大多已收获完毕，而早播作物才刚刚发芽，因此，该月属于农闲时间。[129]
 尼努尔塔神原本是苏美尔时期的农业丰收之神，自中亚述时期起被亚述人奉他为战神。[130]
 塔穆兹月属于战神尼努尔塔的月份表明，亚述的全民出征发生在农闲时节。智慧之神宁什库在古老的泥板上记载塔穆兹月为“调集军队、完善兵营的时间”也表明，亚述的战争发生在农闲时节，那些以农业为生的亚述人均可以随军出征。一些亚述国王确实在塔穆兹月出兵征战。例如，阿淑尔贝尔-卡拉曾在塔穆兹月远征穆什库，[131]
 他还在这个月份出兵打击阿拉米人。[132]
 又如，公元前878年，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曾在塔穆兹月渡幼发拉底河西征。[133]


亚述的民军制是由亚述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阿淑尔城邦处于铜石并用时代，直到新亚述后期铁器才逐渐发展起来，总的来说，亚述早期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剩余产品很少，完全脱产的人员非常少。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允许民众长时间地脱离生产活动，因此，战争是短暂的，且大多发生在农闲时节；另一方面，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统治者无力供养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只能选择既经济又实用的民军。

塔穆兹月征兵可能仅仅是非常古老的习俗，其他月份征战的例子比比皆是。阿淑尔贝尔-卡拉征战的时间是很能说明问题。除了在塔穆兹月出兵外，他曾在9月与阿拉米人作战，[134]
 他还在2月远征穆斯里，[135]
 他于11月远征巴比伦尼亚城市杜尔-库里伽尔祖；[136]
 在另一年，阿淑尔贝尔-卡拉在3月击败了穆斯里，[137]
 他分别在5月、6月和8月与阿拉米人作战。[138]


亚述兵农合一的民军制脱胎于氏族社会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在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氏族社会中，所有的成员共享土地、牛羊和战利品等财产，同时也需要参加本氏族的战斗。据《亚述王表》记载，亚述最初的17位国王住在帐篷中[139]
 ，因此，阿淑尔城邦也是从氏族部落发展而来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内部已发生显著分化，但是，从氏族发展而来的村庄直到新亚述时期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细胞。[140]
 由于原始社会的残余，亚述形成了普遍的义务兵役制。亚述公民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农忙时在家务农，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或出征打仗。

（二）ilku义务

1.词源与发展演变


ilku
 源于动词alāku
 （走、去、来等），本义为“去（履行义务）”，后来演化出多种意思：既可以指为获得土地而从事的工作，又可以指为换取土地保有权而提供的服务，还可以指为换取土地保有权而交纳的部分收获物，等等。[141]
 在亚述文献中，ilku
 主要拼写形式有il-ku
 ，al-ku
 ，al-lik
 等，其复数形式有ilkakātu
 ，ilkāni
 。ilku
 的意思与苏美尔语kaskal大体相当。


ilku
 义务最早出现在阿卡德王国时期，其具体内容和征召的原则尚不完全清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神庙中的劳动为其重要内容之一。为了取悦太阳神，马尼什图舒曾豁免了献给太阳神的38个城市的ilku
 义务：“我（把）从阿伯山到杜尔-达努姆以东的阿克沙克的38个城镇献给了沙马什神，我不再要求它们（的居民）履行ilku
 义务，不再征召他们服役，他们将只在埃巴巴尔神庙中履行ilku
 义务。”[142]


古巴比伦时期，ilku
 义务的内容和服役的方式已非常清楚，它是一种与土地保有有关的国家义务，既可以是一种兵役义务，也可以指修建公共工程的劳役。在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中，ilku
 义务往往是一种兵役义务，该义务的履行与保有土地有直接的关系。[143]
 在行省的行政管理档案、书信等文献中，ilku
 义务往往是劳役，[144]
 可以交纳银子代替服役。[145]


在米坦尼王国的努兹地区，ilku
 义务也是一种与不动产保有有关的重要义务。有关人员占有耕地、房屋和其他类型的不动产，需要负担ilku
 义务。一般情况下，各种不动产不能转让给家庭外的人员，买卖双方采取收养的方式来买卖正常情况下不能转让的不动产：卖主收养买主，卖主把不动产的所有权交付买主，买主交给卖主一份相当于不动产价值的礼物，但是，一些卖主往往继续负担相关不动产的ilku
 义务。[146]
 尽管努兹地区的ilku
 义务有时可能是兵役义务，但是，有关文献表明它多数时候指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劳动。[147]


在亚述，ilku
 义务最早出现于中亚述时期，在新亚述时期成为土地保有者等人员需要履行的最重要的义务。[148]
 中亚述王国是在灭亡米坦尼王国的基础上建立的，不但领有该王国的全部领土，而且继承了它的各种制度，[149]
 因此，亚述的ilku
 义务很可能是从米坦尼王国，尤其是努兹地区沿袭下来的。[150]


亚述灭亡后，新巴比伦王国和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继承了亚述的ilku
 义务，但是，随着军队来源多元化，雇佣兵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关人员通常交纳银子代替服兵役。ilku
 义务既可以指一种劳动义务，[151]
 也可以指一种税赋。[152]


2.主要内容

中亚述时期，兵役是ilku
 义务的重要内容。例如，泰尔•阿尔-里马赫出土的一份中亚述时期的一份物品清单写道：“1伊麦如3苏图谷物□□□3罐猪油、2米那羊毛，（这是）给在尼赫里亚履行ilku
 义务的军队（hurādu
 ）[153]
 及其兄弟们的（给养）□□□□□”[154]
 谷物、油和羊毛等物品是古代两河流域士兵的给养。[155]
 伊什美-达甘曾在致其弟亚斯马赫阿杜的信中写道：“这些没有组织起来、不会种田的人将成为后备兵员的替补!让他们成为后备兵员!让他们从宫廷里领取大麦、油和羊毛!”[156]
 中亚述时期的物品清单提到的物资很可能也是配给士兵的给养。尼赫里亚位于叙利亚东北部马尔丁、锡韦雷克和迪亚巴克尔构成的三角地带，古亚述时期的商人曾在这里建立了商业据点，[157]
 中亚述王国与赫梯曾在此展开长时间的角逐。[158]
 因此，相关士兵履行的ilku
 义务应该是兵役义务。履行dikûtmāti
 义务的士兵往往在战斗结束后返回家园，不大可能长时间驻守远离亚述本土的尼赫里亚。因此，在该城履行ilku
 义务的亚述士兵不可能是临时征召来的民军，他们能够长时间服役，具备了常备军性质。

新亚述时期，兵役依旧是ilku
 义务的重要内容，阿淑尔总督塔伯-西尔-埃沙拉致国王萨尔贡二世的一封信写道：“在过去的岁月，国王我的主人的父亲在位时□□□□□□□□我不需要填补埃卡拉图[159]
 宫的亏空；但是，现在国王我的主人豁免了‘内城’（uru
 libbiāli
 ）[160]
 的赋役，‘内城’的ilku
 义务被摊派到了我的身上，我不得不填补埃卡拉图宫的亏空。他们是像他们自称的‘买来的人’的孩子，还是宫廷管理人的zakkû
 ？我在写字板上列举了‘买来的人’的孩子和宫廷女仆的孩子，把它送给了国王我的主人。他们总共370人：90个人是‘国王的士兵’，90个人是后备军（kutallu
 ），（其余的）190个人应该从事国王的劳动（dullušašarri
 ）。”[161]
 如此看来，阿淑尔省总督征召的履行ilku
 义务的人员分为“国王的士兵”、“后备军”和“从事国王劳动的人员”三类。上文提到，“国王的士兵”指行省履行兵役义务的人员。kutallu
 源于动词kalû
 的Š态（保留、储备），本义指“后面”，引申为“在家待命的士兵”，即“后备军”。[162]
 无论现役士兵还是后备军都是军人，这表明兵役是ilku
 义务的重要内容。

不过，“190个人应该从事国王的劳动”表明，劳役也是ilku
 义务的重要内容。因此，亚述的兵役和劳役有时是合一的，履行ilku
 义务的人员既可以服兵役，也可以从事劳役。


ilku
 义务还可以指神庙中的劳动。例如，一个名为贝尔-乌帕克的人在致其父库纳的信中写道：“我每天都向纳布和纳娜祈祷，希望我的父亲长命百岁，我不停地代表我的父亲向埃兹达神庙提供ilku
 义务。”[163]
 一份向尼努尔塔神献祭的文献写道：“杜尔-马基-伊萨尔是贝尔-纳伊德和纳布-纳伊德的妹妹纳拉姆图的儿子，她在做神妓期间生下了他。他们把他养大，（然后）把他作为礼物献给了他们的主人尼努尔塔。（他的）ilku
 义务和tupšikku
 义务属于尼努尔塔神庙（义务）的一部分。”[164]
 一封破损的书信写道：“你要在神庙中履行ilku
 义务。”[165]
 但是，我们不清楚神庙中的ilku
 义务是守卫神庙，还是神庙中的杂役，或者是其他活动。

3.征召服役的原则


ilku
 义务是一种与土地保有有关的国家义务。中亚述时期，一篇有关ilku
 义务的法律文献写道：“阿苏阿特-伊底格拉特与她的后代将是阿穆茹-纳西尔及其孩子的ālaiu
 ，他们将要替阿穆茹-纳西尔及其孩子履行ilkaša ālaiūti
 。”[166]
 学术界对这段话中提到的ilku
 义务有不同的理解：季亚科诺夫认为，上述的ilku
 义务指国家摊派到村庄里土地保有者身上的义务，它可以转嫁到其依附者身上。[167]
 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亚述语词典的编撰者们认为，上述的ilku
 义务指村庄里土地拥有者向其依附者征发的私人服务。[168]
 波斯特盖特则认为，上述的ilku
 义务指国家摊派到村庄里土地保有者的义务，可以由其依附者代替服役。[169]
 尽管上述三种解释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它们也有明显的共同之处，即都认为ilku
 义务是一种与村庄里土地保有者有关的义务。村庄是亚述最基本的生产单位。阿淑尔出土的文献表明，亚述实行二圃制的休耕制度。[170]
 在实行土地休耕与轮作制度的地方，休耕后土地的重新分配涉及全体村民的利益，村民身份是参与土地分配的必要条件。阿苏阿特-伊底格拉特及其后代的村民身份表明她们也有资格参与土地分配。不过，由于她们依附于阿穆茹-纳西尔父子，其参与土地分配的行为可能是代替主人行事。苏阿特-伊底格拉特及其后代代替主人参与土地分配可能意味着她们是相关土地的实际耕种者。上文提到，村庄古代两河流域最基层的行政管理单位，履行ilku
 义务人员的征调仍然以村庄为单位。阿苏阿特-伊底格拉特及其后代代替阿穆茹-纳西尔父子耕种村里的土地，自然也应该代替主人履行村民的义务。由此可见，这里提到的ilku
 义务也与土地保有有直接的关系，不过，它可以由依附于土地保有者的人代为履行。

新亚述时期，ilku
 义务也与土地保有有关，一些土地买卖文书是有力的证据。土地交易的法律文书一般包括卖主的印章或手印、转让过程、毁约诅咒、见证交易的证人和交易发生的时间五个必备的要素。[171]
 毁约诅咒是对将来爽约的人员的诅咒，土地买卖文书列举了将来可能对交易提出异议的人员，主要包括卖主、卖主的儿子、兄弟、其他亲属、所在地的总督和bēl ilki
 。[172]
 卖主的儿子、兄弟和其他亲属可能对被交易的土地拥有一定的权益，土地买卖契约提到他们是很自然的。行省总督和其他官员代表国王管理辖区内的土地，土地转让文书提到他们也是不难理解的。bēl ilki
 出现在土地买卖契约中则表明，他们也与土地保有有关。bēl ilki
 的字面意思是“ilku
 之主”，既可能是负责征发ilku
 义务的官员，也可能是需要履行该义务的人。bēl ilki
 出现在土地交易过程中表明他与被交易的土地有关。由此可见，ilku
 义务与土地保有有一定的关系。公元前734年，卡舒迪将5苏图土地以13米那铜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名为纳兹的人，交易契约的附加条款约定：“卡舒迪将负责履行（上述土地的）ilku
 义务。”[173]


新亚述时期，一些没有占有土地的人和奴隶也需要履行ilku
 义务。上文提到，阿淑尔总督塔伯-西尔-埃沙拉征召履行ilku
 义务的人员包括“买来的人”的孩子，他们属于奴隶。一些没有耕地的铁匠曾致信国王抱怨摊派到其身上的ilku
 义务：“我们是17个铁匠，没有一个人占有耕地□□□□□□我们没有耕地，没有人会给我们粮种。宫廷的工作已成为我们身上的负担。愿国王过问并彻查（这件事）：由于它的缘故，我们撤走了。请国王询问队官：‘那些人在哪里？’人们离去了，由于履行ilku
 义务都进入宫廷了。”[174]


随着亚述的扩张，ilku
 义务的征发范围被扩展到被征服地区。例如，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曾把新征服的欣达努地区委托给拉萨帕省总督涅尔伽尔-埃里什管理，他在相关的敕令中写道：“我把欣达努地区委托给拉萨帕省总督涅尔伽尔-埃里什，（该地区的）ilku
 义务（也）在他的管辖之下。”[175]
 又如，哈勒资亚特巴尔省总督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国王我的主人在信中给我提到的乌舒人和库达人已经服从国王我的主人的命令了，（那些）在国王的侍卫沙马什-伊拉伊（攻打他们）时没有投降的城镇（居民）现在已经集中，并且听从我的（指挥）。我与他们达成了和平（协议）。那些该履行ilku
 义务的人都服役了，那些该提供‘国王的士兵’的人也都提供（‘国王的士兵’）了。”[176]


新亚述时期，附属国居民有时也需要履行ilku
 义务。沙比莱舒总督阿淑尔-杜尔-帕尼亚在致埃萨尔哈东的信中写道：“舒布利亚的信使来到了沙比莱舒。国王我的主人会问：‘他们是谁？’（他们是）雅塔、他的临近乌拉尔图边境地区的‘村庄巡检官’、阿比-雅卡和当地居民。[177]
 国王我的主人会问：‘他的兄弟和他的副官在阅兵时说要来，为什么没有来？’他们说：‘胡-特舒伯病了，（于是派）这些人来谈判。’他们在泥板上记下了当地居民中在去年、前年及三年前逃避充作‘国王的士兵’的ilku
 义务，而进入他（乌拉尔图国王——笔者）控制地区的人，他们把那些（逃跑的）人作为他们谈判的目标，他们要把泥板带去读给国王我的主人听。”[178]
 上述信件表明，附属国居民不仅需要履行ilku
 义务，而且要充当现役军人。

综上所述，ilku
 义务原本与dikûtmāti
 义务一样是国家向保有土地的自由民征发的一种义务；但是，随着版图的扩大，亚述需要更多的兵力去防守新征服的城市和地区，国家被迫征召奴隶、被征服地区居民以及附属国居民等人员去服役，于是，亚述的ilku
 义务演变成普遍的征兵制。

4.代役

除了土地保有者及其依附人员亲自去履行ilku
 义务外，他们还可以缴纳军用物资代替服役。中亚述时期，两份文件提到的ilku
 义务是马匹饲料，其中一份文件写道：“阿努姆-舒马-埃莱什收到了16伊麦如5苏图（充作）马饲料的谷物，（这是）来自帕尔帕拉佑的ilku
 义务。”[179]
 这位名为帕尔帕拉佑的人的ilku
 义务却是一定数量的马饲料，他可能通过缴纳马饲料的方式代替履行ilku
 义务。[180]
 另一份文献稍有不同：“5苏图（充作）马饲料的谷物，（这是）伊齐什亚和□□□□□□管辖的ilku
 义务。”[181]
 伊齐什亚可能是负责管理ilku
 义务的官员，他征收的ilku
 是5苏图的马饲料，这也表明有关人员也可能缴纳马饲料代替履行ilku
 义务。

新亚述时期，一些军用物资也称为ilku
 。例如，卡尔胡的一份物品清单写道：“车兵从宫廷总管收到的ilku
 ：（过去是）每月3伊麦如饲料；现在是（每月）7捆□□□9[image: img]
 （捆）秸秆、9苏图面粉、1卡酒、1/2卡油、1苏图小豆蔻、1苏图食盐和1伊麦如2苏图豌豆。在我（管理）期间，他每月收到我的10捆秸秆、1卡油；他（还）收到我的24舍克勒银子（来购买）药草、1伊麦如8苏图面粉、2块织物、2块皮革、3米那羊毛和3卡油，这都是给他（们参加）战斗（准备的物资）。”[182]
 车兵从宫廷总管手里接收的ilku
 是人畜的食物和草料等物资，它们都是为发动一场战斗而准备的军队给养。这份清单可能意味着一些人缴纳军用物资代替履行ilku
 义务。尼姆鲁德的另一份物品清单也记录了极为类似的内容：“□□□□的ilku
 ：每天□□碗葡萄酒、2伊麦如1苏图面包、2伊麦茹啤酒、5苏图饲料和2米那买灯油的铜。这都是他远征的给养。”[183]
 上述物品清单表明，在新亚述时期有些人也可以通过缴纳物资的方式代替履行ilku
 义务。

牛羊、食物、饮料、衣服和铁等民用物资也可以抵充ilku
 义务。一位名为涅尔伽尔-埃提尔的官员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国王摊派到我的身上ilku
 义务：□□□□牛□□□□帕尔苏阿的绵羊□□□□□□□。”[184]
 尼尼微出土的一份破损的交纳物品清单写道：“□□□□41□□□□杯□□□□14□□□□□□杯□□□□□□□□这是（他们交来抵充）ilku
 义务（的物品）。他们的ilku
 义务份额□□□□牛、100只□□□□绵羊□□□□。”[185]
 尼尼微出土的另一份破损的交纳物品清单写道：“□□□□□（交来抵充）ilku
 义务的物品：□□□□□谷物□□□□□啤酒□□□□□2伊麦如小麦、1伊麦如面粉、3苏图葡萄、1苏图□□□□12块无花果糕点、1苏图猪油、1件下面加厚的衣服、1件斗篷、1顶帽子、1块围巾、1件长袍、6米那羊毛□□□□□2个皮革水袋□□□双便鞋□□□□米那铁□□□□□。”[186]


朝廷高官“马森努”和行省的总管可能负责管理交纳物资代替服ilku
 义务的事宜。在中央政府，“马森努”是抵充ilku
 义务物资的接收者。卡尔胡的一份破损的文献写道：“‘马森努’运到宫廷的ilkakātu
 有83伊麦如8苏图大麦□□□□总共1584伊麦如大麦□□□□□。”[187]
 一位官员在给国王的信中写道：“愿国王我的主人致信‘马森努’，他应当接收腰带、皮革水袋和牧人的ilku
 。”[188]
 在行省，行省总管负责把抵充ilku
 义务的物资提交王室。尼姆鲁德出土的一份物品清单写道：“总管在王宫交付的（抵充）ilku
 义务□□□□。”[189]
 尼姆鲁德出土的另一份物品清单上写道：“阿尔贝拉的总管在王宫交付（抵充）ilku
 义务。”[190]


尽管亚述人可以交纳军用和民用物资代替履行ilku
 义务，但是，我们既不清楚哪些人享有这种权利，也不清楚相关人员需要交纳多少物资可抵充ilku
 义务。不过，抵充ilku
 义务的军用物资可能不是一般平民能提供的，因此，交纳物资代役很可能是富有家庭的特权。

5.征召渠道


ilku
 义务的摊派依赖于各级官吏。行省是亚述行政管理的基本单位，也是国王征发ilku
 义务的基本单位，行省总督负责其辖区ilku
 义务的分派。上文提到，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曾把新征服的欣达努地区委托给拉萨帕省总督涅尔伽尔-埃里什，该地区分派ilku
 义务的任务也委托给他。上文还提到，阿淑尔总督塔伯-西尔-埃沙拉具体负责征召辖区内履行ilku
 义务的人员。

村庄是亚述最基层的行政单位，也是ilku
 义务征发的单位，村长可能负责本村ilku
 义务的征发。新亚述时期，一些土地交易契约还有附加条款，它们往往屡屡提道：“他不需要和他的村庄一起履行ilku
 义务。”[191]
 村长代表村庄处理与外界的关系，他可能负责分派本村的ilku
 义务。

“村庄巡检官”也可能对ilku
 义务的征调负有一定的责任。上文提到，沙比莱舒总督阿淑尔-杜尔-帕尼亚在致国王的信中提到，舒布利亚曾派遣“村庄巡检官”前去谈判ilku
 义务的问题。舒布利亚国王之所以派“村庄巡检官”去谈判ilku
 义务问题，可能是因为该官员负责其辖区内ilku
 义务的征发。

由此可见，亚述ilku
 义务是自上而下摊派的，多级行政机构参与该义务的征发：国王将需要的ilku
 义务分配到行省，行省总督再将其分解到辖区的城镇和村庄，村长具体负责选定本村应服役的人员，“村庄巡检官”负责督促其辖区ilku
 义务的征发，而bēl ilki
 具体负责ilku
 义务的接收。

附属国国王负责本国ilku
 义务的征调。例如，在与阿尔帕德国王马提-伊鲁签订的条约中，阿淑尔-尼拉里五世规定马提-伊鲁必须在亚述征战时率军从征，否则将受到神灵的惩罚。[192]
 又如，萨尔贡二世曾命令阿拉布里亚国王贝尔-伊狄纳随马扎穆阿省总督一起去出征，[193]
 但是，该总督却在一封致国王的信中揭露他的卑鄙伎俩：“去年贝尔-伊狄纳之子没有和我一起出征，他把最好的人留在家里，仅仅派给我一些孩子。现在，愿国王我的主人派给我一个搜索官以便他们能随我一起（出征）。否则，他（又）会退缩、逃跑，（并）充满怨恨地警惕着我们。他肯定不会随我一起去（出征），而是仅仅派给我一些孩子，（却）把最好的人留在家里。”[194]


部落酋长负责本部落ilku
 义务的征发。例如，阿米蒂行省总督里普胡尔-贝尔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我麾下国王的伊图士兵已经从幼发拉底河畔回来了，他们没有跟随‘苏卡鲁’出征。我派人征调他们，但是，只有一两户从村里出来了。请国王我的主人写信给（伊图人）酋长，他们应该把‘国王的士兵’都带出来，和我一起在拉鲁巴进行警戒，直到我们完成庄稼的收获。”[195]
 阿米蒂行省总督征调伊图士兵，他必须通过国王让伊图酋长把其部落成员带出来。

有时候，士兵也参与ilku
 义务的征发。国王的医生总管乌拉德-纳娜亚在致埃萨尔哈东的信中写道：“国王我的主人应该知道，明天是（医生履行）ilku
 义务的（时间）。一位（战车上的）‘第三人’（tašlīšu
 ）[196]
 说：‘我是奉命行事，医生必须跟我走。’”[197]


6.服役的时限、服役者的年龄和逃役情况

对于ilku
 义务履行的时限，我们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不过，一些逃役的材料间接地提到了ilku
 义务的期限。上文提到，沙比莱舒行省总督阿淑尔-杜尔-帕尼亚在致埃萨尔哈东的信中写道：“他们在泥板上记下了当地居民中在去年、前年及三年前逃避充作‘国王的士兵’的ilku
 义务（的人员名单）。”这大概表明ilku
 义务是以一年为单位的。[198]


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履行ilku
 义务人员的年龄，不过，一些间接的材料表明亚述履行ilku
 义务人员的年龄下限非常低，未成年的孩子（ehru
 ，语义符为lú.tur）也在征召之列。新亚述时期，一位总督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我的士兵数量非常少，我的šaknu
 根据我的命令去征调士兵。自从我从国王我的主人身边返回后，我一直在等候他们，但是，他们却没有来。我写信给报告国王我的主人，我只得到了260匹马和13个孩子。（此外，）还有267匹马和28个（成年）人。（现在）我总共有527匹马和28个（成年）人。我一直写信给‘国王的士兵’的所在地，但是，他们却没有来。书吏正在和国王我的主人在一起，国王我的主人可以询问他（有关情况）。”[199]
 既然上述总督敢于向国王报告征发孩子服役情况，可见孩子服役是国王允许的。上文提到，萨尔贡二世曾命令阿拉布里亚国王贝尔-伊狄纳随马扎穆阿省总督一起去出征，但是，阿拉布里亚国王贝尔-伊狄纳却把最好的人留在家里，仅仅派给亚述总督一些孩子。征召孩子服役表明，成年人服役已满足不了国家的需要，亚述的ilku
 义务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ilku
 义务可能历时一个月或数月。一位官员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提到卡尔赫米什居民曾逃避ilku
 义务：“关于国王我的主人在给我的信中提到的国王的臣民，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他们的仆人。国王我的主人应该审问那些赶来的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农夫，他们（分别）是卡尔赫米什（国王）的诉讼当事人、债主和亲戚，他们要把他们的报告送给宫廷。现在，人们已经惧怕国王他们的主人（摊派）的ilku
 义务了，他们抱怨说：‘他们为什么月复一月地迫害我们？’他们接连逃跑，移居到（幼发拉底）河对岸的阿尔帕德。”[200]


总而言之，亚述实行兵民合一的民军制（dikûtmāti
 ）和征兵制（ilku
 ）相结合的兵役制度，二者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ilku
 义务是以土地保有为基础的征兵制，是dikûtmāti
 义务兵役制的扩大和延续。ilku
 义务与dikûtmāti
 义务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履行dikûtmāti
 义务的民军为临时建军，而ilku
 制度则有现役和预备役之分，兼顾到平时建军和战时扩军的双重需要；另一方面，dikûtmāti
 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局限于自由民等级；而ilku
 制度突破了阶级界限，既有自由民，也有依附者、奴隶和附属国居民等。

亚述的兵役制度在不同时期扮演不同的角色。阿淑尔城邦时期，亚述人注重对外贸易，没有对外扩张，平时不需要大量常备军，全民皆兵的dikûtmāti
 义务即可满足防御城市的需要。中亚述时期，亚述在摆脱米坦尼王国羁绊的过程中，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组建了常备军以控制被征服地区，同时每年战争季节出征的惯例被打破。新亚述时期，亚述的扩张达到了顶点，士兵服役的时间限制常常被打破，除了利用俘虏和被征服地区居民组建中央常备军外，还征召附属国居民服兵役。

第三节　劳动用工与劳役

劳动用工情况决定了劳役的摊派状况，本节将在介绍劳动用工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亚述的劳役摊派情况。

一　劳动用工情况

亚述的劳动用工大致可以分为工程建设用工和维持神庙、宫廷和各级官署等机构正常运转的用工两大类，前者指兴建各种工程需要的劳动力，而后者指在上述公共机构中充当仆役的工作。

1.公共工程的用工情况

亚述的公共工程建设一般被称为“国王的工作或任务”（dullušašarri
 ），主要指神庙、城市、军事要塞和农田水利工程等各类工程的建设。上文提到，亚述国王往往自称为阿淑尔神的代理人或祭司，修建神庙是国王的重要职责之一。历代亚述国王均重视神庙的修建，阿淑尔城的阿淑尔神庙尤其受到关注。埃萨尔哈东的铭文曾记述了阿淑尔神庙几次重要的重建情况：“阿淑尔的祭司、我的祖先乌皮什亚最初建造的阿淑尔神庙破旧了，阿淑尔的祭司、我的祖先、伊鲁-舒马之子埃里舒姆（一世重）建了（它）。126年后，它又破旧了，阿淑尔的祭司、我的祖先、伊拉-卡伯卡比之子沙马什-阿达德一世（重）建了（它）。434年过去了，那座神庙毁于大火，阿淑尔的祭司、我的祖先、阿达德-尼拉里一世之子沙尔马纳沙尔一世（重新）建造了（它）。580年过去了，那个内室、我的主人阿淑尔神的住所，比特-沙胡鲁、库布神的神庙、迪巴尔神的神庙、埃阿神的神庙变得破旧了，我对重修庙宇的事感到着急、害怕和彷徨。”[201]
 亚述的每个城市都有神庙，神庙一般是城市最宏伟的建筑之一，修建神庙往往耗费大量的人力。

亚述曾四次迁都，与之相伴的往往是大兴土木的工程建设。亚述最初的都城阿淑尔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对亚述的对外贸易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中亚述时期，随着亚述的扩张，亚述历史发展的重心移到了底格里斯河东岸，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于是在底格里斯河东岸营建了其新都卡尔-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不过，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被暗杀后，其后继者并未驻跸新都，阿淑尔城依旧是亚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时期，底格里斯河东岸地区的重要性再次凸显，他正式迁都卡尔胡城，阿淑尔城变成了国家的宗教中心。亚述帝国时期，乌拉尔图成为亚述的劲敌，萨尔贡二世花十余年的时间营建了新都杜尔-沙鲁金。萨尔贡二世死后，其子辛纳赫里布并未居住在杜尔-沙鲁金，而是大规模地扩建尼尼微城。亚述的都城往往规模巨大，与四次迁都相伴的往往是大量的工程建设，耗费了大量的人力。

为了控制被征服地区和进一步对外扩张，从中亚述时期起，亚述就在被征服地区新建和重建城市作为控制相关地区的中心。此外，新亚述时期，亚述在边境地区修建了大量堡垒（birtu
 ），它们往往在亚述统治体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一方面，要塞可以作为亚述在被征服地区的行政中心，确保从被征服地区获得各种物资和情报流向亚述本土；另一方面，它们还可以充当在被征服地区内的军事据点，既是镇压周边地区人民叛乱和起义的中心，又是亚述抵御外敌入侵和进一步扩张的基地。[202]
 亚述修建城市和军事要塞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

尽管亚述本土大部分地区的降水基本可以满足旱作农作物生长的需要，但是，由于降水的时间分布不均和年较差比较大，灌溉仍然是保障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亚述兴建了许多水利工程。早在埃里舒姆一世时期，阿淑尔神就被比喻为“不能跨越的水渠”[203]
 ，可见，水利工程的重要性在阿淑尔城邦时期就已被注意到。与之类似，风雨之神阿达德还被亚述人称为“天地间渠道的巡视者”[204]
 。从中亚述时期起，亚述诸王致力于水利工程的兴建。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开凿了有“丰饶水渠”之称的帕提-图赫蒂渠，[205]
 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开凿了帕图-麦沙里渠。[206]
 辛纳赫里布在尼尼微、杜尔-沙鲁金等亚述北部地区开挖了4条著名的水渠。[207]
 亚述兴建水利工程也耗费了大量人力。

亚述的神庙和宫殿一般修建得高大宏伟，而亚述本土缺乏优质的木材和石材，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从外地运输建筑材料。新亚述时期的一些王室书信记述了从外地运输木材的情况，宫殿墙壁的浅浮雕则生动地刻画了运输巨石的情况。[208]


总起来说，由于科学技术水平低下，而亚述的神庙、都城、城市、要塞和水利工程等往往规模巨大或数量众多，它们的建设往往耗费大量的人力，各种劳役就成为行省和附属国居民的重要负担。

2.国家机构与神庙的仆役用工情况

神庙、王宫和行省官署是亚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它们机构臃肿，往往需要使用大批仆役。

神庙是亚述宗教生活的中心，它们往往豢养了大批专业人员服侍神灵。亚述神庙里的祭司种类繁多，有的念咒祈祷，有的歌唱圣歌，有的主持祭祀，有的实施占卜。[209]
 上文提到，国王赐予神庙大量耕地，这就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员为神灵生产供品、为祭司等专业人员提供食物等服务。例如，埃萨尔哈东在一篇铭文中写道：“通过占卜选拔，我把木匠、玉石匠、铜匠、印章雕刻匠和（其他）通晓技艺的熟练手工业者带到了沙马什和阿达德的神庙中，把他们安置到那里。”[210]
 辛纳赫里布把阿尔贝拉的41个人赐给了阿淑尔的扎马马神庙作农夫。[211]
 辛纳赫里布还把战俘及其家庭赐给了阿淑尔城外的新“阿基图”房屋。[212]


从中亚述时期起，随着王权的加强，宫廷成为亚述最重要的国家机构，国王也使用了大批仆役。阿淑尔城邦时期，国王的王宫无足轻重，或者并没有像样的王宫。随着国家的发展，国王的权力不断膨胀，他们利用国家的力量修建了规模巨大的宫殿。与此同时，国王在扩张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建立数量可观的地产。为了保卫国王及王室成员的安全、管理及财产，国王征调大批人员在王宫服务。公元前879年，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举行盛大宴会，庆祝新都卡尔胡宫殿的落成，其中王宫的“洒扫人员”（zariqu
 ）就多达1500人。[213]


行省总督府是行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也需要使用大量仆役。上文提到，亚述行省及其下属机构官吏众多，行省总督还直接管理大量移民和组织耕地的生产，[214]
 维持行省机构的正常运转以及管理移民和耕地的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上文还提到，亚述组建了连接都城、行省省会和主要城市的道路网，一些道路上每隔一天的路程（mardētu
 ）[215]
 设有驿站（bētmardēti
 ），有关人员可以在驿站更换车辆、牲畜和车夫，以便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216]
 维护驿站的正常运转也需要向国家一定的人手。

此外，手工业者和牧民也需要提供一定的服务。亚述的手工业自古便十分发达，门类比较齐全，比较重要的行业有纺织、制革、金属的冶炼与加工、珠宝加工业、泥制品加工、木材加工和石材加工等。[217]
 “自我雇佣”是亚述手工业生产的重要组织形式，除了家庭成员参与生产外，手工业者还使用奴隶进行生产。[218]
 亚述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新亚述时期，出现了一批大地产，它们的经济具有明显的自给自足的特征，手工业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219]
 除了上述类型的手工业者外，亚述还有政府管理的手工业团体（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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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
 ）。苏帕特总督贝尔-里科比在国王的信中写道：“šaknu
 纳布-乌萨拉的人正住在赫萨，他们是一队（ki
 [image: img]
 ru
 ）手工业者；命令他把他们迁出，（把他们）安置到阿尔吉特，给他们耕地和菜园。”[220]
 上文提到，šaknu
 是行省总督麾下的官员，因此，有关的手工业者团体受到他的监管，他们也需要利用他们的技能为政府提供服务。[221]


与手工业者类似，亚述还有一些政府监管的牧人团体，它们也需要为有关机构饲养牲畜。纳西比纳行省总督塔克拉卡纳-贝尔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国王我的主人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伊鲁-皮亚-乌粟尔说：“去年我征集了3塔兰特银子，全部上缴了；现在塔克拉卡纳-贝尔（却）命令我带来另外2塔兰特银子。”’我为什么命令他（这样做呢）？他是一个牧人的队官；我向他征收300捆用作制砖的秸秆和芦苇，他什么都没有交？”[222]


二　劳役

劳动用工情况多种多样，其劳役种类也非常多。上文提到，ilku
 义务既可以是兵役，也可以是劳役。除此之外，亚述还有tupšikku/kudurru
 义务、与iškāru
 有关的劳役和kalliu
 义务三项比较重要的劳役或杂役。

（一）tupšikku/kudurru义务

1.词源与历史渊源


tupšikku
 本义指“（运砖的）砖斗、（运土的）篮子”，引申为“强迫劳动、劳役”。[223]
 在阿卡德语中，kudurru
 也有“（运砖或土的）篮子”的意思，[224]
 该词也引申为“强制性劳役”。[225]
 在这个意义上，tupšikku
 与kudurru
 意思和用法是相同的。[226]
 在亚述文献中，tupšikku
 主要拼写为tup-šik-ku
 ，dup-šik-ku
 ，tu-up-ši-ku
 ，tup-ši-ku
 ，其语义符为gi/giš.íl或gi.sag.íl，复数形式为tupšikkū
 或tupšikkātu
 。kudurru
 主要拼写为ku-du-ru
 ，ku-dur-ru
 ，ku-dúrru
 ，其语义符为níg.du。


tupšikku
 义务最早出现在古巴比伦王国时期。例如，国王汉穆拉比在向太阳神沙马什祷告的铭文中写道：“在沙马什英明确定的统治期间，我因为（崇敬）沙马什而豁免了沙马什永恒的城市西帕尔居民的tupšikku
 义务。”[227]
 古巴比伦时期，一篇占卜文献写道：“敌军（俘虏）将为我履行tupšikku
 义务。”[228]
 中巴比伦时期，tupšikku
 义务也是有关人员的一项重要任务，尼布加尼撒一世曾豁免献给埃兰太阳神里亚的土地的tupšikku
 义务。[229]


在亚述，tupšikku
 义务最早出现在中亚述时期。该义务最初主要指亚述向被征服者征发的强制性劳役，其性质与巴比伦尼亚的情况基本一致，因此，亚述的tupšikku
 义务摊派可能源于巴比伦尼亚。现有的材料表明，阿达德-尼拉里一世可能是第一个把tupšikku
 义务摊派到被征服地区居民身上的亚述国王。在击败哈尼伽尔巴特国王乌阿萨沙塔以后，他宣布：“我把用锄、铲和砖斗（劳动）的tupšikku
 义务摊派到他剩下的民众身上。”[230]
 从此以后一直到亚述灭亡，亚述国王频频把tupšikku
 义务摊派到行省和被征服地区居民身上。

亚述灭亡后，新巴比伦王国也征调民众履行tupšikku
 义务，搬砖运土等公共工程建设仍然是该义务的主要内容，[231]
 该义务还可以指在神庙中的劳动。[232]
 古代犹太人政权也像两河流域的政权一样，征召民众参加建造王宫、神庙和其他工程的劳动（希伯来语为mas
 ），它们可能借鉴了亚述人以tupšikku
 的名义征调劳动力的手段。[233]


2.劳动内容

上文提到，tupšikku
 /kudurru
 本义为“（运砖的）砖斗、（运土的）篮子”，这种活动通常出现在各项建筑工程建设中。例如，在建筑杜尔-沙鲁金时，萨尔贡二世宣布：“我调集了大量人口，命令他们挥锄提篮。”[234]
 在扩建尼尼微的过程中，辛纳赫里布宣布：“那时候，我让亲手俘虏的敌国的人口提篮（运土）拓制砖坯。尼尼微城内的宫殿的边长延长到360肘，正面延长到95肘。”[235]
 “挥锄提篮”是建筑神庙和宫殿等国家大型工程最基本的劳动，因此，tupšikku
 /kudurru
 义务的主要内容可能指各种土木工程劳动。

除了参与建筑建设外，tupšikku
 义务还包括运输石材和木材等相关的活动。上文提到，亚述本土缺乏各种优质石材和木材，运输各种建材应该也是亚述tupšikku
 义务的重要内容。

3.征调的对象

履行tupšikku
 义务的人员被称为zābil tupšikki
 [236]
 或zābil kudurri
 [237]
 ，其中zābilu
 的意思是“搬运工”[238]
 ，因此，这个词组的字面意思是“提篮子的人”。履行tupšikku
 义务的人员既包括亚述公民，也包括被征服地区居民。


tupšikku
 义务是亚述公民的一种基本义务。例如，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在一篇铭文中写道：“我把555名比特-散吉布图的山地居民安置到提尔-卡尔麦城，我把他们视为亚述人，我让他们像亚述人负担ilku
 义务和tupšikku
 义务。”[239]
 又如，萨尔贡二世的一篇铭文也写道：“我让他们像亚述人一样负担tupšikku
 义务。”[240]
 由此可见，tupšikku
 义务原本是亚述人的义务，那些被视为亚述人的移民或俘虏也需要履行这种义务。


tupšikku
 义务征召的对象可能包括各个社会阶层，既包括普通的自由人，又包括一些没有完全自由的依附者。上文提到，阿淑尔巴尼拔和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在豁免臣僚地产的敕令中也多次提到该义务：“这些耕地和果园的人员不得被征召履行ilku
 义务、tupšikku
 义务和dikûtmāti
 义务。”[241]
 被豁免了包括tupšikku
 义务在内的各种义务的人员不但包括大地产的所有者，而且包括大地产的依附者，可见，自由人及依附者都需要履行tupšikku
 义务。


tupšikku
 义务可能是各行各业的人员都需要履行的一种义务。例如，基里兹的占卜师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我们已经观察了月亮。在第14日，月亮和太阳可以互相看见，（这意味着）很好。愿纳布和马尔都克保佑国王!由于（要履行）ilku
 义务和tupšikku
 义务，我们不能观察国王（的健康状况），学徒们（还）没有学会书写技艺。”[242]


在战斗中俘获的俘虏也需要履行tupšikku
 义务。例如，辛纳赫里布在一篇铭文中写道：“我把没有接受我的统治的迦勒底人、阿拉米人、曼纳人、魁地区的人和希拉库人捉走，强迫他们提篮拓制砖坯。我砍下迦勒底的芦苇，命令我亲手捉住的敌国人口拖运强壮的芦苇来完成它的工作。”[243]
 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在一篇铭文中写道：“那些逃过我的武器（打击的）军队赶来向我投降，我把kudurru
 义务摊派到他们身上。”[244]


新建行省的居民也需要履行tupšikku
 义务。例如，沙尔马纳沙尔三世的一篇铭文曾写道：“我给被征服的国家和山区任命了总督，把（交纳）biltu
 贡赋、maddattu
 贡赋和（提供）zābil kuddurru
 （的义务）摊派到他们身上。”[245]


附属国居民也需要履行tupšikku
 义务。例如，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的一篇铭文曾写道：“当阿淑尔神派我到纳伊利地区和上方之海的国家时，我用愤怒的武器横扫纳伊利地区和上方之海的国家。我成了40位国王的主人，使他们屈从于我，把tupšikku
 义务摊派到他们身上。”[246]
 又如，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的一篇铭文曾写道：“那时，我的主人阿淑尔的恐怖的光辉震慑了扎穆阿地区的所有国王，他们投降了我。我把所有的国家征服了，我把（交纳）马匹、银、金、大麦和麦秸、kudurru
 （义务）摊派到他们身上。”[247]


4.征召渠道

除了单独摊派tupšikku
 义务外，该义务在很多情况下是与ilku
 义务一起摊派的，以至于波斯特盖特认为ilku tupšikku
 是一个非亚述语词组，大概来自巴比伦尼亚，仅仅表示后者的意思。[248]
 沙尔马纳沙尔四世时期，他的权臣贝尔-哈兰-贝尔-乌粟尔在豁免以其名字命名的城市的赋役的铭文中写道：“任何人不得把ilku
 义务与tupšikku
 义务摊派到居住那里的人身上。”[249]
 此后，类似的表述多次出现在阿淑尔巴尼拔和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豁免赋役的敕令中，我们将在亚述的赋役豁免章节做具体论述，这里暂不赘述。

亚述摊派的tupšikku
 义务主要用于神庙、都城、要塞及水利工程上，其中“马森努”可能是各类工程的具体组织和实施者，[250]
 该官员可能协助国王负责全国tupšikku
 义务的摊派。萨尔贡二世时期，“马森努”塔伯-沙尔-阿淑尔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关于卡尔胡总督的工作任务，国王我的主人给我写信说：‘阿拉泊哈总督为什么把一半城门（的建筑任务）留给了他（卡尔胡总督——笔者）？’在第3天，他们开始（建筑）城墙的工作，他们来到我面前说：‘来分配我们的任务吧!’我分配了他们的任务□□□□□□卡尔胡总督的工作任务（是建筑）那堵墙延伸到‘民众塔’门的边缘，阿拉泊哈总督的（任务是）850个筑城墙的工作（pilku
 ），（那堵）墙要延伸到‘民众塔’门的另一个边缘……”[251]
 卡尔胡和阿拉泊哈总督请求“马森努”分配工作任务表明，这位高管具体负责tupšikku
 义务的摊派。

“马森努”把工程所需的人员数量摊派到各个行省，行省总督具体负责本省tupšikku
 义务的征调。萨尔贡二世时期，拉萨帕总督在致国王的信中提到了工匠的征调情况：“关于国王我的主人在给我的信中提到的钻孔者，我已经给国王我的主人送去了5个钻孔者。”[252]
 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我们可以设想，行省总督很可能依靠其辖区内的各级行政机构征调“马森努”摊派的tupšikku
 义务。

5.服役的时间、时限与年龄

有关人员可能在农闲的冬春季节履行tupšikku
 义务。沙狄坎努总督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对我来说，国王的工作已成为一项（沉重的）负担，我在冬初解散了我手下的人，但是，那些被遣散的人都进入了据点来躲避国王的工作。国王我的主人应该派一位国王的侍卫，授权他把他们带出来，让他们来做国王的工作。”[253]
 冬初是亚述的大麦和小麦等越冬作物的播种季节，该总督在完成播种以后遣散人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此以后，国王又摊派了任务，由于无法征调足够的劳动力，因此，国王的工作对相关的总督来说是一个负担。

一般情况下，有关人员履行tupšikku
 义务的期限可能是一个月。萨尔贡二世时期，“马森努”塔伯-沙尔-阿淑尔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提到了一个建筑工匠的抱怨道：“帕卡哈对我说：‘你（必须）亲自带领100人在这项工程上工作一个月的时间。’请国王我的主人召集大人们解释我使用100人在这项工程上工作整整一个月的原因。”[254]
 无独有偶，在杜尔-沙鲁金建设期间，其中一封信写道：“□□□□□□来自宫廷可供一个月的草料已到他们的手中。”[255]
 有关人员的草料可供1个月大概表明，他们的任务持续仅仅一个月。

由于国王摊派的任务十分繁重，不但成年人需要应征服役，一些年幼的孩子也在被征召之列。沙比莱舒总督阿淑尔-杜尔-帕尼亚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关于建筑师傅，国王我的主人在给我的信中写道：‘送给大人们一些年幼的孩子，他们能够在其帮助下完成他们的工作任务。’我的16个建筑师傅（的工作分配如下）：3个与‘纳吉尔—埃卡里’在一起（工作），3个人在城市中心，10个人忙于完成分配给我的砌城墙任务。至于这些年幼的孩子，他们是学徒，不能（单独）做工，它们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只能在他们后面提篮子。”[256]


（二）与iškāru有关的劳动

1.词源与发展演变


iškāru
 的意思十分复杂，既可以指农业等方面的劳动，又可以指交给工人加工的原料，还可以指加工过的产品，甚至还可以指文学作品集。[257]
 与iškāru
 有关的劳动主要指手工业者或牧人为国王、神庙等机构加工产品或饲养牲畜的义务。[258]
 iškāru
 源于苏美尔语éš.gàr或á.giš.gar.ra。在亚述文献中，iškāru
 主要拼写形式有iš-kàr
 ，iš-ka-ri
 ，éš.gàr，giš.gàr，复数为iškarātu
 。


iškāru
 最早出现在阿卡德王国时期，主要指应交付的产品。[259]
 古巴比伦时期，iškāru
 指农业劳动任务。例如，一份耕种协议规定：“乌巴尔-沙马什从辛伊什麦安尼手中接收了135伊库清除了芦苇的（耕地），耕种队的éš.gàr（是）30萨尔播种□□□□□”[260]


从中亚述时期起，iškāru
 开始出现在亚述文献中，既可以指交付工人加工的原料，也可以指工人加工过的产品。新亚述时期，除手工业者的原料与产品外，交付牧人饲养的绵羊和马匹等牲畜也被称为iškāru
 。[261]


新巴比伦时期，各类手工业者也需要履行与iškāru
 有关的义务，不过，他们服务的对象通常是神庙，有关人员通常要签订正式的协议规定iškāru
 任务的内容和完成时间等。[262]


2.劳动内容

中亚述时期，iškāru
 既可以指交给手工业者加工的原料，又可以指他们加工制成品，因此，与iškāru
 有关的劳动主要指各行各业的手工业者加工产品的义务。例如，中亚述时期，一封信写道：“打开存放箱子的仓库，把红毛线作为iškāru
 交给□□□□城；打开宝库，把iškāru
 交付宝石雕刻工；打开存放韧皮的房间，把弓箭用的韧皮作为iškāru
 发给制造武器的工人。”[263]
 这封信提道的iškāru
 劳动指纺织工、宝石雕刻工和武器加工匠的工作。另一封信写道：“在泥板上记下箱子中已有衣服的数量，还记下了没有交付iškāru
 的数量。”[264]
 这封信提到的iškāru
 劳动则指缝衣工的工作。

新亚述时期，iškāru
 既可以指手工业者的原料，也可以指其产品，手工业者的工作也是与iškāru
 有关的劳动的重要内容。例如，一封涉及月神辛的神庙加工金银的信中写道：“我们已经熔化了包括还愿礼物在内的23米那金，他们已经将其捶打至国王要求的厚度□□□□□1塔兰特的银带有金匠主管的印章，也属于它，他（金匠主管——笔者）说：‘它出自我的iškāru
 。’可是，他手里并没有任何iškāru
 。”[265]
 又如，库尔比尔的祭司阿普拉亚在致埃萨尔哈东的信中写道：“织工们还没有交付衣服。也许国王我的主人会问：‘过去他们从哪里发放它们？’他们过去从王宫里发放iškāru
 ，它们来自阿尔贝拉。”[266]


新亚述时期，iškāru
 还可以指牧人饲养的牲畜及畜产品，因此，牧民饲养牲畜也是其iškāru
 有关劳动的重要内容。哈兰地区的“人口登记表”提到了牧民的iškāru
 。例如，一篇文献写道：“牧人丹纳亚、伊尔-纳塔尼和一个妇女，总共3个人，60只绵羊（是他的）iškāru
 。”[267]
 另一篇文献写道：“□□□□□之子马尔-沙里-伊拉阿是一个牧人，50只绵羊（是他们的）iškāru
 。”[268]
 还有一篇文献写道：“阿达德-比迪之子□□□□□牧人、萨姆纳-阿普鲁-伊狄纳、贝尔-巴努、一个吃奶的孩子、2个妇女，总共6个人。170只绵羊（是他们的）iškāru
 。”[269]


新亚述时期，国王与负担iškāru
 义务的牧人签订契约，向他们征收的不再局限于牲畜或畜产品，有时还可以是银子。一封检举与iškāru
 有关官员的信写道：“国王我的主人的父亲（在位时期），他们在一封亚述语文件和一封阿拉米语文件中分别记下了牧人（应该交的）iškāru
 银子，并且用‘马森努’纳布-卡提-萨巴特、‘村庄巡检官’和书吏挂在脖子上的圆筒印和国王的印章确定了银子的数量，（并规定：）‘如果他们今年不交（iškāru
 银子），他们将要被处死。’他们接受了（牧人的）贿赂，抹掉了印迹，把它们扔掉了。”[270]


3.劳动的实施

“马森努”、书吏及相关人员所在地区的官员等人员负责管理与iškāru
 有关的劳动的组织与实施。上文提到，“马森努”、“村庄巡检官”和书吏在与牧人签订的关于iškāru
 的契约上盖了印章，他们要对iškāru
 原料或牲畜的发放和产品或牲畜、畜产品的征收负责。“马森努”参与征收iškāru
 的情况还得到了一封占卜师致埃萨尔哈东的信证实：“愿国王我的主人致信‘马森努’，他应当接收牧人的sagate
 衣服、皮革和ilku
 义务□□□□□□他们不应当卖掉它们，而应当接收死牲畜的皮，把它们作为iškāru
 。”[271]


书吏保管与手工业者或牧人签订的契约，他们可能携带相关契约去征收iškāru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在给阿淑尔-贝尔-塔钦的信中写道：“关于去你的行省□□□王室书吏，无论他们是亚述人还是阿拉米人，把你的信使派到整个地区，把他们聚集起来，（然后）把他们遣送给我。你要派给他们委派骑兵和伊图士兵，要帮助他们到达杜尔-贝里拉亚，要知道征收iškāru
 的时间就要到了!”[272]


“马森努”和书吏并不直接向手工业者和牧人征收产品或牲畜，他们通过手工业者或牧人的团体的头目rab kāiri
 来完成iškāru
 的征收。纳西比纳总督塔克拉卡纳-贝尔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关于国王我的主人在给我的信中提到的牧人伊鲁-皮亚-乌粟尔：‘你已经罢黜了他的rab kāiri
 职位，你为什么（还）命令他征收1塔兰特银子？’事实上，我并没有罢免他，他仍然是一个rab kāiri
 。杜古尔-潘-伊里正与国王我的主人在一起，国王我的主人可以询问他是不是rab kāiri
 。当杜古尔-潘-伊里去剪羊毛时，那个人偷了他的iškāru
 ，他在剪羊毛时并没有露面，而是逃到神庙中寻求庇护。”[273]


有时商人和军队也参与iškāru
 的征收。上文提到，国王曾命令一位总督派骑兵和伊图士兵协助王室书吏去征收iškāru
 。卡尔胡总督阿淑尔-巴尼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萨迪鲁的儿子们已经征收iškāru
 三年了，萨迪鲁的儿子们向王宫请愿，宣称他们被削弱了，他们说：‘我被国王授权与军队一起去征收iškāru
 。’赛里说的是：‘他在何种意义上被削弱了？就像我征收我负责的iškāru
 一样，让他也去征收他负责的iškāru
 。’”[274]
 信中提到的萨迪鲁是一位商人，他的儿子们大概也是商人，他们曾经与军队一起去征收iškāru
 。相关的商人可能承包了国王的iškāru
 。

（三）kalliu义务

1.词源及发展演变


kalliu
 源于动词kalû
 （“扣留、延误和预留”等多重意思）[275]
 ，字面意思是“预留”，引申为“驿站预留的车马”或“驿站服务”[276]
 。在亚述文献中，kalliu
 的主要拼写方式有ka-li-ú
 ，ka-li-jí
 ，ka-li-iu-u
 ，ka-li-iu-ú
 ，kal-li-e
 ，kal-li-i
 ，ki-il
 ，lú
 kal-li-a-ni
 ，等等。


kalliu
 最早出现在古巴比伦时期的马里文献中，主要指“传达国王旨意的信使”，与māršiprim
 （信使）的意思没有明显的区别。不过，kalliu
 并不局限于传达国王的旨意，还可以担任护卫人员。[277]
 在阿玛尔纳时代的书信中，kalliu
 依然充当大国国王之间交换信息的信使。[278]
 中亚述时期，亚述文献也提到了kalliu
 ，其意思仍然是信使。[279]
 因此，亚述很可能在与各国交往过程中学到了使用kalliu
 传达国王意旨的做法，而其最终来源是巴比伦尼亚。新亚述时期，随着连接都城与各地道路网的建设，kalliu
 服务逐渐完善起来。

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在全国建立了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每隔大约一天的路程设立驿站，驿站里向信使提供的车马服务，[280]
 这应该是亚述kalliu
 服务的延续。[281]


2.kalliu
 服务的内容

提供车辆和车夫是kalliu
 义务的重要内容。一位名为阿比-哈里的官员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现在我已从他们中给国王的kalliu
 提供了100人。”[282]
 尼尼微行省总督马赫德在致萨尔二世的信中写道：“关于我们提供的kalliu
 服务，赶来的国王侍卫传达国王的命令说，他最远将去沙比莱舒。他用光了我手中的□□□□国王我的主人应该知道我并没有到远至沙比莱舒的车马，那套去那里的车马还没有回来。国王我的主人应该知道我的车马都用光了。我们让从卡尔胡来的车马，包括车辆、牲畜和车夫，与国王的侍卫纳布阿赶赴沙比莱舒，让他们放过沙比莱舒的车马。”[283]
 尼尼微行省总督马赫德不但向国王的侍卫提供了牲畜，而且提供了车辆和车夫。

提供牲畜也是kalliu
 义务的重要内容。阿尔祖希纳总督沙马什-贝鲁-乌粟尔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一封信中写道：“国王我的主人通过阿尔贝拉玉写给我的信问：‘那里为什么没有kalliu
 服务？’当他和国王的侍卫乌伯鲁-哈兰向我进发时，我在他们到来之前在阿尔祖希纳套了两头骡子供乌伯鲁-哈兰使用。他把它们带到了阿拉泊哈，我又套了两头骡子供阿尔贝拉玉使用，他去了马扎穆阿。请国王我的主人询问（他们）我有没有在杜尔-塔利提准备一套骡子，另一套在塔伽拉吉？当他离开阿尔祖希纳时，那里有两套骡子可供他使用，从一个驿站到另一个驿站，直到阿拉克狄。”[284]


3.kalliu
 服务的实施


kalliu
 义务的长官”（rab kallî
 ）是kalliu
 义务的具体实施者，其他官员也负有一定的责任。苏帕特总督贝尔-里科比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我的驿站赫萨镇缺少人手，那里只有‘kalliu
 义务的长官和‘拉科苏’士兵[285]
 的长官，他们无法维持它（正常运转）。现在让我征集30个家庭，把它们安置到那里。……如果国王我的主人认可（我的安排），让他们给šaknu
 纳布-乌萨拉送一封信，让我任命副手亚伊鲁为那里的‘村庄巡检官’，（安置）阿达德-哈梯的总管辛-伊狄纳到萨扎纳。他们将照料那个驿站，并敬畏国王。”[286]
 苏帕特总督贝尔-里科比称赫萨镇为“我的驿站”，这表明该总督对辖区内的驿站的kalliu
 负有责任。苏帕特总督任命自己的副手担任相关地方的“村庄巡检官”负责照料相关的驿站，可见，该官员也参与管理kalliu
 义务。驿站中的“kalliu
 义务的长官”具体负责相关家庭kalliu
 义务的安排，而“‘拉科苏’士兵的长官”可能率其部属负责驿站的安全。

综上所述，亚述人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亚述人既可以指阿淑尔城的居民，又可以指“阿淑尔之地”上的人口，还可以指归顺阿淑尔神的民众。随着国家的发展，亚述的种族构成、阶级成分和人口规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随着版图的扩大，亚述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为征召徭役创造了条件。

徭役原本是亚述公民需要履行的义务，后来附属国居民也需要负担徭役。亚述兵役义务的履行最初以占有土地为前提，主要在直接管理的行省内征召。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徭役的征发发生了变化，兵役与占有土地的关系不再紧密，附属国的居民也在征调之列。国王通过行省的各级管理机构向直接管理的民众摊派兵役和劳役，而国王通过附属国的国王间接地征调军队和一般劳动力。

亚述向行省和附属国摊派的徭役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从中亚述时期起，亚述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兵役义务成为亚述人的重要负担。与此同时，亚述还修建了大量神庙、城市、军事要塞、水利工程和道路等公共工程，劳役是亚述人的另一项负担。履行兵役和劳役的义务是行省和附属国居民的义务，然而，一些行省总督和附属国统治者曾因国王摊派的徭役而产生怨言，[287]
 而普通民众则以逃亡的方式躲避徭役，这表明亚述摊派的徭役超过了他们服役的能力，成为一种不能承受的负担。

亚述向行省和附属国摊派的徭役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无论是服兵役的士兵征服的大片土地、掠夺大量战利品，还是服劳役的人员修建大量的宫殿、神庙或向统治阶级提供各种服务，都是在满足统治阶级的需求；另一方面，无论服兵役的士兵抗击敌军的袭扰，还是服劳役的人员修建的水渠和道路等公共工程，都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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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神灵崇拜与供品的名目

古代的神灵崇拜不仅是宗教信仰，而且关乎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并由此论证统治阶级统治的合法性。亚述的王权与神灵关系十分密切，国王是国家保护神阿淑尔神的代理人，神职人员由国王任命。亚述的神庙由国王组织建造和维持运转，神灵的供品一般也在国王的主导下通过行省总督课征。有些供品直接来源于税收，[1]
 因此，神灵的供品与国家的赋税一样也是亚述赋役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
 本章将在介绍亚述神灵崇拜的基础上，分别介绍各种名目的神灵供品的起源、发展演变与征收方式等。

第一节　神灵崇拜

亚述神灵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神灵主宰和支配了人们的一切活动。亚述的神灵数量众多，种类繁杂，大致可以分为官方信奉的神灵和民间崇拜的神灵两类。民间崇拜的神灵因很少出现在文献中而不为人识，人们熟知的神灵往往是官方信奉的神灵。官方崇拜的神灵与政权关系密切，主要表现是神灵的地位和作用随国家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

一　万神殿的演变

1.史前时代的神灵崇拜

早期陶器文化时期，两河流域北部就出现了神灵崇拜的端倪。乌姆•达巴吉亚的遗址出土了两河流域北部最早的裸体妇女塑像，共有全身坐式像和胸像两类，塑像突出了乳房、臀部和腹部等女性特征。[3]
 哈孙纳文化遗址也出土了近四十件妇女塑像，以站式像为主，更加追求人的真实感，并给裸体妇女穿上了长裙。[4]
 同期，哈拉夫遗址也出土了许多妇女塑像，主要有两种风格：一种是写意的，整体形状像一把琵琶；另一种是写实的，呈坐式，双手抱胸，乳房和臀部非常突出。[5]
 两河流域北部的女性崇拜，尤其是对性别特征进行了夸张，很可能是对女性生殖能力属性的崇拜，后来可能发展成女神崇拜。

彩陶文化的阶段，尤其是萨马腊文化和哈拉夫文化时期，与宗教有关的塑像有男有女；虽然女性仍占重要地位，但是，塑像不再使用夸张性别特征的手法，具有明显的人格特征。鬼怪成为人们的崇拜对象，这个崇拜对象不过是超自然属性的负荷者。鬼怪概念的产生后，人们往往把失败和灾难归咎于它，于是产生了驱鬼避邪的护身符崇拜。

乌鲁克文化时期，亚述地区也进入自然神崇拜阶段。人们关心谷物的播种与收割季节的循环，因此崇拜与丰收和繁殖有关的神灵；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保护神，但也不排斥其他城市的神灵。

2.古亚述时期的万神殿

阿淑尔城邦时期，亚述人信奉的神灵众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阿淑尔神。阿淑尔神与阿淑尔城同名，大概源于对阿淑尔城所在山崖的崇拜，[6]
 其神庙埃胡尔萨格库尔库拉大概在阿卡德王国或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修建。[7]
 阿淑尔人还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重要商业据点修建了阿淑尔神的神庙。[8]
 阿淑尔人在提及多位神灵时，阿淑尔神总是居于首位。阿淑里图姆可能是阿淑尔神的配偶。[9]


性爱与战争女神伊什塔尔、风雨之神阿达德、贝鲁姆和月神辛等神灵也在阿淑尔城邦的万神殿中占据重要地位。伊什塔尔女神是亚述地区的古老神灵，其中，阿淑尔城的伊什塔尔神庙至少可以追溯到早王朝时期。[10]
 伊什塔尔女神的地位还可以从人名中来判断，其中一份运输契约中提到一个女人的名字为“莎拉特-伊什塔尔”（Šarat-Ištar）[11]
 ，其意思为“伊什塔尔是女王/王后”。阿达德神与国王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国王埃里舒姆一世称阿达德为“我的主人”。[12]
 阿达德的地位也可以从当时人名中来判断，其中一个人的名字为“沙尔-阿达德”（Šar-Adad）[13]
 ，其意思为“阿达德是国王”。埃里舒姆一世的铭文多次提及贝鲁姆，其字面意思是“主或主人”，可见，贝鲁姆也是一位重要神灵。尽管亚述王室铭文没有提到月神辛，但是，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商业据点出土的法律文件却提到了辛的祭司，[14]
 可见，辛也是阿淑尔城邦一位举足轻重的神灵。

除了上述神灵外，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商业据点出土文献提到的人名中还包含其他苏美尔—巴比伦尼亚和西塞姆人的重要神灵。天神阿努姆是巴比伦尼亚的众神之父，阿淑尔-伊迪在致阿淑尔-纳达的一封信中提到一个人的名字为“舒-阿努姆”[15]
 。恩利尔是苏美尔—巴比伦尼亚的众神之王，一份运输契约提到一个人的名字为“恩利尔-巴尼”[16]
 。埃拉是巴比伦尼亚的灾难之神，它也出现在人名中，其中一份涉及税收的文件提到一个人的名字为“埃拉亚”[17]
 。阿穆鲁人的神灵阿穆鲁和苏美尔—巴比伦尼亚的太阳神沙马什也出现在亚述的人名中，其中一个人的名字为“阿穆尔-沙马什”[18]
 。西塞姆人的神灵阿纳也出现在人名中，一个人的名字为“普祖尔-阿纳”[19]
 。

阿淑尔城邦时期，阿淑尔神在阿淑尔城邦的万神殿中占据首要地位，伊什塔尔、阿达德、贝鲁姆和辛等神灵可能紧随其后。不过，由于材料的缺乏，亚述诸神之间的关系尚难确定，其他仅仅出现在亚述人名中的神灵的地位和作用更是不得而知。

沙马什-阿达德一世时期，阿淑尔神成为“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万神殿中的神王。沙马什-阿达德一世时期，阿淑尔神已经同化了苏美尔—巴比伦尼亚的众神之王恩利尔：一方面，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多次将阿淑尔神庙称为“恩利尔的神庙”[20]
 ，另一方面，国王本人自称为“恩利尔神的总督（šaknu
 ）、阿淑尔神的‘伊沙库’”[21]
 。

随着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的扩张，被征服地区的神灵也进入了“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的万神殿。伊图尔-麦尔原本是马里的庇护神，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征服马里后，他不但向该神奉献了一把座椅，而且在相关铭文中称：“我的主人伊图尔-麦尔委托给我马里和幼发拉底河畔地区全部统治权和控制权。”[22]
 达甘原本是马里城的另一重要神灵。[23]
 随着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征服马里，该神也被接受，这位国王不但修建了达甘的神庙，而且自称为“达甘的崇拜者”[24]
 。沙马什-阿达德一世攻占尼尼微城以后，也接受了该城的伊什塔尔女神，并修复了其破旧的神庙。[25]


沙马什-阿达德一世时期，“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发展成囊括两河流域北部大部分地区的大国，其神灵崇拜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一方面，阿淑尔神开始成为万神殿中的众神之王；另一方面，被征服地区的神灵也进入了其万神殿。由于沙马什-阿达德一世自称为“阿淑尔城国王”，并且视阿淑尔神为国家的保护神，“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的万神殿对亚述万神殿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中亚述时期的万神殿

随着亚述实力的增长，阿淑尔神的地位迅速提高，他不但逐渐同化了苏美尔—巴比伦尼亚的部分神灵，而且将相关神灵的家属变成自己的家属。亚述征服了众多国家，亚述国王成为诸王之王；国家保护神阿淑尔神同化了苏美尔—巴比伦尼亚的神王恩利尔，成为众神之王。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称阿淑尔神为“亚述的恩利尔”[26]
 。与此同时，阿淑尔神还同化了苏美尔—巴比伦尼亚的众神之父阿努，也被称为“众神之父”[27]
 。此外，恩利尔的配偶宁利尔、儿子尼努尔塔分别成为阿淑尔神的配偶和儿子。[28]


从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起，战争成为亚述历史发展的重要主题，战神在万神殿占据重要地位。女神伊什塔尔的战神角色日益突出，阿达德-尼拉里一世在一篇铭文中称：“愿我的女主人伊什塔尔让他的国家失败!”[29]
 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的一篇铭文写道：“在天地间的女主人——走在我的军队前面的女神伊什塔尔——的帮助下，我去进攻卡尔杜尼亚什国王卡什提里亚舒。”[30]
 苏美尔—巴比伦尼亚的战神尼努尔塔也进入亚述的万神殿，并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的一篇铭文写道：“阿淑尔神和尼努尔塔常常引导他到达他想去的地方，（他）追逐阿淑尔神的每一个敌人，平息所有王公的叛乱。”[31]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的另一篇铭文写道：“在他的主人阿淑尔和尼努尔塔（两位）大神的支持下，他杀死了他们的敌人。”[32]


随着被征服地区统治者的臣服，相关地区的神灵也屈服于亚述的神灵。例如，摧毁沙拉乌什和阿马乌什以后，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把其神灵掠到亚述。[33]
 占领胡努苏以后，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把该城市的神灵掠到亚述。[34]
 征服苏胡以后，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把该国的许多神灵与其财物一道掠到了亚述。[35]
 亚述国王把被征服地区神灵掠到亚述的目的是命其服侍亚述神灵。击败卡特穆胡以后，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把被征服地区的神灵献给了阿达德。[36]
 征服鲁鲁麦以后，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把当地的25位神灵献给了宁利尔、阿努、阿达德和伊什塔尔等亚述神灵的神庙。[37]


中亚述时期，亚述的版图空前扩大，阿淑尔神的地位迅速上升；由于战事频繁，苏美尔-巴比伦尼亚的战神在亚述万神殿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大片被征服地区并入亚述的版图，相关地区的神灵也臣服于亚述的神灵。

4.新亚述时期的万神殿

新亚述时期，亚述征服了西亚北非地区的大片区域，被征服地区的神灵也随之臣服于阿淑尔神，阿淑尔成为名副其实的众神之王；随着附属国家和部落的屈服，被俘虏的神灵获得自由，一些巴比伦尼亚神灵甚至受到了特殊的礼遇。

新亚述时期，西亚北非地区的大片区域纳入了亚述的版图，阿淑尔神成为名副其实的众神之王。首先，阿淑尔神攫取了苏美尔神王恩利尔的头衔：在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时期，阿淑尔神被称为“伟大的主、所有大神之王”[38]
 ；萨尔贡二世时期，阿淑尔神被称为“众神之父、万国之主、天地之王、万物的创造者、千王之王”[39]
 。其次，阿淑尔还取代了巴比伦的神王马尔都克。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代末，马尔都克取代恩利尔成为巴比伦尼亚的众神之王，[40]
 ，公元前8世纪末或公元前7世纪初，阿淑尔取代马尔都克成为亚述版的创世神话《埃努马-埃里什》的主角，因此，它成为新一代众神之王。[41]


新亚述时期，更多被征服地区的神灵臣服亚述的神灵。例如，阿达德-尼拉里二世的一篇铭文写道：“我把他们的神灵作为礼物献给了我的主人阿淑尔神。”[42]
 征服纳西比纳以后，阿达德-尼拉里二世把其神灵及其财物带到了阿淑尔城。[43]
 攻克比亚拉希城以后，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二世把其神灵与其他财物掠到尼尼微。[44]
 攻克苏鲁城以后，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把其神灵与其他财物等掠到亚述。[45]
 击败拉科的阿兹-伊鲁以后，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掠走了其神灵。[46]



表6-1　新亚述时期掠到亚述的被征服地区神灵[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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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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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贡王朝时期，亚述帝国业已形成，亚述人陆续送还了一些被征服地区或附属国的神灵，来收买当地居民。例如，公元前716年，萨尔贡二世送还了哈尔哈尔的神灵。[48]
 公元前681年，辛纳赫里布归还了他于公元前693年掠夺的乌鲁克的神灵。[49]
 公元前680年，埃萨尔哈东归还了他于公元前693年掳走的德尔的神灵。[50]
 公元前671年，埃萨尔哈东归还了辛纳赫里布于公元前693年掠夺的拉尔萨等巴比伦尼亚城市的神灵。[51]
 犹大国王莱阿勒归顺后，埃萨尔哈东归还了掠夺到亚述的犹大神灵。[52]
 阿拉伯酋长黑兹尔臣服后，埃萨尔哈东归还了其父辛纳赫里布掠夺的阿拉伯人的神灵。[53]



表6-2　亚述归还的被征服地区或附属国的神灵[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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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人酷爱苏美尔—巴比伦尼亚文化，巴比伦尼亚的神灵受到了与亚述神灵一样的礼遇。例如，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时期，一篇铭文写道：“他到达神灵中的崇高的英雄乌图鲁的城市库塔，谦恭地跪在神庙门口，奉献了udu.siskur供品。他进入了连接天堂与地府的巴比伦城，登上了众神的宫殿、众神之王的住所埃萨吉尔。他虔诚地出现在贝尔和贝拉特面前，正式地举行献祭仪式，在埃萨吉尔屠宰并奉献了高贵的udu.siskur供品和神圣的nindabu
 供品。他还向埃萨吉尔和巴比伦尼亚其他神灵的神殿奉献了神圣的udu.siskur供品。他向法力无边的王公贝尔之子、纳布的英雄城市波尔西帕进发，进入了决定命运的神庙埃兹达。他跪在他的主人纳布和纳娜女神的面前，举行了合乎礼仪的仪式，屠宰并奉献了优等牛和肥羊。”[55]
 又如，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的一篇铭文写道：“我在胡尔萨格库尔库拉[56]
 向阿淑尔、舍鲁阿、贝尔、扎尔帕尼图、纳布、塔什麦图、纳娜、贝乐特-巴比伦、涅尔伽尔和拉斯献上纯洁的udu.siskur供品。”[57]
 再如，萨尔贡二世在一篇铭文中写道：“从我即位之年到我统治的第三年，我赠给贝尔、扎尔帕尼图、纳布、塔什麦图等居住在苏美尔与阿卡德大都市的神灵礼物。”[58]
 还有，在建筑新都卡尔胡时，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为巴比伦尼亚诸神建造了神庙：“在我的领土的中心卡尔胡，我建造了先前不曾有的神庙，诸如恩利尔的神庙和尼努尔塔的神庙。我还在那里建造了神王埃阿和达姆基娜的神庙、阿达德与沙拉的神庙、女神古拉的神庙、辛神的神庙、纳布的神庙、女神沙拉特-尼普哈、西比提神的神庙、基德穆鲁和其他大神的神庙。”[59]


尽管马尔都克的“众神之王”的地位被阿淑尔神取代，但是，巴比伦尼亚神王与其子纳布在亚述的万神殿中仍然占据很高的地位。虽然马尔都克与其子纳布都是被掠到亚述的，[60]
 但是，早在中亚述时期亚述人就为巴比伦神王及其子修建了神庙。[61]
 新亚述时期，马尔都克在亚述万神殿的位次逐渐提升。在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沙尔马纳沙尔三世和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时期，马尔都克位于辛、沙马什和阿达德之后，居于第五位；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时期，马尔都克及其配偶扎尔帕尼图位于阿淑尔与舍鲁阿或阿淑尔与沙马什之后，居于第三位；萨尔贡二世时期，马尔都克位于阿淑尔或阿淑尔与恩利尔之后，居于第二位或第三位。[62]


二　神灵的地位和作用

亚述人之所以崇拜神灵，是因为他们能影响到亚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拱卫王权、维护统治秩序和军事扩张三个方面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

1.神权与王权

亚述流行君权神授的观念，国王是神灵选定的。从沙马什-阿达德一世起，国王往往被称为“恩利尔神任命的（统治者）”。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的一篇铭文写道：“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是四方之王、强大的王、阿淑尔神选中的亚述国王、阿淑尔神的总督、谨慎的牧首和阿努和恩利尔的宠儿，他们把治理四方的权力赐给了他，把他们的统治权委托给他。”[63]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被称为“根据沙马什的命令被授予神圣的权杖去统治万民的人”。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在一篇铭文中写道：“（愿）我的大神阿淑尔呼唤我的名字，使我凌驾于四方国王之上!”[64]
 阿淑尔巴尼拔时期，一首加冕赞美诗写道：“愿天地之王沙马什擢升你去统治四方，愿赐予你权杖的阿淑尔神延长你的岁月，愿舍鲁阿向您的神灵赞美您的名字!”[65]


除了赐予国王权杖外，神灵还指导国王行使王权。亚述国王自称为“阿淑尔神的伊沙库”[66]
 ，意思是“阿淑尔神的代理人”，代表神灵统治万民。众神从各个方面帮助亚述国王治理国家。阿淑尔巴尼拔时期，一首加冕赞美诗写道：“阿努赐给他王冠，恩利尔赐给他王位，尼努尔塔赐给他武器，涅尔伽尔赐给他荣耀，努斯库派遣顾问到他面前。”[67]


亚述国王在选择王位继承人时需要占卜神意。埃萨尔哈东的一篇铭文写道：“（虽然）我是我的兄弟们中最小的弟弟，（但是，）根据阿淑尔、辛、沙马什、贝尔、纳布、尼尼微的伊什塔尔和阿尔贝拉的伊什塔尔等诸神的命令，生养我的父亲从我的兄弟们中擢升了我，他宣布：‘这个就是要继承我（王位）的人!’他问卜于沙马什和阿达德，他们给他一个肯定的回答：‘他（就）是你的继承人!’他留心他们重要的话语，召集了大大小小的亚述人、我的兄弟们和我父亲家族的子嗣们，命令他们在阿淑尔、辛、沙马什、纳布和马尔都克等亚述神灵及天地间的诸神面前就我的继位郑重起誓。”[68]
 埃萨尔哈东也曾就其继承人的选择问题问卜太阳神：“伟大的太阳神啊，请就我咨询你的问题给我一个明确而肯定的答案吧!亚述国王埃萨尔哈东应该谋划吗？他的儿子辛-纳丁-阿普里的名字已经写在纸草上并放在神像面前，他应该进入继位宫吗？”[69]


2.神灵与社会秩序的维护

神灵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亚述国王应神灵的要求颁布正义敕令、建立社会公平与正义等方面。为了使亚述人不因税赋、债务负担而导致社会分化，进而影响国家和社会稳定，亚述国王多次颁布正义敕令，豁免赋役、取消债务和释放债务奴隶。[70]
 萨尔贡二世的一道敕令曾写道：“根据诸位大神给我的命令，为了维护公平与正义，为了保护贫困者，为了使弱者不受（强者的）伤害，我根据购买（土地的）文件记录付给耕地和城镇的所有者银和铜；为了避免抱怨，我（允许）那些耕地被占用而不愿意接受银子的人以地易地。”[71]


神灵维持社会秩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确保法律文件的有效性。“阿淑尔之剑”（patrum/
 gírša
 d
 Aššur
 ）是阿淑尔神的象征，多次出现在阿淑尔城邦时期的法律文件中。卡涅什的一份法律文件写道：“卡涅什的商业据点议事会在神庙中当着‘阿淑尔之剑’的面通过了一道法令。”[72]
 另一份法律文件写道：“当你读我的泥板时，你必须在我的信使库里亚面前拿出‘阿淑尔之剑’。”[73]
 一份分割去世的商人财产的法律文件写道：“我们在‘阿淑尔之剑’前面提供了我们的证据。”[74]
 新亚述时期的商业契约一般都包含防止双方反悔的条款，反悔者将遭到神灵的反对：“阿淑尔、沙马什、贝尔和纳布将起诉他。”[75]
 阿淑尔城的一些罚金大概归阿淑尔神所有，其中一份文件写道：“当伊丁-阿布姆向卡涅什出发后，你还不归还沙马亚，你想支付阿淑尔神摊派到他身上的53[image: img]
 米那银子罚金吗？”[76]
 亚述与附属国签订条约时还需要在神灵面前起誓，神灵将严惩那些不遵守条约的附属国统治者。[77]


3.神灵与战争

亚述的战争具有明显的“圣战”色彩。亚述的军队往往被称为国家保护神阿淑尔的部队，发动战争的目的是拓展阿淑尔的领地，被征服地区居民被套上了阿淑尔神之轭，被征服地区的神灵也屈服于阿淑尔神。祭司伊提-沙马什-巴拉图在致埃萨尔哈东的信中写道：“从太阳（升起到）落下的地方，他（太阳神——笔者）让（所有国家的君臣）都匍匐在国王我的主人脚下。”[78]


亚述的战争与和平掌握在神灵手中，亚述国王往往宣称遵从神灵的意旨发动战争。阿达德-尼拉里一世曾根据神灵的命令去报复沙图阿拉，阿淑尔和其他大神命令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去扩展他们的领土。[79]
 阿淑尔神还命令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远征穆斯里，派遣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远征纳伊利地区和上方之海沿岸。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根据阿淑尔神的命令第三次远征扎穆阿。[80]
 萨尔贡二世请求神灵允许他发动战争反击乌拉尔图。[81]


在战斗中，阿淑尔神的圣旗（urigallu
 ，语义符为d
 ùri.gal）总是引导亚述军队去作战。公元前881年，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出兵平定扎穆阿等地的叛乱，阿淑尔神的圣旗飘扬在军队的前面。[82]
 公元前853年，在沙尔马纳沙尔三世与叙利亚地区诸国联军决战时，阿淑尔神的圣旗再次飘扬在军队的前面。[83]
 在沙马什-阿达德五世发动第六次战役中，阿淑尔神的圣旗又一次飘扬在军队的前面。[84]


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亚述国王还宣称在战斗中得到神灵的直接支持。埃萨尔哈东的一篇铭文写道：“阿淑尔、辛、沙马什、贝尔、纳布、尼尼微的伊什塔尔和阿尔贝拉的伊什塔尔目睹了叛乱者的行为，他们违背了诸神的意愿，（因此神灵）不再支持他们。他们削弱了他们的力量，迫使他们屈服于我。”[85]
 诸神还对埃萨尔哈东鼓劲道：“去!不要退缩!我们将走在你的身边，去杀死你的敌人吧!”[86]
 一篇神谕称：“我是阿尔贝拉的伊什塔尔，我把敌人掷到你的脚下。我说的哪些话不可信？我是阿尔贝拉的伊什塔尔，我剥下来敌人的皮，把它们交给你。”[87]
 萨尔贡二世在一篇铭文中写道：“在我的主人阿淑尔神无穷的力量（的鼓舞下），在我的帮助者贝尔与纳布（的保护下），得到诸神的法官沙马什——他开辟道路，并为我的军队提供庇护——的首肯后，在众神中能力出众的涅尔伽尔的伟大（指引下），我从苏姆布地区出发，进入了尼基帕和乌帕之间陡峭的山中。”[88]
 一位祭司在致埃萨尔哈东的信中写道：“天宇的神灵都准备好参战了，愿他们行进在国王我的主人面前，使国王我的主人的敌人匍匐在国王我的主人的脚下。”[89]


三　神灵的生活

亚述神灵一般像人类一样一天进餐两次，第一餐在早晨神庙门打开时，第二餐在傍晚神庙门关闭之际。神灵就餐时，一张桌子摆在神像前，然后，端来一盆洗手的水，最后，在餐桌上摆上各种饮料、食品和水果。[90]
 亚述的一份豁免赋役的诏书写道：“23只羊、2头公牛和2只牛犊用作早晨和晚上火盆里焚烧的udu.siskur供品。”[91]


除了正常的生活外，神灵们均有自己的节日，其中最重要的节日是“阿基图节”（akītu
 ）。[92]
 在节日里，神灵们除了到郊外巡游等节日活动外，还举行宴会宴请从各地赶来的神灵。一份向神灵奉献葡萄酒的清单彰显了神灵在节日饮宴的盛况：“9月20日（奉献）8卡（葡萄酒），10月6日7（奉献）卡（葡萄酒），11月20日当神灵在神庙大厅巡视时（奉献）3卡（葡萄酒），（12月）17日（奉献）1苏图（葡萄酒），12月18日卡拉图节时（奉献）1苏图（葡萄酒），1月7日7（奉献）卡（葡萄酒），2月13 日7（奉献）卡（葡萄酒），（6月）16日（奉献）7卡（葡萄酒），6月17日7（奉献）卡。总共需要（奉献）7苏图2卡葡萄酒供节日之用。”[93]


除了具有人类一样基本需求外，神灵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例如，将水、葡萄酒、啤酒、油或牺牲动物的血浇到祭坛、容器、地上或牺牲的身上。阿达德-尼拉里二世的一篇铭文写道：“在圣殿里，他宰杀了神圣的牺牲，奉献了牛，浇了最好的啤酒，用山区（产）的甜葡萄酒作为他的udu.siskur供品。”[94]


亚述的神灵具有明显的拟人化特征，具有与人类一样的需求。为了赢得神灵的青睐，亚述人千方百计地取悦他们的神灵，不但为众神修建了神庙，而且时时祭祀他们，并奉献各种各样的供品。

第二节　神灵供品的名目

祭祀是神灵与人类沟通的主要渠道，亚述的祭祀活动非常繁杂，大致可以分为日常祭祀、节日祭祀以及占卜时祭祀，等等。奉献供品是祭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亚述的神灵供品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内容多有交叉。我们将分别介绍亚述文献经常提及的供品的统称、日常供品、主要供物以及特殊供物。

一　供品的统称

供品的统称指对各种供品的总的称呼，亚述人一般将其称为niqû
 供品。

1.niqû
 的词源与发展演变


niqû
 ，又拼作nīqu
 ，niq
 ’u
 ，niqiu
 ，源于动词为naqû
 （本义为倾注，引申为祭奠、献祭、奉献），既可以指向神灵提供供品的行为，又可以指奉献的物品。[95]
 niqû
 对应的苏美尔语是udu.siskur/siskurx
 。在亚述文献中，niqû
 主要拼写方式有udu.siskur/siskurx
 ，ni-qi-a-te
 ，ni-qí-a
 ，ni-qu-u
 ，ni-qí
 等。

早在公元前3000年代，苏美尔人就把奉献神灵的供品称为siskur供品，奉献的物品主要包括椰枣糖浆、酥油、葡萄酒和绵羊等。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国王阿玛尔-辛的一篇铭文写道：“阿玛尔-辛是一个蒙尼普尔的恩利尔神召唤的人、恩利尔神庙的供奉者、强大的王、乌尔国王、四方之王，他为万国之主、他喜爱的主人、恩利尔神建造了神庙，其中（存放）siskur供品地方的椰枣糖浆、酥油和葡萄酒（的供应常年）不断。”[96]
 在乌尔第三王朝的供品中心德莱海姆，一份分配供品的清单写道：“1只用大麦喂养的绵羊献给‘哭泣的’伊南娜，1只用大麦喂养的绵羊和1只用草喂养的绵羊作为siskur供品献给贝拉特-苏尼尔和贝拉特-提拉班，1只羔羊作为siskur供品献给伊什库。”[97]


古巴比伦时期，niqû
 /siskur供品仍然是诸国奉献神灵供品的统称。例如，在拉尔萨王国，国王里木-辛的一篇铭文写道：“杜穆兹神是siskur供品的主人、女神伊南娜心仪的丈夫、广阔草原的牧人，他适合照管一切生灵□□□□□”[98]


从阿淑尔城邦兴起到尼尼微城的陷落，亚述人一直把其奉献神灵的各种供品通称为niqû
 /siskur供品。

新巴比伦时期，国王奉献神灵的供品仍然称为niqû
 供品，主要物品是牛、绵羊、鹅和鸭等禽畜。[99]
 一直到希腊时代，巴比伦尼亚地区居民仍然把奉献神灵的供品称为niqû
 供品。[100]


2.供应方式与供物种类

阿淑尔城邦时期，niqû
 供品主要指商人们向神灵捐献的供品，主要包括金银等物品。例如，卡涅什的阿淑尔商人伊丁-伊什塔尔曾经在致其父阿淑尔-纳达的信中写道：“达亚之子伊库皮亚将要带给你5舍克勒帕沙金子，我亲爱的父亲，你在神面前奉献niqû
 供品，让他保佑我吧!”[101]
 又如，阿淑尔-纳达在致其兄弟阿淑尔-塔克拉库的信中写道：“伊丁-伊什塔尔之子伊丁-阿布姆给你带去5舍克勒银子，（它是）你奉献（神灵的）niqû
 供品。”[102]
 上述信件并没有提到国王或其他国家机构强迫他们捐献niqû
 供品，因此，阿淑尔商人奉献niqû
 供品的行为大概是一种祈求神灵庇护或感谢神灵庇佑的自愿行为。

中亚述时期，国王规定了各地缴纳niqû
 供品的种类，主要是大麦、牲畜和衣物等生活必需品。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曾在规定沙拉特-尼普哈神庙供品的敕令中写道：“12月和7月，所有（用）作niqû
 的供品是大麦。”[103]
 此外，niqû
 供品还可以是牲畜和衣服。尼努尔塔-图库尔提-阿淑尔给舍鲁阿的udu.siskur供品是一只绵羊。[104]
 一份接收物品的清单写道：“□□□□巴布-阿普拉-乌粟尔所欠的做niqû
 的‘鲁贝鲁’（lubēru
 ）[105]
 衣服已经交付王室□□□□□□”[106]
 新亚述时期，niqû
 供品主要由行省总督和宫廷权贵轮流负担，主要有牲畜、禽类、面包等各种物品。占卜师阿库拉努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请国王我的主人就□□□niqû
 供品问题询问□□□省副总督：‘你为什么没有（按时）奉献（niqû
 供品）呢？’国王应当提醒他在‘卡努努节’（kanūnu
 ）[107]
 期间不要放松（供品的供应）。在‘卡努努节’的10日晚上以及11日和12日，他要奉献大量niqû
 供品。”[108]
 比特-基德穆里的祭司达狄在致埃萨尔哈东的信中写道：“2头牛和20只绵羊是国王指定狄库齐纳（提供的）niqû
 供品，他还没有送到。”[109]
 尼尼微出土的宫廷档案也包括一些向神灵奉献niqû
 供品的清单，其中，宦官总管在一份缴纳niqû
 的供品清单上写道：“□□□只鸭、2只林鸽、2只灰鹧鸪、20只斑鸠、2只跳鼠、14□□40条‘胡胡鲁图’（huhurutu
 ）[110]
 长面包、2苏图小面包、2苏图厚面包、10桌□□□□□10坛□□□□以上是宦官总管在13日奉献的niqû
 供品。”[111]
 另一份清单提到了在“图尔塔努”13日应奉献的niqû
 供品。[112]
 王后的niqû
 供品是“1头牛、3头‘西萨尔胡’（sisalhu
 ）[113]
 牛、4只母牛犊、24只绵羊和4只鸭”[114]
 。5月11日的niqû
 供品是“1头牛、10只绵羊和1只（放在）大神殿门口的鸭；1头牛、10只绵羊和1只（放在小神殿门口的）鸭；2头牛、1头‘西萨尔胡’牛、30只绵羊和2只（奉献）伊什塔尔的神庙的鸭；总共4头牛、1头‘西萨尔胡’牛、50只绵羊和4只鸭，这都是5月11日（要奉献）的niqû
 供品。”[115]



niqû
 供品的奉献还与节日和占卜有关。占卜师阿库拉努在写给埃萨尔哈东的信中写道：“明晚塔尔比苏将会有一个洗礼，国王需要奉献niqû
 供品。”[116]
 占卜师阿库拉努在写给埃萨尔哈东的另一封信中写道：“关于国王在‘卡努努节’奉献的niqû
 供品，我该是去监管niqû
 供品（的置备），还是留在这里？”[117]
 一份占卜文献写道：“尝试通过阿达德的门把面粉运到他的面前，送到他面前的面粉就是他的niqû
 供品。愿他在清晨降下薄雾，愿（他使）耕地的产量翻一番!”[118]


二　日常供品

日常供品指每天在神庙中进行例行性祭祀时奉献神灵的供品，主要有ginû
 供品和sattukku
 供品两种。

（一）ginû供品

1.词源与发展演变


ginû
 既可以用作形容词，表示“永远的、固定的、定期的和标准的”等意思；也可以用作名词，有“常态，端正”，引申为“标准、定期或固定的供品”等意思。[119]
 ginû
 来源于苏美尔语为gi.na。在亚述文献中，ginû
 主要拼写方式有gi-na-a
 ，gi-ni-e
 ，gi-nu-u
 ，gi-nu-ú
 等。


ginû
 供品最早出现于古巴比伦时期。例如，拉尔萨国王瓦拉德-辛时期，一篇铭文写道：“库杜尔-马布克是阿摩利人的祖先、西姆提-什尔哈科之子，他重新关注埃巴巴尔神庙，为他的主人乌图神装饰了它；他聚拢了失散的民众，整饬了混乱的军队，使国家恢复了和平；他打碎了他的敌人的头颅，击败了所有的敌人；他使天地间至高的法官乌图心满意足地住在拉尔萨富丽堂皇的神庙里，（这是接收）ginû
 供品的地方。”[120]
 又如，古巴比伦时期，一位父亲在致其子的信中写道：“愿沙马什与马尔都克保佑你长命百岁!我派伊利-埃利什到你（那儿），送给我20米那优质的羊毛作为（奉献神灵）的ginû
 供品吧!”[121]


在亚述地区，ginû
 供品最早出现在中亚述时期。例如，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的一篇铭文写道：“除了奉献神灵希望的东西外，我还修建了巨大的祭祀中心和我的皇家住所，我称之为‘卡尔-图库尔提-尼努尔塔’。我在它里面修建了阿淑尔、阿达德、沙马什、尼努尔塔、努斯库、涅尔伽尔、西比提和女神伊什塔尔等大神的神庙。我让帕图-麦沙里（渠）流向他们的神庙，把那个水渠里生产的产品永远确定为阿淑尔神和（其他）大神的ginû
 供品。”[122]
 上文提到，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曾攻占巴比伦城，并把巴比伦城的大量文献掠到了亚述；他很可能仿效巴比伦人的祭祀方式，同时沿袭了巴比伦人奉献的神灵供品的名称。此后，一直到亚述的灭亡，ginû
 供品一直都是亚述人奉献神灵的重要供品。

亚述灭亡后，新巴比伦王国和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等继续向诸神奉献ginû
 供品。不过，ginû
 供品与后面要谈的sattukku
 供品的意思相同，是可以互换的，前者在新巴比伦早期更为流行，而后者则在新巴比伦后期用的更多。埃巴巴尔神庙的文献表明，构成ginû
 供品的物品是由神庙发放原料给面包师、酿酒师和榨油师等职业集团、由他们制备供应的。[123]
 除了面包、酒和油等物品外，ginû
 /sattukku
 供品还包括牲畜、衣服等。[124]
 ginû
 供品可能一直延续到希腊化时期，有关文献称巴比伦城负责供品供应的官员被称为ša muhhi ginā
 ’e
 。[125]


2.供物的种类


ginû
 供品的品种非常丰富。除了上文提到的水产品外，中亚述时期的ginû
 供品还包括面包、大麦、豆类、酒、蔬菜、水果、坚果、牲畜和家禽等生活必需品，甚至还有作为支付手段的铜和银。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在确定女神沙拉特-尼普哈神供品的敕令中写道：“沙拉特-尼普哈神女神的所有ginû
 供品包括：12月2日，总督要向‘内城’的面包师和酿酒工人提供大麦，（还要）向拉伯利亚神庙中阿淑尔神的祭司提供2卡面包和2卡啤酒；7月10日，（他要交给）面包师10米那铜、啤酒工人10米那铜。”[126]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时期，一份记录交纳ginû
 供品的清单表明，中亚述时期的ginû
 供品包括大麦、蜂蜜、芝麻或亚麻油和水果。[127]
 据估计，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时期正常年份阿淑尔神庙收到的ginû
 供品为1000伊麦如谷物、10伊麦如蜂蜜、100伊麦如芝麻和50伊麦如水果。[128]


新亚述时期，ginû
 供品的种类依然十分丰富，牲畜、食品和饮料等仍然是主要供物。尼尼微出土的一份ginû
 供品清单写道：“1条大腿、1条肩膀、1块外面的肉和2块靠近肩膀的肉，出自同一头牛的肚、肝、肾和心，1整只绵羊，4只烤绵羊的头和胸，1碗牛肉汤、1碗□□汤，1只鹅、1只鸭、10只斑鸠和7条大面包、1苏图1卡ginû
 供品面包、1苏图1卡风味面包，1壶苦—甜味啤酒、1壶用碎谷物（酿的）啤酒，1只绵羊、7块肉、3卡面包、2卡ginû
 供品面包、2卡风味面包，这是阿淑尔神面前剩下的新ginû
 供品。”[129]
 杜尔-沙鲁金的司库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分给驱魔师2卡面包和2卡啤酒，给厨房人员1卡面包和1卡啤酒，总共6卡面包和啤酒是纳布神庙ginû
 供品中剩下的物品。”[130]


新亚述时期，ginû
 供品也可以是银子，并可以放贷生息。公元前658年，一份借贷契约写道：“根据卡尔赫米什的米那计算的9米那15舍克勒银子是阿淑尔-莱什-伊什掌管的阿淑尔神的ginû
 供品，（现在由）由新宫的葡萄酒师傅泽鲁提和其副手乌鲁拉玉使用。（签约时间为）宦官沙-纳布-舒任名年官之年的3月16日。（还款之日）这笔银子将增加1/4。”[131]


3.供物的来源


ginû
 供品主要由行省轮流提供。阿淑尔神庙中负责收受ginû
 供品的官员称为rab ginê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时期，阿淑尔神庙的rab ginê
 官署里出土了六百余篇记录ginû
 供品交纳情况的泥板。[132]
 其中一份提供ginû
 供品的清单表明，分担该供品的有伊杜、阿淑尔省、阿尔贝拉、下方省、阿普库、库尔达、阿马萨库、里穆舒、卡尔胡、哈布尔河、哈拉胡、沙比莱舒和库里什纳什等行省和城市。[133]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行省在指定的时间轮流向供品中心德莱赫姆进献供品，[134]
 因此，中亚述时期，亚述各行省轮流供应ginû
 供品的做法很可能源于乌尔第三王朝。

新亚述时期，ginû
 供品仍然由行省供负责应。例如，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曾经颁布敕令确定阿淑尔神庙的ginû
 供品的供应：“阿达德-尼拉里（三世）规定了阿淑尔神的ginû
 供品，把它们委托给布拉里、阿尔贝拉和□□□□行省的城镇的□□□□□□□□□□□□”[135]
 又如，亚述国王驻巴比伦尼亚的代表马尔-伊萨尔在致埃萨尔哈东的信中写道：“‘阿卡德的妇人’（gašan uru
 Ak-kad
 ）逃到埃兰后，她的财产被接管，其耕地和神庙的人员转到□□□□名下。国王我的主人安顿阿卡德城后，请给拉希鲁行省副总管一道盖印的命令：‘（你们要）向（女）神奉献ginû
 供品!他们应该前来阿卡德（奉献供品）!’他们奉献了□□年（供品），（现在他们）停止奉献（供品）了。自从国王我的主人派我驻阿卡德城后，他们就不再奉献（神灵供品）了。”[136]


上文提到，新亚述时期神庙占有大量田产，一部分ginû
 供品来自神庙地产。例如，埃萨尔哈东在一份敕令中写道：“□□□□□一块30伊麦如的耕地、一块10伊麦如的耕地和一个6伊麦如的果园（都是）给她生产ginû
 供品的，我把（它们）交给□□□□□阿塔尔-亚提和耕种者辛-克努-乌粟尔。他们的房屋、他们的耕地和他们的果园是免税的，他们的nusāhē
 税也不得征收，他们的šibšu
 税不得征收。”[137]
 公元前682年2月25日，一份果园转让契约写道：“它是（专门）为阿淑尔和穆里苏提供ginû
 供品的果园。”[138]


此外，阿淑尔神庙的ginû
 供品清单表明，王后和王太子等皇室成员和“图尔塔努”、“拉伯—沙克”、“马森努”等朝廷重臣也负有向神庙提供ginû
 供品的义务。[139]


一些被征服地区也被勒令向神灵奉献ginû
 供品。上文提道，埃萨尔哈东在征服埃及后给整个埃及重新任命了国王、总督、šaknu
 、‘港口监督’、“国王的代表”和信使，他“（还）给阿淑尔和（其他）大神确定了sattukku
 供品和ginû
 供品”[140]
 。又如，公元前649年，阿淑尔巴尼拔在击败其弟弟沙马什-舒穆-乌金后宣布：“我把他们扔掉的‘阿淑尔之轭’重新套到他们身上。我给他们任命了总督、šaknu
 和监督，把阿淑尔、穆里苏和亚述诸神的sattukku
 供品、ginû
 供品和rēštu
 供品摊派到他们身上。”[141]
 再如，征服希里穆以后，辛纳赫里布宣布：“我把1头牛、10只羔羊、10伊麦如葡萄酒、10伊麦如椰枣和其他优等物品确定为该地区奉献给我的主人——亚述诸神——的ginû
 供品。”[142]


相关地区的官员和祭司总管具体负责管理ginû
 供品的供给。亚述国王驻巴比伦尼亚的代表在致埃萨尔哈东的信中写道：“如果国王我的主人满意，应该任命一个人为‘埃舍舒节’（eššešu）在供桌前奉献ginû
 供品的祭司总管。”[143]
 亚述国王驻巴比伦尼亚的代表在致国王的信中还写道：“春天时，国王我的主人派一个贴身侍卫对波尔西帕的指挥官和祭司总管说：‘统计纳布神庙的牛羊的数目，像从昔日的波尔西帕人的地产中供应ginû
 供品一样，把最肥的羊献给纳布神!’现在牧人贿赂了指挥官和祭司总管。直到现在，没有人统计牛羊（数目），他们（既）没有提供做祭祀时需要的公羊，（也）没有交纳国王在1月份要奉献神灵的ginû
 供品……”[144]


（二）sattukku供品

1.词源与发展演变


sattukku
 ，又拼作sattakku
 和šattukku
 ，本义是“食物配额”，引申为“固定的、定期的供品”。[145]
 sattukku
 来源于苏美尔语sá.du11
 或sá.dug4
 ，在亚述文献中，sattukku
 主要拼写方式有sá.dug，sat-tak-ki
 ，sat-tuk
 ，sa-at-tuuk-ku
 等。

在古代两河流域，奉献sattukku
 /sá.du11
 供品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苏美尔城邦时期，主要供物是日常食品、饮料和牛羊等。例如，在拉格什城邦国王古地亚的雕像上，一段铭文写道：“1卡啤酒、1卡面包、1/2卡做（饼）的面粉和1/2卡去壳的谷粒是奉献给建造宁吉尔苏神庙的拉格什统治者古地亚雕像的sá.dug4
 供品。”[146]


阿卡德王国沿袭了苏美尔人向神灵奉献sá.du11
 或sá.dug4
 供品的传统，奉献的物品仍然是各种食品。例如，国王里木什在一篇铭文中写道：“他确定这些面包、啤酒为沙马什神一天的sá.du11
 供品。”[147]
 阿卡德王国时期，一份向尼努尔塔奉献洋葱的记录写道：“乌尔-宁吉尔苏（交纳了）240卡洋葱，仓库的看门人埃-萨伽（交纳了）60卡洋葱，乌尔-古拉之子杜都（交纳了）60卡洋葱；从1月到10月，每月（接收了）30卡洋葱，这300卡洋葱（是奉献）尼努尔塔的sá.du11
 供品。”[148]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国王仍然向神灵奉献sá.du11
 供品，主要供物依然是各类食品。例如，国王乌尔纳姆在一篇铭文中写道：“我为他（月神南纳——笔者）确定了90古尔谷物、30只绵羊和30卡奶油的sá.du11
 供品。”[149]
 一份奉献供品的清单写道：“11月25日，恩利莱沙接收了舒尔吉-阿穆（提供）的4头用大麦育肥的牛作为乌鲁克奉献伊南娜的sá.du11
 供品。”[150]
 《乌尔纳姆法典》的序言写道：“乌尔纳姆是强大的勇士、乌尔国王、苏美尔与阿卡德国王，他规定每月21600卡大麦、30只羊和30卡黄油作为（诸神的）sá.dug4
 供品。”[151]


古巴比伦时期，诸国国王仍然定期向神灵奉献sá.du11
 或sá.dug4
 供品，主要供物仍然是各类食品。例如，伊辛-国王伊什美-达甘时期，一篇铭文写道：“他在你闪光的高台上放了一个巨大的铜锅，为了使人们对它感到惊奇，他把它放在你巨大的餐厅里来盛放你的sá.dug4
 供品。”[152]
 拉尔萨国王辛-伊狄纳姆在一篇铭文中写道：“根据南纳和乌图的命令，愿敬畏阿努纳基的辛-伊狄纳姆成为那个使埃巴巴尔和埃基什努伽尔的sá.dug4
 供品完美的人!”[153]
 古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时期，一篇铭文写道：“他攻占马里及其周边村庄，摧毁它的城墙，并把它的土地变为瓦砾堆和废墟以后，他放置了能演奏使（他的）心愉悦圣歌的里拉琴和青铜鼓、一个与埃麦斯拉姆圣殿相配的□□□□一个与他的sá.dug4
 供品房的□□□□”[154]
 乌尔城宁伽尔神庙的许多sá.dug4
 供品分配清单记录了供物的具体情况，其中一份清单写道：“4[image: img]
 卡黄油、同样多的奶酪和3苏图3[image: img]
 卡的椰枣奉献给宁-基-乌拉；5卡奶油、同样多的奶酪和2苏图椰枣奉献给恩-美-伽尔-安纳；总共1苏图4[image: img]
 卡黄油、同样多的奶酪和1班2苏图2/3卡椰枣，（它们是）神龛中诸神的sá.dug4
 供品……”[155]


新亚述时期，亚述文献开始提及sattukku
 供品。尽管阿淑尔巴尼拔的铭文称“增加了它们遥远时代的sattukku
 供品和ginû
 供品”[156]
 ，但是，迄今为止最早提到sattukku
 供品的亚述国王是阿达德-尼拉里三世，[157]
 以后的亚述诸王的铭文多次提到这种供品。[158]
 公元前709年，征服乌尔、乌鲁克、埃里都、拉尔萨、基西克和奈麦德-拉古达以后，萨尔贡二世宣布：“我把它们被掳的神灵归还给它们的祭祀城市，恢复了它们的sattukku
 供品。”[159]
 巴比伦国王沙马什-舒穆-乌金自称为“确定了埃萨吉尔与苏美尔和阿卡德诸神sattukku
 供品的人”[160]
 。

新巴比伦王国和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sattukku
 供品仍然指向巴比伦神灵奉献的日常供品。[161]
 如前所述，sattukku
 和ginû
 意思相同，可以互换，但是，新巴比伦前期多称为ginû
 ，而新巴比伦后期多倾向于称为sattukku
 。sattukku
 供品是日常供品，通常与其他供品，如每周、每月和节日的供品并列在一起。[162]
 sattukku
 供品主要是小麦、大麦、椰枣、芝麻、油、蜂蜜、果酒和啤酒等产品以及绵羊、牛、山羊、鱼和禽类等动物。[163]


2.供物的种类

亚述的sattukku
 供品主要由谷物和水果构成。例如，萨尔贡二世建筑杜尔-沙鲁金占用了供应阿淑尔神和巴布神sattukku
 供品的耕地，于是他拿尼尼微附近的耕地进行交换，他在相关的文件中写道：“我之前的国王沙马什-阿达德（五世）之子阿达德-尼拉里（三世）豁免了‘面包师的城镇’（uru lú.ninda.meš，āl-āpiu
 ）□□□把它交给了卡努尼、阿胡-拉穆尔、曼努-启-阿比。他把（供应）10伊麦如作为阿淑尔神和巴布神的sattukku
 供品的磨好谷物（的任务）摊派到他们身上。”[164]
 又如，萨尔贡二世在致纳娜女神的一首赞美诗中写道：“邪恶的蝗虫吞噬了谷物，罪恶的蚱蜢吃光了果园，也吃光了男女诸神的sattukku
 供品。”[165]


3.进献的方式

与ginû
 供品类似，sattukku
 供品也主要由行省、被征服地区和国王赏赐的耕地负责供应。上文提到，埃萨尔哈东征服埃及后，把ginû
 供品和sattukku
 供品摊派到埃及的附属国国王和行省总督身上。征服加沙后，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在其王宫中立了亚述神像，确定了他们的sattukku
 供品。[166]
 阿淑尔巴尼拔击败其弟弟沙马什-舒穆-乌金后，曾把阿淑尔、穆里苏和亚述诸神的sattukku
 供品、ginû
 供品和rēštu
 供品摊派到巴比伦尼亚地区。埃萨尔哈东修复埃萨吉尔神庙后宣布：“我在他们面前献上他们纯洁的guppu
 供品、圣洁的nindabu
 供品，恢复了他们中断的sattukku
 供品（供应）。”[167]



sattukku
 供品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神庙的地产。上文提到，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曾把“面包师城镇”赐予卡努尼、阿胡-拉穆尔、曼努-启-阿比三人，命其向阿淑尔和巴布提供sattukku
 供品。

三　主要供物

亚述人向神灵奉献的供物种类繁多，主要有immeru dariu
 供品、zību
 供品、nindabû
 供品和qutrīnu
 供品四类。

（一）immeru dariu供品

1.词源及发展演变


immeru
 （语义符：udu）的意思是“绵羊”，dariu
 的意思是“持久的、永远的”，immeru dariu
 指定期向神灵奉献的绵羊。在多数情况下，该供品仅仅用udu或udu.meš和udu.dariu
 来表示。immeru dariu
 供品来源于苏美尔语mášdaria（定期奉献的山羊）。

mášdaria供品是苏美尔人向神灵奉献的一种重要物品，主要是绵羊和山羊。例如，在苏美尔神话《吉尔伽美什与胡瓦瓦》中，吉尔伽美什曾向太阳神乌图奉献mášdaria供品：“吉尔伽美什抓住了一只白色的山羊羔和一只棕色的山羊羔，他把它们抱在胸前作为（奉献太阳神的）mášdaria供品。”[168]
 又如，乌尔出土的一份交纳供物的清单写道：“作为mášdaria
 供品的2只大尾绵羊、1只公羊、1只母羊、1只□□□□（也）交付了□□□□1只公羊、1只母羊□□□□（也）交付了□□□”[169]
 阿玛尔-辛时期，一份记录供物分配的文献写道：“7头牛和3只绵羊是国王奉献给女神伊南娜的mášdaria供品。”[170]


古巴比伦时期，各国国王也向神灵奉献mášdaria供品。例如，拉尔萨-王国的里木-辛在一首致南纳的赞美诗中写道：“愿他成为众多国家中首位被召唤的君王!（因为）听从你的命令，他在天地间（的地位）不可动摇，愿他成为万民之主!愿众神中的母神倾听他的倾诉，愿他在诉说时你们不要急躁，（愿你们）恢复他的体力!愿他为人们带来快乐，成为他们每天食品的优秀供应者!愿他们带到这里的最好物品成为他们的mášdaria供品!”[171]
 古巴比伦神话《恩利尔在埃库尔》写道：“恩利尔啊，如果你是充满善意地关注着他的牧首，如果你是国家中被召唤的人，万国臣民将交到他的手中，万国将匍匐在他的脚下，即使路途遥远的国家也归附他。那么，他会带来不计其数的供物，它们将像凉水一样到达仓库，他将在巨大的院子里奉献mášdaria供品。”[172]


在亚述，immeru dariu
 供物最早出现在中亚述时期，此后，一直是亚述人奉献神灵的重要物品。

新巴比伦时期，绵羊仍然是国王奉献神灵一种重要供物，但是，immeru dariu
 供品很少被单独提及，通常称为用作ginû
 /sattukku
 中的绵羊。例如，尼布加尼撒二世在一篇接收供物的文献中写道：“尼布加尼撒（二世）23年4月11日，我从sá.dug供品牧人舒马-乌粟尔手中接收了21只在4 月10日、11日和12日用作sá.dug供品的绵羊。”[173]
 尼布加尼撒二世时期，另一篇接收供物的文献写道：“尼布加尼撒（二世）23年4月4日，7只用作ginû
 供品的绵羊和山羊，8只留作□□□总共15只用作4日的ginû
 供品和guqqû
 供物的绵羊和山羊，5只用作5日的ginû
 供品；它们总共是20只用作ginû
 供品的绵羊和山羊。它们要来自舒马-乌粟尔管理的绵羊和山羊，我已经从舒马-乌粟尔预留的（绵羊和山羊中）扣留了它们。”[174]


2.供物的种类及来源

中亚述时期，immeru dariu
 供品主要是绵羊。国王把奉献immeru dariu
 供品的任务分派给行省总督，而总督再把任务分配给其辖区的牧人。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曾在向沙拉特-尼普哈神奉献的绵羊的敕令中写道：“阿狄亚的牧人交纳了40只公羊（udu.nit.meš），布齐城的牧人（交纳了）20只公羊、比特-塔普提城（交）42只公羊、卢古努城（交纳了）12只公羊□□□□□总督们接收这些公羊，（然后）育肥它们作为向沙拉特-尼普哈神的immeru dariu
 供品。”[175]


新亚述时期，immeru dariu
 供品依然由行省提供，总督则把奉献immeru dariu
 的任务分派给牧人团体，奉献的主要物品仍然是绵羊。例如，占卜师阿库拉努在致埃萨尔哈东的信中写道：“关于向阿淑尔神奉献的immeru dariu
 供品和ginû
 供品，国王我的主人给我写信道：‘哪位高官不愿意交纳（供品）？’昨天我不能详细说明，（因此）没有写信给国王。以下是没有交immeru dariu
 供品的高官们：巴尔哈尔兹、拉萨帕、基里兹、伊萨纳、提勒、库拉拉尼亚和阿尔帕达行省总督。他们都没有交来immeru dariu
 供品。”[176]
 杜尔-沙鲁金城的司库伊纳-沙尔-贝尔-阿拉克在给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我的一个城市的牧人团体已经定期提供了国王规定的向纳布神庙奉献的immeru dariu
 供品。”[177]
 埃萨尔哈东或阿淑尔巴尼拔时期，一封破损的书信写道：“（供应）immeru dariu
 供品的牧人对他们说：‘我们没有将一只绵羊卖为银子□□□□事实上，我们提供了我们的（绵羊）作为贝尔的食物□□□□’”[178]


负责供应immeru dariu
 供品的牧人有专门的称呼，即lú
 sipa.dari
 ，意思是“供应immeru dariu
 供品的牧人”[179]
 。尼尼微出土的一份记录分享附属国交来的贡赋的文献写道：“供应immeru dariu
 供品的牧人（分得）5苏图面粉、5苏图大麦和2碗（葡萄酒）。”[180]
 只有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员才有资格跟国王分享贡赋，immeru dariu
 供品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新亚述时期出现了专门负责管理immeru dariu
 供品的官员，即rab immeri darî
 。埃萨尔哈东时期，一位巴比伦尼亚祭司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从10月到1月，rab immeri darî
 都来（奉献绵羊了）。”[181]


（二）zību供品


zību
 来源于动词zebû
 （宰杀、祭祀），主要指奉献给神灵的牲畜。[182]
 zību
 对应的苏美尔语是bur.sag.gá。在亚述文献中，zību
 主要拼写方式有zi-i-bi
 ，zi-bi
 ，zi-be
 等。

古代两河流域向神灵奉献bur.sag.gá/zību
 供品的传统始于苏美尔城邦时期。拉格什城邦国王乌鲁卡基纳时期，一篇献祭铭文写道：“拉格什国王乌鲁卡基纳为恩利尔的勇士宁吉尔苏神建造了提拉什宫，他确定了北部边界，建造了女神巴巴的神庙，（并）为她建造了食品储藏室，即她储存bur.sag供品的处所。”[183]
 不过，bur.sag供品的构成尚不清楚。

古巴比伦时期，bur.sag.gá供品可能包括啤酒和面包等物品。例如，汉穆拉比在其法典序言中称：“我颁布敕令，永久地确定了使其王权发扬光大的恩基和达姆基纳神灵圣洁的bur.sag.gá供品。”[184]
 又如，一首关于乌图的苏美尔赞美诗写道：“在盛放bur.sag.gá供品的房中，巨大的碗立在天宇下，圣洁的手奉献了面包；在那所房子里，正直的人吟诵了赞美诗，最正直的人吟诵了赞美诗；神灵也吟诵了赞美诗，主人恩基创作了赞美诗；用作bur.sag.gá供品的啤酒要溢出（酒杯）了。”[185]


亚述向神灵奉献zību
 供品的习俗最早始于中亚述时期。在王室铭文中，亚述诸王往往被称为神灵zību
 供品的供应者。例如，沙尔马纳沙尔一世被称为“一位增加zību
 供品并将其奉献给所有神灵的国王”[186]
 ，阿淑尔-莱沙-伊什被称为“天地间诸神喜欢他奉献的zību
 供品的国王”[187]
 ，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则被称为“一位长久使诸神的zību
 供品丰富的国王”[188]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则被称为“他的行为和zību
 供品使神灵欢喜的国王”[189]
 。

新亚述时期，国王仍然向神灵奉献zību
 供品。例如，阿达德-尼拉里三世被称为“诸位大神喜欢他的祈祷和zību
 供品的国王”[190]
 。又如，埃萨尔哈东在铭文中被称为“天地间诸神喜欢他的zību
 供品的人”[191]
 。再如，一位占卜师在致埃萨尔哈东的信中写道：“愿天地间的诸神经常庇佑您的王权，愿他们喜欢你奉献的zību
 供品!”[192]
 阿淑尔巴尼拔在歌颂马尔都克及其配偶扎尔帕尼图的赞美诗中写道：“他非常慷慨地赠给高高神龛上的神灵zību
 供品□□□□”[193]
 阿淑尔巴尼拔时期，一篇铭文写道：“他阻止了我的献祭，使我中断了我的zību
 供品奉献。”[194]


牛羊等牲畜是亚述zību
 供品的主要物品。例如，萨尔贡二世在一篇铭文中称：“我邀请阿淑尔城的诸神参加宴会，在他们面前献上了精选的公牛、肥羊……自愿捐献的动物作为zību
 供品和qutrīnu
 供品、葡萄酒。”[195]
 又如，辛-沙尔-伊什昆声称：“我把头等的公牛、肥羊作为zību
 供品。”[196]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任何文献提及zību
 供品的来源，因此，这种供品可能不是一种直接征收的供品，而可能指上文提到的niqû
 供品、ginû
 供品或sattukku
 供品中的动物。动词zebû
 支配的对象是niqû
 供品。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和沙尔马纳沙尔三世都曾宣布：“我宰杀了（az-be
 ）献给我的神灵的niqû
 供品。”[197]
 新巴比伦时期，国王也向神灵奉献zību
 /bur.sag.gá供品。国王纳波尼都不仅让其女儿充当乌尔城月神辛的女祭司，而且赐予该城免赋役的特权，其铭文写道：“为了使他的bur.sag.gá供品保持圣洁、不被污染，我豁免了（它的居民）ilku
 义务，确定了其（居民的）自由；（我把）洁净的bur.sag.gá供品献给了辛和宁伽尔。”[198]


（三）nindabû供品


nindabû
 ，又拼作nindabbu
 ，nigdabbu
 ，nidabû
 ，nidbû
 和nidpû
 。在楔形文字书写体系中，nindabû
 与pad（kusāpu
 ）是同一个楔形文字符号，而后者的意思为“面包或糕点”，nindabû
 供品很可能指奉献神灵的面包或糕点，后来也泛指其他谷物做成的面食，引申为食物供品。[199]
 nindabû
 对应的苏美尔语是níg.dab.ba或nidba。在亚述文献中，nindabû
 主要拼写方式有pad.d
 Innin，ni-da-ba
 ，nin-da-bu
 ，nin-da-bi-e
 ，ni-in-da-ba
 等。

古代两河流域统治者向神灵奉献nidba/nindabû
 供品的历史非常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阿卡德王国时期，主要供物是各类食品和饮料。例如，国王纳拉姆-辛时期，一篇铭文记录了向神灵奉献ninda供物的情况：“2卡面包、2卡椰枣糖浆、1卡葡萄酒、1卡啤酒和1块羊肉（是）我每月奉献给我的主人恩利尔的nidba供物；1舍克勒□□□□□1卡优质油（是）我每月奉献给我的女主人宁利尔的神庙的nidba供品。”[200]


乌尔第三王朝继承了阿卡德王国向神灵奉献nidba供品的传统，水产品也成为供物。例如，乌尔纳姆时期，一篇铭文写道：“乌尔纳姆是乌尔国王、苏美尔与阿卡德国王、强有力的人，他为他的主人恩利尔神开挖了乌尔渠，他的渠为他生产nidba供品。”[201]
 舒尔吉在一首赞美诗中写道：“我是（乌尔第三王朝）国王舒尔吉，我侍奉神圣的安神，（带给他）nidba供品……”[202]


古巴比伦时期，各国秉承乌尔第三王朝向神灵奉献nidba供品的传统，但是，具体供物不详。例如，汉穆拉比在其法典的序言中称：“我向埃宁努神庙提供了丰富的nidba供品。”[203]
 拉尔萨国王里木-辛的铭文写道：“我是里木-辛，一位强大的国王，我给神圣的尼普尔奉献的nidba供品最多。”[204]
 拉尔萨国王瓦拉德-辛时期，一篇铭文写道：“瓦拉德-辛是埃库尔的供品供应者、照料埃基什努伽尔的牧人、一位尊崇埃巴巴尔的国王，他一丝不苟地执行埃里都的‘酶’和仪式，他向埃宁努奉献了丰富的nidba供品。”[205]


亚述国王向神灵奉献nindabû
 供品的传统始于中亚述时期，具体供物不详。沙尔马纳沙尔一世在铭文中被称为“使仪式和nindabû
 供物圣洁的国王”[206]
 ，阿淑尔-莱沙-伊什则被称“诸神nindabû
 供物的供应者”[207]
 。

新亚述诸王沿袭了向诸神奉献nindabû
 供品的传统，奉献的主要是食品。例如，在用黄金制作了伊什塔尔女神的神像之后，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还确定了她的nindabû
 供品。[208]
 又如，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攻占巴比伦城以后，向埃萨吉尔的诸神奉献了nindabû
 供物。[209]
 再如，沙尔马纳沙尔四世时期，贝尔-哈兰-贝尔-乌粟尔建筑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新城，他也效仿国王确定了诸神包括nindabû
 供品在内的供物：“我确定了诸神的（食物）配额、nidba供物和qutrīnu
 供品。”[210]
 埃萨尔哈东在铭文中自称“向所有的神庙都奉献了nindabû
 供物”[211]
 。还有，阿淑尔巴尼拔时期，一首关于马尔都克及其配偶扎尔帕尼图的赞美诗写道：“他献给诸位大神食物与nindabû
 供品。”[212]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任何文献提及nindabû
 供物的征收方式，因此，这种供品可能也像zību
 供物一样不是一种直接征收的供品，而是来源于ginû
 供品或sattukku
 供品等中的谷物。

亚述灭亡后，新巴比伦诸王继续向神灵奉献nindabû
 供物。其中，尼布加尼撒二世在一篇铭文中写道：“我确定了奉献给他的丰富sattukku
 供品，（使）圣洁的nindabû
 供物比以前数量更为庞大。”[213]
 甚至到希腊化时代，还有文献提到nindabû
 供品。[214]


（四）qutrīnu供品


qutrīnu
 ，又拼作qutrinnu
 和qutrīnu
 ，来源于动词qatāru
 （冒烟、点火、焚香），既可以指香炉，也可以指香、香气等。[215]
 qutrīnu
 对应的苏美尔语是na.ne/na。在亚述文献中，qutrīnu
 的主要拼写方式有qut-ri-in-nu
 ，qut-rin-nu
 ，qut-re-nu
 ，qut-ri-ni
 等。


qutrīnu
 供品最早出现于古巴比伦时期，奉献的物品可能是一种香料。例如，拉尔萨国王伊丁-达甘时期，一首致伊南娜女神的赞美诗写道：“所有的人都急促地奔向神圣的伊南娜，最好的东西都是为天堂的女主人而准备的。（无论）在纯洁的草原上，在优良的地方，在屋顶上，在房顶尖上，在住所的房顶尖上，（还是）在人类的圣殿里，我把具有雪松林香气的na.ne供品奉献给她。”[216]


新亚述时期，qutrīnu
 供品成为一种流行的供品。例如，在卡尔胡的神庙装饰完毕后，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宣布：“我确定了他们的sirqu
 供品和qutrīnu
 供品。”[217]
 又如，萨尔贡二世在一篇铭文中写道：“除了奉献纯洁的动物外，我向他们（诸神——笔者）献上圣洁的zību
 供品、丰富的qutrīnu
 供品……”[218]
 再如，阿淑尔神在回复阿淑尔巴尼拔关于埃兰战役的信中写道：“我提醒你□□□□把它展示给你□□□□抓住他们的□□□□带他们到埃兰，你多次接触我的神性□□□□□在我面前奉献了sirqu
 供品和qutrīnu
 供品。”[219]
 上文提到，贝尔-哈兰-贝尔-乌粟尔在建造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城市后，模仿国王宣布确定了诸神的食品、nindabu
 供品和qutrīnu
 供品。[220]


亚述的qutrīnu
 供品主要也是可燃的焚香。在修复诸神的神庙后，埃萨尔哈东称：“qutrīnu
 供品的烟雾和甜味的树脂的香气像浓雾一样弥漫了整个天空。”[221]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任何文献提及qutrīnu
 供品的直接来源，因此，这种供品可能也与zību
 供品和nindabû
 供品一样不是一种直接征收的供品，而是来源于niqû
 供品或ginû
 供品。

新巴比伦时期，国王也向神灵奉献qutrīnu
 供品。其中，在描写阿卡德城的伊什塔尔神庙的衰败情景时，纳波尼都的一篇铭文道：“qutrīnu
 供品（的供应）中断了……”[222]


四　特殊供物

除了上述各类供物外，亚述人还向神灵奉献其他特殊的供品，主要有rēštu
 供品、hamussu
 供品、guqqû
 供品和sirqu
 /širqu
 供品等。其中，亚述有关guqqû
 供品的文献非常少，古代两河流域其他地区涉及该供品的文献也不够多，大概是一种按月奉献的供品。[223]
 与guqqû
 供品相似，sirqu
 /širqu
 供品大概是一种有香味的物品，由于文献稀少，该供品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224]
 直到新巴比伦时期，有关sirqu
 /širqu
 的文献才逐渐丰富起来，不过，它却不再是一种供品，而是指一种依附人员向神庙提供的劳动。[225]
 因此，我们在这里只介绍文献相对丰富的rēštu
 供品和hamussu
 供品。

（一）rēštu供品

1.词源与发展演变


rēštu
 的本义是“开始、开端和顶端”等，引申为“优质的油、精选或头茬的果实”等。[226]
 作为供奉神灵的供品，一般用其复数形sag.meš，rēšītu
 ，rēšātu
 等，一般直译为“头茬果实”（first-fruits）。出于对神灵的敬畏，人们往往把头茬水果献给神灵，[227]
 但是，rēštu
 供品不限于此，而是泛指一切精选的物品。rēštu
 来源于苏美尔语ni.sag或sag。在亚述文献中，rēštu
 主要拼写方式有sag.meš，re-še-et
 ，re-še-ti
 ，re-še-e-ti
 ，re-ša-a-ti
 ，re-šá-ati
 等。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苏美尔人就已向神灵奉献sag供品，供品种类繁多。例如，舒尔吉时期，一个雕塑上的铭文写道：“在节日里，如下的sag供品将带到宁马赫神庙的庭院里：5罐浓缩啤酒、7罐啤酒…皇家面粉、1个亚麻盖子、1顶宝座的盖子、雪松枝条和雪松顶各7米那、590条劈开的鱼、1皇家古尔盐、1古尔苏打□□□□□□□□”[228]


古巴比伦时期，sag供品仍然是奉献神灵的重要供品，各种食品和水果是sag供品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苏美尔与乌尔的挽歌》写道：“辛对他的父亲恩利尔哭诉道：‘生养我的父亲啊，你为什么不喜欢我的城市呢？你为什么不喜欢我的乌尔呢？装载ni.sag供品的船只不再为生养他的父亲运来ni.sag供品了。，”[229]
 又如，拉尔萨国王努尔-阿达德时期，一篇铭文写道：“努尔-阿达德是一位强大的国王、乌尔的供奉者和拉尔萨国王，他使ni.sag供品到达埃基什努伽尔。”[230]
 再如，拉尔萨国王伊丁-达甘致伊南娜女神的赞美诗中写道：“他们还为她奉献了alum
 绵羊、长毛绵羊和肥绵羊。他们为女主人洒扫除尘，他们（还）在歌声里赞美她。他们在泥板上详细地罗列了作为奉献给她的ni.sag供品的酥油、椰枣、奶酪和7种水果。”[231]


直到新亚述时期，rēštu
 供品才频频出现在亚述文献中，它可能是亚述人在与巴比伦人接触过程中从被征服者那里学到的。

亚述灭亡后，巴勒斯坦地区居民也把奉献神灵的优质农作物和头胎牲畜称为“头茬果实”（first fruit）[232]
 ；由于新亚述曾经占领地中海沿岸地区，这或许是古代两河流域人向神灵奉献rēštu
 供品传统的延续。

2.供物种类

水果及其水果酒（karānu
 ，语义符为geštin.meš）是rēštu
 供品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曾宣称：“我在上扎布河上开凿了一条水渠，称为‘帕提-赫伽里’。我在它的旁边开辟了果园，（用它生产的水果和果酒）向我的主人阿淑尔及我的国家的（其他）神庙奉献了rēštu
 供品和水果酒。”[233]
 尼姆鲁德出土的一份管理文献写道：“总共2伊麦如2苏图（葡萄酒）是rēštu
 供品□□□□□□”[234]


亚述的rēštu
 供品还可以是牛、绵羊和椰枣。例如，辛纳赫里布在一篇铭文中写道：“我把危险的敌人，即希里穆城的居民，付之以刃，一个都没有宽恕。我把他们的尸体钉在柱子上，放到他们城市的四周。我重组了那个地区，指定1头牛、10只绵羊、10伊麦如葡萄酒和20伊麦如椰枣作为（那个地区）奉献给我的主人亚述诸神的rēštu
 供品。”[235]


亚述的rēštu
 供品还可以是鹅、鸭等家禽、各种面包和啤酒（šikāru
 ，语义符为kaš）。阿淑尔神庙的一份供品清单表明，国王命阿卡德城交纳的rēštu
 供品包括“1头牛的肚、肝、肾和心，1只鹅、1只鸭、2条大面包，2条面包、4卡风味面包、2苏图啤酒和5卡椰枣”[236]
 。

此外，rēštu
 供品也可以是银，并可以放贷生息。例如，一份借贷契约写道：“1月20日，纳努尼掌管的伊什塔尔女神的rēštu
 供品中的30米那11[image: img]
 舍克勒银子（交给了）纳努尼、卡亚和伊什塔尔-纳伊德。它的利息是1/4。”[237]


3.供物来源


rēštu
 供品主要由各个行省轮流供应。例如，阿淑尔神庙的一份rēštu
 供品清单写道：“各位高官向阿淑尔神庙奉献的葡萄酒数量如下：哈伯鲁里（行省总督需供应）40伊麦如，每天1金壶；卡尔胡（行省总督需供应）25伊麦如；酒官（需供应）35伊麦如；杜尔-沙鲁金（行省总督需供应）40伊麦如，每天2壶；伊扎拉的酒官（需供应）10伊麦如，每天3卡。全年（需供应）的rēštu
 供品12大壶，每月1壶。总共（需供应）140伊麦如8苏图12大壶。这是全年（需供应的葡萄酒）。伊扎拉的酒官每月（需供应）的rēštu
 供品是15大壶。7月的rēštu
 供品为74酒囊□□□□伊麦如，‘图尔塔努’□□□□伊麦如□□‘拉伯—沙克’□□□□葡萄酒，rēštu
 供品和ginû
 供品：闰6月20日沙胡（šahu
 ）杯的7卡，根据泥板□□□□1伊麦如6卡。7月8日用作圣水的7卡，9月20日8卡，10月6 日7卡，11月20日，当神灵在神庙大厅巡行时3卡，12月17日1苏图和18日1苏图供应“卡拉图节”（qarrātu
 ），1月7日7卡，2月13日3卡，6 月16日7卡，17日7卡。总共7苏图2卡供应节日的葡萄酒。”[238]


上文提到，辛纳赫里布重组了希里穆地区，并把牛羊、水果酒和椰枣等确定为诸神rēštu
 供品，因此，该供品还可以来自被征服地区。此外，国王还可以拿战利品作为rēštu
 供品奉献神灵。在埃兰战役中，阿淑尔巴尼拔大获全胜，他宣布：“根据阿淑尔、辛、沙马什、阿达德、贝尔、纳布、尼尼微的伊什塔尔、基德穆里、阿尔贝拉的伊什塔尔、尼努尔塔、涅尔伽尔和努斯库的命令，我带走了埃兰的人口和战利品，给我的神灵们献上了rēštu
 供品。”[239]



rēštu
 供品有时与日常供品ginû
 及sattukku
 一起奉献神灵，这大概表明它也属于一种重要的供品。阿淑尔巴尼拔在一篇铭文中写道：“我把向阿淑尔和亚述（其他）神灵提供ginû
 供品、sattukku
 供品和rēštu
 供品（的义务）摊派到他们身上。”[240]
 不过，rēštu
 供品应当是各种产品中的精品。

（二）hamussu
 供品


hamussu
 源于数词hamuštu
 （1/5），它大概指有关人员将1/5的收获物或商品奉献给神灵作为供品。


hamussu
 供品大概是一种与rēšītu
 供品类似的供品，国王指定行省向阿淑尔神庙奉献，行省书吏具体负责供品的筹办。一个名为纳丁-阿淑尔的神庙管理人员因各省没有及时供应hamussu
 供品，而在致埃萨尔哈东或阿淑尔巴尼拔的书信中写道：“现在没有人交来您的国家的rēšītu
 供品或巴尔哈尔兹的hamussu
 供品。我卖掉了您的商业代理人仓库中的奴隶，取走了hamussu
 供品去奉献（神灵）。国王应该这样询问巴尔哈尔兹总督的书吏：‘你为什么不向阿淑尔神奉献hamussu
 供品呢？’况且，国王应该考虑到您的神灵□□□□□□□□□□如果国王不惩罚（其中的）一个书吏，（其他的）书吏不会害怕□□□□□如果这位总督没有带来献给您的神庙的hamussu
 供品，其他高官也将效仿他拒交您的神庙（的供品）。”[241]


迄今为止，由于hamussu
 供品仅仅被提及过一次，其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

综上所述，亚述的神灵崇拜随政权的演变而不断发生变化，国家的保护神阿淑尔始终居于在万神殿的主导地位。阿淑尔城邦时期，亚述人崇拜的神灵众多，阿淑尔神居于首位；中亚述时期，亚述迅速崛起，阿淑尔神取代苏美尔神王恩利尔成为新一代神王，被征服地区的神灵成为亚述诸神的仆役；新亚述时期，阿淑尔神占据了巴比伦尼亚的神王马尔都克的地位，被征服地区的神灵也臣服于阿淑尔神。

神灵在亚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王权的合法性需要得到神灵的认可，王位继承人的选择需咨询神灵的意见。国王以执行神灵命令的形式维护国家的公平与正义，神灵还以见证者或监督者的身份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亚述发动的战争具有一定的“圣战”色彩，亚述人相信神灵会直接助其作战。亚述人千方百计地取悦神灵，奉献各种各样的供品是其重要手段。

亚述神灵具有拟人化的特征，他们的供品犹如人类的饮食。亚述种植业向来发达，大麦等谷物是亚述人的主食，谷物及其制品面包是亚述各类日常供品的主角。亚述地区草地广阔，畜牧业十分发达，牛羊等牲畜时常出现在富有阶层的餐桌上，它们也是神灵供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亚述地区的山地和丘陵占很大比例，亚述人因地制宜地发展林业，各类水果成为人们的副食，也出现在神灵供品中。啤酒和葡萄酒（水果酒）是亚述人重要的饮品，也是奉献神灵的重要供品。因此，透过神灵的供品可以考察亚述人的饮食状况。

与国家的税赋的征收一样，亚述供品的摊派也依赖于行政管理体系。国王是亚述行政体系的核心，负责分派供品奉献的种类和数量。行省是亚述国家的基本单位，也是奉献供品的基本单位，国王往往把奉献供品的任务分配到各个行省，总督将其征收的物品奉献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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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赋役的豁免

赋役的豁免，指依据法律规定或国王的诏令免除有关人员应纳的赋税和应服的劳役与兵役等国家义务，对赋役制度起补充和调节作用，因此，赋役的豁免制度也是赋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亚述文献中，表示“豁免”的动词是zakû
 ，其名词为zakûtu
 ，“豁免证书”通常称为[image: img]
 uppi zakûti
 。根据被豁免的对象，亚述的赋役豁免大致可以分为城市、地产和士兵三类。[1]
 本章将分别介绍上述三类赋役豁免的历史渊源、具体内容及其目的等。

第一节　城市赋役的豁免

城市赋役的豁免指城市居民作为一个整体因神灵的庇佑而被豁免了赋役。早在公元前3000年代，苏美尔城邦就出现了豁免赋役的情况，巴比伦尼亚地区的诸王朝将其发扬光大，它们为亚述创制城市赋役豁免制度提供了借鉴。

一　古代两河流域的城市赋役豁免传统

古代两河流域的城市赋役豁免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时期，拉格什国王乌鲁卡基纳是其首创者。乌鲁卡基纳就任苏美尔城邦拉格什国王之后，进行了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改革，[2]
 豁免赋役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相关的铭文写道：“他让渔夫的监督不再征收（鱼）税，让仓库的监督不再征收除魔祭司的大麦税；他取消了（法官）支付银子代替交纳白色的绵羊和羔羊（的做法），（还）取消了神庙的管理者向王室交纳的贡品。”[3]
 乌鲁卡基纳豁免上述赋税意在赢得民众和祭司的支持。拉格什是苏美尔地区的重要城邦，在公元前24世纪取得了苏美尔地区的霸权，但是，连年的争霸战争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引起了城邦内部矛盾的激化，乌鲁卡基纳乘机篡夺了政权。乌鲁卡基纳企图通过革除前任国王卢伽尔安达的种种弊政、豁免前任的苛捐杂税的方式来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政治地位。

上文提到，阿卡德国王马尼什图舒曾豁免了献给太阳神沙马什的38个城镇居民的ilku
 义务，相关的铭文还记载了马尼什图舒豁免赋役的缘由：“我是马尼什图舒、萨尔贡之子、强大的王、基什之王、阿努神的涂油者、恩利尔神的代理人、阿巴神的总督、无数砖的拓制者、新娘阿雅神殿的修建者，我为我的主人沙马什和我的女主人新娘阿雅建造了一座庙宇。当我的父亲萨尔贡遗留给我的所有（被征服的）国家都像敌人一样反叛我时，没有一个人肯支持我。我把我所有的军队分为两部分，（分别）击败并征服了安山和什里胡姆，把安山和什里胡姆国王与礼物带到了我的主人沙马什面前。我把一艘用苹果木和黄金造的船和2艘用苹果木和白银造的船（停泊）在西帕尔。我恢复了埃巴巴尔神庙的仪式和秩序，我在（原来的）sádu11
 供品上增加了sá-du11
 供品。我献给了西帕尔的主人沙马什价值为120布尔耕地和20布尔果园的银子。我命令从西帕尔城门到大海所有的沼泽的产品□□□□□沙马什的膳食□□□□□□□”[4]
 由此可见，马尼什图舒之所以将上述城镇献给沙马什并豁免其居民的ilku
 义务，是因为他与诸神的密切关系，曾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不但曾享受天神阿努姆涂油的荣耀，而且是众神之王恩利尔神的代理人、阿巴神的总督，还自称为太阳神沙马什的仆人。马尼什图舒即位之初，被征服地区纷纷反叛，阿卡德王国一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古代两河流域的万神殿中，太阳神司职公平，是社会秩序的重要维护者。[5]
 在平叛过程中，马尼什图舒得到太阳神沙马什的支持，他奉献各种礼物、供品和城市并豁免其赋役来酬谢他的帮助。尽管马尼什图舒豁免了相关城镇居民的ilku
 义务，但是，他们的义务并没有真正取消，只不过服役的对象由国家变为神庙。有关城镇居民被免除了国家的义务，可以更好地服侍神灵，因此，马尼什图舒豁免相关城镇居民的ilku
 义务意在取悦神灵。

公元前2000年代前期，伊辛王国的多位国王曾豁免尼普尔城的赋役。伊什美-达甘在一篇记录修筑城墙的铭文中写道：“伊什美-达甘是一位强悍的国王、伊辛国王和四方之王，在取消恩利尔钟爱的城市尼普尔城的税收、免除其居民的kaskal义务[6]
 时，他建造了伊辛城的宏伟城墙。”[7]
 伊什美-达甘的另一篇铭文写道：“为了天地之主恩利尔神□□□□□他（伊什美-达甘——笔者）豁免了尼普尔城居民的kaskal义务，取消了恩利尔、宁利尔和尼努尔塔神庙的（义务），废除了苏美尔与阿卡德民众的1/10税，使这个国家（的人们）心满意足。”[8]
 伊辛国王乌尔尼努尔塔的一个年名[9]
 为：“他为恩利尔神而永远地确定了尼普尔城居民的自由，并豁免了他们负担的税赋之年。”[10]
 伊辛国王豁免赋役的内容更为丰富，他们不但取消了尼普尔城居民的税收，而且免除了尼普尔城居民的kaskal义务。

伊辛国王豁免尼普尔城居民的赋役同样是为获得神灵的认可。尼普尔城因苏美尔众神之王恩利尔的驻跸而成为苏美尔人的宗教中心。从早王朝时期起，两河流域就形成了“君权神授”的观念，王权来自神灵，尤其是众神之王。[11]
 伊辛王国原本是乌尔第三王朝的一个行省，该行省总督乘乌尔第三王朝衰落之际宣布独立，并逐步发展成为苏美尔地区的霸主，尼普尔城也在其控制之下。伊辛国王以乌尔第三王朝的继承人自居，模仿乌尔第三王朝的国王自称为“苏美尔与阿卡德之王”。[12]
 为了使自己的霸权得到认可，他必须获得众神之王恩利尔的支持，伊辛诸王豁免尼普尔城居民的赋役意在博得众神之王的好感。

从加喜特王朝起，两河流域的一些城市被国王授予kidinnu
 特权，赋役的豁免是其重要内容之一。阿卡德语单词kidinnu
 源于苏美尔语ezen kaskal，该词最早出现在古巴比伦时期的苏萨文献中，主要指对私人商业交易以及诉讼合法性的保护。[13]
 加喜特王朝时期，巴比伦尼亚的许多文献提到了kidinnu
 特权，不过，该词主要指有关城市被授予的优惠地位和特权。享受kidinnu
 特权的城市称为āl kidinni
 ，相关城市的居民称为s
 •
 ābēkidinni
 。[14]
 免赋役是国王赐予相关城市kidinnu
 特权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加喜特国王库里伽尔祖一世在一篇铭文中写道：“为了喜欢他王朝的马尔都克神，他确定巴比伦城居民的kidinnu
 特权，免除了其居民的ilku
 义务。”[15]


加喜特王朝国王授予巴比伦城kidinnu
 特权、免除其居民的ilku
 义务，也是通过赢得巴比伦城的保护神马尔都克认可的方式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古巴比伦王国以后，马尔都克逐渐取代苏美尔的众神之王恩利尔成为新一代神王，[16]
 成为巴比伦尼亚王权的来源。加喜特王朝是外来的加喜特人在巴比伦尼亚建立的政权，他们的语言与巴比伦尼亚的原住民没有任何联系。加喜特人大概在古巴比伦时期以前以和平的方式进入巴比伦尼亚，古巴比伦王国灭亡后他们逐渐成为巴比伦尼亚的主宰。[17]
 加喜特王朝继承了巴比伦尼亚的文化传统，巴比伦城的保护神马尔都克也成为加喜特人的崇拜对象。加喜特国王库里伽尔祖一世等因为讨好马尔都克而赐予该城kidinnu
 特权、豁免其居民的赋役，其目的仍然是巩固政权。

二　亚述的城市赋役豁免

中亚述时期，亚述开始有城市享有kidinnu
 特权。[18]
 在一篇记录奉献神灵食物的文献中，阿淑尔城也被称为。āl kidinni
 [19]
 上文提到，亚述国王是国家保护神阿淑尔神的代理人，其王权来自保护神；阿淑尔城是亚述国家保护神的驻跸地，亚述国王于是效仿巴比伦尼亚国王赐予阿淑尔城kidinnu
 特权。因此，阿淑尔城居民大概在中亚述时期也与巴比伦尼亚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免赋役的特权，不过，他们的赋役豁免情况并未得到同期其他文献的证实。

新亚述时期，最早被亚述国王赐予kidinnu
 特权而享受免赋役优惠的城市是巴比伦城。公元前851年前后，巴比伦王国发生内乱，亚述国王沙尔马纳沙尔三世应邀前去平叛。攻占巴比伦城、波尔西帕城和库塔城之后，沙尔马纳沙尔三世宣布：“我在宴会上确定了（巴比伦城）民众的kidinnu
 特权。”[20]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时期，亚述军队进攻巴比伦尼亚，但巴比伦城久攻不下，于是派两位官员去与巴比伦人谈判，他向巴比伦城居民承诺：“我将要去巴比伦城确认你们的kidinnu
 特权。”[21]
 公元前710年，一位巴比伦官员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国王我的主人何时来确定巴比伦城的kidinnu
 特权？”[22]
 辛纳赫里布夷平巴比伦城后，该城的kidinnu
 特权该被褫夺，埃萨尔哈东重新确认了巴比伦城的kidinnu
 特权和免赋役的殊遇：“我重新确立了被奴役的巴比伦人的自由，（他们）根据阿努和恩利尔等神灵的命令被释放为s
 •
 āb kidinni
 。我召集了那些被卖为奴隶和流散到（其他）人群中的人，把他们视为（自由的）巴比伦人；我归还了他们被掠夺的财产，给衣不蔽体者衣服，把他们送到通往巴比伦域的道路□□□□□□□□我恢复了（他们的）被褫夺和窃取的kidinnu
 特权，重写了他们的‘豁免证书’。”[23]
 阿淑尔巴尼拔在一封信中写道：“巴比伦人处在我（授予的）kidinnu
 特权的庇护之下。”[24]


亚述诸王授予巴比伦城居民kidinnu
 特权、豁免其赋役目的是笼络被征服的巴比伦尼亚人。上文提到，从公元前2000年代起，巴比伦尼亚城市就享受免赋役的待遇，沙尔马纳沙尔三世通过授予巴比伦城kidinnu
 特权的方式彰显了对巴比伦尼亚传统的尊重，进而赢得巴比伦人的拥戴。上文提到的巴比伦官员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还写道：“巴比伦城正在被摧毁，我的主人为什么还保持沉默呢？沙马什和马尔都克已任命你去管理亚述（的事务），愿国王来这里为马尔都克豁免巴比伦城（居民的赋役），你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埃萨吉尔和埃兹达!”[25]
 赋役的豁免权掌握在国王手中，巴比伦人恳求萨尔贡二世豁免其赋役表明，他们已认可亚述的统治。同时，埃萨吉尔是巴比伦神王马尔都克的神庙，而埃兹达是其子纳布的神庙，巴比伦人承诺将萨尔贡二世的名字镌刻在这两座神庙中表明，他已获得巴比伦尼亚神灵的认可。

新亚述时期，尼普尔城可能也像巴比伦城一样被豁免了赋役。辛纳赫里布时期，尼普尔城曾经与巴比伦城一样被摧毁，看到埃萨尔哈东重修巴比伦城后，尼普尔城的占卜师贝尔-乌舍兹伯恳求国王重修尼普尔城，他在致埃萨尔哈东的信中写道：“尼普尔城是天地间诸位大神的朝房和神庙，它（的居民）不得被摊派ilku
 义务，也不需要交maddatu
 贡赋□□□□□他们只做国王分派的工作，不在那里□□□□□tupšikku
 义务。”[26]
 尼普尔城是苏美尔神王恩利尔的驻跸地，其居民专门侍奉神灵而不需要履行各种义务。尽管埃萨尔哈东修复尼普尔城的详情不得而知，但是，他修建该城却是事实；[27]
 这位国王很可能像对待巴比伦城一样，恢复了尼普尔城的kidinnu
 特权，免除了其居民赋役。

埃萨尔哈东豁免尼普尔城的赋役也源于古代两河流域国王取悦神灵的传统。在恳求国王修复尼普尔城的信中，贝尔-乌舍兹伯强调：“您是一位强大、能干和公正的国王，愿众王之王以对待巴比伦城的方式对待尼普尔城!那块著名的泥板写道：‘如果一位国王不主持正义□□□□□□说：“如果一位国王、一个河道巡检官（šandabakku
 ）、一位监督或一位行政官把ilku
 义务摊派到西帕尔、尼普尔和巴比伦城（的居民）身上，把tupšikku
 义务摊派到诸神的地产上，神灵将会发怒，不再进入他们的神龛。’”它（真地）会发生。国王我的主人一定要关注它，让他们带去这块泥板，并在国王面前诵读它。”[28]
 无论是为避免神灵的惩罚，还是为取悦神灵，亚述国王都有可能像对待巴比伦城居民一样免除尼普尔城居民的赋役。

新亚述时期，亚述的宗教中心阿淑尔城也被赐予kidinnu
 特权，其居民也被豁免了赋役。萨尔贡二世在所谓的“阿淑尔宪章”中写道：“（阿淑尔城是）我钟爱的古代王朝中（享有）kidinnu
 特权的城市，（它是）他的主人阿淑尔神为（奠定）王权的根基而选择的崇高祭祀中心。它是无与伦比的，它的居民自古就不知道何为ilku
 义务和tupšikku
 义务。（然而，）沙尔马纳沙尔（五世）不尊奉四方之王的命令，把罪恶之手伸向了那个城市，把苦难加到他们身上。他令人悲伤地把ilku
 义务和tupšikku
 义务摊派到它的居民身上，把他们视为他的奴仆。怒不可遏的众神之王推翻了他的统治，擢升我萨尔贡（二世）为合法的国王，使我抓住了权杖、王位和王冠□□□□□□为了使我的王位的根基牢靠和使我的王朝稳固，我打算豁免那些市民，恢复了他们免赋役的特权，允许他们尽心竭力地在埃沙拉神庙中在他面前行走□□□□为了我的主人阿淑尔神，我豁免了从šibšu
 税、nusāhē
 税、ilku
 义务、tupšikku
 义务、dikûtmāti
 义务、传令官的召唤和miksu
 税至摊派到亚述所有神庙的税负。□□□□□我命人铸造了一个（重达）20米那的银壶，把它放在了舒姆库图房间里；我在它上面刻上了我的敕令，（把它）安放在他的面前。”[29]


赐予阿淑尔城kidinnu
 特权、免其居民的赋役是萨尔贡二世证明其王位合法性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亚述并未形成成熟的王位继承制度，多次爆发争夺王位的斗争；[30]
 萨尔贡二世凭借武力登上王位，因而想方设法地掩饰篡位的事实。萨尔贡（lugal.gin=šarru-kēn
 ）的字面意思是“真正的王”，萨尔贡二世名字暴露了他篡权夺位的事实。[31]
 此外，萨尔贡二世还极力污蔑前任沙尔马纳沙尔五世把各种赋役摊派到阿淑尔城居民身上，因此触怒了亚述的众神之王阿淑尔神；神王擢升萨尔贡二世取代沙尔马纳沙尔五世，并赐给他“权杖、王位和王冠”，这样萨尔贡二世王位的合法性就得到了神灵的认可。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迁都卡尔胡以后，阿淑尔城依然是全国的祭祀中心；为获得阿淑尔神对其王位合法性的认可，萨尔贡二世恢复了阿淑尔城的kidinnu
 特权，豁免了该城居民的各种赋役。

基于维护王权的需要，辛纳赫里布和埃萨尔哈东遵循其父祖的旧制，均承认阿淑尔城享受的kidinnu
 特权及其居民免赋役的殊遇。如前所述，阿淑尔行省总督不顾阿淑尔城的kidinnu
 特权庇护而征收šibšu
 税与nusāhē
 税，阿淑尔城的市长和长老曾向埃萨尔哈东进行控诉。于是，埃萨尔哈东重新确认了阿淑尔城居民免赋役的特权：“古代圣城巴尔提尔[32]
 的居民和阿努及恩利尔眷顾的人一起被赐予kidinnu
 特权□□□□□□我是国王埃萨尔哈东，我喜爱他们就像喜欢自己的灵魂，远比我的前任更加注意保护他们的kidinnu
 特权。我重新书写了‘豁免证书’，使它比以前更加崇高、宏伟、壮观。我豁免了他们的šibšu
 税、nusāhē
 税、使用港口的miksu
 税以及在我的国土上通行的miksu
 税，我在他们的城门口竖立了一根kidinnu
 特权柱。”[33]


萨尔贡二世不仅将kidinnu
 特权和免赋役的殊遇赐予阿淑尔城，而且将其惠及哈兰城。萨尔贡二世在其宫殿墙壁上的一篇铭文中写道：“我（重新）确认了阿淑尔城和哈兰城的kidinnu
 特权，它已被忽视很久了。”[34]
 哈兰城自古便是亚述通往地中海沿岸商道上的重要城市，新亚述时期该城成为亚述控制西部地区的政治、军事和行政中心，并在尼尼微陷落后一度成为亚述的政治中心。此外，哈兰还是月神辛的驻跸地。[35]
 萨尔贡二世授予哈兰城kidinnu
 特权和免赋役的殊遇目的是笼络当地居民、巩固亚述在西部的统治。

沙尔马纳沙尔四世时期，“纳吉尔—埃卡里”贝尔-哈兰-贝尔-乌粟尔曾豁免其新建的城市的赋役：“贝尔-哈兰-贝尔-乌粟尔（是）亚述国王沙尔马纳沙尔四世[36]
 的‘纳吉尔—埃卡里’和诸位大神的崇拜者，这些强大的主人向我（发布建城的）指令。根据他们崇高的命令和他们的首肯，我在沙漠里的一块荒地上建造了一座城市，它从地基到房顶都竣工了。我（在城里）建造了一座神庙，在庙里给诸神设立了神龛。我使它的根基像群山一样牢固，奠定了它牢不可破的地基。我使人们知道它的名字叫贝尔-哈兰-贝尔-乌粟尔，修筑了通向它的道路。我撰写了我的纪念碑铭文，把它们镌刻在神像上，把它立在圣地上。我确定了诸神的收入（来源）、nindabû
 供品和qutrīnu
 供品，将来阿淑尔、沙马什、马尔都克和阿达德提名主管这个地区事务的人要修复这个城市和神庙的破损部分，不要停止这些神灵的收入和nindabû
 供品（的供应）!我豁免了这个城市（的赋役）……”[37]


沙尔马纳沙尔四世时期，“纳吉尔—埃卡里”贝尔-哈兰-贝尔-乌粟尔兴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并豁免其赋役，与王权衰落和贵族势力膨胀有关。公元前9世纪末和公元前8世纪前期，亚述发生内乱，王位更迭频繁，国王大权旁落，贵族乘机扩张势力。[38]
 “纳吉尔—埃卡里”贝尔-哈兰-贝尔-乌粟尔于是模仿国王建造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他还僭越国王的权力豁免了他的城市的赋役。贝尔-哈兰-贝尔-乌粟尔免除这个城市的赋役，转而提供给居住在城市的神灵，这充分暴露了他谋逆的野心。

亚述灭亡后，加喜特王朝以来赐予城市的kidinnu
 特权发生了显著变化。新巴比伦时期，城市的kidinnu
 特权很少出现在有关文献中，仅有纳波尼都赐予乌尔城kidinnu
 特权并豁免了该城的赋役。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kidinnu
 特权则需要有关人员用提供劳役或缴纳税赋来换取。[39]


总而言之，亚述继承了苏美尔城邦以来时期起巴比伦尼亚地区的豁免宗教中心城市居民赋役的传统，不但豁免了本国的宗教中心阿淑尔城和哈兰城居民的赋役以换取神灵的认可，而且免除了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宗教中心巴比伦城和尼普尔城居民的赋役以笼络被征服地区的居民。

第二节　地产赋役的豁免

地产赋役的豁免指土地及其依附人口被豁免了国家的赋役，古代两河流域地产赋役豁免起源于加喜特王朝，亚述的地产赋役豁免制度也源于该王朝。

一　巴比伦尼亚的地产赋役豁免

巴比伦尼亚的加喜特王朝是古代两河流域地产赋役豁免的首创者。上文提到，加喜特王朝是一个外来移民建立的政权，它将一些新制度与观念引入了巴比伦尼亚，除了授予宗教中心城市kidinnu
 特权外，国王还赐予臣僚证明其土地等财产所有权的文件。亚述学界一般将这类文件称为kudurru
 ，意思是“界碑石”或“界标”。[40]
 然而，美国学者斯兰斯基仔细研究了巴比伦尼亚的百余篇kudurru
 ，提出它们应被称为narû
 ，是证明相关人员占有土地和财物的所有权证书。[41]
 在一些narû
 中，国王不但赐予或确认臣僚的土地的所有权，而且免除了相关地产的赋役。

纳兹-马鲁塔什是目前已知最早豁免臣僚地产赋役的加喜特国王，他曾赐给埃巴巴尔神庙颂诗领班普兹鲁一些地产，并免除了相关地产的赋役。在详尽地介绍了有关地产的面积及边界等情况后，纳兹-马鲁塔什还在赐予的普兹鲁的narû
 中写道：“当国王纳兹-马鲁塔什把（上述土地和财产）赐给他的仆人颂诗领班普兹鲁时，他（还）免除了他在水渠和旱地上（的劳动义务）和牛羊的s
 •
 ibtu
 税。”[42]
 普兹鲁地产赋役的豁免也与其侍奉的神灵有直接的关系。为了调和内部的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古代两河流域的国王自古便自诩为“公正之王”（šarmēšarim
 ）[43]
 ，而太阳神是司职公平或正义的神灵，他们的统治需要取得太阳神的认可。颂诗领班的任务是主持颂诗活动取悦神灵，埃巴巴尔神庙供奉的是太阳神沙马什，因此，普兹鲁的主要工作是侍奉太阳神。纳兹-马鲁塔什免除地产的赋役，太阳神颂诗领班便可以专心侍奉太阳神，国王的行为可谓间接地取悦太阳神。

纳兹-马鲁塔什并非唯一豁免臣民地产赋役的加喜特国王，库杜尔-恩利尔和麦里-什帕克也曾豁免一些地产的赋役。麦里-什帕克先后免除了赐予其子美罗达赫-巴拉丹一世以及其女儿珲奴巴特-娜娜娅的地产的赋役。[44]
 其中，麦里-什帕克也称赐予其女儿的文件为“豁免证书”。[45]
 珲奴巴特-娜娜娅很可能是娜娜女神的女祭司，[46]
 麦里-什帕克豁免女儿地产的赋役也可能与取悦神灵有关。库杜尔-恩利尔并没有赐予穆沙里姆-埃库尔任何土地，而是确认了先王卡达什曼-恩利尔二世赐予他的地产，并免除了其赋役。[47]
 相关文献多次提及埃巴巴尔神庙，[48]
 受益人穆沙里姆-埃库尔也可能是一位神职人员，其地产赋役的豁免大概与侍奉神灵有关。

巴比伦第四王朝继承了加喜特王朝豁免地产赋役的传统，神职人员仍然是地产赋役豁免的主要受益者。尼布加尼撒一世免除了祭司努斯库-伊伯尼土地的赋役，[49]
 其目的仍然是通过豁免神职人员地产赋役的方式取悦神灵。此外，马尔都克-纳蒂尼-阿赫还免除一个名为阿拉德舒的人的地产的赋役而未赐予他任何土地。[50]


巴比伦第四王朝时期，作战有功人员的地产也可享受免赋役的殊遇。尼布加尼撒一世曾豁免比特-卡尔兹亚伯库部族酋长里提-马尔都克所有的城镇的赋役，他在相关文件写道：“国王他的主人注意到比特-卡尔兹亚伯库部族的酋长里提-马尔都克在与敌军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国王尼布加尼撒（一世）他的主人咨询了法官，赐予那些城镇不受纳姆里行省官员管辖的自由：国王的军官、纳姆里总督和其他军官都不得进入城镇，马匹的主人不得进入（他的）城镇带走马驹，牛羊的[image: img]
 ibtu
 税不得交给国王或纳姆里总督□□□□□”[51]
 尼布加尼撒一世之所以豁免里提-马尔都克地产的赋役，是因为这位部族酋长作战勇敢。基于同样的原因，尼布加尼撒一世还免除赐予埃兰太阳神祭司地产的赋役，来酬谢他引导巴比伦军队攻入埃兰，并迎回来被掠的巴比伦城保护神马尔都克的功绩。[52]
 因此，豁免地产的赋役成为国王奖赏功臣的手段之一。

加喜特王朝开创的通过豁免神职人员和功臣地产赋役来取悦神灵或酬谢有功人员的做法，对亚述的地产赋役豁免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亚述的地产赋役豁免

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开亚述豁免地产赋役的先河，其后诸王纷纷效仿，并一直延续到亚述的灭亡。按照地产赋役豁免受益对象，亚述的地产赋役豁免大致可以分为神庙地产赋役的豁免和个人地产赋役的豁免两大类。[53]


1.神庙地产赋役的豁免

上文提道，神灵在亚述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国王在献给神庙土地时，往往豁免了相关地产的赋役。例如，公元前788年，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曾将阿淑尔省、库尔比尔省等行省的大量耕地献给阿淑尔神庙，他在相关的敕令中写道：“为了保全他的性命，亚述国王阿达德-尼拉里（三世）豁免了亚述国王阿达德-尼拉里（三世）的宦官兼阿淑尔神的管家沙马什-纳西尔原本属于他的宦官职位的城镇、耕地、建筑物、果园和人口的赋役，（然后）把它们献给了他的主人阿淑尔神。”[54]
 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在将宦官沙马什-纳西尔的职分田献给阿淑尔神时，还免除了相关土地的赋役。

除了直接赐地给神灵外，亚述国王还间接地赐地给神庙，即指定一些耕地的耕种者向神庙奉献供品，相关的土地也被豁免了赋税。如前所述，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曾将“面包师城镇”的一块土地豁免了赋税，指定其耕种者卡努尼、阿胡-拉穆尔和曼努-启-阿比向阿淑尔和巴布奉献sattukku
 供品。萨尔贡二世建造新都杜尔-沙鲁金时占用了上述土地，于是他拿尼尼微城附近的耕地进行交换，他在敕令中明令豁免了相关耕地的赋税：“那个城镇要被夷为平地，居住在那里的民众都要被迁走。我尊重我的主人阿淑尔神的意愿，他使我的王权稳固，使我的双膀有力；我以地易地，在尼尼微城附近‘祭司城镇’（āl-ērib bēt ili
 ）的水浇地中给阿淑尔神划出了95伊麦如耕地，赐给了阿胡-拉穆尔之子舒尔穆-沙里、伊帕尔什杜和乌布尔-伊萨尔、卡努尼之子里西苏、曼努-启-阿比的儿子们。我重新确认了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指定作为阿淑尔神供品的10伊麦如磨碎的谷物□□□□□□困难与灾荒□□他们都要履行（他们的义务），整年都不许拖欠（供品）。为了供应阿淑尔神磨碎的谷物，它在所有的时间都是免赋税的，那块耕地的nusāhē
 税不应征收，它的šibšu
 税也不应征收了。”[55]


尽管上述两类献给神灵的土地赋税豁免的内容稍有不同，但是，其目的却都是在取悦或酬谢神灵、争取代表神灵的祭司阶层的支持和拥护。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在赐地诏书中明确提到了他奉献土地的目的是“为了保全他的性命”。上文还提到，萨尔贡二世通过武力登上了王位，他豁免阿淑尔城居民的赋役，以此来换取神灵承认其王位的合法性；他营建新都时占用了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指定向阿淑尔神奉献供品的土地，他“以地易地”，并重新确认了它的免赋税的地位，因为阿淑尔神使他的“王权稳固”，使他的“双膀有力”。

2.私人地产赋役的豁免

私人地产占亚述被豁免赋役地产的很大比例，不过，在不同时期被豁免赋役地产的来源和被豁免赋役的种类存在很大差别。从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到萨尔贡二世时期，地产的豁免赋税通常与赏赐地产及其依附人口联系在一起，被豁免的赋役局限于种植业税，即nusāhē
 税与šibšu
 税。例如，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在豁免赐予纳布-杜尔-贝利亚地产赋役的敕令中写道：“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是（全国土地）监督，他是沙马什-阿达德（五世）之子，他也是（全国土地）监督；他是沙尔马纳沙尔（三世）的孙子，他同样也是（全国土地）监督。一块□□□伊麦如的耕地□□□□□□□□□□□□□□□□□□□□□□□□□□□□处于卡尔胡总督贝尔-塔尔西-伊鲁马（的管辖之下），亚述国王阿达德-尼拉里（三世）豁免了（它们的赋税），赐给了他的宦官纳布-杜尔-贝利亚。这块耕地的nusāhē
 税不得征收了，（它的）šibšu
 税也不要征收了□□□□□□□□□□□”[56]
 此外，阿达德-尼拉里三世还购买了拉萨帕行省的一块土地，并免除了其赋税，然后赐给了一个宦官。[57]
 上述地产赋役豁免的内容在赐地敕令中有固定的表述格式：“这块耕地的nusāhē
 税不得征收，（它的）šibšu
 税也不得征集了。”[58]


阿淑尔巴尼拔时期，地产赋役豁免敕令一般不再罗列被豁免赋役的地产及其依附人口，[59]
 只是免除有关人员既有的地产及其依附人口的赋役。阿淑尔巴尼拔在豁免草料供应总管巴尔塔亚地产赋役的敕令中写道：“在我的庇护下，他获得了耕地、果园和人口，建立了自己的地产；我豁免了（它们的赋役），写了（这道敕令），并盖上了我的印玺，赐给了敬畏我王权的草料供应总管巴尔塔亚。”[60]
 类似语句还出现在阿淑尔巴尼拔豁免宦官总管纳布-沙鲁-乌粟尔等人地产赋役的敕令中。[61]
 既然被豁免赋役的耕地、果园和人口是有关人员在“国王的庇护下”获得的，这意味着他们是通过合法的渠道得到的。阿米蒂省总督里普胡尔-贝尔也曾“在国王的庇护下”购买耕地，由于遭人诬陷侵占他人祖产，于是他致信国王澄清自己的清白：“关于国王我的主人在信中提到的阿淑尔-莱曼尼的祖产，当国王的侍卫（对我）说：‘（你要）放弃这些财产、水井和耕地!’我（当时就）震惊了。（关于）这些耕地（的来源），国王我的主人知道我□□□□年前在国王的耕地里建造了一座城镇。在国王我的主人的庇护下，我从阿什帕居民手里购买了400伊麦如耕地，并添加到它里面。”[62]
 里普胡尔-贝尔在这里提到国王的庇护意在强调其获得耕地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其土地是买来的。新亚述时期，土地买卖频繁，国王的近臣和军官等通过购买的方式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地产。[63]
 由此推断，被阿淑尔巴尼拔豁免的地产也可能是有关人员通过购买的方式建立的。

阿淑尔巴尼拔时期，豁免的赋役在豁免敕令中也有固定的表述格式：“那些耕地、果园的nusāhē
 税不得征收，（它们的）šibšu
 税不得征收，（它们的）牛羊的[image: img]
 ibtu
 税也不得征收。那些耕地和果园里的人口不得被摊派il-
 ku
 义务、tupšikku
 义务和dikûtmāti
 义务；他们不需要缴纳使用港口和通行的miksu
 税，他们将不交□□□□□他的依附人口也像他一样免除了赋役□□□□□”[64]
 可见，阿淑尔巴尼拔不但豁免了相关地产的农业税，而且免除了豢养在地产上的牛羊的税赋，附着于地产上各类人员的劳役、兵役和使用港口、渡口的税赋也被豁免了。

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时期，地产赋役豁免敕令再次罗列了相关地产。例如，在介绍相关的土地和人口后，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在豁免宦官总管辛-舒穆-莱什尔麾下的队官塔伯-沙尔-帕帕希地产的敕令中写道：“亚述国王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豁免了这些耕地、果园、房屋和人口（的赋役），盖上了他不可更改的国王印玺，把他赐给了‘拉-科普’之子、宦官总管辛-舒穆-莱什尔麾下的队官塔伯-沙尔-帕帕希。”[65]
 类似的语句还出现在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豁免另一位宦官及其他人员地产赋役的敕令中。[66]
 可见，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可能恢复了赏赐臣僚土地的传统。

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时期，豁免的赋役在豁免地产赋役的敕令也有程式化的表述：“这些耕地和果园的nusāhē
 税不得征收了，（它们的）šibšu
 税也不得征收了。这些人员不得被摊派ilku
 义务、tupšikku
 义务和dikûtmāti
 义务□□□□□□他们不需要缴纳在陆地和水上的港口、城门和通行的miksu
 税，他们也不需要缴纳（使用）渡船和关卡的miksu
 税，它们的牛、绵羊和山羊不得课[image: img]
 ibtu
 税。”[67]
 与其父阿淑尔巴尼拔相比，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豁免的项目又增加了出入城门的税赋以及乘坐渡船与通过关卡的税费。到新亚述晚期，一些臣僚的地产几乎被豁免了所有的赋役，成为名副其实的私有财产。

无论早期的国王还是晚期的国王豁免有关人员地产的赋役都是国王笼络臣僚、巩固政权的一种方式。阿淑尔巴尼拔在豁免草料供应总管巴尔塔亚地产赋役的敕令中还写道：“我是阿淑尔巴尼拔，是一位伟大的王、强大的王、世界之王、亚述国王、四方之王和亚述合法的领导人；我（是一位）行为高尚、公正的王，我热爱真理，使我的人民满意，总是善待服侍我的官员，酬谢恭听命令的人。亚述国王阿淑尔巴尼拔的草料供应总管巴尔塔亚（是）一个值得善待和受恩惠的人，从（我）登极到行使王权，他献身于国王他的主人，他忠诚地在我面前服务，稳健地奔走。他在我的宫廷中名声极佳，维护了我的王权。我发自内心打算厚待他，赐给他一件礼物。”[68]
 类似的语句还出现在阿淑尔巴尼拔豁免宦官总管纳布-沙鲁-乌粟尔及其他人员地产及其依附人口的敕令中。[69]
 被国王豁免赋役地产的所有者是那些长期尽心尽力地服侍国王的人员，国王通过这种方式酬谢他们的忠诚服务。[70]


新巴比伦王国以后，两河流域的国王们仍然赏赐臣僚土地，但是，免除赋役的条款不再出现在相关的文件中。[71]
 不过，犹太人可能继承了古代两河流域国王豁免臣民土地上的赋役的传统。据《撒母耳记》记载，以色列人准备重赏杀死敌军勇士哥利亚的人，他将获得奖赏包括“他父亲的地产将被免除赋役”[72]
 。

概言之，亚述沿袭了加喜特王朝以来豁免臣僚地产赋役的传统，不但免除了神庙地产的赋役来笼络祭司阶层，而且豁免功臣地产的赋役以赢得相关人员对王权的拥护和支持。亚述国王逐渐增加被豁免赋役的种类，到新亚述末期被豁免赋役的地产几乎成为不负担任何国家义务的私人地产。

第三节　士兵赋役的豁免

士兵赋役的豁免指士兵因为入伍当兵而被免除了赋役，这种赋役豁免方式是新亚述时期特有的，它的出现与亚述帝国形成引起的统治方式变革有关。

一　被豁免赋役的士兵

新亚述时期，亚述军队的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73]
 军中出现了阿拉米族（Aramaean）士兵、“拉科苏”士兵和“扎库”（zakkû
 ）士兵等三类特殊士兵，他们都因服兵役而被免除了赋役。

1.阿拉米士兵

阿拉米人是西塞姆人的一支，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他们在叙利亚和两河流域北部过着游牧生活。从公元前14世纪起，阿拉米人与向外扩张的亚述发生冲突。公元前2000年代末、公元前1000年代初，乘亚述衰落之际，阿拉米人在底格里斯河西岸到地中海沿岸之间的广阔区域建立了众多国家。亚述复兴后，阿拉米人建立的国家成为其蚕食的对象，一些阿拉米部族则渗透到亚述地区。[74]
 伊图人（Itu’，最初也拼为Utu’，Itu’āju）[75]
 是阿拉米人的重要部族，新亚述时期居住在底格里斯河中游西岸。从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二世时期到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时期，亚述曾多次兴兵征剿阿拉米部落，但总是无法取得彻底胜利，值得注意的是，伊图人总是位列反亚述的阿拉米各部族之首。[76]
 既然武力镇压无法征服他们，亚述代之以怀柔政策：亚述允许伊图人在境内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作为交换，伊图人要为亚述服兵役。[77]


从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时期到埃萨尔哈东时期，亚述军队中出现了大批伊图族士兵。例如，马扎穆阿总督阿达德-伊西亚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国王我的主人给我的命令是：‘检阅马扎穆阿的军队，并写信报告我!’（以下是马扎穆阿的军队：）10辆战车，20辆大轮战车，（其中）10辆是马拉的，10辆是骡拉的，（总共）30辆战车；97匹供乘骑的马，11名战车驭手、12名‘第三名乘员’、30名战车兵和53名马夫，合计106名战车兵；161骑兵、130名马夫、53名□□□□总共343名骑兵；8名仆役、12名裁缝、20名持杯者、12名甜点师、7名面包师、10厨师，总共69名后勤人员；8名书吏、23名赶驴人、1位情报官、80名信使。总共630名亚述人、360名古鲁人（Gurrean，也拼为Qurreans）和440名伊图人。总共1430名士兵，包括先前带来的和国王的侍卫带来的士兵。”[78]
 在马扎穆阿总督检阅的军队中，伊图士兵竟然超过30％。

伊图族士兵是一种随时可以参战的常备军。上文提到，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或萨尔贡二世时期，西米拉总督或“国王的代表”库尔狄-阿淑尔-拉穆尔在致国王的信中提到，西顿人驱逐了他派驻的税吏，他立刻派遣伊图士兵去恢复秩序。库尔狄-阿淑尔-拉穆尔在致国王的另一封信中写道：“亚马尼人（Yamani）[79]
 来了，他们攻击□□□□哈里苏城□□□□□□□□□□□□□我召集了手下的士兵和‘扎库’士兵去追击他们。他们没有掠走任何东西，一看到我的士兵就上船逃走了，就消失在大海中□□□□□□□□□□我收复了达纳布，把身边的伊图（族士兵）和将要赶来的伊图（族士兵）部署在那里。”[80]
 伊图族士兵屡屡在地方发生骚乱时及时出现，表明他们是随时可以出征的常备军。

伊图族士兵还是驻守军事要塞的重要力量。例如，一位名叫伊尔-亚达的总督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他们赶到了帕提-伊利尔渠的开口处，在那里修筑了一座军事要塞。我的10个古鲁族士兵和我的20个伊图族士兵是与他们一起去的，他们（在完工后）就进驻了。”[81]
 一封书信的残篇写道：“我任命一个伊图族士兵为要塞的□□□□□□”[82]


伊图族士兵很可能是一种职业军人。上文提到，阿米蒂行省总督里普胡尔-贝尔曾致信萨尔贡二世，请国王命令伊图酋长把伊图族士兵带出来，以便其在收获庄稼时进行警戒。[83]
 阿米蒂总督在收获庄稼时征调伊图族士兵表明他们可能并不参与农业生产，而是一种以服兵役为生的职业军人。

伊图族士兵被免除了税赋。里普胡尔-贝尔在致萨尔贡二世的另一封信中写道：“国王我的主人告诉我那个伊图族（士兵）是免税赋的，于是他的‘弓田’（a.šàgiš
 ban）不需要交nusāhē
 税和šibšu
 税了。”[84]
 伊图族士兵的“弓田”表明他们可能是一种弓箭兵，[85]
 其税赋的豁免可能也与兵役有关。[86]
 伊图族士兵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常年服兵役，其“弓田”税赋的豁免很可能与其服役有关。

除了伊图族士兵外，阿拉米人的另一部族古鲁人也频繁地出现在亚述军中。上文提到，马扎穆阿总督率领的军队中与伊图士兵在一起的古鲁士兵多达360人，而在新建的要塞中与伊图士兵一起的古鲁族士兵达10人。古鲁士兵的数量仅次于伊图族士兵，是经常出现在亚述军中的阿拉米另一重要部族。[87]
 尼姆鲁德出土的一份破损的泥板文书提到了在亚述军中服役的阿拉米人其他部族，诸如鲁卡赫部族、哈拉特部族等。[88]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古鲁族士兵和其他阿拉米部族士兵被豁免赋役的证据，但是，由于他们经常与伊图族士兵一起执行军事任务，不能排除他们像伊图人一样被免除税赋的可能性。

2.“拉科苏”士兵

“拉科苏”士兵是新亚述时期另一类特殊的士兵，学术界对其看法分歧较大。科勒和翁格纳德在编译亚述帝国的法律文献时，把其中两篇文献提到的raksu
 译为“看门人，门房”[89]
 。布鲁诺•迈斯纳与沃尔夫拉姆•冯•佐登在《阿卡德语词典》中将raksu
 解释为一种由俘虏组成的士兵。[90]
 波斯特盖特在整理尼穆鲁德出土的文献时，仅仅给出了提及的raksu
 一词的拉丁化形式，而未做翻译，[91]
 ，他将此归结为学界对raksu
 的认识还不够充分。[92]
 西莫•帕尔波拉在编辑萨尔贡二世的王室书信和编辑亚述语词典时，将raksu
 译为“雇佣兵”或“新兵”[93]
 。特奥多雷•克瓦斯曼在编辑大英博物馆藏亚述帝国的部分法律文献时，将raksu
 译为“骑马者”[94]
 。在《芝加哥亚述语词典》中，raksu
 被解释为一种被豁免了税收和其他公民义务的职业军人，特指隶属于宦官总管、能够全天候作战的骑兵或车兵；raksu
 一词的意思可能是“用租约雇佣的（士兵）”[95]
 。不过，笔者认为，“拉科苏”士兵是宦官总管麾下由被征服地区的人员组成的常备军的精锐，他们也享受免赋役的殊遇。[96]


“拉科苏”士兵一般来源于俘虏或被征服地区居民。萨尔贡二世在致一名叫曼奴-启-阿达德的高官的信中写道：“‘1119名身强体壮的人交给了皇家的步兵，[97]
 委托给你统辖。（他们属于）一支总数为5000人的军队，包括那些死去的和那些还活着的。你为什么擅自使用他们，把一部分人变成了你军中的‘拉科苏’士兵，把一部分人变成了你的车兵，而把另一部分变成了你的骑兵？”[98]
 这批人原来的总数是5000人，而被这位官员变成各种士兵的只有1119人，原因在于一部分人死去了。车兵和骑兵属于技术兵种，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胜任的，曼奴-启-阿达德轻易地将这批人变成了军中的“拉科苏”士兵、车兵和骑兵，可见他们曾是一支战斗部队。因此被曼奴-启-阿达德变成军中的“拉科苏”士兵的人很可能属于一批强迫迁移到亚述的战俘。

阿淑尔总督塔伯-西尔-埃沙拉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一封信中提到的一名“拉科苏”士兵也来自被征服地区：“哈尔迪-乌粟尔——那名送信到比拉提的‘拉科苏’士兵——已经带着一封信回来了。”[99]
 比拉提是亚述北部边境图什罕省的一个军事要塞，离乌拉尔图非常近。[100]
 奇怪的是，哈尔迪-乌粟尔的名字中竟然有乌拉尔图的主神“哈尔迪”的名字[101]
 ，其意思是“哈尔迪庇护我”[102]
 。两河流域的一些人名中往往含有所在的城市或国家崇拜的神灵，因此相关的神名成为判断有关人员的家乡或国家的重要依据。哈尔迪-乌粟尔的名字表明，这个“拉科苏”士兵是一个乌拉尔图人，因此，这名“拉科苏”士兵也可能是一名俘虏或强制移民。

拉萨帕省总督泽如-伊伯尼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提到的一名“拉科苏”士兵也来自被征服地区：“马尔都克-埃里巴的哥哥是一名皇家车兵，他本人是一名和我在一起的‘拉科苏’士兵。”[103]
 “拉科苏”士兵马尔都克-埃里巴的名字里有马尔都克神的名字，其意思是“马尔都克替换了”[104]
 。马尔都克是巴比伦城和巴比伦尼亚的保护神，[105]
 马尔都克-埃里巴可能是一个巴比伦人，这名“拉科苏”士兵可能来自巴比伦尼亚。

“拉科苏”士兵一般隶属于宦官总管。在一所房屋的交易中，充当证人的“拉科苏”士兵曼努-启-阿比的长官是宦官总管。[106]
 一名购买奴隶的“拉科苏”士兵曼努-启-阿拉雅也隶属于宦官总管。[107]
 一封解送马匹的信提道“来自宦官总管的‘拉科苏’士兵的3匹库什[108]
 马”[109]
 。尼尼微的一份破损的债务清单写道：“曼努-启-萨贝是宦官总管官署的‘拉科苏士兵’。”[110]
 上文提到，亚述的中央常备军的主将也是宦官总管，因此，“拉科苏”士兵很可能是中央常备军的组成部分。

一般情况下，亚述人只是笼统地提“国王的分队”，而“拉科苏”士兵却被从“国王的分队”中挑出来，这表明他们是一种特殊士兵，其特殊之处在于享有免税赋的特权。阿拉泊哈总督伊萨尔-杜里在回复国王萨尔贡二世的一封信中写道：“关于宦官总管的‘拉科苏’士兵，国王我的主人写信说：‘他们都是免赋役的；任何人都不得对他们提起诉讼，任何人都不许征收他们的nusāhē
 税□□□□□队官和“拉科苏”士兵□□□□□□他的儿子□□□□□□他们的□□□□□他们的儿子□□□□□也是免赋役的。’”[111]
 虽然这封书信破损比较严重，但是，“拉科苏”士兵nusāhē
 税的豁免是没有疑问的，国王的恩赐可能还惠及他们的家属。与伊图族士兵一样，“拉科苏”士兵及其家属赋税的豁免大概与其服役有关。

3.“扎库”士兵

“扎库”士兵是新亚述时期一类从未提过具体名字的特殊士兵，由于他的名称源于动词zakû
 （免除赋役），因此zakkû
 通常译为“免赋役者”（exempt）。[112]
 学界一般认为“扎库”指一种低级的亚述官吏，主要在巴比伦尼亚充当警察。[113]


然而，一些王室书信表明，“扎库”士兵是驻守军事要塞的重要力量。例如，一位军事要塞的指挥官在一封信中写道：“‘扎库’士兵到位以后，我们就安排了卫戍要塞的人手。”[114]
 又如，拉希鲁省的一个要塞的指挥官纳布-舒穆-伊蒂纳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祝国王我的主人身体健康!要塞、‘扎库’士兵和国王的仆人们都非常好。”[115]


除了驻守亚述本土外，“扎库”士兵还驻守远离两河流域的地区。上文提到，西米拉总督或“国王的代表”库尔狄-阿淑尔-拉穆尔曾派遣“扎库”士兵与伊图族士兵一起驱逐骚扰哈里苏城的亚马尼人，可见，他们还驻守地中海沿岸。大马士革行省总督贝尔-杜里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一封信中写道：“以下是每月（需要）的面包和草料：沙马什-阿胡-伊丁纳（每月需要）5伊麦如草料、123伊麦如面包，总共128伊麦如；阿比-莱什尔（每月需要）75伊麦如草料、15伊麦如面包，总共90伊麦如；昆穆赫的2000名‘扎库’士兵（每月需要）600伊麦如（面包和草料）。”[116]
 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昆穆赫不但驻有“扎库”士兵，而且多达2000名。

“扎库”士兵在亚述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辛纳赫里布的皇后、埃萨尔哈东的母亲扎库图曾经就其孙子阿淑尔巴尼拔的王位与王室宗亲及大小朝臣签订契约，该契约写道：“辛纳赫里布的皇后、埃萨尔哈东的母亲扎库图与他（阿淑尔巴尼拔——笔者）的同地位的兄弟沙马什-舒穆-乌金和沙马什-梅图-乌巴利特及他的其他兄弟、王室宗亲、权臣和总督、长胡子的官员和宦官、皇家扈从、‘扎库’士兵以及所有能进入宫廷的人、地位高低的亚述人签订契约。”[117]
 “扎库”士兵与王室宗亲、大小朝臣成为阿淑尔巴尼拔继位条约的执行者。一个名为基纳的亚述军官在致埃萨尔哈东的信中写道：“派给我的‘扎库’士兵此刻正驻扎在阿尔贝拉。现在厨师长告诉我：他们向我传达的国王的命令是：‘命令基纳在我（指国王——笔者）面前全线展开，（他）位于你之后。’”[118]
 这封书信表明“扎库”士兵应该是全副武装的士兵，靠近国王的战斗序列再次凸显了他们的重要性。

“扎库”士兵赋役的豁免很可能与其军事义务有关。要塞的驻军需要时刻警惕着敌人的进攻，因此驻守军事要塞的“扎库”士兵可能是一种常备军。上文提到，亚述的ilku
 义务与dikûtmāti
 义务均是有期限的，“扎库”士兵长年戍守要塞，他们可能不是履行国家的兵役义务，而可能像伊图族士兵和“拉科苏”士兵一样因常年服兵役被国王豁免了国家的其他赋役。[119]


总之，阿拉米士兵、“拉科苏”士兵和“扎库”士兵或全天候地驻守军事要塞，或随时征战，他们都属于常备军；由于亚述的兵役义务是有时限的，上述三类士兵并非履行公民的兵役义务。虽然国王并未直接赐予被免除赋税的士兵财物，但是，赋税的免除增加了相关人员可支配的财物，相当于国王付给相关士兵一些报酬。上述三类士兵赋役的豁免导致亚述的征兵方式发生了变革，在义务兵役制外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征兵方式，即募兵制。有关士兵是职业军人，他们应征入伍并非履行兵役义务，而是为增加可支配的财物。

二　统治方式的变革与募兵制的出现

亚述募兵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帝国的形成引起的统治方式变革有关。新亚述时期，亚述从两河流域北部的区域性国家逐步发展成一个囊括两河流域全部及周边部分地区的帝国，其统治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亚述直接控制的区域迅速扩大，另一方面，亚述对附属国等间接统治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军队是亚述实施统治的重要工具，国家规模的扩大与统治方式的变化导致军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120]
 通过募兵制组建常备军是其重要表现之一。

在扩张的过程中，亚述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先在要害之地建立军事要塞或有驻军的城镇来控制被征服地区，然后再逐步蚕食周围的地区。[121]
 至少从中亚述晚期起，亚述便开始在被征服地区修建城市作为控制相关地区的据点。沙尔马纳沙尔三世在一篇铭文中写道：“阿纳-阿淑尔-乌特拉斯巴特城，赫梯人称之为皮特路，位于幼发拉底河对岸的萨古拉河畔，穆特基努城位于幼发拉底河这岸。它们都是我之前的王公、我的祖先、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建造的。亚述国王阿淑尔-拉比二世时期，阿拉米人国王用武力夺取了（这两个城市）。”[122]
 由此可见，至少从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起，亚述就在幼发拉底河中游河畔建造了两座城市，并存在了数十年。阿拉米人用武力夺取两城表明，城中可能有亚述驻军。不过，当事国王的铭文并未提及上述城市，这大概表明它们可能在中亚述时期只是一些孤立的军事据点，并未产生较大的影响。

新亚述时期，亚述不但收复了沦陷的军事据点，而且更加频繁地改建和新建军事据点。例如，公元前900年，阿达德-尼拉里二世第二次进攻哈尼伽尔巴特，把萨拉库当作自己的城市，并把收获的大麦和秸秆储存在那里。[123]
 又如，公元前894年，阿达德-尼拉里二世第五次远征哈尼伽尔巴特，他把杜尔-杜克里穆当作自己的城市。[124]
 再如，公元前882年，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远征纳伊利地区时修复了图什罕，把它当作自己的城市，并把从尼尔布地区收获的大麦和秸秆储存在该城，他还在该城接受了纳伊利地区诸国进献的贡赋。[125]
 图什罕城俨然成为亚述控制纳伊利地区的行政中心。公元前879年，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再次远征纳伊利地区时，图什罕城成为亚述进军的基地。[126]
 公元前878年，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还在幼发拉底河畔建造了卡尔-阿淑尔纳色尔帕和奈巴尔提-阿淑尔。[127]
 公元前856年，沙尔马纳沙尔三世远征幼发拉底河流域，他把提尔-巴尔西帕、阿里古、纳皮古和鲁古里图等城市变为自己的城市，并把提尔-巴尔西帕更名为卡尔-沙尔马纳沙尔、纳皮古更名为里塔-阿淑尔、阿里古更名为阿斯巴特-拉-库奴、鲁古里图更名为齐比特-阿淑尔。[128]
 公元前853年，沙尔马纳沙尔三世西征巴里赫河流域，攻占提尔-图拉希城后，他宣布该城为自己的城市。[129]
 公元前843年，沙尔马纳沙尔三世还越过库拉尔山进行了东征，在扎穆阿腹地建立一个要塞。[130]
 萨尔贡二世仅在其统治的第7年就在与乌拉尔图对峙的地区修建了22个堡垒。[131]
 此外，亚述还在西北部的梅利德、东北部的曼纳和东南部的埃里皮等边境地区建立了要塞。[132]


亚述在被征服地区修建或新建的军事据点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它们需要大量士兵驻守。一位总督在分配装备给养时，分给两个堡垒的斗篷均为200套，可见每个堡垒的士兵可能为200名。[133]
 图布里亚什的几位部落酋长在致阿淑尔巴尼拔的信中写道：“现在沙马乌努要塞几乎被抛弃了，那里除了200名临时拼凑的士兵外再无他人。”[134]
 据此推算，仅萨尔贡二世仅在其统治的第7年在与乌拉尔图对峙的边境地区驻守的士兵就有4400名之多。亚述帝国疆域广阔，驻守全国各堡垒的士兵可能数以万计。由于军事据点时刻面临着敌人的威胁，据点的士兵需要长年枕戈待旦，因此，驻守据点需要大量常备军。

随着亚述对被征服地区控制的加强，一些军事据点发展成为新的行省，组建行省也需要大量士兵。哈马总督阿达德-哈梯在组建行省的过程中曾致信萨尔贡二世：“愿国王我的主人给我一些亚述（士兵）和伊图族（士兵），这样我才可以守住□□□□苏帕特既没有亚述的‘村庄巡检官’，又没有城门卫兵。”[135]
 征服昆穆赫以后，萨尔贡二世强制迁移了其居民，然后在该地区设立了行省。他从安置到该地区的比特-亚肯的居民中挑选了150名战车兵、1500名骑兵和1万名盾牌兵和长矛兵，交给该省总督统帅。[136]


新亚述时期，亚述对附属国控制的加强也需要大量常备军士兵。上文提到，为了控制附属国，亚述还向它们派驻“国王的代表”和军队。阿拉伯女王萨姆西归顺亚述以后，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给她委派了一个“国王的代表”，派驻的士兵多达1万名。[137]
 萨尔贡二世时期，驻北部的附属国库麦“国王的代表”阿淑尔-莱苏阿也率领军队。他曾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国王我的主人应该命令杜尔-沙马什和巴尔扎尼什塔的伊图士兵来替换这些军队。”[138]
 萨尔贡二世曾命令阿淑尔-莱苏阿派间谍到乌拉尔图进行侦查：“派遣你的间谍到图鲁什帕郊区获取详细的报告!”[139]


随着版图增大与统治方式的变化导致常备军士兵需求量大增，然而，亚述服役的人数却在减少。在频繁的战争过程中，亚述从被征服地区掠夺了巨额的财富，战利品被以国王为首的贵族瓜分，附属国缴纳的各种贡赋也被他们分享。由于要负担沉重的劳役和兵役、种类繁多的赋税，加上各种人为与自然灾害的侵袭和高利贷的盘剥，一大批自由民破产了，他们被迫出卖或抵押土地、妻子儿女和自身。[140]
 在战争中致富的贵族乘机购买土地和人口，建立了规模巨大的大地产。[141]
 上文提到，国王往往以豁免有关人员地产赋役的方式来奖赏效忠国王的臣僚，大地产主及其依附人口不再服兵役。因此，亚述社会的两极分化导致服兵役人数剧减。

上文提到，随着亚述帝国的形成，亚述军队在古代西亚北非一度所向无敌，其民族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亚述人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一般不再将被征服地区居民和俘虏视为亚述人。大量被征服地区的人口和俘虏被掠到亚述当作王公贵族和神庙的奴隶，服兵役的人数并没有随人口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

与此同时，战场的伤亡直接减少了服役的人数。亚述王室铭文生动地描述了亚述历次战争的经过，并不厌其烦地历数杀死和俘虏敌人的数量；[142]
 但是，它们从来没有提及过亚述军队的失利，几乎没有涉及亚述士兵伤亡的情况。不过，一些书信偶尔提到了相关的情况。上文提到，萨尔贡二世曾提及一支5000人的军队，其中包括已经阵亡者和幸存者。一封破损的信明确提到了伤亡者的数目：“关于阵亡者的补充，国王给权贵们发布过的命令是：‘（你们要）提供补充!’（然而，）没人给我们补充。那些没有与我们一起去参战的阵亡者和伤残者战士的人数是1200人。”[143]
 尽管上述书信提到了伤亡者的数目，但是它并没有指出部队的总数，我们无从知道伤亡者所占的比例。不管怎样，士兵在频繁的战争中伤亡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总起来说，国家规模的扩大与统治方式的变化导致长时间执行军事任务的常备军的需求量大增，然而，社会的分化、民族政策的变化和战场伤亡等原因，通过义务兵役制征召的士兵不敷需要，国王不得不实行募兵制来增加士兵的数量。

亚述的募兵制可能对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的雇佣兵制产生了影响。据色诺芬的《长征记》记载，小居鲁士聚集军队围攻米利都，其部队包括流放者和蛮族；[144]
 小居鲁士死后，色诺芬称赞他厚待追随他的人，[145]
 他的士兵自然也在奖赏之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黑门尼德王朝有许多种军事份地，其中一种也称为“弓田”（bīt qašti
 ）[146]
 ，这种土地或许也像亚述伊图族士兵的“弓田”一样是国王赐予弓箭手的土地。

总之，新亚述时期，阿拉米士兵、“拉科苏”士兵和“扎库”士兵等三类士兵都属于常备军，他们为增加可支配的财物而服役，国王免除其赋役导致募兵制的出现。帝国的形成以后，亚述统治区域的扩大及对附属国控制的加强需要更多的常备军，但是，社会的分化、民族政策的变化和战场伤亡等因素导致服役的人数在减少，国王不得不通过募兵制来扩充军队因此，士兵赋役的豁免制度的出现与亚述帝国形成引起的统治方式的变革有关。

通过对亚述城市、地产和士兵三类赋役豁免制度考察，我们对赋役豁免的本质及其反映的国家权力运作模式等相关问题有了一定的认知。

首先，豁免赋役是亚述统治者利用经济手段维护政权的一种策略。从公元前10世纪晚期到公元前7世纪末，尽管亚述也曾遭遇暂时和局部的挫折，但是，它从未出现过严重的历史倒退，其版图持续扩大，对被征服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亚述300余年的繁荣与稳定固然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各方势力对王权的认可与支持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虽然国王并未直接赐予被豁免人员任何财物和人力，但是，他们却因国王的恩赐而减轻了经济负担，实际上增加了可支配的资源，拥护和支持王权实际上在维护自身利益。具体而言，亚述国王赐予本国祭祀中心城市免赋役的特权，维护了相关人员的既得利益，作为回报，他们将千方百计地证明王权的合法性。亚述国王通过确认被征服地区宗教中心城市居民免赋役的权利，恢复了他们业已丧失的利益，消弭了他们的反亚述情绪，稳定了被征服地区的统治。通过豁免地产的赋役，亚述国王不仅酬谢了臣僚的功勋，而且承认了其兼并土地的成果，他们将效忠国王以谋取更大的利益。亚述国王豁免相关士兵的赋税，创造了一种新的征兵方式，即募兵制。常备军的规模扩大，有利于有效地控制被征服地区。无论是从维护既得利益出发，还是立足于谋取更大的利益，亚述的各方势力都有理由拥护王权，维持政权的稳定。

其次，赋役的豁免体现了亚述统治集团内部的博弈。随着亚述版图的逐渐扩大，其中央集权制的政治结构日臻完善，国王垄断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权力；[147]
 在这个过程中，王权时常面临严峻的挑战，[148]
 需要借助各方势力来稳定政局。赋役的豁免是一种赏赐，豁免权始终掌握在国王手中，无论是包括城市居民赋役的豁免在内的kidinnu
 特权，还是“豁免证书”及“赐地诏书”，都是国王赐予臣民的，[149]
 相关文件还需要盖上国王的印玺。[150]
 赋役的豁免并非普惠全民的制度，而是少数人员享有的特权，豁免赋役有时就成了国王与各方势力博弈的一枚重要棋子。以祭司阶层为代表的世袭贵族属于亚述的传统势力，国王需要借助他们确保王位的合法性不容置疑，是为国王免除其赋役的目的所在。随着对外军事扩张兴起的军事贵族是亚述的新兴力量，是国王制衡保守势力和进行对外征服的主要力量，国王豁免其地产的赋役来酬谢他们建立的功勋。亚述早期被豁免的赋役一般仅限于šibšu
 税和nusāhē
 税，而晚期被豁免赋役的类别已扩展到目前已知的所有赋役，这大概不是由于国王变得更为慷慨，而可能是王权衰弱的一种表现，是国王与臣僚角力失利的结果。也就是说，即使是专制王权，权力的行使也不是绝对的，需要考虑到不同势力之间的平衡，豁免赋役有时可以成为国王平衡各方力量的一个砝码。

再次，赋役豁免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反映了亚述统治方式的创新性。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曙光最初照耀在最南端的苏美尔地区，后来才普照巴比伦尼亚地区，亚述地区是两河流域开化最晚的地方。然而，亚述后来者居上，不仅统一了整个两河流域，而且征服了周边的广阔区域。亚述的崛起固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统治者善于借鉴先进统治方法并勇于创新是其获得成功秘诀之一。征服巴比伦尼亚以后，亚述统治者继承了被征服地区利用豁免赋役维护政权的策略，但是，他们并非机械地照搬苏美尔—巴比伦尼亚的制度，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革新。苏美尔—巴比伦尼亚被豁免赋役的城市仅限于本国的祭祀中心，而亚述统治者不仅免除了本国的宗教中心城市的赋役，而且将豁免赋役的对象扩大到被征服地区宗教中心城市；亚述统治者沿袭了巴比伦尼亚统治者通过豁免地产赋役奖赏祭司和臣僚的做法，但是，他们还通过赐予地产豁免诏书的方式承认了臣僚兼并土地的事实；苏美尔—巴比伦尼亚根本不存在免除士兵赋税的现象，这种赋税豁免制度则完全是亚述统治者根据士兵需求增加而履行兵役义务人数锐减的现实而进行的一种积极探索。因此，亚述的统治阶级不仅热衷于开疆辟土，而且深谙治国理政之道，其国家称雄西亚北非地区并非偶然。

最后，亚述的赋役豁免制度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助于维持亚述政局的稳定，另一方面，却又削弱了其统治的基础。通过豁免城市、地产和士兵的赋役，亚述统治者维护了统治集团内部各方势力的利益，赢得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保持了政局的稳定，为亚述的快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有关人员赋役的豁免直接减少了所在地政府可征用的资源，有时会导致相关官员出现人力和物力不敷需要的局面。例如，由于萨尔贡二世免除阿淑尔城居民的赋役，阿淑尔总督不得不靠征调宫廷仆从和奴隶等人员填补由此造成的埃卡拉图宫短缺的劳动力。[151]
 由于国王豁免了伊图族士兵“弓田”的šibšu
 税与nusāhē
 税，阿米蒂总督不得不使用陈年的秸秆。[152]
 新亚述早期，赋役豁免种类不多、频次较低，赋役豁免引起的财政危机多是暂时的和局部的；然而，随着国王穷兵黩武和大兴土木，亚述的财政已入不敷出，赋役豁免种类的增多与频率的增加会导致亚述捉襟见肘的财政雪上加霜。亚述的贵族官僚在战争中积累了大量财富，部分人员因被国王豁免赋役而减轻了负担，乘机购买土地和人口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地产；与之相反，普通的平民无缘享受免赋役的特权，却需要承受转嫁来的负担，他们的处境将因此而更为窘迫，最终被迫出卖或抵押土地、妻子儿女和自身。亚述晚期，赋役豁免制度的滥用使亚述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政局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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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财政危机与新增税负

新亚述时期，亚述进入极盛阶段，它征服和占领的区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可以支配和利用的资源不可胜数；然而，亚述在财物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却出现了入不敷出的局面，因此不得不开征新税bitqu
 来弥补亏空。本章将在分析新亚述财政状况的基础上，介绍bitqu
 税的课征情况。

一　财政危机

随着军事扩张范围的扩大和行省制度的推广，亚述从行省和被征服地区征收和掠夺的财物和人口空前增加，[1]
 王室铭文一再宣扬国家的富庶；然而，新亚述的财政却陷入了的捉襟见肘的窘境，主要表现为财物亏空和人手短缺。

1.财物亏空

新亚述时期，各种各样的债务不时困扰着亚述的君臣。在尼尼微城出土的各种行政管理档案中，十余份被认定为债务清单的文献十分引人注目。[2]
 由于文献破损严重，账单的详情不可能全部知道，但是，部分可以辨识的清单表明，拖欠的财物包括银子、谷物、绵羊、葡萄酒、人口等，债权人是宫廷或国王，而债务人是总督、市长和地方政府的其他官吏，涉及西伊梅城、尼尼微城、豪里纳城、哈伯鲁里城、拉希鲁行省和附属国推罗等。[3]
 除负债清单外，亚述的王室通信也不时提及债务。例如，一位书吏曾因巴尔哈尔兹总督拖欠债务不还而致信王太子，恳求王太子派遣使节助其催讨拖欠的债务。[4]
 又如，在米尔乞亚劳动的附属国统治者因债主催债而无法完成国王的任务，因此恳求国王命令债主允许他们在完工后再偿还债务。[5]
 一个商人的儿子也专门致信国王，催讨国王在建筑杜尔-沙鲁金时从其父借贷的570米那银子。[6]
 由此可见，亚述的各级政府都曾出现财物亏空。

各种工程建设可能是造成亚述各级政府出现财物亏空重要原因之一。上文提到，国王欠商人的570米那银子是萨尔贡二世在建筑新都杜尔-沙鲁金时向商人借贷的，他曾承诺在工程完工后偿还债务，但是，商人的儿子催讨债务表明国王显然没有如约支付拖欠的借款。[7]
 同样，在萨尔贡二世时期，“纳吉尔-埃卡里”伽布-阿纳-阿淑尔曾因没有足够的秸秆来养活驮兽而致信国王，他在信中提到其麦秸不足的原因是他的秸秆都预留给杜尔-沙鲁金的建设工程。[8]
 尼尼微城的一份债务清单提到的日期是公元前715年或公元前713年，负债的原因可以归咎为萨尔贡二世时期杜尔-沙鲁金城的建设。[9]
 很显然，萨尔贡二世建设杜尔-沙鲁金是导致国王和许多官员出现财物亏空的直接原因。除了建造杜尔-沙鲁金外，亚述人还修建了大量军事要塞和神庙，修建了卡尔胡、巴比伦和尼尼微等规模巨大的城市，这些工程建设势必加剧亚述的财物亏空状况。

大规模地移民也是导致亚述产生财物亏空的重要原因之一。上文提到，亚述曾经强迫被征服地区居民迁移到他乡，沿途的官员要负责供应移民的食宿。一份转让土地的文件表明，一个名为阿希-亚巴巴的人以阿拉泊哈行省副总督阿希哈尔的名义转让了3个菜园及其附属物，而转让田产的目的是换取数百米那铜，来向“苏卡鲁”用船送来的俘虏提供给养。[10]
 向俘虏提供给养是有关官员转让田产的直接原因。在古代西亚北非地区，民众往往在经济陷入困境时转让自己的土地，[11]
 因此，亚述行省官员出卖田产很可能跟普通民众一样因为手头拮据。新亚述时期，数以百万计的被征服地区居民在亚述帝国境内流动，他们给所经之地政府造成了沉重负担。

除了数量庞大的开支外，国王豁免有关地产和人员及其依附者的赋役直接减少了有关政府的收入。上文提到，国王曾命令阿米蒂总督豁免伊图族士兵“弓田”的赋役，该总督向国王诉苦说他已用光了他的秸秆，现在不得不使用陈年的秸秆，可见伊图族士兵赋役的豁免是导致阿米蒂总督秸秆短缺的直接原因。上文提到，伊图族士兵赋役的豁免不是个案，神庙和官员的地产及其依附者以及其他职业军人与家属也享受免赋役的特权，因此，国王豁免有关地产和人员的赋役也加剧了有关官员的财务亏空。

2.劳动力短缺局面

尽管亚述在战争中掠夺了大量人口，但是，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却频频出现，有关官员因此怨声载道。上文提到，履行兵役和劳役义务原本是行省和附属国居民的一项基本义务，然而，一些行省总督和附属国国王却时常因人手短缺而抱怨国王分配的工作和任务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例如，在米尔乞亚劳动的附属国统治者在致国王的信中提到，他们在有关官员的监督下进行劳动，但是，国王的工作是他们不堪承受的负担。[12]
 一封破损的书信提到，国王的工作是一项负担，因此，相关官员无法完成国王的其他工作。[13]
 劳动力短缺可能是有关官员和附属国国王产生怨言的主要原因。

由于无法征集到足够的建筑工匠，萨尔贡二世在建筑杜尔-沙鲁金时不得不放宽标准，命令沙比莱舒总督阿淑尔-杜尔-帕尼亚征调一些不懂任何技术的未成年孩子去建筑城墙。[14]
 阿淑尔行省总督为弥补ilku
 义务亏空而征集的人员不但有“扎库”士兵，而且有奴隶的孩子和宫廷仆妇的孩子。[15]


由于人手不足，国王不得不想方设法地节约劳动力。亚述国王喜欢用规模巨大的建筑来彰显国家的强盛和震慑被征服地区臣民，重要的建筑物门口一般安放一对由整块的大石头雕刻成的守卫怪兽（lamassu
 ）。[16]
 然而，尼尼微城阿淑尔巴尼拔皇家仓库前的守卫怪兽却一反常态，是用小块石头雕成的；搬运小块石头可以节约大量人力，因此，阿淑尔巴尼拔的皇家仓库前的守卫怪兽形制变小也暗示着亚述劳动力的不足。[17]


频繁的战争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耗费了大量劳动力，官吏们不时因为无法完成国王分派的任务而产生怨言。例如，尼普尔总督伊利尔-巴尼等官员曾向国王抱怨，国王分派的防区是5段（mardītu
 ），而他的骑兵和弓箭兵只够防守1段，他们多次向国王求援而未果，只能求神灵保佑防守不出问题。[18]
 一位官员请求另一位官员派给他2000名士兵，然而，该官员却说：“我这里的人尚不足以防守要塞，哪里还有人派给你？”[19]
 阿淑尔省总督塔伯-西尔-埃沙拉曾向国王抱怨，由于他手下的伊图族士兵需要去防守锡努，他的人手不足了，国王的工作变成了一项（沉重的）负担，因此无法与其他高官一起去砍伐木材。[20]
 新亚述时期，由于建筑规模的巨大、战争的频繁和战线的拉长等因素，需要征调大量的人员服役，亚述出现劳动力短缺就不难理解了。

国王豁免有关人员、机构的地产及其依附者的兵役和劳役，减少了相关地区长官可支配的劳动力。例如，阿淑尔总督塔伯-西尔-埃沙拉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提到，在国王的父亲在位时他不需要弥补埃卡拉图宫的ilku
 义务，然而，由于国王豁免了阿淑尔城居民的ilku
 义务，他不得不设法弥补ilku
 的亏空。[21]
 由于国王不但豁免了亚述和巴比伦尼亚许多城市居民的赋役，而且免除了神庙、军官及其依附者以及职业军人的赋役，因此，豁免赋役也会加剧亚述劳动力捉襟见肘的局面。

一些民众不能负担兵役和劳役而选择了逃亡，减少了相关地区服役的人数，进一步加剧人手短缺的局面。例如，沙狄坎努总督萨姆努哈-贝鲁-乌粟尔抱怨到，国王的工作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因为他麾下的人不愿负担国王的征调而逃跑。[22]
 上文提到，一位亚述官员曾向国王报告卡尔赫米什居民因为畏惧国王征召的ilku
 义务而逃到了敌国阿尔帕德。[23]
 沙比莱舒行省总督阿淑尔-杜尔-帕尼亚在致国王的信中也提到，舒布利亚的居民连续三年逃避ilku
 义务。[24]
 由于逃亡现象非常普遍，原本照管驴子的人演变成专门追捕逃亡者的“搜索官”（lú
 ša-bēt-kūdini
 ）。[25]
 哈勒资亚特巴尔省总督阿淑尔-贝鲁-达印向国王报告追捕逃亡者的情况：“我提到的搜索官已经在附近找出了许多人，并交给了我。所有的哈勒资亚特巴尔人都逃跑了，他们分散到（附近的）各个国家，（因此，）该搜索官绝望地说：‘把他们都找来是不可能的!’”[26]


按照惯例，债务人清偿了债务，债权人就要销毁相关的债务记录，保存在王宫的债务记录表明许多债务人还没有按期偿债。亚述的财政危机可能不是暂时的周转问题，而是财务出现了严重问题。

二　新增税目

1.bitqu
 的词源与词义


bitqu
 来源于动词batāqu
 （“割去、凿穿、分割、粗凿、指责”），[27]
 本义为“渠道的闸口、流水的改道、凿穿和指控”等[28]
 ；新亚述时期，该词指在人力和物资短缺时征发的一种的赋税。[29]
 与此同时，bitqu
 还可以用作形容词，有“穷困、贫乏、亏空、破损、破败”等多种意思。[30]
 bitqu
 一般拼写为be-qu
 ，be-qi
 ，be-qí
 ，be-qa
 ，be-qu
 ，bat-qu
 ，bat-qi
 ，bat-qí
 ，ba-ti-iq
 ，因此，也可以转写为batqu
 。波斯特盖特认为，在指代其本义时转写为batqu
 ，支配它的动词[image: img]
 abātu
 ；在指代引申义时则拼写为bitqu
 ，支配它的动词是ka
 [image: img]
 āru
 。[31]


亚述征收的bitqu
 一般用来弥补财物亏空和人力短缺。例如，一个名为纳布-巴里坦尼的人在一封信中写道：“（把征收）‘会见宫’（é.gal mašarti
 ）的bitqu
 （的任务）委派给他，让他完成他的工作，（这样）我就可以利用从他（那里获得的财物）来偿还你（们）的债务了。”[32]
 纳布-巴里坦尼利用征收的bitqu
 偿还债务表明，征收bitqu
 已成为偿还债务的一种手段。

2.发展演变

公元前9世纪后期，bitqu
 可能就具有了为弥补财政亏空而征发的赋役的意思。泰尔•比拉出土的两份物品清单提到了bitqu
 ，它们可能是记录征收bitqu
 的清单。[33]
 这两份清单提到了两个名年官，其中一个是沙鲁-哈图-伊佩尔，[34]
 另一个是尼努尔塔-穆金-尼什。[35]
 尼努尔塔-穆金-尼什在公元前844年出任名年官，而沙鲁-哈图-伊佩尔在公元前831年和公元前815年两次出任名年官。因此，早在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时期bitqu
 就可能成为一种国家征发的赋税。

萨尔贡二世之前，亚述在财物和人手出现亏空时征收bitqu
 很可能属于一种权宜之计。如前所述，在有关军官麾下的士兵出现伤亡时，国王才命令一些总督去征召bitqu
 弥补损失。在萨尔贡二世之前，阿淑尔总督塔伯-西尔-埃沙拉并不需要征收bitqu
 ，只是由于国王豁免了阿淑尔城居民的赋役，他不得已才征收bitqu
 去弥补埃卡拉图宫的人手短缺。

新亚述晚期，bitqu
 可能已成为一种正常征收的赋役。阿淑尔巴尼拔的几份豁免臣僚赋役的敕令都提到了bitqu
 ，其中阿淑尔巴尼拔在豁免其粮草供应官地产赋役的敕令中写道：“这些耕地和果园的人员不需要交纳□□□□□的bitqu
 。”[36]
 国王在豁免赋役的敕令中将bitqu
 与其他赋役相提并论，可见，bitqu
 已不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与其他正式的赋役一样成为一种正式的税赋。

新巴比伦王国和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bitqu
 可能仍然是一种国家赋税。尼布加尼撒二世、纳波尼都和大流士在位期间的文献提到了几个人的身份为rab batqi
 ，[37]
 它与亚述负责征调bitqu
 的官员rab bitqi
 称呼非常相似，因此，我们怀疑rab batqi
 可能也负责征调bitqu
 。[38]
 不过，我们并没有新巴比伦和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征调bitqu
 的直接材料。

3.内容


bitqu
 是一项综合性赋役，既可以指人员的征调，又可以指马匹的征集，也可以指衣物、金银等物资的征收。

在许多情况下，亚述征调的bitqu
 是服兵役和劳役的人员。例如，泰尔•比拉有关bitqu
 的文件中列举了来自许多村镇的人员。[39]
 又如，国王曾命令一位高官提供bitqu
 来弥补一位军官由于士兵伤亡造成的军队的bitqu
 ，国王提到的bitqu
 是军队的士兵。再如，由于国王豁免阿淑尔城居民的赋役而引起的埃卡拉特宫人手短缺，阿淑尔总督塔伯-西尔-埃沙拉征召的bitqu
 是“扎库”士兵、奴隶之子和宫廷仆妇之子。[40]
 由于人手短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亚述国王和相关官吏，服役的人员应该是亚述bitqu
 的重要内容。

亚述征集的bitqu
 还可以是马匹等牲畜。例如，帕尔苏阿总督纳布-莱曼尼的官员在致埃萨尔哈东的信中写道：“我遇到了一个来自帕尔苏阿的信使，（他说）：‘扎里帕人已经来了，他们带着100匹马来了。他们中的4个人已经逃到了沙漠里，来到了尼库尔，他们在那里说：“我们从我们国家带来了马匹，但是，曼纳人把它们扣在他们国家了。”’我现在写信给国王我的主人，请派一个侍卫来听扎里帕人怎么说。他们也许会把马匹带来，（这样）我就可以提供国王的bitqu
 了。”[41]
 又如，一封关于征集马匹的书信写道：“5匹马（是）阿淑尔神骑兵队的bitqu
 。”[42]
 再如，泰尔•比拉有关bitqu
 的文件中还列举了来自许多村镇的马和驴。[43]


建筑材料也是亚述bitqu
 的重要内容。阿淑尔总督塔伯-西尔-埃沙拉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关于国王我的主人在给我的信中提到的为‘内城’的铁火炉储备的木材，我咨询过市长、石匠和长老们，（他们说）：‘工程主管将负责拆迁和制砖工作，宫廷仆妇之子将负责提供所需的材料，并涂抹房顶的灰泥，“内城”的石匠将提供bitqu
 ’。”[44]


亚述的bitqu
 还可以是军用物资。例如，总督沙鲁-埃穆兰尼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国王我的主人在给我的信中问：‘你为什么提早出发而没有等候阿拉泊哈总督？’阿拉泊哈总督因为（选择的行军）路线（不好）而进军非常慢。他从扎班出发，用了三天时间才到达那里，而我走这条路可以到帕尔苏阿往返两次。由于这个原因，我第一个出现在要塞。去年□□□□□□难道我不能离开要塞的马匹和‘扎库’士兵，带着马匹和‘扎库’士兵去马扎穆阿收获庄稼吗？我正在等候国王我的主人的信使，国王我的主人的命令是什么？既然国王我的主人说过‘贝尔-伊狄纳之子应该跟你走’，（那就）让他跟部队一起走，让纳布-哈马图阿留在这里做国王的工作，征集国王我的主人要塞需要的bitqu
 。”[45]



bitqu
 还可能是衣服。一位名为瓦拉德-古拉的祭司在致埃萨尔哈东的信中写道：“他首先挑了22日和今天送来的gulēnu
 上衣、长袍和maklulu
 衣服，每种衣服均为一件；他既没有告诉驱魔师主管，也没有告诉它们的拥有者阿达德-舒穆-乌粟尔。但是，我最终落得两手空空，我们该用何种方式征集bitqu
 的衣服呢？”[46]


亚述的bitqu
 还可能是银子。一份记录宦官从各省收取银子的备忘录写道：“石灰岩的供应者基西尔-阿淑尔已在服侍库什宦官舒尔穆-沙里，舒尔穆-沙里派一个皇家卫兵我这里，他用武力收取了我20米那银子。以上是拉萨帕副总督的全部（报告）。库什宦官舒尔穆-沙里把3米那银子交给了rab bitqi
 。”[47]
 库什宦官舒尔穆-沙里从拉萨帕征收钱财，其中部分银子交给了rab bitqi
 ，因此，相关的银子很可能是bitqu
 。

4.课征的对象


bitqu
 征收的对象非常广泛，既包括行省居民，又包括奴隶、宫廷依附者和“扎库”士兵等没有义务服役的人员。

行省的居民是bitqu
 的主要负担者。上文提到，泰尔•比拉发现的bitqu
 清单表明，征收bitqu
 的任务与亚述的其他赋役一样被分配到一些行省的村镇，村镇的居民很可能是该义务的承担者。又如，帕尔苏省总督说道：“让他们把马带来，我将负责提供国王的bitqu
 。”可见，这位总督企图用辖区饲养的马匹来填补国王马匹的亏空。

奴隶、宫廷依附者和“扎库”士兵等原本没有服役义务的人员也是bitqu
 的征调对象。国王在豁免有关官员地产的赋役的敕令中规定，依附于有关耕地和果园的人员都被免除了bitqu
 。为弥补国王豁免阿淑尔城居民赋役而造成的人手短缺，阿淑尔行省总督曾经在写字板上列举了其征调的人员为“扎库”士兵、奴隶之子和宫廷仆妇之子。

亚述的俘虏和被征服地区居民也是bitqu
 征调的对象。上文提到，“拉科苏”士兵大多来源于俘虏和被征服地区居民，而拉萨帕省总督泽如-伊伯尼在致国王的信中提到“拉伯—穆吉”的副官征调原本充当“拉科苏”士兵的马尔都克-埃里巴履行bitqu
 义务，[48]
 这大概表明俘虏和被征服地区居民也在bitqu
 征调之列。新亚述时期，俘虏和被征服地区居民在亚述人口中占很大比例，当国王、总督和其他官员在兵力和劳动力不足时征调是不难理解的。

5.征收方式

亚述宫廷中负责bitqu
 税征收的官员是rab bitqi
 ，他还有副手和书吏。据一份分配附属国交来的贡赋清单记载，rab bitqi
 及其副手和书吏曾与“巴森努”、宫廷监督和卫戍宫廷的军官等高级官吏及其属员一同分享国王赏赐的附属国交来的贡赋。[49]
 另据尼尼微的一份亚述官吏名录记载，rab bitqi
 与“图尔塔努”、“纳吉尔—埃卡里”、宦官总管、“马森努”、尼尼微总督、阿尔贝拉总督、拉萨帕总督、巴尔哈尔兹总督和欣达努总督等朝廷重臣与地方大员合称为王太子所属的49位高官。[50]
 在萨尔贡二世离开都城时，辛纳赫里布曾代替其父监国，这里提到的王太子可能是辛纳赫里布，因此，萨尔贡二世时期就出现了rab bitqi
 。不过，由于rab bitqi
 从未被任命为名年官，他的地位应该低于朝廷重臣和行省总督。

与其他赋役一样，bitqu
 赋役一般由行省总督与各级官员一起征收。上文提到，国王曾命令有关高官提供bitqu
 去弥补由于士兵伤亡造成的兵力不足，[51]
 可见行省总督负责征调国王征收的bitqu
 。上文提到，拉萨帕总督泽如-伊伯尼提到高级军官“拉伯—穆吉”的副官曾征召一个“拉科苏”士兵服bitqu
 役，可见，“拉伯—穆吉”及其副官也参与bitqu
 的征调。泰尔•比拉有关bitqu
 的列表提到了许多村镇，[52]
 因此，“村庄巡检官”和村镇长应该是bitqu
 赋役征调的具体实施者。亚述的bitqu
 征收的标准尚不清楚。不过，在泰尔•比拉发现的bitqu
 征收清单中，bitqu
 与名年官联系在一起，这既可能表示有关的bitqu
 是以年为单位放在一起征收的，也可能是表示相关的bitqu
 是弥补该年亏空的。

综上所述，新亚述时期，通过掠夺战利品、勒索贡赋、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亚述掠夺了大量财物和人口；但是，由于亚述国王穷兵黩武、大兴土木以及各级官吏中饱私囊，国家的各项财务出现了入不敷出的局面。为了摆脱困境，亚述不得不在各种正常的赋役外额外征收财物和人手，因此，bitqu
 税是国家在正常赋役外对民众的额外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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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过以上各章对亚述赋税制度的梳理和研究，我们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内容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知，发现亚述的各种赋役制度在起源、发展演变、征发对象、征收方式等诸方面具有一些突出的特点。

第一，随着国家的发展演变，亚述基本形成了一套与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赋役体系。行省民众负担农业税，附属国进献各种贡赋，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交纳关税；行省和附属国居民履行徭役义务，还负责向神灵奉献供品；并开征bitqu
 来弥补财政亏空。国家各项支出均有明确的来源，各类民众分别负担不同的赋役，亚述的赋役制度是其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然而，亚述末期，由于国王穷兵黩武、大兴土木，各项赋役成为民众不能承受的负担，大规模的赋役豁免直接减少了政府可支配的物力与人力，赋役制度的破坏是导致亚述盛极而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亚述征收赋役的依据是财产而非人身，有利于保证国家收入的稳定。亚述税赋的征收依据土地或财产的多寡，徭役的摊派多依据土地保有的数量，根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人头税，因此，亚述征收赋役的依据是财产。亚述的土地名义上归国王所有，但是，大量土地被私人占有，自由买卖的土地政策使土地兼并司空见惯，以财产为依据的赋役征收标准，可以确保国家在社会分化的情况下仍然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

第三，亚述没有成文的赋役法，大多数赋税的税率或服役的期限并不完全统一。尽管亚述的法制传统非常悠久，并且流传下来大量法律文献，但是，阿淑尔城邦只留下的三篇简略且破损严重的法律文本，中亚述时期流传下来的《中亚述法典》残缺不全，新亚述时期则没有留下成文法。不过，无论是阿淑尔城邦残存的法典性质的法律文献还是《中亚述法典》均没有涉及赋役的摊派情况，因此，赋役的征收很可能要依据各地的习惯或国王的诏令，全国的税率可能并不统一，这都是亚述国家不成熟的体现。

第四，亚述赋役的征发多依赖于各级行政机构。虽然朝廷高官“马森努”曾在建造杜尔-沙鲁金的过程中协调过行省总督的工作，并负责接收折算成财物的ilku
 义务，但是，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该官员是统管全国赋役征收的“大司库”。除了关税和养殖业税方面有专职的税吏外，行省多种赋役的征发都是依赖从总督、副总督、“村庄巡检官”到村长等各级行政官吏。

第五，亚述不同的管理方式造成了原始落后的赋役征收方式与先进成熟的征收方式并存的局面。行省是亚述直接管理的区域，附属国属于间接管辖的地区，行省居民须缴纳赋税，而附属国君主则需要缴纳贡赋。亚述向行省征收的赋税是各类农产品等实物，一些税赋还可以折算成金银、缴纳财物代役属于比较先进的赋役征收方式；亚述向附属国强征以贵金属和各地土特产为主的贡赋，属于比较原始的剥削方式。

第六，亚述的赋役种类繁多，不过，赋税相对较轻，而徭役相对较重。亚述的赋役可分为赋税、徭役和神灵的供品三大类。亚述的赋税又分为农业税、附属国的贡赋和关税，农业税又可分为种植业税和养殖业税，附属国的贡赋又分为正式贡赋和附带贡赋。亚述的徭役分为兵役和劳役，兵役又分为兵民合一的民军制和以土地保有为基础的征兵制，劳役又分为一般性的劳役、牧人与手工业者的特殊劳役和邮驿服务。神灵的供品分为日常供品和特殊供品，它们又可细分多种类别。尽管亚述的税赋名目繁多，但是，从未发现普通民众抗税不交的行为，赋税负担应该比较轻。虽然亚述征发徭役的时间尚不完全清楚，但是，相关臣僚纷纷抱怨国王的劳役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民众则频频逃役，可见，亚述的徭役负担比较沉重。

第七，亚述的赋役制度是古代两河流域赋役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苏美尔—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居民较早迈入国家的门槛，并创造了较为成熟的赋役制度，亚述赋役制度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深受南部地区的影响。不过，亚述并非机械地照搬苏美尔—巴比伦尼亚的赋役制度，而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定的变革。例如，亚述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大量饲养马匹导致农作物的秸秆需，[1]
 亚述利用传统的šibšu
 税专门征收作物的秸秆，而创造nasāhē
 税征收大麦等产品。如前所述，ilku义务原本是一种与土地保有为基础的国家义务，但是，一些人因故丧失了份地，国家无法将其征召服役，亚述于是将ilku
 义务征调的对象扩展到无地人员。新巴比伦王国和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继亚述而兴起，也继承了亚述的大部分赋役制度。

进一步分析亚述赋税制度，我们发现它们还具有一些普遍性的内容。概言之，其普遍性的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亚述赋役制度的起源来看，它是一个由历史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产物。亚述赋税制度发展演变的历程表明，它是从不成文的、散漫的、随意的、种类繁多的赋役逐渐走向习惯性的、成文的、制度性的经济制度发展的过程。在亚述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赋役制度。例如，阿淑尔城邦时期，税收种类少、内容单一；中亚述，税收变多且复杂；及至新亚述时期，有更多的种类和征收方式，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赋役制度。

二、从赋役的摊派对象来看，亚述的赋役负担极为不均，具有明显的阶级性。从理论上讲，亚述所有的财物和人口均需要纳税或服役，但是，实际上，一些权贵和特殊的社会阶层却可以享受免赋役的殊遇：最初是祭司阶层和一些宗教中心城市的居民，后是军事贵族，再加上各类职业军人，均可能被豁免赋役。然而，国家的需要并没有因为有关人员和机构豁免赋役而减少，它们往往被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赋役的豁免凸显了统治阶级通过课征赋役剥削被统治阶级的本质。

三、从赋税的作用来看，亚述征收赋役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统治阶级利用摊派的各种赋税、劳役和兵役，征服了大片土地，掠夺了大量战利品，修建了大量的宫殿、神庙，满足统治阶级的需求；另一方面，征收的财物可以养活移民和其他非生产性人员，征召的士兵可以维护国家的安全，征调的劳动力可以修建水渠和道路等公共工程，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四、从征发赋役的性质来看，亚述的赋役制度具有明显的军事色彩。从中亚述时期开始，亚述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军事征伐成为亚述历史发展的主旋律，赋役的征发多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大批人员被征召入伍直接参与军事活动，大量的人口被征调参与军事要塞等与军事有关的工程建设，亚述征收的大量农业税用于供给士兵，被征服地区需要进献亚述贡赋。

显然，亚述的各种赋役制度一方面表现出其内容的广泛性，另一方面其又在起源、发展演变、征发对象、征收方式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自身民族和国家特征。由于这两种因素的有机结合，使得亚述的赋税制度显示了其发展的有机性、内容的全面性和民族的独特性。当然，如果继续追踪亚述赋税制度的内在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话，亚述赋税制度的丰富内容和诸多特征可以从以下各点中得到较为全面的说明和深刻的理解：

其一，亚述的赋制度是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亚述不同生产方式的真实反映。亚述幅员辽阔，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生产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产生了不同的赋役类型和征收方式。例如，种植业发达地区主要征收šibšu
 税与nusāhē
 税，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征收牛羊等[image: img]
 ibtu
 税，商业发达的地区则向商人征收关税。亚述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赋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并促进了亚述不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其二，亚述的赋税制度反映了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亚述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发展逻辑就在于其是由城邦一步一步向帝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亚述从早期的城市国家逐步走向机构健全、统治制度较为严密的军事帝国，这一切都与赋税制度密不可分。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亚述的赋税制度始终为亚述帝国的上层建筑服务，一直与亚述统治者对内的镇压与不断的对外征服相关联，发展的核心就是对外征服战争。而赋役的征收与亚述的不断征战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这样讲，亚述国家的征战为其完整而复杂的赋税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其三，亚述的赋税制度与古代两河流域历史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发展演变的历史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古代西亚历史发展的缩影。如在前面多章中所揭示的，一方面，亚述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深受两河流域其他地区的影响，它的许多赋役制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并参考了当时两河流域其他国家的赋税制度；另一方面，亚述是古代两河流域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之一，其赋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也推动了古代两河流域赋役制度的发展演变。因此，亚述的赋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两河流域文明发展的缩影，而不仅仅属于亚述国家。

综上所述，亚述的赋税制度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统一体，高度凝聚了亚述和两河流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硕果，因而是亚述和两河流域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反映，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无疑对于研究其政治史、经济史和文明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需要说明的是，亚述赋税制度的研究是一个需要长期的探讨才有可能获得较为深入成果的课题，因此，笔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方面，由于材料的局限等原因，我们对亚述赋役制度的研究尚有许多空白之处；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由于亚述的楔形文字文献没有经过时人的整理研究以及后人的注疏，亚述赋役制度涉及的一些术语晦涩难懂。因此，亚述赋役制度研究尚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不过，我们坚信，随着既有材料的重新解读和新资料的发掘整理，学界会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这样一来，亚述赋税制度研究的一些薄弱之处也将逐渐获得改善，亚述的赋税制度和亚述学的研究将获得不断深入的进展，最终一些谜团则完全有可能陆续被解开。对此，我们满怀期待，也将不断努力。




[1]
 一些农作物的秸秆不仅是马、牛等牲畜的草料，而且是添加到泥砖里的黏结材料。参见Simo Parpola，“The Construction of Dur-Šarrukin in the Assyrian Correspondence”，Annie Caubet，ed.，Khorsabad，le palais de SargonⅡ，roi d’Assyrie，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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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新亚述名年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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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新亚述时期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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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常用度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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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　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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